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江苏省县域种植业碳源 ／汇测算与农业园区空间相关性分析

龚　 钰１， 陆建飞１， 罗云建２， 田　 坤３， 李晓明１， 蔡　 汉４① 　 （１􀆰 扬州大学农学院， 江苏 扬州　 ２２５００９； ２􀆰 扬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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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 现代农业园区对推动地区种植业绿色低碳转型具有重要作用，统筹兼顾园区发展和减排固碳是种植业实

现“双碳”目标的有效手段。 基于县域视角测算了 ２０２０ 年江苏省 ７７ 个县级行政单元种植业碳排放量、碳汇量、净
碳汇量以及净碳汇强度，刻画了其空间分布格局，通过了解不同县域现代农业园区主导产业作物种植结构及品

种，对园区合理聚类并测算其碳汇强度，结合双变量空间自相关定量识别园区建设与地区净碳汇强度的空间关联

模式。 结果表明：（１）２０２０ 年江苏省各县域种植业净碳汇量均为正值，呈现出碳生态盈余状态，碳排放量、碳汇量、
净碳汇量与净碳汇强度均呈现出苏北＞苏中＞苏南的特征，且不同县域之间差异较大。 （２）依据主导产业作物类

型，可将江苏省现代农业园区划分为 ７ 类，其碳汇强度大小排序依次为粮油作物主导型园区＞粮油－花果作物主导

型园区＞粮油－蔬菜作物主导型园区＞花果作物主导型园区＞多类作物主导型园区＞蔬菜－花果作物主导型园区＞蔬
菜作物主导型园区。 （３）园区建设规模与地区净碳汇强度具有显著空间负相关关系，且局部空间格局呈现低－高
集聚连片分布，低－低、高－高和高－低集聚分散分布的特征。
关键词： 种植业； 现代农业园区； 减排固碳； 净碳汇强度； 空间相关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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ｔｙｐｅ ＞ ｇｒａｉｎ⁃ｏｉｌ ａｎｄ ｆｌｏｗｅｒ⁃ｆｒｕｉｔ ｃｒｏｐｓ ｄｏｍｉｎａｎｔ ｔｙｐｅ ＞ ｇｒａｉｎ⁃ｏｉｌ ａｎｄ ｖｅｇｅｔａｂｌｅ ｃｒｏｐｓ ｄｏｍｉｎａｎｔ ｔｙｐｅ ＞ ｆｌｏｗｅｒ⁃ｆｒｕｉｔ ｃｒｏｐ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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ｄｏｍｉｎａｎｔ ｔｙｐｅ ＞ ｍｕｌｔｉｐｌｅ ｃｒｏｐｓ ｄｏｍｉｎａｎｔ ｔｙｐｅ ＞ ｖｅｇｅｔａｂｌｅ ａｎｄ ｆｌｏｗｅｒ⁃ｆｒｕｉｔ ｃｒｏｐｓ ｄｏｍｉｎａｎｔ ｔｙｐｅ ＞ ｖｅｇｅｔａｂｌｅ ｃｒｏｐｓ ｄｏｍｉｎａｎｔ
ｔｙｐｅ． （３） Ｔｈｅｒｅ ｗａｓ ａ ｓｉｇｎｉｆｉｃａｎｔ ｓｐａｔｉａｌ ｎｅｇａｔｉｖｅ ｃｏｒｒｅｌａｔｉｏｎ ｂｅｔｗｅｅｎ ｔｈｅ ｃｏｎｓｔｒｕｃｔｉｏｎ ｓｃａｌｅ ｏｆ ｔｈｅ ｐａｒｋｓ ａｎｄ ｔｈｅ ｒｅｇｉｏｎａｌ
ｎｅｔ ｃａｒｂｏｎ ｓｉｎｋ ｉｎｔｅｎｓｉｔｙ， ｔｈｅ ｌｏｃａｌ ｓｐａｔｉａｌ ｐａｔｔｅｒｎ ｓｈｏｗｅｄ ａ ｓｐａｔｉａｌ ｐａｔｔｅｒｎ ｏｆ ＂ ｌｏｗ⁃ｈｉｇｈ ｉｎ ｃｏｎｔｉｇｕｏｕｓ ｄｉｓｔｒｉｂｕｔｉｏｎ， ｌｏｗ⁃
ｌｏｗ， ｈｉｇｈ⁃ｈｉｇｈ ａｎｄ ｈｉｇｈ⁃ｌｏｗ ｉｎ ｓｃａｔｔｅｒｅｄ ｄｉｓｔｒｉｂｕｔｉｏｎ＂ ．
Ｋｅｙ ｗｏｒｄｓ： ｐｌａｎｔｉｎｇ ｉｎｄｕｓｔｒｙ； ｍｏｄｅｒｎ ａｇｒｉｃｕｌｔｕｒａｌ ｐａｒｋｓ； ｅｍｉｓｓｉｏｎ ｒｅｄｕｃｔｉｏｎ ａｎｄ ｃａｒｂｏｎ ｆｉｘａｔｉｏｎ； ｎｅｔ ｃａｒｂｏｎ ｓｉｎｋ ｉｎｔｅｎ⁃
ｓｉｔｙ； ｓｐａｔｉａｌ ｃｏｒｒｅｌａｔｉｏｎ

　 　 温室气体超标排放造成的全球气候变暖是当

前人类面临的最大环境问题。 ２０２０ 年，习近平首次

提出“力争 ２０３０ 年前实现碳达峰，２０６０ 年前实现碳

中和”的“双碳”目标，彰显了中国自觉承担国际减

排责任、追求绿色低碳可持续发展的大国担当。 在

“双碳”背景下，各行各业如何减排固碳成为当前亟

待解决的关键问题［１］。 研究显示，我国温室气体排

放总量中约有 １７％来自农业活动［２］。 种植业作为

我国最为关键的农业生产类型，对农业碳排放具有

较大贡献，是重要的碳源和碳汇［３］，由传统高农药

化肥消耗、高强度耕作灌溉以及不合理废弃物处理

等粗放农业生产方式向低碳农业生产方式转型是

种植业减排固碳的重要手段［４－５］。 现代农业园区作

为现代农业的试验田，通过推进农业绿色生产方

式［６］，对地区种植业的绿色低碳转型发展起着不可

替代的重要作用［７］。 然而，随着园区建设的快速推

进，机械化、规模化等现代化的“高碳”生产方式也

对地区种植业碳排放造成了不可忽视的负面影

响［８－９］。 在“双碳”背景和农业绿色转型目标紧迫要

求下，统筹兼顾区域园区发展和减排固碳，探究地

区园区建设与种植业碳排放的关系具有重要的现

实意义。
长期以来，我国学者对于种植业碳排放与碳吸

收多采用间接估计法和直接系数法进行核算，这为

种植业碳源与碳汇研究夯实了基础［１０－１１］。 在聚焦

种植业碳效应的诸多研究中，学者们主要从作物吸

收、生产排放等方面对种植业碳源与碳汇进行测

算，并进一步分析了种植业碳源、碳汇的空间分布、
演变趋势［１２－１３］。 同时，在了解不同因素对种植业碳

源、碳汇影响基础上［１４－１５］，还着重探讨了碳排放与

经济增长［１６］、粮食安全［１７］ 以及实践创新基地建

设［１８］等的关系特征。 随着研究的日趋丰富，研究尺

度也逐渐多元化，涉及国家［３］、地区［１５］、省［１１］、市［５］

等多个尺度。 综合来看，当前研究成果对全面了解

种植业碳效应提供了良好的理论基础，为种植业实

现“双碳”目标提供了重要的现实依据，但仍存在以

下不足：（１）宏观层面下考察种植业碳源、碳汇，难
以全面了解种植业的碳效应，综合考量种植业净碳

汇效应，从小尺度即县域层面对种植业净碳汇效应

进行更为细致的剖析，有助于衡量种植业在“双碳”
目标实现过程中的作用。 （２）种植业净碳汇效应与

现代农业园区的相关性研究有待开展。 现代农业

园区是推动我国农业现代化的重要抓手［１９］，对种植

业绿色低碳转型、实现“双碳”目标有重要作用，了
解地区园区建设与种植业净碳汇效应的关系有助

于更好推动园区绿色发展，为地区种植业减排固碳

提供新思路与新方向。 （３）现代农业园区分类方式

有待完善。 当前园区种类繁多，缺乏立足于园区主

导产业作物类型的综合分类方式，以便对不同地区

现代农业园区碳效应状况进行合理聚类和优化。
江苏省是农业大省，目前正面临着农业低碳化

转型［１３］。 在已有研究基础上，以江苏省各县域为研

究单元，在刻画种植业碳排放量、碳汇量、净碳汇量

以及净碳汇强度空间分布格局的同时，对不同主导

产业作物类型、种植结构的现代农业园区合理聚类

并测算其碳汇强度，选择净碳汇强度与园区耕地占

县域耕地面积比例即园区建设规模，作为衡量地区

净碳汇效应与园区建设现状的重要指标，采用双变

量空间自相关法定量揭示现代农业园区建设对地

区净碳汇效应的影响及其响应规律，以期为区域现

代农业园区建设实现正向生态效益、推动地区种植

业低碳减排提供理论参考。

１　 研究区域与数据来源

１􀆰 １　 研究区概况

江苏地处东部沿海，介于北纬 ３０°４５′ ～ ３５°２０′，
东经 １１６°１８′ ～ １２１°５７′之间，属东亚季风气候区，雨
量适中，农业开发程度高。 ２０２０ 年江苏省农作物播

种面积达 ７４７􀆰 ８４ 万 ｈｍ２，粮食产量 ３ ７２９􀆰 ０６ 万 ｔ，是
全国重要的粮食生产基地。 近年来，江苏省不断提

升农业现代化水平，相继开展了现代农业科技园、
现代农业示范区、现代农业产业园等园区建设工作。

考虑到江苏省现代农业园区存在诸多类型和

规模［６］，各类园区数据尚未形成统一核算口径，笔
者仅选择省级及以上且种植业为主导产业的现代

农业产业园为研究对象。 园区信息汇总时，为消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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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园多名的影响，园区以其所属最新类别为准，每
个园仅统计 １ 次。 由图 １ 可知，２０２０ 年江苏省共建

成各类现代农业园区 ９２ 家，其中国家级现代农业产

业园 ９ 家，省级现代农业产业示范园 ４４ 家，省级现

代农业产业园 ３９ 家。 从县域尺度（图 ２）看，除高淳

区、吴中区、洪泽县等 ５ 处以养殖业为主导产业的地

区外，其余各县均建设有现代农业园区，已初步形

成一县一园甚至多园的空间格局。 从园区建设规

模看，园区耕地总面积达 ３６􀆰 ６９ 万 ｈｍ２，其中国家级

现代农业产业园平均耕地面积达 １􀆰 ２０ 万 ｈｍ２，省级

农业园平均耕地面积达 ０􀆰 ３１ 万 ｈｍ２，各县园区平均

建设规模占比达 ９􀆰 ９０％。 从园区种植业发展现状

看，园区主导产业作物类型丰富多样，包含水稻、小
麦、蔬菜、瓜果、茶叶、花卉、林木、果树等诸多种类，
其中稻麦总种植面积达 １３􀆰 １５ 万 ｈｍ２，占园区总种

植面积的 ３５􀆰 ８５％；蔬果总种植面积达 １６􀆰 １５ 万

ｈｍ２，占园区总种植面积的 ４４􀆰 ０１％。

图 １　 ２０２０ 年江苏省市域现代农业园区数量分布

Ｆｉｇ􀆰 １　 Ｔｈｅ ｎｕｍｂｅｒ ｄｉｓｔｒｉｂｕｔｉｏｎ ｏｆ ｍｏｄｅｒｎ ａｇｒｉｃｕｌｔｕｒａｌ
ｐａｒｋｓ ａｔ ｃｉｔｙ ｌｅｖｅｌ ｉｎ Ｊｉａｎｇｓｕ ｉｎ ２０２０

图 ２　 ２０２０ 年江苏省县域现代农业园区数量分布

Ｆｉｇ􀆰 ２　 Ｔｈｅ ｎｕｍｂｅｒ ｄｉｓｔｒｉｂｕｔｉｏｎ ｏｆ ｍｏｄｅｒｎ ａｇｒｉｃｕｌｔｕｒａｌ
ｐａｒｋｓ ａｔ ｃｏｕｎｔｙ ｌｅｖｅｌ ｉｎ Ｊｉａｎｇｓｕ ｉｎ ２０２０

１􀆰 ２　 数据来源

基于数据的可获得性，以江苏省县级行政单元

为研究区域，行政区划数据来源于中国国家基础地

理信息中心（ｈｔｔｐ：∥ｎｇｃｃ．ｓｂｓｍ．ｇｏｖ．ｃｎ），考虑到行政

区划的调整和数据的连续性，以《江苏省农村统计

年鉴》（２０２１ 年）为基准，将各市的市辖区统一合并

处理，得到江苏省县级行政单元 ７７ 个；用于计算碳

吸收、碳排放的各类农作物产量、播种面积、化肥使

用量、农膜使用量、农业机械总动力等数据均来源

于《江苏统计年鉴》 《江苏省农村统计年鉴》与各县

域统计年鉴（２０２１ 年）；各类现代农业园区名录、位
置、耕地面积、主导产业类型等数据来源于江苏省

人民政府（ｈｔｔｐ：∥ｗｗｗ． ｊｉａｎｇｓｕ． ｇｏｖ． ｃｎ ／ ）、江苏省农

业农村厅（ｈｔｔｐ：∥ｎｙｎｃｔ．ｊｉａｎｇｓｕ．ｇｏｖ．ｃｎ ／ ）网站。

２　 研究方法

２􀆰 １　 种植业碳汇量测算

种植业是我国重要的碳汇，农作物光合作用能

吸收大量的二氧化碳。 对于碳汇量测算，学者多通

过作物产量、经济系数、含水率、碳吸收率进行估

算［３，１１，２０－２１］。 同时，也有学者考虑不同作物特点，将
根冠比纳入核算范围，以获得更为精确的估算结

果［１３，２２］。 为此，依据已有研究成果，立足于江苏省

种植业农作物生长周期与特性，选取更为全面的碳

吸收核算途径，通过农作物产量、经济系数、根冠

比、碳吸收率、含水率来估算种植业碳汇量，计算公

式为

Ｃ ＝ ∑
ｎ

ｉ ＝ １
Ｃ ｉ ＝ ∑

ｎ

ｉ ＝ １
ｃｉ × Ｑｉ × （１ － Ｗｉ） ×

（１ ＋ Ｒ ｉ） ／ Ｈｉ 。 （１）
式（１）中， Ｃ 为地区农作物碳吸收总量，ｔ；Ｃ ｉ为第 ｉ
种农作物的碳吸收量，ｔ；ｎ 为农作物的种类数； ｃｉ 为
第 ｉ 种农作物全生育期合成单位有机物质所吸收的

碳，即碳吸收率； Ｑｉ 为第 ｉ 种农作物的经济产量，ｔ；
Ｗｉ 为第 ｉ种农作物经济产品部分的含水率； Ｒ ｉ 为第 ｉ
种农作物的根冠比； Ｈｉ 为第 ｉ种农作物的经济系数。
选取江苏省 １０ 种主要农作物进行碳吸收估算，各类

农作物的碳吸收率、经济系数、根冠比见表 １。
２􀆰 ２　 种植业碳排放量测算

笔者主要研究狭义农业即种植业的碳排放，部
分学者认为种植业碳排放主要指化肥、农药、能源

消耗以及土地翻耕等农地生产活动所直接或间接

引起的温室气体排放［１６］，也有学者则认为除农地生

产活动外，种植业碳排放还应包含农作物本身的碳

汇效应如稻田 ＣＨ４排放等［３，２３］。 考虑到江苏省是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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稻种植大省，在结合已有研究成果和江苏省种植业

发展现状的基础上，将碳排放源界定为 ２ 类：一是农

地生产活动所引起的直接或间接碳排放；二是水稻

生长发育过程中的 ＣＨ４ 排放。 依据文献［２４］，采用

碳排放系数法测算种植业碳排放总量。

表 １　 江苏省主要农作物的碳吸收率、含水率、经济系数、根
冠比

Ｔａｂｌｅ １ 　 Ｃａｒｂｏｎ ａｂｓｏｒｐｔｉｏｎ ｒａｔｅ， ｍｏｉｓｔｕｒｅ ｃｏｎｔｅｎｔ， ｅｃｏ⁃
ｎｏｍｉｃ ｃｏｅｆｆｉｃｉｅｎｔ ａｎｄ ｒｏｏｔ⁃ｓｈｏｏｔ ｒａｔｉｏ ｏｆ ｍａｉｎ ｃｒｏｐｓ ｉｎ
Ｊｉａｎｇｓｕ

作物类型
作物
名称

碳吸
收率

含水率
经济
系数

根冠比

粮食作物 稻谷　 ０􀆰 ４１ ０􀆰 １２ ０􀆰 ４５ ０􀆰 ６０
小麦　 ０􀆰 ４９ ０􀆰 １２ ０􀆰 ４０ ０􀆰 ３９
玉米　 ０􀆰 ４７ ０􀆰 １３ ０􀆰 ４０ ０􀆰 １６
大豆　 ０􀆰 ４５ ０􀆰 １３ ０􀆰 ３５ ０􀆰 １３
薯类　 ０􀆰 ４２ ０􀆰 ７０ ０􀆰 ７０ ０􀆰 １８

园艺作物 蔬菜　 ０􀆰 ４５ ０􀆰 ９０ ０􀆰 ６５ —
瓜果类 ０􀆰 ４５ ０􀆰 ９０ ０􀆰 ７０ —

经济作物 棉花　 ０􀆰 ４５ ０􀆰 ０８ ０􀆰 １０ ０􀆰 １２
花生　 ０􀆰 ４５ ０􀆰 １０ ０􀆰 ４３ ０􀆰 ７２
油菜籽 ０􀆰 ４５ ０􀆰 １０ ０􀆰 ２５ ０􀆰 ０４

数据来源于文献［２０－２２］。 花生、薯类的经济产量为块茎，因此其数

据为冠根比； 蔬菜、瓜果类作物种类复杂，不考虑其根冠比［１３］ 。

２􀆰 ２􀆰 １　 农地生产碳排放量测算

通常认为农地生产活动所引起的碳排放主要

来源于化肥、农药、农膜、农用机械用电、农业机械

使用柴油、农业灌溉以及农田翻耕。 基于确定的碳

源，构建种植业农地生产活动碳排放量估算公式：
Ｅａ ＝ Ｅ ｆ ＋ Ｅｐ ＋ Ｅｍ ＋ Ｅｅ ＋ Ｅ ｉ ＋ Ｅｓ ＋ Ｅｇ ＝

∑ Ｔｋ × δｋ 。 （２）

式（２）中，Ｅａ为地区种植业农地生产活动碳排放总

量，ｔ；Ｅ ｆ、Ｅｐ、Ｅｍ分别为化肥、农药、农膜使用在农地

生产活动中所引起的碳排放量，ｔ；Ｅｅ、Ｅｓ分别为农业

机械用电、柴油所引起的碳排放量，ｔ；Ｅ ｉ、Ｅｇ分别为

农业灌溉、农田翻耕所引起的碳排放量，ｔ；ｋ 为农地

生产活动类型； Ｔｋ 为 ｋ 类农地生产活动要素投入

量，ｔ； δｋ 为 ｋ 类农地生产活动要素碳排放系数，各碳

源的碳排放系数详见表 ２。
２􀆰 ２􀆰 ２　 稻田碳排放量测算

江苏省地域广阔，南北地区气候、温度存在较

大差异，因此不同地区水稻品种（早稻、中稻、晚稻）
的 ＣＨ４排放率也不尽相同。 考虑到各地区水稻不同

品种种植面积数据获取难度较大，选择以江苏省早

稻、中稻、晚稻 ＣＨ４ 排放率的均值作为 ＣＨ４ 排放系

数［２３］，取值为 ３２􀆰 ４１ ｇ·ｍ－２。 稻田碳排放计算公

式为

Ｅｂ ＝ Ｗｍ × α × ｆ 。 （３）
式（３）中，Ｅｂ为地区稻田碳排放量，ｔ； Ｗｍ 为 ｍ 县水

稻播种面积，ｈｍ２； α为水稻生长周期 ＣＨ４排放系数，
ｇ·ｍ－２； ｆ 为 ＣＨ４置换成标准碳的转化系数，１ ｔ ＣＨ４

引发的温室效应相当于 ６􀆰 ８２ ｔ 碳所产生的温室

效应［２５］。

表 ２　 农地生产活动主要碳源的碳排放系数

Ｔａｂｌｅ ２ 　 Ｃａｒｂｏｎ ｅｍｉｓｓｉｏｎ ｃｏｅｆｆｉｃｉｅｎｔｓ ｏｆ ｍａｊｏｒ ｃａｒｂｏｎ
ｓｏｕｒｃｅｓ ｏｆ ａｇｒｉｃｕｌｔｕｒａｌ ｌａｎｄ ｐｒｏｄｕｃｔｉｏｎ ａｃｔｉｖｉｔｉｅｓ

碳排放途经 碳排放系数 数据来源

化肥 ０􀆰 ９０ ｋｇ·ｋｇ－１ 文献［２６］
农药 ４􀆰 ９３ ｋｇ·ｋｇ－１ 文献［２６］
农膜 ５􀆰 １８ ｋｇ·ｋｇ－１ 文献［２６］
农业机械用电１） １６􀆰 ４７ ｋｇ·ｈｍ－２、０􀆰 １８

ｋｇ·ｋＷ－１
文献［２７］

柴油 ０􀆰 ５９ ｋｇ·ｋｇ－１ 文献［１０］
农业灌溉 ２６６􀆰 ４８ ｋｇ·ｈｍ－２ 文献［２８］
农田翻耕 ３１２􀆰 ６０ ｋｇ·ｋｍ－２ 文献［２９］

１）农业机械用电碳排放考虑农作物种植面积与农业机械总动力 ２
项要素投入。

２􀆰 ３　 园区类型划分与碳汇强度测算

江苏省现代农业园区主导产业作物类型通常

以稻麦、茶叶、花木、果树、蔬菜、瓜果等为主，通过

园区作物类型及其实际种植结构将园区划分为以

下 ７ 类：粮油作物主导型、花果作物主导型、蔬菜作

物主导型、粮油－花果作物主导型、粮油－蔬菜作物

主导型、蔬菜－花果作物主导型与多类作物主导型，
划分标准详见表 ３。

考虑到江苏省现代农业园区主导产业作物类

型除常见农作物以外，还包含茶叶、果树、花木等特

色作物，因此粮食、蔬果等常见农作物碳汇量测算

与上述方法相同，而特色作物碳汇量测算、园区碳

汇强度、地区净碳汇量与净碳汇强度计算公式［３０］ 分

别为

ＣＰ ＝ Ｃｃ ＋ Ｃｓ ， （４）
Ｃｓ ＝ Ｓｉ × Ｇ ｉ ， （５）
Ｃｑ，ｙ ＝ ＣＰ ／ ＳＰ ， （６）

Ｃｑ，ｒ ＝ ∑
ｙ

Ｃｑ，ｙ ／ ｙ ， （７）

Ｃｚ ＝ Ｃ － Ｅａ － Ｅｂ ， （８）
Ｃｑ ＝ Ｃｚ ／ Ｓ 。 （９）

式（４） ～ （９）中，ＣＰ为园区作物碳汇量，ｔ；Ｃｓ为园区特

色作物碳汇量，ｔ；Ｃｃ为园区常见作物净碳汇量，ｔ；Ｇ ｉ

为 ｉ 类作物单位面积固碳量，ｔ·ｈｍ－２；Ｓｉ为 ｉ 类作物

种植面积，ｈｍ２；ＳＰ为园区作物总种植面积，ｈｍ２；Ｃｑ，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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为园区碳汇强度，ｔ·ｈｍ－２；Ｃｑ，ｒ为第 ｒ 类作物园区的

碳汇强度，ｔ·ｈｍ－２；ｙ 为某类作物主导型园区数量；
Ｃｚ为地区净碳汇量， ｔ；Ｃｑ 为地区净碳汇强度， ｔ·

ｈｍ－２；Ｓ 为地区农作物种植面积，ｈｍ２。 茶叶、林果、
花木的单位面积固碳量分别为 ９􀆰 ４１、 ４􀆰 ９４、 ８􀆰 １８
ｔ·ｈｍ－２［３１－３２］。

表 ３　 ２０２０ 年江苏省现代农业园区类型划分

Ｔａｂｌｅ ３　 Ｃｌａｓｓｉｆｉｃａｔｉｏｎ ｏｆ ｍｏｄｅｒｎ ａｇｒｉｃｕｌｔｕｒａｌ ｐａｒｋｓ ｉｎ Ｊｉａｎｇｓｕ ｉｎ ２０２０

园区类别 园区主导产业作物类型 作物种植面积

粮油作物主导型 水稻、小麦、玉米、油料等粮油作物 总种植面积占园区种植面积的 ６０％及以上

花果作物主导型 茶叶、果树、花木等花果作物 总种植面积占园区种植面积的 ６０％及以上

蔬菜作物主导型 蔬菜、瓜果等作物 总种植面积占园区种植面积的 ６０％及以上

粮油－花果作物主导型 粮油、花果作物 各作物种植面积大于 ３０％，且总种植面积占园区种植面积的 ６０％及以上

粮油－蔬菜作物主导型 粮油、蔬菜作物 各作物种植面积大于 ３０％，且总种植面积占园区种植面积的 ６０％及以上

蔬菜－花果作物主导型 蔬菜、花果作物 各作物种植面积大于 ３０％，且总种植面积占园区种植面积的 ６０％及以上

多类作物主导型 粮食、蔬菜与林果作物 各作物种植面积大于 ２０％，且总种植面积占园区种植面积的 ６０％及以上

２􀆰 ４　 空间自相关理论

空间自相关分析是用来确定变量在空间位置

上有无相关性及相关程度的分析方法，全局空间自

相关能测算变量在空间内的整体分布状况，局部空

间自相关能用于识别聚集区的具体地理分布［３３］，而
双变量空间自相关可以探索多个变量之间的空间

关联性，是用所有相邻位置的加权平均值评估一个

位置变量值与其他变量的相关程度［３４］。 因此，选择

双变量空间自相关分析园区建设与地区净碳汇强

度的空间关联， Ｍｏｒａｎ′ｓ Ｉ 取值范围为［－１，１］，指数

大于 ０ 表示存在空间正自相关关系，越接近于 １，空
间依赖性越强；指数小于 ０ 表示存在空间负自相关

关系，越接近于－１，空间异质性越强；指数等于 ０ 表

明该属性值是随机分布的，不存在空间相关性。

３　 结果与分析

３􀆰 １　 江苏省种植业净碳汇效应的区域比较

基于上述研究方法与数据，测算了 ２０２０ 年江苏

省种植业的碳排放量、碳汇量，并在此基础上计算

净碳汇量与净碳汇强度，结果见表 ４。

表 ４　 ２０２０ 年江苏省种植业碳汇量、碳排量、净碳汇量及净碳汇强度情况

Ｔａｂｌｅ ４　 Ｃａｒｂｏｎ ｓｉｎｋ， ｃａｒｂｏｎ ｅｍｉｓｓｉｏｎ， ｎｅｔ ｃａｒｂｏｎ ｓｉｎｋ ａｎｄ ｎｅｔ ｃａｒｂｏｎ ｓｉｎｋ ｉｎｔｅｎｓｉｔｙ ｏｆ ｐｌａｎｔｉｎｇ ｉｎｄｕｓｔｒｙ ｉｎ Ｊｉａｎｇｓｕ ｉｎ ２０２０

地区
碳汇量 ／ 万 ｔ 碳排放量 ／ 万 ｔ

合计 粮食作物 园艺作物 经济作物 合计 农地生产 稻田
净碳汇量 ／

万 ｔ
净碳汇强度 ／
（ ｔ·ｈｍ－２）

南京市　 １５４􀆰 ０２ １２８􀆰 ００ ２０􀆰 ６７ ５􀆰 ３６ ３３􀆰 ５４ １５􀆰 ４７ １８􀆰 ０７ １２０􀆰 ４８ ４􀆰 ７９
无锡市　 ７７􀆰 ９０ ６７􀆰 １２ ９􀆰 ７０ １􀆰 ０９ １９􀆰 ２３ １０􀆰 ５２ ８􀆰 ７０ ５８􀆰 ６８ ４􀆰 ５２
常州市　 ９９􀆰 ７０ ８９􀆰 ８４ ７􀆰 １６ ２􀆰 ６９ ２４􀆰 ８１ １３􀆰 １４ １１􀆰 ６７ ７４􀆰 ８８ ４􀆰 ５４
苏州市　 １３４􀆰 ７０ １１８􀆰 ０１ １５􀆰 ３３ １􀆰 ３６ ３０􀆰 ７４ １５􀆰 ０１ １５􀆰 ７３ １０３􀆰 ９６ ４􀆰 ９６
镇江市　 １３８􀆰 ８３ １２５􀆰 ７３ ７􀆰 ４７ ５􀆰 ６３ ２７􀆰 ７９ １１􀆰 ８１ １５􀆰 ９８ １１１􀆰 ０４ ６􀆰 １４
南通市　 ５０７􀆰 ９２ ４３１􀆰 ５９ ３７􀆰 ６０ ３８􀆰 ７３ ９０􀆰 ０２ ５１􀆰 ０７ ３８􀆰 ９４ ４１７􀆰 ９１ ５􀆰 ３１
扬州市　 ４１２􀆰 １１ ３８７􀆰 ３９ １６􀆰 ５５ ８􀆰 １７ ７６􀆰 ０８ ３３􀆰 ３５ ４２􀆰 ７３ ３３６􀆰 ０３ ７􀆰 ０３
泰州市　 ４１６􀆰 ５２ ３７６􀆰 ４４ ２４􀆰 ４４ １５􀆰 ６３ ６８􀆰 ９０ ２９􀆰 ４４ ３９􀆰 ４６ ３４７􀆰 ６１ ６􀆰 ７０
徐州市　 ７９３􀆰 ８２ ６７３􀆰 ５７ ９８􀆰 ２７ ２１􀆰 ９７ １２１􀆰 ０１ ８１􀆰 ４１ ３９􀆰 ６０ ６７２􀆰 ８１ ５􀆰 ７０
连云港市 ５４４􀆰 ７４ ４９７􀆰 ８２ ３０􀆰 ３９ １６􀆰 ５３ １０１􀆰 ４０ ５５􀆰 １３ ４６􀆰 ２７ ４４３􀆰 ３４ ７􀆰 ００
淮安市　 ７０３􀆰 ２８ ６６３􀆰 １７ ３０􀆰 １４ ９􀆰 ９７ １２３􀆰 ８０ ５４􀆰 ０７ ６９􀆰 ７４ ５７９􀆰 ４８ ７􀆰 １６
盐城市　 １ ０６２􀆰 １６ ９３６􀆰 ９６ １０２􀆰 ５２ ２２􀆰 ６８ １９６􀆰 １８ １０５􀆰 ９３ ９０􀆰 ２５ ８６５􀆰 ９８ ６􀆰 ２３
宿迁市　 ６００􀆰 ６１ ５５５􀆰 ２３ ３８􀆰 １９ ７􀆰 １９ １０７􀆰 ５０ ５７􀆰 ９１ ４９􀆰 ５９ ４９３􀆰 １１ ６􀆰 ６１

江苏省　 ５ ６４６􀆰 ３１ ５０５０􀆰 ８７ ４３８􀆰 ４３ １５７􀆰 ０１ １ ０２１􀆰 ００ ５３４􀆰 ２７ ４８６􀆰 ７３ ４ ６２５􀆰 ３１ ６􀆰 １８

３􀆰 １􀆰 １　 种植业碳排放量的空间分布格局

由表 ４ 可知，２０２０ 年江苏省种植业碳排放量达

１ ０２１􀆰 ００ 万 ｔ，其中农地生产活动与稻田 ＣＨ４碳排放

量分别占 ５２􀆰 ３３％与 ４７􀆰 ６７％，农地生产活动是江苏

省种植业主要碳排放源。 从县域尺度（图 ３）看，

２０２０ 年江苏省 ７７ 个县域种植业碳排放量差异显

著，碳排放量最高的沭阳县（３８􀆰 ０６ 万 ｔ）是最低的南

通市市辖区（１􀆰 ００ 万 ｔ）的 ３８􀆰 ０６ 倍，空间分布总体

呈现出苏北（１２９􀆰 ９８ 万 ｔ） ＞苏中（７８􀆰 ３３ 万 ｔ） ＞苏南

（２７􀆰 ２２ 万 ｔ）的格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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３􀆰 １􀆰 ２　 种植业碳汇量、净碳汇量与净碳汇强度的空

间分布格局

由表 ４ 可知，２０２０ 年江苏省种植业碳汇量达

５ ６４６􀆰 ３１ 万 ｔ，其中粮食作物碳汇量是最主要的碳

汇来源，占碳汇总量的 ８９􀆰 ４５％，园艺作物与经济作

物碳汇量分别占 ７􀆰 ７７％与 ２􀆰 ７８％，种植业净碳汇量

达 ４ ６２５􀆰 ３１ 万 ｔ，表明江苏省种植业具有较强的碳

汇功能。 从县域尺度（图 ３）看，碳汇量与净碳汇量

也存在着较大的地区差异，碳汇量最高的沭阳县

（１９４􀆰 ４７ 万 ｔ）是最低的吴中区（３􀆰 ４８ 万 ｔ）的 ５５􀆰 ８８
倍，净碳汇量最高的沭阳县（１５６􀆰 ４１ 万 ｔ）是最低的

无锡市市辖区（１􀆰 ３８ 万 ｔ）的 １１３􀆰 ３４ 倍，高碳汇量、
净碳汇量县域主要分布在苏北、苏中地区，低碳汇

量、净碳汇量县域主要分布在苏南地区，总体上也

呈现出苏北＞苏中＞苏南的分布格局。 结合碳排放

量来看，江苏省各县域基本保持着高碳排放、高碳

汇与高净碳汇相统一，低碳排放、低碳汇与低净碳

汇相统一的一致性特征。
在净碳汇强度（图 ３）方面，净碳汇强度最高的

金湖县 （ ８􀆰 ０２ ｔ· ｈｍ－２ ） 是最低的无锡市市辖区

（１􀆰 ０６ ｔ·ｈｍ－２）的 ７􀆰 ８６ 倍，各县域之间差异依旧明

显，整体上依然呈现苏北 （ ６􀆰 ５４ ｔ· ｈｍ－２ ） ＞苏中

（６􀆰 ３５ ｔ·ｈｍ－２）＞苏南（４􀆰 ９９ ｔ·ｈｍ－２）的分布格局。
值得关注的是，相较于净碳汇量，３ 个区域净碳汇强

度之间的差距明显缩小，且净碳汇强度高值区有向

南移动的趋势，当前高净碳汇强度的县域主要分布

在苏北与苏中地区的交界处。 此外，高净碳汇强度

的县域还表现出明显的集聚特征（金湖县、淮安区、
宝应县、洪泽县、高邮市），说明地区净碳汇强度存

在着辐射扩散的溢出态势。

图 ３　 ２０２０ 年江苏省县域种植业碳排放量、碳汇量、净碳汇量及净碳汇强度分布

Ｆｉｇ􀆰 ３　 Ｄｉｓｔｒｉｂｕｔｉｏｎ ｏｆ ｃａｒｂｏｎ ｓｉｎｋ， ｃａｒｂｏｎ ｅｍｉｓｓｉｏｎ， ｎｅｔ ｃａｒｂｏｎ ｓｉｎｋ ａｎｄ ｎｅｔ ｃａｒｂｏｎ ｓｉｎｋ ｉｎｔｅｎｓｉｔｙ ｏｆ
ｐｌａｎｔｉｎｇ ｉｎｄｕｓｔｒｙ ｏｆ ｃｏｕｎｔｉｅｓ ｉｎ Ｊｉａｎｇｓｕ ｉｎ ２０２０

３􀆰 ２　 江苏省现代农业园区碳汇强度测算比较

由表 ５ 可知，在 ９２ 家农业园区中，粮油－蔬菜作

物主导型园区数量最多（２７ 家），占总园区数量的

２９％；多类作物主导型园区数量最少，仅有 ２ 家。 园

区农作物种植面积上，蔬菜作物主导型园区平均种

植面积最大，达 ０􀆰 ４５ 万 ｈｍ２，粮油－花果作物主导

型、蔬菜－花果作物主导型与多类作物主导型园区

平均种植面积较小，均为 ０􀆰 ３３ 万 ｈｍ２。 从园区农作

物碳汇量来看，粮油作物主导型园区的平均碳汇量

最大，为 ３􀆰 ８６ 万 ｔ；蔬菜作物主导型园区平均碳汇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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最小，为 １􀆰 ２１ 万 ｔ。
基于上述园区碳汇及种植面积测算各类园区

碳汇强度，发现碳汇强度由大到小依次为粮油作物

主导型园区＞粮油－花果作物主导型园区＞粮油－蔬
菜作物主导型园区＞花果作物主导型园区＞多类作

物主导型园区＞蔬菜－花果作物主导型园区＞蔬菜作

物主导型园区，其中碳汇强度最高的粮油作物主导

型园区是最低的蔬菜作物主导型园区的 ３􀆰 ７１ 倍。
当园区主导产业作物类型在 ２ 类及以上时，粮油作

物的种植面积是影响园区碳汇强度的重要因素，通
常以粮油作物作为主导产业的园区粮油种植面积

占比较大，进而导致此类园区碳汇强度较大。

表 ５　 ２０２０ 年江苏省 ７ 类现代农业园区碳汇状况

Ｔａｂｌｅ ５　 Ｃａｒｂｏｎ ｓｉｎｋ ｏｆ ｔｈｅ ｓｅｖｅｎ ｔｙｐｅｓ ｏｆ ｍｏｄｅｒｎ ａｇｒｉｃｕｌ⁃
ｔｕｒａｌ ｐａｒｋｓ ｉｎ Ｊｉａｎｇｓｕ ｉｎ ２０２０

园区类型
园区
数量

平均碳汇 ／
万 ｔ

平均种植
面积 ／ 万 ｈｍ２

碳汇强度 ／
（ ｔ·ｈｍ－２）

粮油作物主导型 １１ ３􀆰 ８６ ０􀆰 ３８ １０􀆰 ０８
花果作物主导型 １０ ２􀆰 ７４ ０􀆰 ４０ ６􀆰 ７６
蔬菜作物主导型 １８ １􀆰 ２１ ０􀆰 ４５ ２􀆰 ７２
粮油－花果作物主导型 ７ ２􀆰 ８７ ０􀆰 ３３ ８􀆰 ７７
粮油－蔬菜作物主导型 ２７ ３􀆰 ２５ ０􀆰 ４４ ７􀆰 ３６
蔬菜－花果作物主导型 １７ １􀆰 ６１ ０􀆰 ３３ ４􀆰 ９４
多类作物主导型 ２ ２􀆰 ０８ ０􀆰 ３３ ６􀆰 ２４

３􀆰 ３　 江苏省园区建设规模与种植业净碳汇强度的

空间自相关分析

３􀆰 ３􀆰 １　 全局空间自相关分析

为了探究现代农业园区建设与地区净碳汇效

应之间的空间相关性，利用 ＧｅｏＤａ １􀆰 １８ 空间分析软

件计算 ２０２０ 年江苏省园区建设规模与地区净碳汇

强度的全局空间自相关指数 Ｍｏｒａｎ′ｓ Ｉ 值。 结果表

明，２０２０ 年江苏省园区建设规模与地区净碳汇强度

双变量全局 Ｍｏｒａｎ′ｓ Ｉ 值为－０􀆰 ２２８，Ｚ 值为－３􀆰 ７０，且
Ｐ＜０􀆰 ０１，说明园区建设规模与地区净碳汇强度呈显

著空间负相关关系，当前园区建设规模的提升会造

成地区净碳汇强度的降低。
３􀆰 ３􀆰 ２　 局部空间自相关分析

在 Ｚ 检验的基础上绘制双变量局部空间自相

关 ＬＩＳＡ 聚集图（图 ４），分析县域尺度下园区建设规

模与其邻域净碳汇强度的空间关联模式。
园区建设规模与地区净碳汇强度的局部空间

格局总体上呈现低－高集聚连片分布，低－低、高－高
和高－低集聚分散分布的特征。 具体局部空间格局

分为以下 ４ 类：（１）低－高集聚区位于泗洪县、洪泽

县、金湖县等 ９ 个地区。 该类地区分布在苏北与苏

中，均为农业发展优势区域，自身净碳汇能力强，平
均净碳汇强度达 ７􀆰 １５ ｔ·ｈｍ－２，园区建设规模较小，
平均建设规模占比仅 ２􀆰 ７１％。 （２）高－低集聚区位

于南京市江宁区、丹阳市、常熟市等 ５ 个地区。 该类

地区主要分布在苏南，受限于自然资源条件，农业

生产对各项农业要素投入依赖较大，净碳汇能力有

限，平均净碳汇强度仅 ４􀆰 ３２ ｔ·ｈｍ－２，而园区建设在

引领农业生产方式转变的同时，也带来了高产量与

高收益，因此园区建设规模大，平均建设规模占比

达 １６􀆰 ７３％。 （３）低－低集聚区位于南京市六合区与

溧阳市。 该类地区园区净碳汇能力相对较弱，平均

净碳汇强度为 ６􀆰 ０６ ｔ·ｈｍ－２，园区建设规模相对较

小，平均建设规模占比为 ３􀆰 ７２％。 （４）高－高集聚区

位于盱眙县、宝应县与泗阳县。 该类地区净碳汇能

力强，平均净碳汇强度达 ７􀆰 ２２ ｔ·ｈｍ－２，园区建设规

模大，平均建设规模占比达 １１􀆰 ４５％。 值得关注的

是，三地均建设有国家级农业园，国家级农业园是

园区建设发展的高阶形态，相较于常规园区，其建

设水平较高、规模较大，对园区农业绿色发展也有

着更高的要求。

图 ４　 园区建设规模与地区净碳汇强度的

双变量 ＬＩＳＡ 聚集图

Ｆｉｇ􀆰 ４　 Ｂｉｖａｒｉａｔｅ ＬＩＳＡ ａｇｇｒｅｇａｔｉｏｎ ｄｉａｇｒａｍ ｏｆ
ａｇｒｉｃｕｌｔｕｒａｌ ｐａｒｋｓ ｃｏｎｓｔｒｕｃｔｉｏｎ ｓｃａｌｅ ａｎｄ

ｒｅｇｉｏｎａｌ ｎｅｔ ｃａｒｂｏｎ ｓｉｎｋ ｉｎｔｅｎｓｉｔｙ

４　 讨论

２０２０ 年江苏省各县域种植业净碳汇量为正值，
呈现出碳生态盈余状态，能补充部分工业和其他行

业的碳生态赤字，这与翁翎燕等［１３］、许萍萍等［３３］ 的

研究结果较为一致。 在碳排放方面，农地生产活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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依旧是江苏省种植业的主要碳排放源，但随着江苏

省化肥减量增效行动、节水灌溉等一系列减排措施

的推广应用，其比重正在逐年下降。 此外，江苏省

碳排放量大的县多为农业大县，多位于苏北平原且

农作物种植面积广，说明碳排放大小与与地形条件

关系密切，这与朱永彬等［３５］的研究较为相符。 在碳

汇方面，受限于耕地面积减少、产业结构调整，苏南

地区碳汇与净碳汇量显著低于苏中与苏北地区［２１］。
但近年来受农作物单产提升的影响，苏南地区净碳

汇强度与苏中、苏北地区相比差距均明显缩小，
２０００—２０２０ 年苏南地区粮食作物单产由 ５ ３６８􀆰 ７８
ｋｇ·ｈｍ－２提高到 ７ ３６２􀆰 ７４ ｋｇ·ｈｍ－２［１３］。 目前，净碳

汇强度高值区主要集中在苏北和苏中交界处且有

南移趋势，可能是由于国家对粮食安全问题的重

视，以及苏中地区自身经济、科技发展的辐射带动，
当地农业生产水平不断提升，逐步成为江苏省重要

的粮食产地，而苏北地区相对粗放的农业生产管理

模式以及较低的农业科技投入限制了其净碳汇强

度的进一步提升。 综合而言，当前江苏省种植业碳

排放量、碳汇量、净碳汇量与净碳汇强度均呈现出

苏北＞苏中＞苏南的空间格局，并且不同县域之间差

异显著。 因此，为更好地实现种植业绿色低碳转

型，要依据各地区实际状况，因地制宜地调整农业

生产方式，提升农业生态价值。
现代农业园区对区域农业生产方式转型有重

要的示范、带动和辐射作用。 从园区建设类型来

看，不同类型园区碳汇强度差异较大，究其原因主

要是受到了作物种类及其碳吸收能力、单产以及园

区种植结构的影响，其中园区粮油作物种植比重的

增加能显著提升园区碳汇强度，说明优化作物种植

结构，在满足自身粮食需求前提下增加高效益、高
碳汇作物种植规模，是实现园区乃至地区种植业减

排固碳的有效手段［１０，３４］。
相较于传统的农业生产方式，园区生产通常以

机械化、规模化为主［１９］，但随着农业机械的大规模

使用，柴油、石油等化石燃料消耗加剧，碳排放增

加［１０］。 园区主导产业作物类型复杂多样，实际来

看，园区通常有着较高的非粮作物占比，而相较于

粮食作物，非粮作物的碳吸收能力更弱，进而带来

园区碳汇的降低。 综合而言，园区内现代化的农业

生产方式极大改善了农业生产效率，提高了产量，
园区特色作物的种植带来了可观的经济收益［６］，但
化石燃料的加剧消耗以及园区作物碳吸收能力弱

等带来的高碳排放、低碳汇也是不可规避的现实问

题。 与此同时，良好的园区建设水平能促进地区净

碳汇强度的正向提升，高建设水平园区能通过自身

高建设要求、高科技水平、高管理模式等实现对地

区农业绿色低碳发展的示范推动［６］。
该研究尝试性剖析了现代农业园区建设对地

区净碳汇强度的影响及其响应规律，为未来江苏省

现代农业园区绿色发展以及地区种植业减排固碳

提供了可行的研究思路与路径。 在参照 ＩＰＣＣ 和众

多学者研究成果的基础上，测算了县域尺度下江苏

省种植业碳排放量、碳汇量，但区域作物品种、生长

状况以及碳排放源等存在差异，未来研究需进一步

确定不同地区碳排放、碳吸收系数以精确核算区域

碳排放量、碳汇量。 此外，受限于现代农业园区统

计资料的可获得性，笔者仅计算了园区内作物的碳

汇量，并未对园区碳排放量进行核算，未来研究需

扎根到具体园区，从更为精确的视角细致地剖析园

区建设对地区碳排放的影响。

５　 结论与建议

２０２０ 年，江苏省种植业表现出较强的碳汇功

能。 碳排放量、碳汇量、净碳汇量与净碳汇强度虽

呈现苏北＞苏中＞苏南的特征，但不同县域之间差异

较大，因此为实现地区种植业绿色低碳转型，需因

地制宜地调整农业生产方式。 受粮油作物影响，江
苏省现代农业园区碳汇强度表现为粮油作物主导

型园区＞粮油－花果作物主导型园区＞粮油－蔬菜作

物主导型园区＞花果作物主导型园区＞多类作物主

导型园区＞蔬菜－花果作物主导型园区＞蔬菜作物主

导型园区，说明优化作物种植结构能够作为园区乃

至地区种植业减排固碳的有效手段。 园区建设规

模与地区净碳汇强度在局部空间格局上呈现低－高
集聚连片分布，低－低、高－高和高－低集聚分散分布

的特征；在全局空间格局上呈现显著的空间负相关

关系，表明园区建设规模的提升会造成地区净碳汇

强度的降低；但与此同时，建设高水平园区也能实

现园区建设对地区净碳汇强度的正向推动。
从现代农业园区对地区农业示范带动的角度

出发，根据江苏省种植业碳源、汇与现代农业园区

建设现状，提出如下建议：（１）坚持现代农业园区农

业绿色发展路径，建设高标准农田，引用节水灌溉、
水肥一体化等高效灌溉技术，推动园区生产低碳化

与绿色化。 （２）优化现代农业园区作物种植结构，
选育环境友好的优良作物品种，构建作物种植碳补

偿机制，对选育高碳汇作物品种的主体给予补偿与

奖励。 （３）提升现代农业园区建设质量，以国家级

农业园为建设标准，提高园区科技、管理、制度等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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设水平，示范带动区域农业绿色低碳发展。 （４）建

立完善的现代农业园区碳排放监督体系，将园区碳

排放作为考核与验收标准，加强对园区碳排放的跟

踪监测与评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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ａｎｄ Ｒｅｇｉｏｎａｌ Ｐｌａｎｎｉｎｇ，２０２２，４３（５）：１－１１．］

［１７］ 杨青林，赵荣钦，赵涛，等．县域尺度农业碳排放效率与粮食安

全的关系［Ｊ］ ．中国农业资源与区划，２０２３，４４（ ２）：１５６－ １６９．
［ＹＡＮＧ Ｑｉｎｇ⁃ｌｉｎ，ＺＨＡＯ Ｒｏｎｇ⁃ｑｉｎ，ＺＨＡＯ Ｔａｏ，ｅｔ ａｌ．Ｒｅｌａｔｉｏｎｓｈｉ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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ｂｅｔｗｅｅｎ Ａｇｒｉｃｕｌｔｕｒａｌ Ｃａｒｂｏｎ Ｅｍｉｓｓｉｏｎ Ｅｆｆｉｃｉｅｎｃｙ ａｎｄ Ｆｏｏｄ Ｓｅｃｕｒｉｔｙ
ａｔ Ｃｏｕｎｔｙ Ｓｃａｌｅ［Ｊ］ ．Ｃｈｉｎｅｓｅ Ｊｏｕｒｎａｌ ｏｆ Ａｇｒｉｃｕｌｔｕｒａｌ Ｒｅｓｏｕｒｃｅｓ ａｎｄ
Ｒｅｇｉｏｎａｌ Ｐｌａｎｎｉｎｇ，２０２３，４４（２）：１５６－１６９．］

［１８］ 纪荣婷，黄言秋，程虎，等．“绿水青山就是金山银山”实践创新

基地碳汇量核算及碳排放影响因素研究：以浙江省宁海县为

例［Ｊ］ ．生态与农村环境学报，２０２２，３８ （ ８）：１００２ － １００９． ［ ＪＩ
Ｒｏｎｇ⁃ｔｉｎｇ，ＨＵＡＮＧ Ｙａｎ⁃ｑｉｕ，ＣＨＥＮＧ Ｈｕ，ｅｔ ａｌ．Ｃａｌｃｕｌａｔｉｏｎ ｏｆ Ｃａｒ⁃
ｂｏｎ Ｓｉｎｋ ａｎｄ Ｉｎｆｌｕｅｎｃｉｎｇ Ｆａｃｔｏｒｓ ｏｆ Ｃａｒｂｏｎ Ｅｍｉｓｓｉｏｎ ｉｎ ｔｈｅ “Ｌｕｃｉｄ
Ｗａｔｅｒｓ ａｎｄ Ｌｕｓｈ Ｍｏｕｎｔａｉｎｓ ａｒｅ Ｉｎｖａｌｕａｂｌｅ Ａｓｓｅｔｓ” Ｐｒａｃｔｉｃｅ ａｎｄ
Ｉｎｎｏｖａｔｉｏｎ Ｂａｓｅｓ：Ｔｈｅ Ｃａｓｅ Ｓｔｕｄｙ ｏｆ Ｎｉｎｇｈａｉ Ｃｏｕｎｔｙ［Ｊ］ ．Ｊｏｕｒｎａｌ ｏｆ
Ｅｃｏｌｏｇｙ ａｎｄ Ｒｕｒａｌ Ｅｎｖｉｒｏｎｍｅｎｔ，２０２２，３８（８）：１００２－１００９．］

［１９］ 蒋黎，蒋和平，蒋辉．“十四五”时期推动国家现代农业产业园

发展的新思路与新举措［Ｊ］ ．改革，２０２１（１２）：１０６－１１５．［ ＪＩＡＮＧ
Ｌｉ， ＪＩＡＮＧ Ｈｅ⁃ｐｉｎｇ， ＪＩＡＮＧ Ｈｕｉ． Ｎｅｗ Ｉｄｅａｓ ａｎｄ Ｍｅａｓｕｒｅｓ ｔｏ
Ｐｒｏｍｏｔｅ ｔｈｅ Ｄｅｖｅｌｏｐｍｅｎｔ ｏｆ Ｎａｔｉｏｎａｌ Ｍｏｄｅｒｎ Ａｇｒｉｃｕｌｔｕｒａｌ
Ｉｎｄｕｓｔｒｉａｌ Ｐａｒｋｄｕｒｉｎｇ ｔｈｅ １４ｔｈ Ｆｉｖｅ⁃ｙｅａｒ Ｐｌａｎ Ｐｅｒｉｏｄ［Ｊ］ ．Ｒｅｆｏｒｍ，
２０２１（１２）：１０６－１１５．］

［２０］ 李克让．土地利用变化和温室气体净排放与陆地生态系统碳

循环［Ｍ］．北京：气象出版社，２０００：１５６．
［２１］ 韩召迎，孟亚利，徐娇，等．区域农田生态系统碳足迹时空差异

分析：以江苏省为案例［ Ｊ］ ．农业环境科学学报，２０１２，３１（５）：
１０３４ － １０４１． ［ ＨＡＮ Ｚｈａｏ⁃ｙｉｎｇ， ＭＥＮＧ Ｙａ⁃ｌｉ， ＸＵ Ｊｉａｏ， ｅｔ ａｌ．
Ｔｅｍｐｏｒａｌ ａｎｄ Ｓｐａｔｉａｌ Ｄｉｆｆｅｒｅｎｃｅ ｉｎ Ｃａｒｂｏｎ Ｆｏｏｔｐｒｉｎｔ ｏｆ Ｒｅｇｉｏｎａｌ
Ｆａｒｍｌａｎｄ Ｅｃｏｓｙｓｔｅｍ： Ｔａｋｉｎｇ Ｊｉａｎｇｓｕ Ｐｒｏｖｉｎｃｅ ａｓ ａ Ｃａｓｅ ［ Ｊ ］ ．
Ｊｏｕｒｎａｌ ｏｆ Ａｇｒｏ⁃Ｅｎｖｉｒｏｎｍｅｎｔ Ｓｃｉｅｎｃｅ，２０１２，３１（５）：１０３４－１０４１．］

［２２］ 谷家川，查良松．皖江城市带农作物碳储量动态变化研究［ Ｊ］ ．
长江流域资源与环境，２０１２，２１ （ １２）： １５０７ － １５１３． ［ ＧＵ Ｊｉａ⁃
ｃｈｕａｎ， ＺＨＡ Ｌｉａｎｇ⁃ｓｏｎｇ． Ｒｅｓｅａｒｃｈ ｏｎ Ｄｙｎａｍｉｃ Ｃｈａｎｇｅ ｏｆ
Ｖｅｇｅｔａｔｉｏｎ Ｃａｒｂｏｎ Ｓｔｏｒａｇｅ ｏｆ Ｃｒｏｐｓ ｉｎ ｔｈｅ Ｗａｎ Ｊｉａｎｇ Ｃｉｔｙ Ｂｅｌｔ［Ｊ］ ．
Ｒｅｓｏｕｒｃｅｓ ａｎｄ Ｅｎｖｉｒｏｎｍｅｎｔ ｉｎ ｔｈｅ Ｙａｎｇｔｚｅ Ｂａｓｉｎ，２０１２，２１（１２）：
１５０７－１５１３．］

［２３］ 闵继胜，胡浩．中国农业生产温室气体排放量的测算［ Ｊ］ ．中国

人口·资源与环境，２０１２，２２（ ７）：２１ － ２７． ［ＭＩＮ Ｊｉ⁃ｓｈｅｎｇ，ＨＵ
Ｈａｏ． Ｃａｌｃｕｌａｔｉｏｎ ｏｆ Ｇｒｅｅｎｈｏｕｓｅ Ｇａｓｅｓ Ｅｍｉｓｓｉｏｎ ｆｒｏｍ Ａｇｒｉｃｕｌｔｕｒａｌ
Ｐｒｏｄｕｃｔｉｏｎ ｉｎ Ｃｈｉｎａ［Ｊ］ ．Ｃｈｉｎａ Ｐｏｐｕｌａｔｉｏｎ，Ｒｅｓｏｕｒｃｅｓ ａｎｄ Ｅｎｖｉｒｏｎ⁃
ｍｅｎｔ，２０１２，２２（７）：２１－２７．］

［２４］ ＩＰＣＣ．２００６ ＩＰＣＣ Ｇｕｉｄｅｌｉｎｅｓ ｆｏｒ Ｎａｔｉｏｎａｌ Ｇｒｅｅｎｈｏｕｓｅ Ｇａｓ Ｉｎｖｅｎｔｏ⁃
ｒｉｅｓ［Ｚ］ ．Ｔｏｋｙｏ，Ｊａｐａｎ：ＩＧＥＳ，２００６．

［２５］ 田云，张俊飚．中国农业生产净碳效应分异研究［ Ｊ］ ．自然资源

学报，２０１３，２８（８）：１２９８－ １３０９． ［ ＴＩＡＮ Ｙｕｎ，ＺＨＡＮＧ Ｊｕｎ⁃ｂｉａｏ．
Ｒｅｇｉｏｎａｌ Ｄｉｆｆｅｒｅｎｔｉａｔｉｏｎ Ｒｅｓｅａｒｃｈ ｏｎ Ｎｅｔ Ｃａｒｂｏｎ Ｅｆｆｅｃｔ ｏｆ Ａｇｒｉｃｕｌ⁃
ｔｕｒａｌ Ｐｒｏｄｕｃｔｉｏｎ ｉｎ Ｃｈｉｎａ［Ｊ］ ．Ｊｏｕｒｎａｌ ｏｆ Ｎａｔｕｒａｌ Ｒｅｓｏｕｒｃｅｓ，２０１３，
２８（８）：１２９８－１３０９．］

［２６］ 贺亚亚，田云，张俊飚．湖北省农业碳排放时空比较及驱动因

素分析［Ｊ］ ．华中农业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２０１３（５）：７９－

８５．［ＨＥ Ｙａ⁃ｙａ，ＴＩＡＮ Ｙｕｎ，ＺＨＡＮＧ Ｊｕｎ⁃ｂｉａｏ．Ａｎａｌｙｓｉｓ ｏｎ Ｓｐａｔｉａｌ⁃
ｔｅｍｐｏｒａｌ Ｄｉｆｆｅｒｅｎｃｅ ａｎｄ Ｄｒｉｖｉｎｇ Ｆａｃｔｏｒｓ ｏｆ Ａｇｒｉｃｕｌｔｕｒａｌ Ｃａｒｂｏｎ Ｅ⁃
ｍｉｓｓｉｏｎｓ ｉｎ Ｈｕｂｅｉ Ｐｒｏｖｉｎｃｅ［ Ｊ］ ． Ｊｏｕｒｎａｌ ｏｆ Ｈｕａｚｈｏｎｇ Ａｇｒｉｃｕｌｔｕｒａｌ
Ｕｎｉｖｅｒｓｉｔｙ （Ｓｏｃｉａｌ Ｓｃｉｅｎｃｅｓ Ｅｄｉｔｉｏｎ），２０１３（５）：７９－８５．］

［２７］ ＷＥＳＴ Ｔ Ｏ，ＭＡＲＬＡＮＤ Ｇ．Ａ Ｓｙｎｔｈｅｓｉｓ ｏｆ Ｃａｒｂｏｎ Ｓｅｑｕｅｓｔｒａｔｉｏｎ，
Ｃａｒｂｏｎ Ｅｍｉｓｓｉｏｎｓ，ａｎｄ Ｎｅｔ Ｃａｒｂｏｎ Ｆｌｕｘ ｉｎ Ａｇｒｉｃｕｌｔｕｒｅ：Ｃｏｍｐａｒｉｎｇ
Ｔｉｌｌａｇｅ Ｐｒａｃｔｉｃｅｓ ｉｎ ｔｈｅ Ｕｎｉｔｅｄ Ｓｔａｔｅｓ［ Ｊ］ ．Ａｇｒｉｃｕｌｔｕｒｅ，Ｅｃｏｓｙｓｔｅｍｓ

＆ Ｅｎｖｉｒｏｎｍｅｎｔ，２００２，９１（１ ／ ２ ／ ３）：２１７－２３２．
［２８］ 段华平，张悦，赵建波，等．中国农田生态系统的碳足迹分析

［Ｊ］ ．水土保持学报，２０１１，２５（５）：２０３－２０８．［ＤＵＡＮ Ｈｕａ⁃ｐｉｎｇ，
ＺＨＡＮＧ Ｙｕｅ，ＺＨＡＯ Ｊｉａｎ⁃ｂｏ， ｅｔ ａｌ． Ｃａｒｂｏｎ Ｆｏｏｔｐｒｉｎｔ Ａｎａｌｙｓｉｓ ｏｆ
Ｆａｒｍｌａｎｄ Ｅｃｏｓｙｓｔｅｍ ｉｎ Ｃｈｉｎａ［ Ｊ］ ．Ｊｏｕｒｎａｌ ｏｆ Ｓｏｉｌ ａｎｄ Ｗａｔｅｒ Ｃｏｎ⁃
ｓｅｒｖａｔｉｏｎ，２０１１，２５（５）：２０３－２０８．］

［２９］ 伍芬琳，李琳，张海林，等．保护性耕作对农田生态系统净碳释

放量的影响［ Ｊ］ ．生态学杂志，２００７，２６（１２）：２０３５－２０３９．［ＷＵ
Ｆｅｎ⁃ｌｉｎ，ＬＩ Ｌｉｎ， ＺＨＡＮＧ Ｈａｉ⁃ｌｉｎ， ｅｔ ａｌ． Ｅｆｆｅｃｔｓ ｏｆ Ｃｏｎｓｅｒｖａｔｉｏｎ
Ｔｉｌｌａｇｅ ｏｎ Ｎｅｔ Ｃａｒｂｏｎ Ｆｌｕｘ ｆｒｏｍ Ｆａｒｍｌａｎｄ Ｅｃｏｓｙｓｔｅｍｓ［Ｊ］ ．Ｃｈｉｎｅｓｅ
Ｊｏｕｒｎａｌ ｏｆ Ｅｃｏｌｏｇｙ，２００７，２６（１２）：２０３５－２０３９．］

［３０］ 任家丰，党馨逸，姚柯渝，等．中国食物生产消费系统碳素动态

变化及其环境负荷［ Ｊ］ ．中国环境科学，２０２０，４０（ ８）：３６９３ －

３７０２．［ＲＥＮ Ｊｉａ⁃ｆｅｎｇ，ＤＡＮＧ Ｘｉｎ⁃ｙｉ，ＹＡＯ Ｋｅ⁃ｙｕ，ｅｔ ａｌ．Ｃａｒｂｏｎ Ｄｙ⁃
ｎａｍｉｃｓ ａｎｄ Ｅｎｖｉｒｏｎｍｅｎｔａｌ Ｌｏａｄ ｏｆ Ｆｏｏｄ Ｐｒｏｄｕｃｔｉｏｎ ａｎｄ Ｃｏｎｓｕｍｐ⁃
ｔｉｏｎ ｉｎ Ｃｈｉｎａ ［ Ｊ］ ． Ｃｈｉｎａ Ｅｎｖｉｒｏｎｍｅｎｔａｌ Ｓｃｉｅｎｃｅ， ２０２０， ４０ （ ８）：
３６９３－３７０２．］

［３１］ 沈星荣，汪秋红，吴洵，等．充分发挥茶园碳汇功能，促进茶叶

低碳生产发展 ［ Ｊ］ ．中国农学通报，２０１２，２８ （ ８）：２５４ － ２６０．
［ ＳＨＥＮ Ｘｉｎｇ⁃ｒｏｎｇ，ＷＡＮＧ Ｑｉｕ⁃ｈｏｎｇ，ＷＵ Ｘｕｎ， ｅｔ ａｌ． Ｉｎｃｒｅａｓｉｎｇ
Ｔｅａ Ｇａｒｄｅｎ Ｃａｒｂｏｎ Ｓｉｎｋ Ｃａｐａｃｉｔｙ，Ｐｒｏｍｏｔｉｎｇ ｔｈｅ Ｄｅｖｅｌｏｐｍｅｎｔ ｏｆ
Ｌｏｗ Ｃａｒｂｏｎ Ｔｅａ Ｐｒｏｄｕｃｔｉｏｎ［Ｊ］ ．Ｃｈｉｎｅｓｅ Ａｇｒｉｃｕｌｔｕｒａｌ Ｓｃｉｅｎｃｅ Ｂｕｌ⁃
ｌｅｔｉｎ，２０１２，２８（８）：２５４－２６０．］

［３２］ 顾沈华，屠娟丽，鲍腾飞，等．平原农区森林碳汇格局及增汇途

径［ Ｊ］ ．林业科技通讯，２０１５（１１）：１０ － １２． ［ ＧＵ Ｓｈｅｎ⁃ｈｕａ，ＴＵ
Ｊｕａｎ⁃ｌｉ，ＢＡＯ Ｔｅｎｇ⁃ｆｅｉ，ｅｔ ａｌ．Ｆｏｒｅｓｔ Ｃａｒｂｏｎ Ｓｉｎｋ Ｐａｔｔｅｒｎ ａｎｄ Ｗａｙｓ
ｔｏ Ｉｎｃｒｅａｓｅ Ｃａｒｂｏｎ Ｓｉｎｋ ｉｎ Ｐｌａｉｎ Ａｇｒｉｃｕｌｔｕｒａｌ Ａｒｅａｓ［Ｊ］ ．Ｆｏｒｅｓｔ Ｓｃｉ⁃
ｅｎｃｅ ａｎｄ Ｔｅｃｈｎｏｌｏｇｙ，２０１５（１１）：１０－１２．］

［３３］ 许萍萍，赵言文，陈颢明，等．江苏省农田生态系统碳源 ／ 汇、碳
足迹动态变化［Ｊ］ ．水土保持通报，２０１８，３８（５）：２３８－２４３．［ＸＵ
Ｐｉｎｇ⁃ｐｉｎｇ， ＺＨＡＯ Ｙａｎ⁃ｗｅｎ， ＣＨＥＮ Ｈａｏ⁃ｍｉｎｇ， ｅｔ ａｌ． Ｄｙｎａｍｉｃ
Ｃｈａｎｇｅ ｏｆ Ｃａｒｂｏｎ Ｓｏｕｒｃｅ ／ Ｓｉｎｋ ａｎｄ Ｃａｒｂｏｎ Ｆｏｏｔｐｒｉｎｔ ｏｆ Ｆａｒｍｌａｎｄ
Ｅｃｏｓｙｓｔｅｍ ｉｎ Ｊｉａｎｇｓｕ Ｐｒｏｖｉｎｃｅ［Ｊ］ ．Ｂｕｌｌｅｔｉｎ ｏｆ Ｓｏｉｌ ａｎｄ Ｗａｔｅｒ Ｃｏｎ⁃
ｓｅｒｖａｔｉｏｎ，２０１８，３８（５）：２３８－２４３．］

［３４］ 薛选登，高佳琳．粮食主产区耕地生态足迹与粮食安全空间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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宁夏农村建设用地与人口的时空分异特征及其
驱动因素研究

安丰平１，２，３， 高金龙１， 文　 琦３① 　 （１􀆰 中国科学院流域地理学重点实验室 ／ 中国科学院南京地理与湖泊研究所， 江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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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 随着快速城镇化进程中农村人口的减少，广大农村地区人地关系日益失调，严重阻碍乡村振兴进程，因此

系统性研究人地关系迫在眉睫。 基于 Ｔａｐｉｏ 脱钩模型，重点分析 ２０１０—２０１８ 年宁夏农村建设用地与人口演变格

局。 结果表明：（１）宁夏农村建设用地在前 ５ ａ 扩张，后 ３ ａ 减少，土地利用结构不断优化；（２）宁夏农村人口规模

随山区向平原、农村郊县向城区的迁移而不断缩小；（３）宁夏农村人地关系因县（区）而异，存在以强负脱钩状态为

主的 ７ 种脱钩状态。 总体而言，宁夏农村地区建设用地扩张与人口下降的不匹配趋势明显，尤其是南部山区。 此

外，采用 ＬＭＤＩ 模型考察了城市人地关系动态趋势的影响因素，认为农村建设用地扩张总体上由农村建设用地集

约度、城镇化水平和市域总人口效应共同驱动。 具体来看，银川市、石嘴山市和吴忠市农村建设用地集约度的影

响较为显著，城乡人口结构效应在一定程度上抑制了固原市和中卫市农村建设用地的扩张。 因此因地制宜、科学

合理推进农村建设用地综合整治，对调节农村人地关系具有重要意义。
关键词： 人地关系； 土地扩张； 人口减少； 脱钩； 乡村振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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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人地关系是地理学研究的核心［１］。 在农村地

域系统中，人地关系是最基本的经济社会关系，也
是农村持续健康发展的基础［２］。 人口是建设用地

变化的重要驱动因素，建设用地是农村人口生产、
生活等综合功能的载体［３－５］。 随着工业化、城镇化

快速推进，城乡间要素加速流动，农村经济社会急

剧转型，大量农村人口流向城市，农村发展不充分

程度加剧［６］。 与此同时，我国乡村振兴等系列政策

出台，城市工商资本开始向部分农村地区流动［７］；
加之长期以来的城乡二元结构限制了农村土地的

有效流转，农村建设用地逆势发展现象明显。 理论

上农村建设用地应随农村人口的减少而减少，但事

实却是农村出现了人减地增态势，导致农村人地关

系日益失调，呈现出宏观不协调、微观分异明显的

格局［４］。 因此，在高质量推进乡村振兴发展的大背

景下，为深入贯彻土地集约化利用，协调农村人地

关系健康可持续发展，系统性研究农村人地关系已

成为农村地理学研究的重要课题［８－９］。
截至目前，学术界关于农村人地系统开展了大

量研究，且产出了丰硕成果。 早期研究主要关注人

口或土地等单一要素，有学者从土地利用的角度研

究了农村空心化［１０］、时空演变格局及其驱动效

应［１１－１２］等；也有学者从人口要素出发，关注农村人

口老龄化［１３］、人口迁移［１４］ 等议题。 随着现代人地

系统科学的发展，学者开始关注人口与土地之间的

耦合关系，但实证研究仍以城乡关系为切入口，重
点分析城乡建设用地与人口的动态关系［１５－１９］，针对

农村建设用地与人口动态关系的系统研究较为缺

乏，且现有研究以人口与土地利用格局的描述性比

较为主［２０］，少量研究采用地理统计、空间自相关等

分析方法，如弹性系数模型［２１］、协调度模型［２２］、
Ｔａｐｉｏ 脱钩模型［２３］ 等以及借助地理信息系统、遥感

等技术手段，对农村人口与土地耦合关系进行定量

刻画，揭示农村人地关系演化规律及其驱动机制。
如李裕瑞等［２２］研究发现，目前全国尚未出现农村人

地增减协同格局，认为城乡二元体制是我国农村人

地增减逆协同的根本原因；而程东林等［２４］ 研究认

为，城乡人口结构效应是推动农村建设用地扩张的

主导效应。 但现有研究仍存在不足：一是研究时段

较短［４］，大多关注特定年份的人地耦合状态 ［６］ ，缺

少对不同时期人地关系演化格局的刻画［２２］，难以揭

示农村地域系统内人地关系的动态演化规律；二是

研究区域多集中在东部沿海地区［２５］，乡村发展水平

及土地集约利用水平较高，而对于西部欠发达地

区［２４］，尤其是人口大量外流的贫困地区关注不够；
三是受数据获取限制，研究的空间尺度多为全

国［２２］、省域［２６］ 或流域［２７］ 等宏观尺度，对于县域等

中微观尺度研究较少，难以更精细地探究农村人地

关系。
宁夏回族自治区地处西北干旱半干旱区，囿于

经济社会发展滞后，城镇化水平低，长期面临人口

外流压力，农村社会主体老弱化及建设用地空废化

现象较为严重［２０］。 近年来，随着国家精准扶贫及乡

村振兴战略实施，加之受“落叶归根”等思想观念影

响［１５］，外出务工人口携一定资本返乡［１６］，推动“建
房潮”的兴起，土地利用粗放，导致宁夏农村人地矛

盾日益尖锐，严重阻碍了城乡融合发展。 基于此，
选取宁夏作为研究区，通过遥感影像解译提取

２０１０、２０１５ 和 ２０１８ 年 ３ 期农村建设用地数据，并结

合 ２０１０—２０１８ 年人口统计数据，计算农村人地变化

脱钩弹性系数，分析区县尺度农村建设用地与人口

时空分异特征及其脱钩关系；进一步从建设用地供

给侧切入，采用 ＬＭＤＩ 模型分析各市农村建设用地

变化的主要驱动因素，以期为优化农村土地资源配

置提供参考，进而推动农村人地关系可持续发展，
助力农村高质量发展。

１　 材料与方法

１􀆰 １　 研究区概况

宁夏回族自治区属黄河流域，南部以山地为

主，北部以平原为主，地势自西南向东北呈阶梯状

倾斜下降，可分为北部引黄灌区、中部干旱带和南

部山区，经济发展需求迫切但生态环境脆弱。 区域

总面积 ６􀆰 ６４ 万 ｋｍ２，辖石嘴山、银川、吴忠、中卫和

固原 ５ 个地级市，下辖 ２２ 个区县。 截至 ２０１８ 年底，
自治区共有农村建设用地 ９９７􀆰 ３５ ｋｍ２，农村人口

２８３ 万人，农村人均建设用地面积 ３５２􀆰 ４８ ｍ２，远高

于《宁夏回族自治区实施〈中华人民共和国土地管

理法〉办法》规定的 ２６６􀆰 ６７ ｍ２，土地集约利用效果

较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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１􀆰 ２　 研究方法

１􀆰 ２􀆰 １　 综合指标法

如表 １ 所示，采用农村建设用地净变化率

（ＬＮＲ，ｉ）和农村建设用地结构变化率（ＬＳＲ，ｉ）２ 个指标

表征农村建设用地变化状态［２８］；综合农村人口净变

化率（ＰＮＲ，ｉ）和农村人口结构变化率（ＰＳＲ，ｉ）２ 个指标

表征农村人口变化状态［２９－３０］。 计算公式为

ＬＮＲ，ｉ ＝
Ｄｔ，ｉ － Ｄ１，ｉ

Ｄ１，ｉ

× １００％ ， （１）

ＬＳＲ，ｉ ＝ （
Ｄｔ，ｉ

Ｃ ｔ，ｉ

－
Ｄ１，ｉ

Ｃ１，ｉ
） × １００％ ， （２）

ＰＮＲ，ｉ ＝
Ｐ ｔ，ｉ － Ｐ１，ｉ

Ｐ１，ｉ

× １００％ ， （３）

ＰＳＲ，ｉ ＝
Ｐ ｔ，ｉ

Ｍｔ，ｉ

－
Ｐ１，ｉ

Ｍ１，ｉ

æ

è
ç

ö

ø
÷ × １００％ 。 （４）

式（１） ～ （４）中，Ｄ１，ｉ、Ｄｔ，ｉ分别为研究初期和末期第 ｉ
个区县农村建设用地面积，ｍ２；Ｃ１，ｉ、Ｃ ｔ，ｉ分别为研究

初期和末期第 ｉ 个区县建设用地总面积（含城镇、农
村和其他建设用地），ｍ２；Ｐ１，ｉ、Ｐ ｔ，ｉ分别为研究初期

和末期第 ｉ 个区县农村人口数量，人；Ｍ１，ｉ、Ｍｔ，ｉ分别

为研究初期和末期第 ｉ 个区县人口总量，人。

表 １　 农村建设用地与人口变化类型的划分标准

Ｔａｂｌｅ １　 Ｓｔａｎｄａｒｄｓ ｆｏｒ ｔｈｅ ｃｌａｓｓｉｆｉｃａｔｉｏｎ ｏｆ ｒｕｒａｌ ｃｏｎｓｔｒｕｃ⁃
ｔｉｏｎ ｌａｎｄ ａｎｄ ｐｏｐｕｌａｔｉｏｎ ｃｈａｎｇｅ ｔｙｐｅｓ

类型
农村建设用地
变化划分标准

农村人口变化
划分标准

活跃增加型 ＬＮＲ，ｉ≥０ 且 ＬＳＲ，ｉ≥０ ＰＮＲ，ｉ≥０ 且 ＰＳＲ，ｉ≥０
平稳增加型 ＬＮＲ，ｉ≥０ 且 ＬＳＲ，ｉ＜０ ＰＮＲ，ｉ≥０ 且 ＰＳＲ，ｉ＜０
平稳减少型 ＬＮＲ，ｉ＜０ 且 ＬＳＲ，ｉ≥０ ＰＮＲ，ｉ＜０ 且 ＰＳＲ，ｉ≥０
活跃减少型 ＬＮＲ，ｉ＜０ 且 ＬＳＲ，ｉ＜０ ＰＮＲ，ｉ＜０ 且 ＰＳＲ，ｉ＜０

ＬＮＲ，ｉ为农村建设用地净变化率； ＬＳＲ，ｉ为农村建设用地结构变化率；
ＰＮＲ，ｉ为农村人口净变化率； ＰＳＲ，ｉ为农村人口结构变化率。

１􀆰 ２􀆰 ２　 热点分析法

基于 ＡｒｃＧＩＳ １０􀆰 ６ 软件中空间聚类分析的热点

分析法，计算农村人口要素集的 Ｇｅｔｉｓ⁃Ｏｒｄ Ｇ∗
ｉ 值，以

此研究宁夏各区县农村人口的局部空间相关性。
计算公式为

Ｇ∗
ｉ ＝

∑
Ｎ

ｊ ＝ １
ｗ ｉ，ｊ ｘ ｊ － 􀭵Ｘ∑

Ｎ

ｊ ＝ １
ｗ ｉ，ｊ

ｓ

[Ｎ∑
Ｎ

ｊ ＝ １
ｗ ｉ，ｊ

２ － (∑
Ｎ

ｊ ＝ １
ｗ ｉ，ｊ )

２

] ／ （Ｎ － １）

。

（５）
式（５）中，ｘ ｊ为区县 ｊ 的属性值；ｗ ｉ， ｊ为区县 ｉ 和 ｊ 的空

间权重（相邻计 １，不相邻计 ０）；Ｎ 为区县数量； 􀭵Ｘ
为所有属性的均值；ｓ 为所有属性的标准差；若 Ｇ ｉ

∗

值为正，则为热点，值越高热点聚集越紧密；反之则

为冷点，且值越低冷点聚集越紧密。
１􀆰 ２􀆰 ３　 Ｔａｐｉｏ 脱钩模型

近年来，脱钩理论广泛应用于能源与环境、循
环经济与土地利用研究等领域，定量分析两者或多

要素间的内在耦合关系［１８］。 而 Ｔａｐｉｏ 脱钩模型是定

量评价特定时段内要素变化率的比值，以此掌握关

联要素间发展的阶段性趋势及特征［３１］。 研究构建

了农村人地变化脱钩弹性系数 αｉ，ＴＡＰＩＯ 等［３２］综合

确定了 ８ 种脱钩状态类型（表 ２），以此分析宁夏各

区县农村建设用地与人口的脱钩关系。 计算公式为

αｉ ＝
ＬＮＲ，ｉ

ＰＮＲ，ｉ

＝
（Ｄｔ，ｉ － Ｄ１，ｉ） ／ Ｄ１，ｉ

（Ｐ ｔ，ｉ － Ｐ１，ｉ） ／ Ｐ１，ｉ
。 （６）

１􀆰 ２􀆰 ４　 ＬＭＤＩ 模型

基于 ＬＭＤＩ 模型将农村建设用地变化驱动效应

分解为农村建设用地集约度、城乡人口结构、城镇

化水平和总人口 ４ 种效应，并分析 ２０１０—２０１５、
２０１５—２０１８ 年 ２ 个时间段宁夏市域尺度农村建设

用地变化的主要驱动效应，公式为

Ｓ ＝ Ｉ × Ｔ × Ｕ × Ｐ ＝ Ｓ
Ｐｒ

×
Ｐｒ

Ｐｕ

×
Ｐｕ

Ｐ
× Ｐ ， （７）

ΔＳ ＝ ΔＳＩ ＋ ΔＳＴ ＋ ΔＳＵ ＋ ΔＳＰ ， （８）

ΔＳＩ ＝
Ｓｍ － Ｓｎ

ｌｎ Ｓｍ － ｌｎ Ｓｎ

× ｌｎ（ Ｉｍ － Ｉｎ） ， （９）

ΔＳＴ ＝
Ｓｍ － Ｓｎ

ｌｎ Ｓｍ － ｌｎ Ｓｎ

× ｌｎ（Ｔｍ － Ｔｎ） ， （１０）

ΔＳＵ ＝
Ｓｍ － Ｓｎ

ｌｎ Ｓｍ － ｌｎ Ｓｎ

× ｌｎ（Ｕｍ － Ｕｎ） ， （１１）

ΔＳＰ ＝
Ｓｍ － Ｓｎ

ｌｎ Ｓｍ － ｌｎ Ｓｎ

× ｌｎ（Ｐｍ － Ｐｎ） 。 （１２）

式（７） ～ （１２）中， Ｓ 为农村建设用地总面积，ｍ２；Ｉ 为
农村建设用地集约度效应；Ｔ 为城乡人口结构效应；
Ｕ 为城镇化水平效应；Ｐ、Ｐｒ、Ｐｕ分别为市域总人口、
农村人口和城镇人口，人； ΔＳ、ΔＳＩ、ΔＳＴ、ΔＳＵ、ΔＳＰ 分

别为农村建设用地变化总效应、农村建设用地集约

度效应、城乡人口结构效应、城镇化水平效应和市

域总人口效应。
１􀆰 ３　 数据来源

该研究定义农村人口为常住人口，主要来源于

《宁夏第六次人口普查》及 ２０１１—２０１８ 年《宁夏统

计年鉴》。 参照文献［１７－１８］，将农村建设用地定义

为农村居民点用地，指镇以下的居民点用地，不含

道路等基础设施用地，数据源于中国科学院资源环

境科学数据中心土地利用数据库 （ ｈｔｔｐ：∥ｗｗｗ．
ｒｅｓｄｃ．ｃｎ），该数据库精度达 ９５％以上，分为耕地、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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地、草地、水域、建设用地和未利用地 ６ 个一级类型

以及包含农村居民点用地的 ２５ 个二级类型。 利用

ＡｒｃＧＩＳ １０􀆰 ６ 软件，采用三次卷积插值法构建金字

塔，通过掩膜提取及农村居民点数据提取，获得

２０１０、２０１５ 和 ２０１８ 年共 ３ 期 ３０ ｍ 精度数据。

表 ２　 农村建设用地与人口脱钩状态类型

Ｔａｂｌｅ ２　 Ｔｙｐｅｓ ｏｆ ｒｕｒａｌ ｃｏｎｓｔｒｕｃｔｉｏｎ ｌａｎｄ ａｎｄ ｐｏｐｕｌａｔｉｏｎ ｄｅｃｏｕｐｌｉｎｇ

类型 脱钩状态 ＬＮＲ，ｉ ＰＮＲ，ｉ αｉ 含义

脱钩　 弱脱钩 ≥０ ≥０ ０～０􀆰 ８ 两者均增长，但人口增速相对较快

强脱钩 ＜０ ＞０ ＜０ 人口增长，建设用地减少，人地关系最理想

衰退脱钩 ＜０ ＜０ ＞１􀆰 ２ 两者均减少，但建设用地减速相对较快

负脱钩 扩张负脱钩 ＞０ ＞０ ＞１􀆰 ２ 两者均增长，但建设用地增速相对较快

强负脱钩 ＞０ ＜０ ＜０ 人口减少，建设用地增长，人地关系最不理想

弱负脱钩 ≤０ ≤０ ０～０􀆰 ８ 两者均减少，但人口减速较快

连结　 扩张连结 ＞０ ＞０ ０􀆰 ８～１􀆰 ２ 两者均增长，且相对保持同步

衰退连结 ＜０ ＜０ ０􀆰 ８～１􀆰 ２ 两者均减少，且相对保持同步

ＬＮＲ，ｉ为农村建设用地净变化率； ＰＮＲ，ｉ为农村人口净变化率； αｉ 为脱钩弹性系数。 只有当 ＬＮＲ，ｉ 与 ＰＮＲ，ｉ 相近或 ＬＮＲ，ｉ ＜ ＰＮＲ，ｉ 时，农村人地关系

趋于理想，反之则为欠理想状态。

２　 结果与分析

２􀆰 １　 农村建设用地与人口时空变化特征

宁夏农村建设用地先增加后减少，总体呈小幅

收缩。 如图 １ 所示，２０１０—２０１５ 年宁夏农村建设用

地面积增长 ２􀆰 ４３％，但结构占比减少 ８􀆰 ８４％，其中

１６ 个区县农村建设用地平稳增加，６ 个区县农村建

设用地活跃减少，表明这一时期宁夏农村建设仍在

加速，但规模上滞后于城镇；２０１５—２０１８ 年农村建

设用地面积和占比均呈下降趋势，下降幅度分别为

３􀆰 ７３％和 １０􀆰 ２３％，变化类型也转为活跃减少型（１６
个区县）主导，其次为平稳增长型（４ 个区县），仅惠

农区为双率齐增的活跃增加型区县，表明近年随着

城镇化进程加速，宁夏农村建设用地不断收缩，城
乡建设用地结构不断调整。

相比之下，宁夏农村人口持续减少，８ ａ 共减少

约 ７􀆰 ３ 万人，占总人口比例下降 ４􀆰 ７３％。 如图 ２ 所

示，活跃减少型是宁夏农村人口变化最主要的类

型，空间上主要集中在南部西海固地区和北部贺兰

山区，其中西海固地区受生态移民政策影响，人口

减少趋势最为显著；其次为平稳增加型，主要集中

在中部干旱带的 ８ 个区县，为南部生态移民安置区；
地处平原的兴庆和大武口两区凭借良好的经济发

展条件和基础设施配套，成为唯二的人口活跃增加

型区县。 进一步分析农村人口变化的空间分异（图
２），发现热点区主要集中在银川市及其周边城镇化

率和社会经济发展水平较高的区县，如平罗县、金
凤区、兴庆区、永宁县、灵武市等；冷点区则主要位

于南部生态移民及异地搬迁扶贫地区，如原州区、

海原县、西吉县。

图 １　 宁夏农村建设用地变化类型

Ｆｉｇ􀆰 １　 Ｔｙｐｅｓ ｏｆ ｒｕｒａｌ ｃｏｎｓｔｒｕｃｔｉｏｎ ｌａｎｄ ｃｈａｎｇｅ ｉｎ Ｎｉｎｇｘｉａ

总体上，宁夏农村人口动态呈现中部平稳增

加、南部活跃减少、北部交错分布的空间格局，由山

区向平原、由郊县向城区转移的趋势明显。
２􀆰 ２　 农村建设用地与人口脱钩特征

宁夏农村建设用地和人口规模变化具有显著

阶段性特征和空间差异，农村人地关系多样且以异

向变化为主、同向变化为辅，其中异向变化以人减

地增为主，同向变化以人地同增为主。 如图 ３ 所示，
２０１０—２０１５ 年宁夏农村人地矛盾突出，共呈现出 ５
种脱钩状态，惠农区及宁夏西南山区的 ７ 个区县为

人减地增的强负脱钩状态，人地关系最不理想；宁
夏东北部地区共 ６ 个区县为人地同增的弱脱钩状

态，且人口增长快于建设用地扩张，人地关系较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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想；贺兰县、永宁县、利通区和中宁县 ４ 个区县为人

增地减的强脱钩状态，人地关系最为理想；原州区、
西夏区、大武口区 ３ 个区县为人地同减的弱负脱钩

状态，但人口转移快于建设用地退出，人地关系较

不理想；原州区、金凤区 ２ 个区县为人地同增的扩张

负脱钩状态，但建设用地扩张快于人口增长，人地

关系较不理想。

图 ２　 宁夏农村人口变化类型与冷、热点分布

Ｆｉｇ􀆰 ２　 Ｔｙｐｅｓ ａｎｄ ｈｏｔ ｓｐｏｔｓ ｏｆ ｒｕｒａｌ
ｐｏｐｕｌａｔｉｏｎ ｃｈａｎｇｅｓ ｉｎ Ｎｉｎｇｘｉａ

图 ３　 宁夏农村建设用地与人口规模脱钩分布

Ｆｉｇ􀆰 ３　 Ｄｅｃｏｕｐｌｉｎｇ ｐａｔｔｅｒｎｓ ｏｆ ｒｕｒａｌ ｃｏｎｓｔｒｕｃｔｉｏｎ ｌａｎｄ ａｎｄ
ｐｏｐｕｌａｔｉｏｎ ｃｈａｎｇｅｓ ｉｎ Ｎｉｎｇｘｉａ

２０１５—２０１８ 年宁夏农村人地矛盾日益加剧，共
呈现出 ６ 种脱钩状态，相较于前期，弱脱钩状态消

失，新增衰退脱钩状态和衰退连结状态，其中宁夏

中部干旱带及南部山区共 ９ 个区县为强负脱钩状

态；大武口区及银川主城区等 ４ 个区县为强脱钩状

态；原州区、青铜峡和永宁县 ３ 个区县为弱负脱钩状

态；沙坡头区、灵武市、利通区 ３ 个区县为人地同减

的衰退脱钩状态，且建设用地退出快于人口转移，
表明农村建设用地退出机制执行度较高，人地关系

较理想；贺兰县、平罗县 ２ 个区县为人地同减的衰退

连结状态，且两者变化相对同步，农村人地关系较

理想；仅惠农区 １ 个区县为扩张负脱钩状态。 总而

言之，２０１０—２０１８ 年宁夏农村建设用地与人口负脱

钩状态占比由 ５４􀆰 ５％上升至 ５９􀆰 １％，且以强负脱钩

状态最为凸显，表明宁夏农村土地要素与人口要素

配置失调，土地利用效率较低，农村人地关系长期

失调发展，亟待采取措施盘活农村土地资源。
２０１０—２０１８ 年宁夏农村人地关系呈强负脱钩

状态的区域由原有 ７ 个区县增加到 ９ 个区县，由宁

夏西南山区带状分布转变为宁夏中南部组团式分

布，说明随着城镇化进程加速，越来越多的区县面

临农村人口流失，而乡村振兴又刺激农村建设，导
致农村建设用地低效利用愈发严重，以西海固地区

最为突出；呈弱负脱钩状态的区域始终保持在 ３ 个

区县，但空间上表现为原州区不变，其余由贺兰山

山区转向附近平原地区，表明农村人口逐渐向宜居

型地区转移，受宁夏贺兰山沿岸葡萄酒产业扩张发

展影响，农村建设用地面积逐渐减少；呈扩张负脱

钩状态的区域由 ２ 个区县减少到 １ 个区县；呈强脱

钩状态的区域保持在 ４ 个区县，空间上逐渐向银川

市及其周边聚集，表明经济较发达地区农村人口增

长对农村建设用地扩张的依赖性下降，农村建设用

地集约利用效率不断提升，农村活力向好发展；弱
脱钩状态仅存在于 ２０１０—２０１５ 年，集中分布于宁夏

东北部地区，作为宁夏生态移民主要安置区，政策

推进大量农村人口易地搬迁，相应带动建设用地增

长，尤以吴忠市较显著。
２􀆰 ３　 农村建设用地扩张的驱动分析

研究发现，宁夏区县尺度农村建设用地驱动效

应呈现出较明显的市域统一性，因此以市域尺度为

切入口，探究宁夏农村建设用地驱动效应。 由表 ３
可知，农村建设用地集约度、城镇化水平效应和市

域总人口效应促进宁夏农村建设用地扩张，城乡人

口结构效应抑制宁夏农村建设用地扩张；且农村建

设用地集约度效应对银川、石嘴山、吴忠三市农村

建设用地变化贡献度最大，城乡人口结构效应对固

原、中卫两市农村建设用地变化贡献度最大。
由表 ３ 可知，２０１０—２０１５ 年部分城市城镇化水

平效应或市域总人口效应对农村建设用地扩张起

阻碍作用，城乡人口结构效应对农村建设用地扩张



·９７８　　 · 　 生　 态　 与　 农　 村　 环　 境　 学　 报 第 ３９ 卷

起促进作用。 如银川、吴忠两市作为宁夏“十二五”
生态移民规划主要安置区，大量人口易地迁入，城
乡人口结构比相较 ２０１０ 年分别上升 ３􀆰 ５２％ 和

１􀆰 ５１％，表明在人口转型进程中农村人口增速快于

城镇人口增速，一定程度影响了人口城镇化进程，
并进一步影响土地城镇化，从而抑制了农村建设用

地扩张；而固原市作为宁夏“十二五”生态移民规划

主要迁出区，农村人口流失，但农村宅基地有效退

出效果不显著，其城镇化水平效应虽为正值，但仅

为 ０􀆰 ０１，说明城镇化水平一定程度上对农村建设用

地扩张起阻碍作用但影响较小。 除银川市外，农村

建设用地集约度效应促进其余四市的农村建设用

地面积扩张，而银川市城镇化水平高，随着城市更

新推进，已成为实现农村建设用地“精明收缩”的主

要阵地。 石嘴山、吴忠两市由负向效应转为正向效

应，固原、中卫两市始终呈正向促进作用但贡献度

下降。 总体而言，这 ４ 个市农村土地集约利用不合

理，呈粗放型发展，土地优化整治潜力大。

表 ３　 宁夏农村建设用地扩张的驱动效应分解

Ｔａｂｌｅ ３　 Ｄｒｉｖｉｎｇ ｆａｃｔｏｒｓ ｏｆ ｒｕｒａｌ ｃｏｎｓｔｒｕｃｔｉｏｎ ｌａｎｄ ｅｘｐａｎｓｉｏｎ ｉｎ Ｎｉｎｇｘｉａ

地级市
农村建设用地集约度效应 城乡人口结构效应 城镇化水平效应 市域总人口效应

２０１５ 年 ２０１８ 年 ２０１５ 年 ２０１８ 年 ２０１５ 年 ２０１８ 年 ２０１５ 年 ２０１８ 年

银川市　 －０􀆰 ３３ －０􀆰 ２９ ０􀆰 ２４ －０􀆰 １８ －０􀆰 ０６ ０􀆰 ０４ ０􀆰 １６ ０􀆰 ０７
石嘴山市 －０􀆰 ０６ ０􀆰 ３７ －０􀆰 ０５ －０􀆰 １３ ０􀆰 ０１ ０􀆰 ０３ ０􀆰 １１ ０􀆰 ０３
吴忠市　 －０􀆰 １５ １􀆰 １８ ０􀆰 ０４ －０􀆰 ６８ －０􀆰 ０２ ０􀆰 ３５ ０􀆰 ２３ ０􀆰 １２
固原市　 ０􀆰 １３ ０􀆰 ０５ －０􀆰 ２６ －０􀆰 ４０ ０􀆰 １８ ０􀆰 ２６ －０􀆰 ０３ ０􀆰 ０４
中卫市　 ０􀆰 ７７ ０􀆰 ２４ －１􀆰 ２０ －１􀆰 ８３ ０􀆰 ７５ １􀆰 ０７ ０􀆰 ４３ ０􀆰 １９

３　 讨论

基于农村建设用地扩张的驱动效应分析，银
川、石嘴山、吴忠市三市应坚持以“精明收缩”为目

标，以宅基地退出调整为着力点，以农村居民地体

系优化为抓手［２０］，适当减少逆向发展要素，在保证

基础设施用地完备性的同时，根据自身发展需要及

农村建设用地空间分布进行合理整治；固原、中卫

两市应持续投入土地要素，采用“有增有减，以增促

减”，以及存量盘活和增量统筹相结合的方式，完善

城乡建设用地增减挂钩机制和农村建设用地流转、
退出机制［２６］，提倡多元参与合力优化农村人地关

系［１９］。 综上所述，受多因素影响，宁夏农村建设用

地与人口发展时空失衡，增减协同演进的良性格局

尚未明确。 因此，应因地制宜、科学合理推进宁夏

农村建设用地综合整治，科学调控农村人地关系，
推进新农村建设，实现乡村振兴全面发展，以期实

现宁夏生态保护和高质量发展。
该研究探索了宁夏农村建设用地与人口的时

空演化及其脱钩关系，并分析了农村建设用地的驱

动效应及其强度，丰富了西部地区中小尺度的多时

段农村人地关系研究，但仍存在一定局限，有待深

入探索。 其一，该研究仅基于农村建设用地与人口

显性变化特征构建人地脱钩弹性系数，未来仍需结

合农村建设用地功能、农村人口生活方式等隐性变

化特征，深入探究宁夏农村人地关系；其二，笔者仅

探讨了农村建设用地变化的驱动效应，缺乏科学合

理的政策建议，未来应注重一地一策，因地制宜深

挖土地整治潜力，以此优化农村人地关系，推进农

村可持续健康发展。

４　 结论

利用综合指标及热点分析法研究了宁夏各区

县 ２０１０、２０１５、２０１８ 年 ３ 个时段的农村建设用地时

空演化与 ２０１０—２０１８ 年农村人口时空演化及其冷

热点分布，同时利用 Ｔａｐｉｏ 脱钩模型分析了 ２０１０—
２０１５、２０１５—２０１８ 年宁夏各区县农村建设用地与人

口的脱钩关系，并利用 ＬＭＤＩ 模型探讨了 ２０１０—
２０１５、２０１５—２０１８ 年宁夏各市农村建设用地驱动效

应及其强度，结论如下：
（１）宁夏农村建设用地先增加后减少，总体呈

小幅收缩。 ２０１０—２０１５ 年宁夏农村建设用地加速

扩张，但规模上滞后于城镇，农村建设用地变化类

型以平稳增加型为主；２０１５—２０１８ 年宁夏农村建设

用地不断收缩，城乡建设用地结构不断调整，农村

建设用地变化类型转变为活跃减少型主导。
（２）宁夏农村人口规模总体缩小，活跃减少型

是农村人口变化的主要类型，空间上动态呈现为中

部平稳增加，南部活跃减少，北部交错分布；热点区

主要集中在银川市及其周边城镇化率和社会经济

发展水平较高的区县，冷点区则主要位于南部生态

移民及异地搬迁扶贫地区，农村人口由山区向平

原、由郊县向城区转移趋势明显。
（３）宁夏农村建设用地和农村人口变化具有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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著阶段性特征和空间差异，农村人地关系多样且以

异向变化为主、同向变化为辅，共计呈现出以强负

脱钩为主的 ７ 种脱钩状态，其中负脱钩状态区域占

比上升至 ５９􀆰 １％，表明农村人地关系长期失调发

展，土地利用效率较低且整治潜力大，尤以宁夏南

部山区固原市较为显著，亟待采取措施盘活农村土

地资源。
（４）农村建设用地集约度、城镇化水平和市域

总人口效应促进宁夏农村建设用地扩张，且银川、
石嘴山、吴忠三市以农村建设用地集约度效应为主

导；而城乡人口结构系效应抑制宁夏农村建设用地

扩张，以固原、中卫两市较显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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１００．［ＫＯＮＧ Ｘｕｅ⁃ｓｏｎｇ，ＸＩＥ Ｓｈｉ⁃ｊｉａｏ，ＺＨＵ Ｓｉ⁃ｙａｎｇ， ｅｔ ａｌ． Ｓｐａｔｉｏ⁃
ｔｅｍｐｏｒａｌ Ｄｉｆｆｅｒｅｎｔｉａｔｉｏｎ ａｎｄ Ｄｙｎａｍｉｃ Ｃｏｕｐｌｉｎｇ ｏｆ Ｕｒｂａｎｉｚａｔｉｏｎ ｏｆ
Ｐｏｐｕｌａｔｉｏｎ，Ｌａｎｄ ａｎｄ Ｉｎｄｕｓｔｒｙ ｉｎ Ｈｕｂｅｉ Ｐｒｏｖｉｎｃｅ ［ Ｊ］ ． Ｅｃｏｎｏｍｉｃ
Ｇｅｏｇｒａｐｈｙ，２０１９，３９（４）：９３－１００．］

［４］ 　 刘燕，杨庆媛，何星．重庆农村居民点用地与农村人口变化耦

合关系研究［Ｊ］ ．农业工程学报，２０１９，３５（１５）：２６６－２７４．［ ＬＩＵ
Ｙａｎ，ＹＡＮＧ Ｑｉｎｇ⁃ｙｕａｎ，ＨＥ Ｘｉｎｇ． Ｃｏｕｐｌｉｎｇ Ｒｅｌａｔｉｏｎｓｈｉｐ ｏｆ Ｒｕｒａｌ
Ｓｅｔｔｌｅｍｅｎｔｓ ａｎｄ Ｒｕｒａｌ Ｒｅｓｉｄｅｎｔ Ｐｏｐｕｌａｔｉｏｎ Ｃｈａｎｇｅ ｏｆ Ｃｈｏｎｇｑｉｎｇ
［Ｊ］ ．Ｔｒａｎｓａｃｔｉｏｎｓ ｏｆ ｔｈｅ Ｃｈｉｎｅｓｅ Ｓｏｃｉｅｔｙ ｏｆ Ａｇｒｉｃｕｌｔｕｒａｌ Ｅｎｇｉｎｅｅｒ⁃
ｉｎｇ，２０１９，３５（１５）：２６６－２７４．］

［５］ 　 姜广辉，张凤荣，陈军伟，等．基于 Ｌｏｇｉｓｔｉｃ 回归模型的北京山区

农村居民点变化的驱动力分析［ Ｊ］ ．农业工程学报，２００７，２３
（５）：８１－８７．［ ＪＩＡＮＧ Ｇｕａｎｇ⁃ｈｕｉ，ＺＨＡＮＧ Ｆｅｎｇ⁃ｒｏｎｇ，ＣＨＥＮ Ｊｕｎ⁃
ｗｅｉ，ｅｔ ａｌ．Ａｎａｌｙｓｉｓ ｏｆ ｔｈｅ Ｄｒｉｖｉｎｇ Ｆｏｒｃｅｓ ｏｆ Ｃｈａｎｇｅ ｏｆ Ｒｕｒａｌ Ｒｅｓｉ⁃
ｄｅｎｔｉａｌ Ａｒｅａｓ ｉｎ Ｂｅｉｊｉｎｇ Ｍｏｕｎｔａｉｎｏｕｓ Ａｒｅａｓ Ｂａｓｅｄ ｏｎ Ｌｏｇｉｓｔｉｃ Ｒｅ⁃
ｇｒｅｓｓｉｏｎ Ｍｏｄｅｌ［Ｊ］ ．Ｔｒａｎｓａｃｔｉｏｎｓ ｏｆ ｔｈｅ Ｃｈｉｎｅｓｅ Ｓｏｃｉｅｔｙ ｏｆ Ａｇｒｉｃｕｌ⁃
ｔｕｒａｌ Ｅｎｇｉｎｅｅｒｉｎｇ，２００７，２３（５）：８１－８７．］

［６］ 　 潘友娜，赵翠薇．喀斯特山区近年来农村人口与居民点用地的

时空格局演化：以贵州省为例［ Ｊ］ ．水土保持研究，２０２１，２８
（１）：２５８ － ２６４，２７１． ［ ＰＡＮ Ｙｏｕ⁃ｎａ，ＺＨＡＯ Ｃｕｉ⁃ｗｅｉ． Ｓｐａｔｉａｌ ａｎｄ
Ｔｅｍｐｏｒａｌ Ｐａｔｔｅｒｎ Ｅｖｏｌｕｔｉｏｎ ｏｆ Ｒｕｒａｌ Ｐｏｐｕｌａｔｉｏｎ ａｎｄ Ｌａｎｄ Ｕｓｅ ｉｎ
Ｋａｒｓｔ Ｍｏｕｎｔａｉｎｏｕｓ Ａｒｅａ ｉｎ Ｒｅｃｅｎｔ Ｙｅａｒｓ：Ｔａｋｉｎｇ Ｇｕｉｚｈｏｕ Ｐｒｏｖｉｎｃｅ
ａｓ ａｎ Ｅｘａｍｐｌｅ［Ｊ］ ．Ｒｅｓｅａｒｃｈ ｏｆ Ｓｏｉｌ ａｎｄ Ｗａｔｅｒ Ｃｏｎｓｅｒｖａｔｉｏｎ，２０２１，
２８（１）：２５８－２６４，２７１．］

［７］ 　 田秀琴，高金龙，陈雯，等．乡村人口收缩背景下经济发达地区

村庄用地演变：以江苏省常熟市为例［ Ｊ］ ．中国科学院大学学

报，２０１８，３５（５）：６４５－６５３．［ＴＩＡＮ Ｘｉｕ⁃ｑｉｎ，ＧＡＯ Ｊｉｎ⁃ｌｏｎｇ，ＣＨＥＮ
Ｗｅｎ，ｅｔ ａｌ．Ｅｖｏｌｕｔｉｏｎ ｏｆ Ｒｕｒａｌ Ｌａｎｄ ｉｎ Ｄｅｖｅｌｏｐｅｄ Ａｒｅａｓ ｗｉｔｈｉｎ ｔｈｅ
Ｃｏｎｔｅｘｔ ｏｆ Ｐｏｐｕｌａｔｉｏｎ Ｓｈｒｉｎｋａｇｅ：Ｅｖｉｄｅｎｃｅ ｆｒｏｍ Ｃｈａｎｇｓｈｕ Ｃｉｔｙ ｏｆ
Ｊｉａｎｇｓｕ Ｐｒｏｖｉｎｃｅ［Ｊ］ ．Ｊｏｕｒｎａｌ ｏｆ Ｕｎｉｖｅｒｓｉｔｙ ｏｆ Ｃｈｉｎｅｓｅ Ａｃａｄｅｍｙ ｏｆ
Ｓｃｉｅｎｃｅｓ，２０１８，３５（５）：６４５－６５３．］

［８］ 　 高金龙，刘彦随，陈江龙．苏南地区农村宅基地转型研究：基于

利用状态的视角 ［ Ｊ］ ．自然资源学报，２０２１，３６ （ １１）：２８７８ －

２８９１．［ＧＡＯＪｉｎ⁃ｌｏｎｇ，ＬＩＵ Ｙａｎ⁃ｓｕｉ，ＣＨＥＮ Ｊｉａｎｇ⁃ｌｏｎｇ．Ｔｒａｎｓｉｔｉｏｎ ｏｆ
Ｒｕｒａｌ Ｈｏｕｓｉｎｇ Ｌａｎｄ ｉｎ Ｓｏｕｔｈｅｒｎ Ｊｉａｎｇｓｕ，Ｃｈｉｎａ：Ｅｖｉｄｅｎｃｅｓ ｆｒｏｍ
ｔｈｅ Ｕｔｉｌｉｚａｔｉｏｎ Ｓｔａｔｕｓ Ｐｅｒｓｐｅｃｔｉｖｅ［Ｊ］ ．Ｊｏｕｒｎａｌ ｏｆ Ｎａｔｕｒａｌ Ｒｅｓｏｕｒｃｅｓ，
２０２１，３６（１１）：２８７８－２８９１．］

［９］ 　 刘彦随．现代人地关系与人地系统科学［Ｊ］．地理科学，２０２０，４０
（８）：１２２１－１２３４．［ＬＩＵ Ｙａｎ⁃ｓｕｉ．Ｍｏｄｅｒｎ Ｈｕｍａｎ⁃ｅａｒｔｈ Ｒｅｌａｔｉｏｎｓｈｉｐ
ａｎｄ Ｈｕｍａｎ⁃ｅａｒｔｈ Ｓｙｓｔｅｍ Ｓｃｉｅｎｃｅ［Ｊ］．Ｓｃｉｅｎｔｉａ Ｇｅｏｇｒａｐｈｉｃａ Ｓｉｎｉｃａ，
２０２０，４０（８）：１２２１－１２３４．］

［１０］ 郑殿元，文琦，王银，等．农村人口空心化驱动机制研究［ Ｊ］ ．生
态经济，２０１９，３５ （ １）：９０ － ９６． ［ ＺＨＥＮＧ Ｄｉａｎ⁃ｙｕａｎ，ＷＥＮ Ｑｉ，
ＷＡＮＧ Ｙｉｎ，ｅｔ ａｌ．Ｔｈｅ Ｓｔｕｄｙ ｏｆ Ｄｙｎａｍｉｃ Ｍｅｃｈａｎｉｓｍ ｏｆ Ｒｕｒａｌ Ｐｏｐ⁃
ｕｌａｔｉｏｎ Ｈｏｌｌｏｗｉｎｇ［Ｊ］ ．Ｅｃｏｌｏｇｉｃａｌ Ｅｃｏｎｏｍｙ，２０１９，３５（１）：９０－９６．］

［１１］ 任平，洪步庭，周介铭．基于空间自相关模型的农村居民点时

空演变格局与特征研究［ Ｊ］ ．长江流域资源与环境，２０１５，２４
（１２）：１９９３－ ２００２． ［ＲＥＮ Ｐｉｎｇ，ＨＯＮＧ Ｂｕ⁃ｔｉｎｇ，ＺＨＯＵ Ｊｉｅ⁃ｍｉｎｇ．
Ｒｅｓｅａｒｃｈ ｏｆ Ｓｐａｔｉｏ⁃ｔｅｍｐｏｒａｌ Ｐａｔｔｅｒｎ ａｎｄ Ｃｈａｒａｃｔｅｒｉｓｔｉｃｓ ｆｏｒ ｔｈｅ Ｅ⁃
ｖｏｌｕｔｉｏｎ ｏｆ Ｒｕｒａｌ Ｓｅｔｔｌｅｍｅｎｔｓ Ｂａｓｅｄ ｏｎ Ｓｐａｔｉａｌ Ａｕｔｏｃｏｒｒｅｌａｔｉｏｎ
Ｍｏｄｅｌ［ Ｊ］ ． Ｒｅｓｏｕｒｃｅｓ ａｎｄ Ｅｎｖｉｒｏｎｍｅｎｔ ｉｎ ｔｈｅ Ｙａｎｇｔｚｅ Ｂａｓｉｎ，
２０１５，２４（１２）：１９９３－２００２．］

［１２］ 刘书畅，叶艳妹，林耀奔．基于脱钩理论与 ＬＭＤＩ 模型的农村居

民点演化特征及驱动因素分解［ Ｊ］ ．农业工程学报，２０１９，３５
（１２）：２７２－２８０．［ＬＩＵ Ｓｈｕ⁃ｃｈａｎｇ，ＹＥ Ｙａｎ⁃ｍｅｉ，ＬＩＮ Ｙａｏ⁃ｂｅｎ．Ｅｖｏ⁃
ｌｕｔｉｏｎ Ｃｈａｒａｃｔｅｒｉｓｔｉｃｓ ａｎｄ Ｄｅｃｏｍｐｏｓｉｔｉｏｎ ｏｆ Ｄｒｉｖｉｎｇ Ｆａｃｔｏｒｓ ｏｎ
Ｒｕｒａｌ Ｒｅｓｉｄｅｎｔｉａｌ Ｌａｎｄ Ｂａｓｅｄ ｏｎ Ｄｅｃｏｕｐｌｉｎｇ Ｔｈｅｏｒｙ ａｎｄ ＬＭＤＩ
Ｍｏｄｅｌ［Ｊ］ ．Ｔｒａｎｓａｃｔｉｏｎｓ ｏｆ ｔｈｅ Ｃｈｉｎｅｓｅ Ｓｏｃｉｅｔｙ ｏｆ Ａｇｒｉｃｕｌｔｕｒａｌ Ｅｎｇｉ⁃
ｎｅｅｒｉｎｇ，２０１９，３５（１２）：２７２－２８０．］

［１３］ 张磊，武友德，李君．农村人口与聚落用地空间分布的脱钩及

预测分析：以大理市洱海东岸地区为例［Ｊ］ ．地域研究与开发，
２０１９，３８（１）：１４８－１５４．［ＺＨＡＮＧ Ｌｅｉ，ＷＵ Ｙｏｕ⁃ｄｅ，ＬＩ Ｊｕｎ．Ｄｅｃｏｕ⁃
ｐｌｉｎｇ ａｎｄ Ｐｒｅｄｉｃｔｉｏｎ Ａｎａｌｙｓｉｓ ｏｆ Ｓｐａｔｉａｌ Ｄｉｓｔｒｉｂｕｔｉｏｎ ｏｆ Ｒｕｒａｌ Ｐｏｐ⁃
ｕｌａｔｉｏｎ ａｎｄ Ｓｅｔｔｌｅｍｅｎｔ：Ｔａｋｉｎｇ Ｅａｓｔ Ｃｏａｓｔ ｏｆ Ｅｒｈａｉ Ｌａｋｅ ｉｎ Ｄａｌｉ
Ｃｉｔｙ ａｓ ａｎ Ｅｘａｍｐｌｅ［Ｊ］ ．Ａｒｅａｌ Ｒｅｓｅａｒｃｈ ａｎｄ Ｄｅｖｅｌｏｐｍｅｎｔ，２０１９，３８
（１）：１４８－１５４．］

［１４］ ＥＳＰＥＮＳＨＡＤＥ Ｔ Ｊ，ＢＯＵＶＩＥＲ Ｌ Ｆ，ＡＲＴＨＵＲ Ｗ Ｂ． Ｉｍｍｉｇｒａｔｉｏｎ
ａｎｄ ｔｈｅ Ｓｔａｂｌｅ Ｐｏｐｕｌａｔｉｏｎ Ｍｏｄｅｌ［ Ｊ］ ．Ｄｅｍｏｇｒａｐｈｙ，１９８２，１９（１）：
１２５－１３３．

［１５］ 潘友娜，赵翠薇．贵州省城乡人口变化与建设用地扩张的脱钩

关系［Ｊ］ ．水土保持通报，２０２０，４０（３）：１８０－１８８．［ＰＡＮ Ｙｏｕ⁃ｎａ，
ＺＨＡＯ Ｃｕｉ⁃ｗｅｉ．Ｄｅｃｏｕｐｌｉｎｇ Ｒｅｌａｔｉｏｎｓｈｉｐ ｂｅｔｗｅｅｎ Ｕｒｂａｎ ａｎｄ Ｒｕｒａｌ
Ｐｏｐｕｌａｔｉｏｎ Ｃｈａｎｇｅ ａｎｄ Ｅｘｐａｎｓｉｏｎ ｏｆ Ｃｏｎｓｔｒｕｃｔｉｏｎ Ｌａｎｄ ｉｎ Ｇｕｉｚｈｏｕ
Ｐｒｏｖｉｎｃｅ［ Ｊ］ ． Ｂｕｌｌｅｔｉｎ ｏｆ Ｓｏｉｌ ａｎｄ Ｗａｔｅｒ Ｃｏｎｓｅｒｖａｔｉｏｎ， ２０２０， ４０
（３）：１８０－１８８．］

［１６］ 张海朋，何仁伟，李江苏．脱钩视角下河南省城乡人口与建设

用地的耦合协调研究［Ｊ］ ．地理与地理信息科学，２０２０，３６（２）：
８３－９２．［ＺＨＡＮＧ Ｈａｉ⁃ｐｅｎｇ，ＨＥ Ｒｅｎ⁃ｗｅｉ，ＬＩ Ｊｉａｎｇ⁃ｓｕ．Ｃｏｕｐｌｉｎｇ Ｃ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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ｏｒｄｉｎａｔｉｏｎ Ｓｔａｔｕｓ ｏｆ Ｕｒｂａｎ ａｎｄ Ｒｕｒａｌ Ｐｏｐｕｌａｔｉｏｎ ａｎｄ Ｃｏｎｓｔｒｕｃｔｉｏｎ
Ｌａｎｄ ｉｎ Ｈｅｎａｎ Ｐｒｏｖｉｎｃｅ ｆｒｏｍ ｔｈｅ Ｐｅｒｓｐｅｃｔｉｖｅ ｏｆ Ｄｅｃｏｕｐｌｉｎｇ［ Ｊ］ ．
Ｇｅｏｇｒａｐｈｙ ａｎｄ Ｇｅｏ⁃Ｉｎｆｏｒｍａｔｉｏｎ Ｓｃｉｅｎｃｅ，２０２０，３６（２）：８３－９２．］

［１７］ 李牧，郝晋珉，陈丽，等．中国地级市城乡建设用地与人口增长

脱钩分析［ Ｊ］ ．资源科学，２０１９，４１（１０）：１８９７－ １９１０． ［ ＬＩ Ｍｕ，
ＨＡＯ Ｊｉｎ⁃ｍｉｎ，ＣＨＥＮ Ｌｉ，ｅｔ ａｌ．Ｄｅｃｏｕｐｌｉｎｇ ｏｆ Ｕｒｂａｎ ａｎｄ Ｒｕｒａｌ Ｃｏｎ⁃
ｓｔｒｕｃｔｉｏｎ Ｌａｎｄ ａｎｄ Ｐｏｐｕｌａｔｉｏｎ Ｃｈａｎｇｅ ｉｎ Ｃｈｉｎａ ａｔ ｔｈｅ Ｐｒｅｆｅｃｔｕｒａｌ
Ｌｅｖｅｌ［Ｊ］ ．Ｒｅｓｏｕｒｃｅｓ Ｓｃｉｅｎｃｅ，２０１９，４１（１０）：１８９７－１９１０．］

［１８］ 王婧，方创琳，李裕瑞．中国城乡人口与建设用地的时空变化

及其耦合特征研究［ Ｊ］ ．自然资源学报，２０１４，２９（８）：１２７１ －

１２８１．［ＷＡＮＧ Ｊｉｎｇ，ＦＡＮＧ Ｃｈｕａｎｇ⁃ｌｉｎ，ＬＩ Ｙｕ⁃ｒｕｉ． Ｓｐａｔｉｏ⁃ｔｅｍｐｏｒａｌ
Ａｎａｌｙｓｉｓ ｏｆ Ｐｏｐｕｌａｔｉｏｎ ａｎｄ Ｃｏｎｓｔｒｕｃｔｉｏｎ Ｌａｎｄ Ｃｈａｎｇｅ ｉｎ Ｕｒｂａ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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基于多源遥感数据的乡村类型识别与演变模式研究：
以天津市都市边缘区为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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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 识别都市边缘区乡村类型、确定乡村演变模式是推动乡村振兴的有效前提，以天津市都市边缘区 ４５０ 个行

政村及街道为研究对象，基于 Ｌａｎｄｓａｔ ＴＭ 遥感影像及谷歌影像，分析 １９８０、２０００、２０１０ 及 ２０２０ 年农村土地利用变

化规律，从经济状况、资源禀赋、区位条件、社会保障水平 ４ 个子系统分类识别研究区乡村类型，通过对比 ４０ ａ 间

乡村类型演变特征，确定乡村演变模式。 研究结果表明：（１）耕地、农村居民点、建设用地 ３ 种用地类型变化较迅

速，且在天津市外环线周围区域转化最为明显，其中农村居民点个数逐年减少，东丽区尤为显著。 （２）研究区乡村

类型被识别为城郊融合型、集聚提升型、搬迁撤并型和规模控制型，部分村庄乡村类型在研究期内始终未变。
（３）研究区在研究期间乡村演变模式确定为稳定式、微变式和多变式。
关键词： 乡村类型识别； 乡村类型演变； 乡村类型演变模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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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自改革开放以来，中国城镇化进程取得了举世

瞩目的成果，但也带来了相应的问题。 过多的乡村

人口向城镇转移，势必造成有限的城镇区承载超负

荷。 都市边缘区作为城乡之间土地利用、人口、社
会特征的过渡地带，兼具城市和乡村的特征，人口



·９８２　　 · 　 生　 态　 与　 农　 村　 环　 境　 学　 报 第 ３９ 卷

密度低于中心城区又高于周围农村，是城市经济增

长和空间扩张的主要区域。 明晰都市边缘区乡村

差异，合理规划乡村发展，成为当前都市边缘区乡

村振兴的重点。 ２０２２ 年中央一号文件指出，要积极

有序推进有条件有需要的村庄开展规划编制工作，
促进乡村振兴发展。 通过对都市边缘区村庄进行

合理化分类，有助于厘清乡村内部发展长处与弊

端，打破城乡二元结构壁垒，促进都市边缘区乡村

振兴。 如何构建科学合理、简单可行的乡村类型识

别体系，成为现阶段实现乡村振兴亟需解决的问题。
目前，关于乡村类型划分方面的研究已经取得

丰硕的成果，但由于地区人文环境、社会经济发展、
区位条件等的差异，以及各学者对乡村地域系统认

知的差异性与主观性，有关乡村类型识别研究也各

有差异。 从研究区域选择来看，一类是从宏观上划

分，以县域为研究基本单元，从农业生产、非农生

产、居住生活、生态保障等乡村多个地域功能划分

乡村类型；另一类是以微观视角，从村域尺度对乡

村类型进行划分［１－３］。 从划分标准来看，有从乡村

生产、生态和生活功能视角进行划分［４－６］；也有学者

从乡村主体－产业发展－人居环境－资源禀赋逐级识

别乡村类型，将乡村类型划分成 ５ 种［７］。 从研究方

法上来看，主要使用引力模型［８］、人工神经网络聚

类算法［９］、ＢＰ 模型和 Ｗａｒｄ 法［１０］等。 在类型划分上

面，有研究根据《乡村振兴战略规划 （２０１８—２０２２
年）》将乡村发展类型划分为城郊融合型、集聚提升

型、搬迁撤并型、特色保护型［１１］；有学者基于经济和

生态状况，将乡村类型划分为生态保育优先型、经
济发展优先型、生态保育与经济发展并重 Ｉ 型和生

态保育与经济发展并重Ⅱ型 ４ 种类型［１２］；部分学者

根据产业划分法，将乡村发展类型划分为农业主导

型、工业主导型、商旅服务型和综合发展型［１３］等。
近年来，随着经济全球化、城市化以及新型工

业化的相互交织，我国农业农村进入新的发展阶

段，农村呈现出新发展业态［１４］。 关于乡村演变的研

究，从内容来看包括乡村功能演变、乡村聚落特征

变化分析［１５］、产业演变［１６－１８］、人居环境演化［１９］ 等。
然而现有研究仍然存在一些问题，如大部分仅从某

个单一角度对乡村演变进行分析，缺少从整体把握

乡村发展状况，或较少从人口变化、基础设施发展、
产业变化等多角度综合分析乡村演变。

纵观目前对于乡村类型划分及演变模式的研

究，对现期乡村类型划分的关注度日益增加，将历

史与现期乡村类型进行对比的研究仍有待深化。

且大多研究仅从乡村功能、产业、环境等某一视角

出发探讨乡村演变，缺乏对以往与现期乡村类型变

化与乡村类型演变模式的综合分析。 多源遥感数

据可以直观反映区域历史与现期变化状况。 因此，
笔者基于多源遥感数据，获取乡村历史与现期土地

利用类型转变、人口迁移、经济发展、自然环境变化

等数据，综合各专家学者以及村类型的划分标准及

方法，从研究区经济状况、资源禀赋、区位条件以及

社会保障水平 ４ 个方面构建乡村类型识别指标体

系，划分出 １９８０、２０００、２０１０ 以及 ２０２０ 年乡村类型，
确定研究区村庄演变模式，有助于厘清都市边缘区

乡村演变进程与发展规律，从整体和局部 ２ 个角度

综合考虑，制定符合乡村发展的基本路径。

１　 研究区概况与数据来源

１􀆰 １　 研究区概况

选取天津市环城 ４ 区作为都市边缘区，对天津

市都市边缘区乡村类型及演变模式进行研究。 天

津市环城 ４ 区位于天津市外环线周围，环绕中心城

区，包括西青区、东丽区、北辰区及津南区，是连接

中心城区与外围农村的重要枢纽（图 １）。 环城 ４ 区

总面积为 １９０ ９０２ ｈｍ２，地势平坦；地区生产总值为 ２
６３４􀆰 ２７ 亿元，２０２０ 年都市边缘区常住人口为 ３ ８８９
８６０ 人。 根据实地调研情况，东丽区自 ２００１ 年起开

始撤镇改设街道，且现存农村居民点数量已减少为

个位数，故对东丽区以街道为单位进行研究，其他 ３
个区均以村庄为研究单位，总计 ４５０ 个村庄和街道。
极少部分村庄由于区域规划等原因，村级地名、村
级边界发生微弱变化。 为便于对比 ４０ ａ 间农村变

化，所有年份均以 ２０２０ 年各村庄区域界线为标准展

开研究。

无数据部分为非村庄区域，如城镇区域、农场等，非研究范围。

图 １　 天津市环城 ４ 区区位

Ｆｉｇ􀆰 １　 Ｌｏｃａｔｉｏｎ ｏｆ ｆｏｕｒ ｄｉｓｔｒｉｃｔｓ ａｒｏｕｎｄ ｔｈｅ ｃｉｔｙ ｏｆ Ｔｉａｎｊｉ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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１􀆰 ２　 数据来源

１􀆰 ２􀆰 １　 空间数据

空间数据来源于 Ｌａｎｄｓａｔ ＴＭ 遥感影像、谷歌影

像和高德 ＰＯＩ（Ｐｏｉｎｔ ｏｆ ｉｎｔｅｒｅｓｔ）数据等多源遥感数

据。 选取 １９８０ 和 ２０００ 年 Ｌａｎｄｓａｔ ＴＭ 遥感影像及

２０１０ 和 ２０２０ 年谷歌影像，通过监督分类和人工目

视解译法实现对天津市都市边缘区土地利用类型

分类。 参照 ＧＢ ／ Ｔ ２１０１０—２０１７《土地利用现状分

类》中所划分的 １２ 个一级地类以及 ７３ 个二级地类，
在实际调研基础上，结合研究需要，将研究区划分

为耕地、林地、草地、建设用地、农村居民点、水域和

未利用地 ７ 类，其中农村居民点是指宅基地及公共

服务设施用地，建设用地指除宅基地以外的其他建

设用地。 基于高德地图开发平台利用数据抓取技

术获得 ＰＯＩ 数据，将获取的 ＰＯＩ 数据进行分类，计
算得到研究区商场、超市、学校、卫生院数量等数据。
１􀆰 ２􀆰 ２　 社会经济数据

为客观反映天津市都市边缘区村民基本情况，
设计了相关调研问卷，调研对象的基本情况为男性

占 ５６􀆰 １１％，女性占 ４３􀆰 ８９％；５１ 岁及以下的受访者

占 ４２􀆰 ２２％； 打 工 人 数 占 ２４􀆰 ７２％， 经 商 人 数 占

１１􀆰 １１％，务农人数占 ９􀆰 ７２％。 问卷主要内容包括

１９８０、２０００、２０１０ 以及 ２０２０ 年村民人均年收入、外
出务工人数、村民住宅面积、商场、学校、卫生所数

量等。 在村民人均年收入方面，１９８０ 年农村居民人

均年收入大多集中在 ７００ 元左右，至 ２０２０ 年上升至

２􀆰 ６ 万元左右；２０００ 年陆续出现村民外出务工情况；
调研对象主要为村干部、村民。 依据距离市中心

远、中、近划分原则，除东丽区外，每个区选择 ５ ～ ６
个乡镇，每个乡镇依据分层随机抽样的方式抽取 ２～
３ 个行政村，每个行政村选取 ２～８ 户发放调研问卷；
东丽区每个街道选取 １２ ～ １８ 户发放调查问卷。 由

于研究区范围较广，调研时间较短，每个镇相邻村

庄差距较小，故依据每个镇选取的 ２～３ 个行政村调

研结果，表征该村及其相邻村的社会经济数据。 剔

除误填及逻辑错误的问卷，最终得到有效问卷 ３６０
份，有效率为 ９３􀆰 ２６％，其中西青区 ９８ 份，津南区 ８１
份，东丽区 ９０ 份，北辰区 ９１ 份。

２　 研究方法

基于上述数据，首先通过遥感影像解译获得 ４０
ａ 来都市边缘区土地利用类型变化状况；其次从村

庄经济状况、资源禀赋、区位条件和社会保障水平

建立目标层指标体系，并计算目标层乡村发展度水

平。 在 ＡｒｃＧＩＳ １０􀆰 ２ 软件平台，利用自然断点法划

分乡村发展度高中低值，逐级识别高中低值，组合

得到乡村类型；对比分析乡村 １９８０、２０００、２０１０ 及

２０２０ 年 ４ 个时间节点乡村类型演变特征，确定都市

边缘区 ４０ ａ 来乡村演变模式。
２􀆰 １　 乡村类型指标体系的构建

乡村地域类型是人文、经济等构成的主体系统

和资源、环境等构成的本体系统在一定的乡村地域

空间相互影响、相互作用而形成的复杂开放巨系

统［２０］。 乡村地域的复杂性决定了乡村在现实中的

发展演化过程，涉及到经济、社会、空间等多个维

度［２１］。 以分类推进乡村振兴发展为目标，从经济状

况、资源禀赋、区位条件和社会保障水平 ４ 个维度建

立村庄类型识别体系（表 １），并在遵循科学性、系统

性、可获得性、简明性等原则的基础上，着重突出乡

村发展的差异性和可比性，具体为：（１）选取农民人

均年收入、户均外出务工人数以及大型商场和超市

数量来评价乡村经济状况。 其中人均年收入、大型

商场和超市数量反映了村民物质生活水平，其值越

大说明经济状况越好；户均外出务工人数则反映了

村庄可供就业机会状况，外出就业人员越多，说明

村庄经济发展状况越差；（２）利用耕地面积、建设用

地面积以及农村居民点面积占村庄总面积之比来

说明村庄资源禀赋情况。 耕地面积与农村居民点

所占面积越大，说明村庄工矿建设、交通及水利等

基础设施新建较少，城镇化进程越慢，其资源禀赋

发展度越低；反之，建设用地面积占比越高，资源禀

赋发展度越高；（３）选取村庄距天津外环线以及国

道距离衡量村庄区位条件优越性。 距离外环线与

国道距离越近，说明交通通达度越高，区位条件越

优越；（４）选取村庄人均家庭住宅面积、卫生院数量

以及学校数量衡量村庄社会保障水平。 其值越高，
社会保障水平越高。
２􀆰 ２　 乡村类型识别方法

２􀆰 ２􀆰 １　 数据标准化

由于各指标所使用的单位和量纲的不同，将上

述指标体系采用极值法对指标进行标准化处理，使
其具有可对比性。

正向指标为

Ｚ ｉ
ｋ ＝ （Ｊｉ

ｋ － Ｊｍｉｎ） ／ （Ｊｍａｘ － Ｊｍｉｎ）， （１）
负向指标为

Ｚ ｉ
ｋ ＝ （Ｊｍａｘ － Ｊｉ

ｋ） ／ （Ｊｍａｘ － Ｊｍｉｎ）。 （２）
式（１） ～ （２）中， Ｚ ｉ

ｋ 为第 ｋ 个村庄、街道的 ｉ 指标的

标准化值； Ｊｉ
ｋ 为第 ｋ 个村庄、街道的 ｉ 指标的原始

值； Ｊｍａｘ 为第 ｉ 指标的最大值； Ｊｍｉｎ 为第 ｉ 指标的最

小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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２􀆰 ２􀆰 ２　 权重确定

借助 ＳＰＳＳ ２７􀆰 ０ 软件进行因子分析，得到各指

标的因子载荷，确定指标权重，公式为

Ｔｉ ＝
ϑｉｊ

∑
ｋ

ｉ ＝ １
ϑｉｊ

。 （３）

式（３）中，Ｔｉ 为第 ｉ 指标在某成分中所占的比重；

｜ϑｉｊ ｜ 为 ｉ 指标在 ｊ 成分上因子载荷的绝对值； ∑
ｋ

ｉ ＝ １

｜ ϑｉｊ ｜ 为该成分中所有指标因子载荷的代数和。
各年份指标权重结果如表 ２ 所示，结果表明社

会保障水平的指标差异度大于其他一级指标差

异度。
２􀆰 ２􀆰 ３　 乡村多维度发展性指数计算

在使用极值法标准化数据的基础上，利用加权

求和法，即各项指标的权重乘以标准化数值来测算

村庄经济状况、资源禀赋、区位条件以及社会保障

水平 ４ 个维度指标指数。

ＲＳ
ｍ，ｋ ＝ ∑

ｎ

ｉ ＝ １
（Ｗｉ × Ｚ ｉ

ｋ） 。 （４）

式（４）中， ＲＳ
ｍ，ｋ 为第 ｍ 年第 ｋ 个村庄的 ｓ 维度指标

测度；ｓ 为经济状况、资源禀赋、区位条件及社会保

障水平维度指标； Ｗｉ 为第 ｉ 项指标权重。

表 １　 乡村类型识别指标体系

Ｔａｂｌｅ １　 Ｒｕｒａｌ ｔｙｐｅ ｉｄｅｎｔｉｆｉｃａｔｉｏｎ ｉｎｄｅｘ ｓｙｓｔｅｍ

一级指标 二级指标 计算方法 属性

经济状况（Ｅ） 人均年收入（Ｅ１） 根据调研数据 正向指标

户均外出务工人数（Ｅ２） 根据调研数据 逆向指标

大型商场、超市数量（Ｅ３） 根据 ＰＯＩ 和调研数据 正向指标

资源禀赋（Ｒ） 耕地面积占比（Ｒ１） 耕地面积 ／ 总面积 逆向指标

农村居民点面积占比（Ｒ２） 农村居民点面积 ／ 总面积 逆向指标

建设用地面积占比（Ｒ３） 建设用地面积 ／ 总面积 正向指标

区位条件（Ｌ） 与外环线距离（Ｌ１） 采用 ＡｒｃＧＩＳ 软件计算 逆向指标

与国道距离（Ｌ２） 采用 ＡｒｃＧＩＳ 软件计算 逆向指标

社会保障水平（Ｓ） 人均住宅面积（Ｓ１） 根据调研数据 正向指标

卫生院数量（Ｓ２） 根据 ＰＯＩ 和调研数据 正向指标

学校数量（Ｓ３） 根据 ＰＯＩ 和调研数据 正向指标

表 ２　 乡村类型识别指标体系权重结果

Ｔａｂｌｅ ２ 　 Ｗｅｉｇｈｔ ｒｅｓｕｌｔｓ ｏｆ ｒｕｒａｌ ｔｙｐｅ ｉｄｅｎｔｉｆｉｃａｔｉｏｎ ｉｎｄｅｘ
ｓｙｓｔｅｍ

一级
指标

二级
指标

权重

１９８０ 年 ２０００ 年 ２０１０ 年 ２０２０ 年

Ｅ Ｅ１ ０􀆰 １００ ９ ０􀆰 １０２ ９ ０􀆰 １１２ ７ ０􀆰 １１７ ７
Ｅ２ ０􀆰 ０７６ ３ ０􀆰 ０８２ ０ ０􀆰 ０８４ ５ ０􀆰 ０７９ ８
Ｅ３ ０􀆰 ０８９ ６ ０􀆰 ０８７ ２ ０􀆰 ０９９ ７ ０􀆰 ０９３ ５

Ｒ Ｒ１ ０􀆰 １１９ ７ ０􀆰 １００ ４ ０􀆰 １０８ ６ ０􀆰 １０８ ９
Ｒ２ ０􀆰 ０９０ ０ ０􀆰 ０７６ ６ ０􀆰 ０７６ ０ ０􀆰 ０５８ ８
Ｒ３ ０􀆰 １００ １ ０􀆰 ０９７ ８ ０􀆰 １１９ ５ ０􀆰 １０９ ０

Ｌ Ｌ１ ０􀆰 ０９０ ７ ０􀆰 ０９８ ４ ０􀆰 ０８１ ９ ０􀆰 ０９２ ９
Ｌ２ ０􀆰 ０８３ ５ ０􀆰 ０８７ ３ ０􀆰 ０７１ ４ ０􀆰 ０７８ ２

Ｓ Ｓ１ ０􀆰 ０６４ ６ ０􀆰 ０９０ ０ ０􀆰 ０５８ ３ ０􀆰 ０６７ ９
Ｓ２ ０􀆰 ０９０ ３ ０􀆰 ０８８ ４ ０􀆰 ０８９ ４ ０􀆰 ０９３ ６
Ｓ３ ０􀆰 ０９４ ２ ０􀆰 ０８９ ０ ０􀆰 ０９８ ０ ０􀆰 ０９９ ８

各指标含义见表 １。

３　 结果与分析

３􀆰 １　 研究区土地利用类型演变

基于 １９８０ 和 ２０００ 年 Ｌａｎｄｓａｔ ＴＭ 遥感影像及

２０１０ 和 ２０２０ 年谷歌影像，对研究区内 ４０ ａ 间土地

利用类型演变特征进行分析（图 ２）。 结果表明，
１９８０—２０２０ 年耕地、林地、水域以及农村居民点面

积均在减少， 耕地、 农村居民点面积分别减少

５６３􀆰 ００ 和 １５１􀆰 ２４ ｈｍ２，至 ２０２０ 年东丽区农村居民

点数量减少为个位数，变化尤为显著。 转出土地类

型主要转化为建设用地，建设用地面积增加 ７５４􀆰 ０３
ｈｍ２。 乡村土地利用类型变化明显。
３􀆰 ２　 研究区乡村类型分析

３􀆰 ２􀆰 １　 乡村类型特征分析

基于乡村类型识别体系与乡村不同发展维度

水平差异性，从村庄经济状况、资源禀赋、区位条件

以及社会保障水平 ４ 个方面对大都市边缘区 １９８０、
２０００、２０１０ 以及 ２０２０ 年乡村类型进行逐级识别。
将大都市边缘区村庄划分为城郊融合型、搬迁撤并

型、集聚提升型和规模控制型（表 ３、图 ３）。
（１）城郊融合型村庄：该类型村庄具有“城市后

花园”的区位条件［２２］，处于城市边缘区，交通便捷，
是城乡融合发展的重要连接场所，主要分布在天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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市外环线周围，凭借着优越的位置条件，受市区辐

射影响最大。 村庄建有较多大型购物场所，基础设

施配置较完善，与市区繁华程度无明显差异，城镇

化进程较快。 其主导类型组合主要有 Ｅ１－Ｒ１－Ｌ１－
Ｓ１ 等。

无数据部分为非村庄区域，如城镇区域、农场等，非研究范围。

图 ２　 １９８０—２０２０ 年研究区土地利用现状

Ｆｉｇ􀆰 ２　 Ｒｕｒａｌ ｔｙｐｅ ｉｎｄｅｘ ｓｙｓｔｅｍ ｉｎ ｔｈｅ ｓｔｕｄｙ ａｒｅａ ｆｒｏｍ １９８０ ｔｏ ２０２０

表 ３　 村庄类型识别判断矩阵

Ｔａｂｌｅ ３　 Ｖｉｌｌａｇｅ ｔｙｐｅ ｉｄｅｎｔｉｆｉｃａｔｉｏｎ ｊｕｄｇｍｅｎｔ ｍａｔｒｉｘ

村庄类型
经济规模（Ｅ） 资源禀赋（Ｒ） 区位条件（Ｌ） 社会保障水平（Ｓ）
０ １ ０ １ ０ １ ２ ０ １ ２

城郊融合型 √ √ √ √ √ √
集聚提升型 √ √ √ √ √
搬迁撤并型 √ √ √ √ √
规模控制型 √ √ √ √

０、１、２ 分别表示乡村发展维度低、中、强 ３ 个维度；同一维度下同时标注多个√，表示任一个√均满足所对应类型维度； 由于判断矩阵组合数

较多，这里仅列举乡村类型主要判别矩阵。

　 　 （２）集聚提升型村庄：是现有规模较大的中心

村和其他将存续的一般村。 该类型村庄自然条件

较为优越，以农业发展为主，但城镇带动辐射力度

有限，是乡村振兴重点关注的区域类型，主要集中

在乡镇的周围，耕地面积占比较大，工厂等可提供

就业机会的企业较少，无大型商场、超市，故村庄外

出务工人数较多，村庄与村庄之间居住较为集中。
其主导类型组合主要有 Ｅ０－Ｒ０－Ｌ０－Ｓ１ 等。

（３）搬迁撤并型村庄：政府为实现更完善的区

域规划，新建拆迁房，将周围几个村庄统一搬迁至

拆迁小区，各村村民集中居住，实行社区化管理。
该类型下的村庄耕地尚存，部分宅基地还耕，转为

农业用地。 农村居民点所剩无几，经济发展空间较

大，大型商场、超市数量较少，村庄经济发展水平还

有待进一步提高。 其主导类型组合主要有 Ｅ０－Ｒ１－
Ｌ０－Ｓ０ 等。

（４）规模控制型村庄：村庄发展基础与区位条

件竞争力较差，村庄规模与发展能力不匹配。 该类

型村庄主要分布在都市边缘区，受城镇辐射影响较

小，经济发展相对缓慢，农用地占比相对较高。 其

主导类型组合为 Ｅ０－Ｒ０－Ｌ０－Ｓ０。
３􀆰 ２􀆰 ２　 不同时期乡村类型演变特征

通过对大都市边缘区 １９８０、２０００、２０１０ 以及

２０２０ 年乡村类型数量以及面积进行统计分析（表
４），发现研究期内天津市都市边缘区乡村类型呈现

圈层、聚集分布特征，且同种乡村类型在数量及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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围上呈现相同的变化趋势，城郊融合型及搬迁撤并

型村庄在数量上逐年递增，在范围上呈周围扩散趋

势，集聚提升型及规模控制型反之。 城郊融合型村

庄数量增长速度最为明显，增长率达 １６３􀆰 ５％；集聚

提升型及规模控制型乡村数量降低率均达 ６０％
以上。

无数据部分为非村庄区域，如城镇区域、农场等，非研究范围。

图 ３　 １９８０ 年—２０２０ 年研究区乡村类型划分

Ｆｉｇ􀆰 ３　 Ｃｌａｓｓｉｆｉｃａｔｉｏｎ ｍａｐ ｏｆ ｒｕｒａｌ ｔｙｐｅｓｉｎ ｔｈｅ ｓｔｕｄｙ ａｒｅａ ｆｒｏｍ １９８０ ｔｏ ２０２０

表 ４　 不同时期研究区各乡村类型数量及面积

Ｔａｂｌｅ ４　 Ｎｕｍｂｅｒ ａｎｄ ａｒｅａ ｏｆ ｖｉｌｌａｇｅｓ ｉｎ ｄｉｆｆｅｒｅｎｔ ｐｅｒｉｏｄｓ ｏｆ ｓｔｕｄｙ ａｒｅａ

年份
城郊融合型 集聚提升型 搬迁撤并型 规模控制型

数量 面积 ／ ｈｍ２ 数量 面积 ／ ｈｍ２ 数量 面积 ／ ｈｍ２ 数量 面积 ／ ｈｍ２

１９８０ ９６ ４５ ２２９􀆰 １９ ２５５ ９８ １５８􀆰 ３９ ９９ ２４ ２２２􀆰 ４４
２０００ １２０ ５１ ４５９􀆰 ０１ ２４５ ９５ ４６８􀆰 ５０ ８５ ２０ ６８２􀆰 ５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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３􀆰 ３　 乡村演变模式

乡村演化发展过程实际上伴随着产业的发展，
生产、生活中的物质和非物质元素之间发生各式各

样的交互作用［２３］。 研究区内村庄由于自身资源禀

赋、产业发展程度等的参差，乡村演变特征呈现出

相似性与相异性。 通过对比分析研究区 １９８０—
２０２０ 年乡村类型变化特征，总结出村庄类型演变发

展的 ３ 种模式（表 ５、图 ４）。
（１） 稳定式：该模式下，乡村类型自 １９８０ 至

２０２０ 年 ４０ ａ 间没有发生任何转变，主要集中在天津

市外环线周围及研究区最边缘区域。 共包括 ３ 类村

庄存在稳定式演变模式，分别为城郊融合型村庄、
集聚提升型村庄和规模控制型村庄。 以稳定式发

展的城郊融合型村庄主要集中在外环线周围，该区

域大部分土地被征收，所有权属于国家，且受城区

经济辐射影响，该类村庄无论是在金融经济发展上

还是在教育医疗保障上均保持着较高的水平，因此

该乡村类型始终被识别为城郊融合型村庄；而集聚

提升型村庄主要集中北辰区的东部、西部以及西青

区北部区域；仅有极少数村庄一直稳定处于规模控

制型，如津南区的最南端靠近边界区域，该部分村

庄演化发展速度较慢。
（２）微变式：该模式下，乡村类型发生一次变

化，即 ４０ ａ 间从一种类型转变为另外一种类型，为
乡村演变的普遍模式，共有 ２１４ 个村庄及街道为微

变式演变模式。 此模式下的村庄在受相关乡村振

兴政策、区域经济发展驱动等因素的影响下，乡村

类型发生转变，主要分布在研究区中间位置。 如北

辰区中部小淀村等在 ２０００ 年以前为集聚提升型，后
因为村庄整体搬迁规划，变为搬迁撤并型；又如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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青区中北部大蒋庄村等，由集聚提升型村庄转变为

城郊融合型村庄。
（３） 多变式：该模式下，乡村类型自 １９８０ 至

２０２０ 年发生显著变化，乡村类型演变次数为 ２ 次或

３ 次，也是 ３ 类演变模式中占比最小的一种模式。
究其原因，乡村发展不仅受城市区域规划、交通通

达度、基础设施建设、村庄自然本底等多方面客观

因素的影响，还与村庄贤能引领村民致富等主观因

素有关。 如西青区炒米店村由集聚提升型村庄变

为搬迁撤并型村庄，再到城郊融合型村庄；再如津

南区西周庄村由 １９８０ 年被识别为规模控制型村庄，
到 ２０００ 年被识别为集聚提升型村庄，受 ２００９ 年土

地整合政策影响，在 ２０１０ 年被识别为搬迁撤并型村

庄，且由于工厂、学校等的相继建设，村庄整体经济

状况提升，２０２０ 年被识别为城郊融合型村庄，该村

相较其他大部分村庄变化较为明显。

表 ５　 研究区乡村演变模式统计表

Ｔａｂｌｅ ５　 Ｓｔａｔｉｓｔｉｃａｌ ｔａｂｌｅ ｏｆ ｒｕｒａｌ ｔｙｐｅ ｅｖｏｌｕｔｉｏｎ ｐａｔｔｅｒｎｓ ｉｎ ｔｈｅ ｓｔｕｄｙ ａｒｅａ

模式 转变方式 数量 村庄名称

稳定式 城郊融合型 ９６ 西姜井村、大倪庄村等

集聚提升型 ６２ 冯高庄、前营村等

规模控制型 ３５ 大吕庄、大兴庄等

微变式 集聚提升型－搬迁撤并型 ５１ 小淀村、东花园村等

集聚提升型－城郊融合型 １１２ 大蒋庄村、北洋村等

规模控制型－集聚提升型 ２５ 北元村、刘庄村等

规模控制型－搬迁撤并型 ２０ 西兰坨、中义村等

规模控制型－城郊融合型 ６ 潘庄子村、小韩庄村等

多变式 规模控制型－搬迁撤并型－城郊融合型 １ 柴庄子村

规模控制型－集聚提升型－搬迁撤并型 ５ 芦庄、吕庄等

规模控制型－集聚提升型－城郊融合型 ６ 孙庄子村、西泥沽村等

集聚提升型－搬迁撤并型－城郊融合型 ３０ 炒米店村、上刘庄村等

规模控制型－集聚提升型－搬迁撤并型－城郊融合型 １ 西周庄村

无数据部分为非村庄区域，如城镇区域、农场等，非研究范围。

图 ４　 研究区乡村类型演变模式

Ｆｉｇ􀆰 ４　 Ｐａｔｔｅｒｎ ｄｉａｇｒａｍ ｏｆ ｒｕｒａｌ ｔｙｐｅ ｅｖｏｌｕｔｉｏｎ ｉｎ
ｔｈｅ ｓｔｕｄｙ ａｒｅａ

４　 讨论与结论

４􀆰 １　 讨论

（１）乡村类型识别还需结合村庄发展的非量化

数据，在村庄自然条件、资源禀赋、区位条件和社会

保障水平 ４ 个维度之外综合考虑研究区村庄发展政

策、村贤能人和村庄历史沿革等因素，可能会更符

合乡村实际发展状况。 后续可以选取研究区典型

村庄进行深入调查研究，根据村庄特殊性因地制宜

制定符合村庄发展的规划，合理推进乡村振兴。
（２）农业、农村、农民问题是关系国计民生的根

本问题，乡村振兴战略是解决“三农”问题的重要举

措。 通过实施乡村振兴战略规划，可以有效促进城

乡要素融合。 依据研究区乡村类型演变模式，尊重

研究区乡村演变规律，在守住耕地红线的同时，因
地制宜合理开发利用土地资源，将城市资源充分利

用到周围乡村，农村农业产品则向城市输出，实现

城乡资源互动、市场互动，促进研究区农业农村现

代化发展。
４􀆰 ２　 结论

都市边缘区作为连接城市与乡村的重要枢纽，
具备带动整个城市城乡服务、农业发展的功能。 基

于乡村振兴战略中乡村分类要求，通过构建乡村类

型评价指标体系，识别历史与现期乡村类型，并确

定研究区乡村演变模式，主要得到以下结论：
（１）研究区在研究期内土地利用类型变化明

显。 耕地、农村居民点及建设用地三大用地类型变

化显著，研究区作为城市市场扩大交易的重要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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域，区域内耕地、农村居民点等用地类型加速转化

为建设用地，其中东丽区尤为明显。
（２）研究区乡村类型划分为城郊融合型、集聚

提升型、搬迁撤并型和规模控制型。 其中集聚提升

型及规模控制型乡村主要转化为城郊融合型及搬

迁撤并型乡村，且主要发生于研究区中间区域，研
究区最内、外部边缘乡村类型变化不明显。

（３）研究区乡村演变模式确定为稳定式、微变

式、多变式。 其中稳定式乡村主要分布在天津市外

环线以内区域，多变模式村庄多存在于研究区最外

围边缘区。

参考文献：

［１］ 　 韩欣宇，闫凤英．乡村振兴背景下乡村发展综合评价及类型识

别研究［Ｊ］ ．中国人口·资源与环境，２０１９，２９（９）：１５６－ １６５．
［ＨＡＮ Ｘｉｎ⁃ｙｕ，ＹＡＮ Ｆｅｎｇ⁃ｙｉｎｇ．Ｒｅｓｅａｒｃｈ ｏｎ ｔｈｅ Ｃｏｍｐｒｅｈｅｎｓｉｖｅ Ｅ⁃
ｖａｌｕａｔｉｏｎ ａｎｄ Ｔｙｐｅｓ Ｒｅｃｏｇｎｉｔｉｏｎ ｏｆ Ｒｕｒａｌ Ｄｅｖｅｌｏｐｍｅｎｔ ｕｎｄｅｒ Ｒｕｒａｌ
Ｒｅｖｉｔａｌｉｚａｔｉｏｎ［ Ｊ］ ． Ｃｈｉｎａ Ｐｏｐｕｌａｔｉｏｎ Ｒｅｓｏｕｒｃｅｓ ａｎｄ Ｅｎｖｉｒｏｎｍｅｎｔ，
２０１９，２９（９）：１５６－１６５．］

［２］ 　 曾灿，李伯华，李翠菲，等．欠发达地区村庄发展类型识别与振

兴对策：以湘西州凤凰县为例［ Ｊ］ ．经济地理，２０２１，４１（１２）：
１６７－１７６．［ＺＥＮＧ Ｃａｎ，ＬＩ Ｂｏ⁃ｈｕａ，ＬＩ Ｃｕｉ⁃ｆｅｉ，ｅｔ ａｌ．Ｔｙｐｅ Ｉｄｅｎｔｉｆｉｃａ⁃
ｔｉｏｎ ｏｆ Ｖｉｌｌａｇｅ Ｄｅｖｅｌｏｐｍｅｎｔ ｉｎ Ｕｎｄｅｒ⁃ｄｅｖｅｌｏｐｅｄ Ａｒｅａｓ ａｎｄ Ｉｔｓ Ｒｅ⁃
ｖｉｔａｌｉｚａｔｉｏｎ Ｃｏｕｎｔｅｒｍｅａｓｕｒｅｓ： Ｔａｋｅ Ｆｅｎｇｈｕａｎｇ Ｃｏｕｎｔｙ，Ｈｕｎａｎ ａｓ
ａｎ Ｅｘａｍｐｌｅ［Ｊ］ ．Ｅｃｏｎｏｍｉｃ Ｇｅｏｇｒａｐｈｙ，２０２１，４１（１２）：１６７－１７６．］

［３］ 　 杨浩，卢新海．基于 “三生空间” 演化模拟的村庄类型识别研

究：以湖南省常宁市为例［ Ｊ］ ．中国土地科学，２０２０，３４（６）１８－

２７．［ＹＡＮＧ Ｈａｏ，ＬＵ Ｘｉｎ⁃ｈａｉ．Ｓｔｕｄｙ ｏｎ Ｖｉｌｌａｇｅ Ｔｙｐｅ Ｉｄｅｎｔｉｆｉｃａｔｉｏｎ
Ｂａｓｅｄ ｏｎ Ｓｐａｔｉａｌ Ｅｖｏｌｕｔｉｏｎ ａｎｄ Ｓｉｍｕｌａｔｉｏｎ ｏｆ “ Ｐｒｏｄｕｃｔｉｏｎ⁃Ｌｉｖｉｎｇ⁃
Ｅｃｏｌｏｇｉｃａｌ Ｓｐａｃｅ”： Ａ Ｃａｓｅ Ｓｔｕｄｙ ｏｆ Ｃｈａｎｇｎｉｎｇ Ｃｉｔｙ ｉｎ Ｈｕｎａｎ
Ｐｒｏｖｉｎｃｅ［Ｊ］ ．Ｃｈｉｎａ Ｌａｎｄ Ｓｃｉｅｎｃｅ，２０２０，３４（６）１８－２７．］

［４］ 　 谭雪兰，于思远，陈婉铃，等．长株潭地区乡村功能评价及地域

分异特征研究［ Ｊ］ ．地理科学，２０１７，３７（８）：１２０３－１２１０． ［ ＴＡＮ
Ｘｕｅ⁃ｌａｎ，ＹＵ Ｓｉ⁃ｙｕａｎ，ＣＨＥＮ Ｗａｎ⁃ｌｉｎｇ，ｅｔ ａｌ．Ｓｔｕｄｙ ｏｎ Ｒｕｒａｌ Ｆｕｎｃ⁃
ｔｉｏｎ Ｅｖａｌｕａｔｉｏｎ ａｎｄ Ｒｅｇｉｏｎａｌ Ｄｉｆｆｅｒｅｎｔｉａｔｉｏｎ Ｃｈａｒａｃｔｅｒｉｓｔｉｃｓ ｉｎ
Ｃｈａｎｇｓｈａ⁃Ｚｈｕｚｈｏｕ⁃Ｘｉａｎｇｔａｎ Ａｒｅａ ［ Ｊ ］ ． Ｓｃｉｅｎｔｉａ Ｇｅｏｇｒａｐｈｉｃａ
Ｓｉｎｉｃａ，２０１７，３７（８）：１２０３－１２１０．］

［５］ 　 马晓冬，李鑫，胡睿，等．基于乡村多功能评价的城市边缘区

“三生”空间划分研究［ Ｊ］ ．地理科学进展，２０１９，３８（９） １３８２－

１３９２．［ＭＡ Ｘｉａｏ⁃ｄｏｎｇ，ＬＩ Ｘｉｎ，ＨＵ Ｒｕｉ，ｅｔ ａｌ．Ｄｅｌｉｎｅａｔｉｏｎ ｏｆ “Ｐｒｏ⁃
ｄｕｃｔｉｏｎ⁃Ｌｉｖｉｎｇ⁃Ｅｃｏｌｏｇｉｃａｌ” Ｓｐａｃｅ ｆｏｒ Ｕｒｂａｎ Ｆｒｉｎｇｅ Ｂａｓｅｄ ｏｎ Ｒｕｒａｌ
Ｍｕｌｔｉｆｕｎｃｔｉｏｎ Ｅｖａｌｕａｔｉｏｎ［Ｊ］ ．Ｐｒｏｇｒｅｓｓ ｉｎ Ｇｅｏｇｒａｐｈｙ，２０１９，３８（９）
１３８２－１３９２．］

［６］ 　 李智，范琳芸，张小林．基于村域的乡村多功能类型划分及评价

研究：以江苏省金坛市为例［Ｊ］．长江流域资源与环境，２０１７，２６
（３）： ３５９ － ３６７． ［ ＬＩＺｈｉ， ＦＡＮ Ｌｉｎ⁃ｙｕｎ， ＺＨＡＮＧ Ｘｉａｏ⁃ｌｉｎ． Ｔｙｐｅｓ
Ｄｉｖｉｓｉｏｎ ｏｆ Ｒｕｒａｌ Ｍｕｌｔｉｆｕｎｃｔｉｏｎｓ ａｎｄ Ｔｈｅｉｒ Ｅｖａｌｕａｔｉｏｎ ｏｎ Ｖｉｌｌａｇｅ
Ｓｃａｌｅ：Ａ Ｃａｓｅ ｏｆ Ｊｉｎｔａｎ Ｃｉｔｙ，Ｊｉａｎｇｓｕ Ｐｒｏｖｉｎｃｅ［ Ｊ］． Ｒｅｓｏｕｒｃｅｓ ａｎｄ
Ｅｎｖｉｒｏｎｍｅｎｔ ｉｎ ｔｈｅ Ｙａｎｇｔｚｅ Ｂａｓｉｎ，２０１７，２６（３）：３５９－３６７．］

［７］ 　 文琦，郑殿元．西北贫困地区乡村类型识别与振兴途径研究

［Ｊ］ ．地理研究，２０１９，３８（３）：５０９－５２１．［ＷＥＮ Ｑ，ＺＨＥＮＧ Ｄ Ｙ．

Ｉｄｅｎｔｉｆｉｃａｔｉｏｎ ａｎｄ Ｒｅｖｉｔａｌｉｚａｔｉｏｎ ｏｆ Ｒｕｒａｌ Ｐｏｖｅｒｔｙ⁃Ｓｔｒｉｃｋｅｎ Ａｒｅａｓ ｉｎ
Ｎｏｒｔｈｗｅｓｔ Ｃｈｉｎａ ［ Ｊ ］ ． Ｇｅｏｇｒａｐｈｉｃａｌ Ｒｅｓｅａｒｃｈ， ２０１９， ３８ （ ３ ）：
５０９－５２１．］

［８］ 　 陈伟强，代亚强，耿艺伟，等．基于 ＰＯＩ 数据和引力模型的村庄

分类方法研究［ Ｊ］ ．农业机械学报，２０２０，５１（ １０）：１９５ － ２０４．
［ＣＨＥＮ Ｗｅｉ⁃ｑｉａｎｇ，ＤＡＩ Ｙａ⁃ｑｉａｎｇ，ＧＥＮＧ Ｙｉ⁃ｗｅｉ， ｅｔ ａｌ． Ｖｉｌｌａｇｅ
Ｃｌａｓｓｉｆｉｃａｔｉｏｎ Ｍｅｔｈｏｄ Ｂａｓｅｄ ｏｎ ＰＯＩ Ｄａｔａ ａｎｄ Ｇｒａｖｉｔｙ Ｍｏｄｅｌ［ Ｊ］ ．
Ｔｒａｎｓａｃｔｉｏｎｓ ｏｆ ｔｈｅ Ｃｈｉｎｅｓｅ Ｓｏｃｉｅｔｙ ｆｏｒ Ａｇｒｉｃｕｌｔｕｒａｌ Ｍａｃｈｉｎｅｒｙ，
２０２０，５１（１０）：１９５－２０４．］

［９］ 　 李裕瑞，刘彦随，龙花楼．黄淮海地区乡村发展格局与类型［ Ｊ］ ．
地理研究，２０１１，３０（９）：１６３７－１６４７．［ ＬＩ Ｙ Ｒ，ＬＩＵ Ｙ Ｓ，ＬＯＮＧ
Ｈ．Ｓｔｕｄｙ ｏｎ ｔｈｅ Ｐａｔｔｅｒｎ ａｎｄ Ｔｙｐｅｓ ｏｆ Ｒｕｒａｌ Ｄｅｖｅｌｏｐｍｅｎｔ ｉｎ ｔｈｅ
Ｈｕａｎｇ⁃Ｈｕａｉ⁃Ｈａｉ Ｒｅｇｉｏｎ ［ Ｊ ］ ． Ｇｅｏｇｒａｐｈｉｃａｌ Ｒｅｓｅａｒｃｈ， ２０１１， ３０
（９）：１６３７－１６４７．］

［１０］ 唐林楠，刘玉，潘瑜春，等．基于 ＢＰ 模型和Ｗａｒｄ 法的北京市平谷

区乡村地域功能评价与分区［Ｊ］．地理科学，２０１６，３６（１０）：１５１４－

１５２１．［ＴＡＮＧ Ｌｉｎ⁃ｎａｎ，ＬＩＵ Ｙｕ，ＰＡＮ Ｙｕ⁃ｃｈｕｎ，ｅｔ ａｌ． Ｅｖａｌｕａｔｉｏｎ ａｎｄ
Ｚｏｎｉｎｇ ｏｆ Ｒｕｒａｌ Ｒｅｇｉｏｎａｌ Ｍｕｌｔｉｆｕｎｃｔｉｏｎ Ｂａｓｅｄ ｏｎ ＢＰ Ｍｏｄｅｌ ａｎｄ
Ｗａｒｄ Ｍｅｔｈｏｄ：Ａ Ｃａｓｅ ｉｎ ｔｈｅ Ｐｉｎｇｇｕ Ｄｉｓｔｒｉｃｔ ｏｆ Ｂｅｉｊｉｎｇ Ｃｉｔｙ［Ｊ］．Ｓｃｉ⁃
ｅｎｔｉａ Ｇｅｏｇｒａｐｈｉｃａ Ｓｉｎｉｃａ，２０１６，３６（１０）：１５１４－１５２１．］

［１１］ 李裕瑞，卜长利，曹智，等．面向乡村振兴战略的村庄分类方法

与实证研究［ Ｊ］ ．自然资源学报，２０２０，３５（２）：２４３－２５６．［ ＬＩ Ｙ
Ｒ，ＢＵ Ｃ Ｌ，ＣＡＯ Ｚ，ｅｔ ａｌ．Ｖｉｌｌａｇｅ Ｃｌａｓｓｉｆｉｃａｔｉｏｎ Ｓｙｓｔｅｍ ｆｏｒ Ｒｕｒａｌ
Ｖｉｔａｌｉｚａｔｉｏｎ Ｓｔｒａｔｅｇｙ：Ｍｅｔｈｏｄ ａｎｄ Ｅｍｐｉｒｉｃａｌ Ｓｔｕｄｙ ［ Ｊ］ ． Ｊｏｕｒｎａｌ ｏｆ
Ｎａｔｕｒａｌ Ｒｅｓｏｕｒｃｅｓ，２０２０，３５（２）：２４３－２５６．］

［１２］ 牛子浩，周忠发，朱昌丽，等．喀斯特山区乡村性空间分异及发

展类型：以贵州省盘州市为例［Ｊ］ ．水土保持研究，２０２１，２８（３）
３１６－３２４．［ＮＩＵ Ｚｉ⁃ｈａｏ，ＺＨＯＵ Ｚｈｏｎｇ⁃ｆａ，ＺＨＵ Ｃｈａｎｇ⁃ｌｉ，ｅｔ ａｌ． Ｒｕ⁃
ｒａｌｉｔｙ Ｓｐａｔｉａｌ Ｄｉｓｔｒｉｂｕｔｉｏｎ ａｎｄ Ｔｙｐｅｓ ｏｆ Ｒｕｒａｌ Ｄｅｖｅｌｏｐｍｅｎｔ ｉｎ Ｋａｒｓｔ
Ｍｏｕｎｔａｉｎｓ：Ａ Ｃａｓｅ ｏｆ Ｐａｎｚｈｏｕ Ｃｉｔｙ ｉｎ Ｇｕｉｚｈｏｕ Ｐｒｏｖｉｎｃｅ［ Ｊ］ ．Ｒｅ⁃
ｓｅａｒｃｈ ｏｆ Ｓｏｉｌ ａｎｄ Ｗａｔｅｒ Ｃｏｎｓｅｒｖａｔｉｏｎ，２０２１，２８（３）３１６－３２４．］

［１３］ 张涵，李阳兵．乡村转型背景下山－坝系统土地利用景观耦合

与协调演变以贵州省 ６ 个山 －坝系统为例 ［ Ｊ］ ．山地学报，
２０２１，３９（２）２４８－２６１．［ＺＨＡＮＧ Ｈａｎ，ＬＩ Ｙａｎｇ⁃ｂｉｎｇ．Ｃｏｕｐｌｉｎｇ ａｎｄ
Ｃｏｏｒｄｉｎａｔｅｄ Ｅｖｏｌｕｔｉｏｎ ｂｅｔｗｅｅｎ Ｌａｎｄ⁃ｕｓｅ ａｎｄ Ｌａｎｄｓｃａｐｅ ｉｎ Ｍｏｕｎ⁃
ｔａｉｎ⁃Ｂａｓｉｎ Ｓｙｓｔｅｍ ｉｎ ｔｈｅ Ｃｏｎｔｅｘｔ ｏｆ Ｒｕｒａｌ Ｔｒａｎｓｆｏｒｍａｔｉｏｎ：Ａ Ｃａｓｅ
Ｓｔｕｄｙ ｏｆ Ｓｉｘ Ｍｏｕｎｔａｉｎ⁃ｂａｓｉｎ Ｓｙｓｔｅｍｓ ｉｎ Ｇｕｉｚｈｏｕ Ｐｒｏｖｉｎｃｅ，Ｃｈｉｎａ
［Ｊ］ ．Ｍｏｕｎｔａｉｎ Ｒｅｓｅａｒｃｈ，２０２１，３９（２）２４８－２６１．］

［１４］ 张娟，赵阳，何艳冰，等．河南省县域乡村多功能性演化特征与

空间关系［Ｊ］ ．经济地理，２０２２，４２（３）：１２２－１３２．［ＺＨＡＮＧ Ｊｕａｎ，
ＺＨＡＯ Ｙａｎｇ， ＨＥ Ｙａｎ⁃ｂｉｎｇ， ｅｔ ａｌ． Ｅｖｏｌｕｔｉｏｎ Ｃｈａｒａｃｔｅｒｉｓｔｉｃｓ ａｎｄ
Ｓｐａｔｉａｌ Ｒｅｌａｔｉｏｎｓｈｉｐ ｏｆ Ｒｕｒａｌ Ｍｕｌｔｉ⁃ｆｕｎｃｔｉｏｎ ｉｎ Ｈｅｎａｎ Ｐｒｏｖｉｎｃｅ
［Ｊ］ ．Ｅｃｏｎｏｍｉｃ Ｇｅｏｇｒａｐｈｙ，２０２２，４２（３）：１２２－１３２．］

［１５］ 陈永林，谢炳庚．江南丘陵区乡村聚落空间演化及重构：以赣

南地区为例［Ｊ］ ．地理研究，２０１６，３５（１）１８４－１９４．［ＣＨＥＮ Ｙｏｎｇ⁃
ｌｉｎ， ＸＩＥ Ｂｉｎｇ⁃ｇｅｎｇ． Ｔｈｅ Ｓｐａｔｉａｌ Ｅｖｏｌｕｔｉｏｎ ａｎｄ Ｒｅｓｔｒｕｃｔｕｒｉｎｇ ｏｆ
Ｒｕｒａｌ Ｓｅｔｔｌｅｍｅｎｔｓ ｉｎ Ｊｉａｎｇｎａｎ Ｈｉｌｌｙ Ｒｅｇｉｏｎ：Ａ Ｃａｓｅ Ｓｔｕｄｙ ｉｎ Ｓｏｕｔｈ
Ｊｉａｎｇｘｉ［Ｊ］ ．Ｇｅｏｇｒａｐｈｉｃａｌ Ｒｅｓｅａｒｃｈ，２０１６，３５（１）１８４－１９４．］

［１６］ 李云涛，王海英，陶犁等．京郊乡村旅游地空间分布演化及其

影响因素的地理探测 ［ Ｊ］ ．中国农业资源与区划， ２０２３， ４４
（０１）：２１４－２２８．［ＬＩ Ｙｕｎ⁃ｔａｏ，ＷＡＮＧ Ｈａｉ⁃ｙｉｎｇ，ＴＡＯ Ｌｉ，ｅｔ ａｌ． Ｇｅ⁃
ｏｇｒａｐｈｉｃ Ｄｅｔｅｃｔｏｒ ｏｆ Ｓｐａｔｉａｌ Ｄｉｆｆｅｒｅｎｔｉａｔｉｏｎ Ｅｖｏｌｕｔｉｏｎ ａｎｄ Ｉｔｓ Ｉｎｆｌｕ⁃
ｅｎｃｉｎｇ Ｆａｃｔｏｒｓ ｏｆ Ｒｕｒａｌ Ｔｏｕｒｉｓｍ Ｄｅｓｔｉｎａｔｉｏｎ ｉｎ Ｓｕｂｕｒｂｓ ｏｆ Ｂｅｉｊｉｎ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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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Ｊ］ ．Ｃｈｉｎｅｓｅ Ｊｏｕｒｎａｌ ｏｆ Ａｇｒｉｃｕｌｔｕｒａｌ Ｒｅｓｏｕｒｃｅｓ ａｎｄ Ｒｅｇｉｏｎａｌ Ｐｌａｎ⁃
ｎｉｎｇ，２０２３，４４（０１）：２１４－２２８．］

［１７］ 丁伟丰，罗小龙，顾宗倪．产业空间演化视角下乡村型半城镇

化地区的转型：以汕头市澄海区中部地区为例［ Ｊ］ ．经济地理，
２０２０，４０（ １２）：１４７ － １５４． ［ ＤＩＮＧ Ｗｅｉ⁃ｆｅｎｇ，ＬＵＯ Ｘｉａｏ⁃ｌｏｎｇ，ＧＵ
Ｚｏｎｇ⁃ｎｉ．Ｔｒａｎｓｉｔｉｏｎ ｏｎ Ｒｕｒａｌ Ｐｅｒｉ⁃Ｕｒｂａｎｉｚｅｄ Ａｒｅａｓ ｆｒｏｍ ｔｈｅ Ｐｅｒ⁃
ｓｐｅｃｔｉｖｅ ｏｆ Ｉｎｄｕｓｔｒｉａｌ Ｓｐａｃｅ Ｅｖｏｌｕｔｉｏｎ： Ａ Ｃａｓｅ Ｓｔｕｄｙ ｏｆ Ｍｉｄｄｌｅ
Ａｒｅａ ｏｆ Ｃｈｅｎｇｈａｉ Ｄｉｓｔｒｉｃｔ，Ｓｈａｎｔｏｕ Ｃｉｔｙ［Ｊ］ ．Ｅｃｏｎｏｍｉｃ Ｇｅｏｇｒａｐｈｙ，
２０２０，４０（１２）：１４７－１５４．］

［１８］ 魏璐瑶，陆玉麒，马颖忆，等．江苏省乡村 “三生” 功能耦合协

同测度及格局演化［ Ｊ］ ．生态与农村环境学报，２０２１，３７（１２）：
１５９６－１６０８．［ＷＥＩ Ｌｕ⁃ｙａｏ，ＬＵ Ｙｕ⁃ｑｉ，ＭＡ Ｙｉｎｇ⁃ｙｉ，ｅｔ ａｌ．Ｔｈｅ Ｃｏｕ⁃
ｐｌｉｎｇ Ｃｏｏｒｄｉｎａｔｉｏｎ ａｎｄ Ｐａｔｔｅｒｎ Ｅｖｏｌｕｔｉｏｎ ｏｆ “ Ｐｒｏｄｕｃｔｉｏｎ⁃Ｌｉｖｉｎｇ⁃
Ｅｃｏｌｏｇｉｃａｌ” Ｆｕｎｃｔｉｏｎｓ ｉｎ Ｒｕｒａｌ Ａｒｅａｓ ｏｆ Ｊｉａｎｇｓｕ Ｐｒｏｖｉｎｃｅ［Ｊ］ ．Ｊｏｕｒ⁃
ｎａｌ ｏｆ Ｅｃｏｌｏｇｙ ａｎｄ Ｒｕｒａｌ Ｅｎｖｉｒｏｎｍｅｎｔ， ２０２１， ３７ （ １２ ）：
１５９６－１６０８．］

［１９］ 刘滨，詹晶，陈鸣．中国乡村人居环境水平演化及其驱动因素

的时空异质性［Ｊ］ ．生态与农村环境学报，２０２２，３８（１２）：１５４５－

１５５６．［ＢＩＮ Ｌ，ＪＩＮＧ Ｚ，ＭＩＮＧ Ｃ． Ｔｈｅ Ｅｖｏｌｕｔｉｏｎ ｏｆ Ｃｈｉｎａ′ｓ Ｒｕｒａｌ
Ｈｕｍａｎ Ｓｅｔｔｌｅｍｅｎｔ Ｅｎｖｉｒｏｎｍｅｎｔ Ｌｅｖｅｌ ａｎｄ ｔｈｅ Ｓｐａｔｉｏ⁃ｔｅｍｐｏｒａｌ Ｈｅｔ⁃
ｅｒｏｇｅｎｅｉｔｙ ｏｆ Ｉｔｓ Ｄｒｉｖｉｎｇ Ｆａｃｔｏｒｓ［ Ｊ］ ．Ｊｏｕｒｎａｌ ｏｆ Ｅｃｏｌｏｇｙ ａｎｄ Ｒｕｒａｌ
Ｅｎｖｉｒｏｎｍｅｎｔ，２０２２，３８（１２）：１５４５－１５５６．］

［２０］ 周扬，郭远智，刘彦随．中国乡村地域类型及分区发展途径［ Ｊ］ ．
地理研究，２０１９，３８（３）：４６７－４８１．［ＺＨＯＵ Ｙ，ＧＵＯ Ｙ Ｚ，ＬＩＵ Ｙ
Ｓ．Ａｒｅａ Ｔｙｐｅｓ ａｎｄ Ｔｈｅｉｒ Ｄｅｖｅｌｏｐｍｅｎｔ Ｐａｔｈｓ ｉｎ Ｒｕｒａｌ Ｃｈｉｎａ［ Ｊ］ ．

Ｇｅｏｇｒａｐｈｉｃａｌ Ｒｅｓｅａｒｃｈ，２０１９，３８（３）：４６７－４８１．］
［２１］ 屠爽爽，龙花楼，张英男，等．典型村域乡村重构的过程及其驱

动因素［ Ｊ］ ．地理学报，２０１９，７４ （ ２）：３２３ － ３３９． ［ ＴＵ Ｓｈｕａｎｇ⁃
ｓｈｕａｎｇ，ＬＯＮＧ Ｈｕａ⁃ｌｏｕ， ＺＨＡＮＧ Ｙｉｎｇ⁃ｎａｎ， ｅｔ ａｌ． Ｐｒｏｃｅｓｓ ａｎｄ
Ｄｒｉｖｉｎｇ Ｆａｃｔｏｒｓ ｏｆ Ｒｕｒａｌ Ｒｅｓｔｒｕｃｔｕｒｉｎｇ ｉｎ Ｔｙｐｉｃａｌ Ｖｉｌｌａｇｅｓ［Ｊ］ ．Ａｃｔａ
Ｇｅｏｇｒａｐｈｉｃａ Ｓｉｎｉｃａ，２０１９，７４（２）：３２３－３３９．］

［２２］ 璩路路，李裕瑞，李琳娜，等．农牧交错带乡村空间发展类型及

影响因素研究［Ｊ］ ．经济地理，２０１９，３９（１０）：１５３－１６１．［ＱＵ Ｌｕ⁃
ｌｕ，ＬＩ Ｙｕ⁃ｒｕｉ，ＬＩ Ｌｉｎ⁃ｎａ，ｅｔ ａｌ．Ｓｔｕｄｙ ｏｎ ｔｈｅ Ｔｙｐｅｓ ｏｆ Ｒｕｒａｌ Ｓｐａｔｉａｌ
Ｄｅｖｅｌｏｐｍｅｎｔ ａｎｄ Ｉｔｓ Ｉｎｆｌｕｅｎｃｉｎｇ Ｆａｃｔｏｒｓ ｉｎ Ａｇｒｏ⁃Ｐａｓｔｏｒａｌ Ｒｅｇｉｏｎ
［Ｊ］ ．Ｅｃｏｎｏｍｉｃ Ｇｅｏｇｒａｐｈｙ，２０１９，３９（１０）：１５３－１６１．］

［２３］ 韩冬，乔家君，马玉玲．快速工业化背景下乡村性时空分异及

其演化：以河南省巩义市为例［ Ｊ］ ．地理研究，２０１７，３６（１２）：
２４０５ － ２４１８． ［ ＨＡＮ Ｄｏｎｇ， ＱＩＡＯ Ｊｉａ⁃ｊｕｎ， ＭＡ Ｙｕ⁃ｌｉｎｇ． Ｓｐａｔｉｏ⁃
ｔｅｍｐｏｒａｌ Ｄｉｆｆｅｒｅｎｔｉａｔｉｏｎ ａｎｄ Ｅｖｏｌｕｔｉｏｎ ｏｆ Ｒｕｒａｌｉｔｙ ｕｎｄｅｒ ｔｈｅ Ｂａｃｋ⁃
ｇｒｏｕｎｄ ｏｆ Ｒａｐｉｄ Ｉｎｄｕｓｔｒｉａｌｉｚａｔｉｏｎ：Ａ Ｃａｓｅ Ｓｔｕｄｙ ｏｆ Ｇｏｎｇｙｉ Ｃｉｔｙ，
Ｈｅｎａｎ Ｐｒｏｖｉｎｃｅ ［ Ｊ ］ ． Ｇｅｏｇｒａｐｈｉｃａｌ Ｒｅｓｅａｒｃｈ， ２０１７， ３６ （ １２ ）：
２４０５－２４１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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南四湖流域近 ４５ ａ 水质净化服务功能的
时空演变及其影响因素

叶敦雨１， 孙小银１，２①， 单瑞峰１，２ 　 （１􀆰 曲阜师范大学地理与旅游学院， 山东 日照　 ２７６８２６； ２􀆰 南四湖湿地生态与环境

保护山东省高校重点实验室， 山东 日照　 ２７６８２６）

摘要： 研究区域生态系统的水质净化服务功能的时空变化趋势及其驱动因素可以更加有效地保护流域水环境和

合理开展土地利用规划。 以南四湖流域 １９７５—２０２０ 年 ９ 期土地利用数据为基础，以流域氮、磷输出负荷表征水质

净化服务功能，运用 ＩｎＶＥＳＴ⁃Ｎｕｔｒｉｅｎｔ Ｄｅｌｉｖｅｒｙ Ｒａｔｉｏ（ＮＤＲ） 模型模拟流域 １９７５—２０２０ 年水质净化服务功能的时间

变化趋势，并利用 ＧＩＳ 空间统计分析、景观格局分析和地理探测器等探讨土地利用、景观格局和其他自然和社会

经济因素对水质净化服务功能的影响。 结果表明，１９７５—２０２０ 年近 ４５ ａ 中南四湖流域氮、磷输出量呈先增加后减

少再增加趋势；空间上，２０２０ 年流域西部平原地区氮、磷输出量较高，流域北部次之，流域东南部最低；相关分析表

明，林地、草地对流域氮、磷输出起拦截阻滞作用，建设用地则对流域氮、磷输出起促进作用；景观格局指数分析表

明，平均形状指数（ＳＨＡＰＥ＿ＭＮ）、平均相似度指数（ＳＩＭＩ＿ＭＮ）、斑块结合度（ＣＯＨＥＳＩＯＮ）、蔓延度指数（ＣＯＮＴＡＧ）
和景观形状指数（ＬＳＩ）等景观指数对氮、磷输出起促进作用，散布与并列指数（ ＩＪＩ）、平均聚集指数（ＣＯＮＴＩＧ＿ＭＮ）
和平均核心斑块指数（ＣＡＩ＿ＭＮ）等则对氮、磷输出起阻滞作用。 地理探测器分析表明，建设用地是水质净化服务

功能的主要控制因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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Ｋｅｙ ｗｏｒｄｓ： ＩｎＶＥＳＴ⁃ＮＤＲ ｍｏｄｅｌ； ｌａｎｄ ｕｓｅ； ｌａｎｄｓｃａｐｅ ｐａｔｔｅｒｎ； Ｎａｎｓｉｈｕ Ｌａｋｅ Ｂａｓｉｎ； Ｇｅｏｄｅｔｅｃｔｏｒ； ｗａｔｅｒ ｐｕｒｉｆｉｃａｔｉｏｎ
ｓｅｒｖｉｃｅｓ ｆｕｎｃｔｉｏｎ

　 　 生态系统水质净化服务功能是指土壤、植被、
微生物及水生生物等通过对径流中氮、磷等污染物

的拦截、吸附和吸收，从而使河湖水环境污染得到

净化的一种服务功能［１］。 水质净化服务功能是流

域生态系统服务中的重要组成部分，对河湖水环境

的保护有着重要意义，评估和研究流域水质净化服

务功能已逐渐成为流域生态系统服务的研究热点

之一［２］。 作为生态系统水质净化服务功能空间化

评估的重要工具，生态系统服务评估和权衡（ Ｉｎｔｅ⁃
ｇｒａｔｅｄ Ｖａｌｕａｔｉｏｎ ｏｆ Ｅｃｏｓｙｓｔｅｍ Ｓｅｒｖｉｃｅｓ ａｎｄ Ｔｒａｄｅｏｆｆｓ，
ＩｎＶＥＳＴ）模型被广泛用于模拟和评估生态系统服务

及其经济价值，为生态系统管理和决策提供了重要

的支撑［３］。 目前全球 ６０ 多个国家和地区，包括中国

在内的众多学者，利用 ＩｎＶＥＳＴ 模型开展了大量的

生态系统服务研究，ＩｎＶＥＳＴ 模型已经被认为是支撑

管理决策的高效工具，具有广阔的应用空间［４］。 Ｉｎ⁃
ＶＥＳＴ⁃Ｎｕｔｒｉｅｎｔ Ｄｅｌｉｖｅｒｙ Ｒａｔｉｏ（ＮＤＲ）模型是其中的一

个子模块，目的是为了模拟流域氮、磷等营养物的

来源和输送过程，估算林地、耕地等土地利用类型

对径流中氮、磷污染物的滤除值及最终流域各栅格

单元氮、磷的输出量，据此来反映生态系统水质净

化服务功能。 流域氮、磷输出量越大，水质净化服

务功能越差［５］。 目前，国内外已经有较多学者在不

同区域开展了部分研究，但大多基于短时间序列尺

度研究水质净化服务功能的分布特点及其影响因

素，对其影响机制的研究较少，且主要集中在土地

利用和景观格局对水环境质量的影响上［６－９］。 目

前，从水质净化服务功能的角度分析其长时间序列

的时空变化趋势并深入探讨其驱动机制的研究还

较少，需要进一步开展研究。
南四湖是中国北方最大的淡水湖泊，是南水北

调东线工程重要的调蓄水枢纽，是山东省重要的粮

食生产基地和淡水渔业基地［１０］，具有极为重要的生

态地位。 然而，近几十年来受人类活动影响强烈，
流域生态环境恶化，面源污染严重，生态系统服务

功能逐渐减退，有些地区甚至出现生态系统服务被

严重破坏的现象［５］。 南四湖的水质关系到南水北

调工程的成败，影响到输水地区水资源的利用。 因

此，开展南四湖流域生态系统的水质净化服务功能

研究具有极为重要的现实意义。 目前利用 ＩｎＶＥＳＴ
模型对南四湖流域生态系统水质净化服务功能及

其驱动因素开展的研究鲜有报道。 鉴于此，笔者基

于南四湖流域 １９７５—２０２０ 年 ９ 期土地利用数据，运
用 ＩｎＶＥＳＴ⁃ＮＤＲ 模型模拟流域近 ４５ ａ 来水质净化

服务功能的时空演变，探讨土地利用类型、景观格

局指数等对水质净化服务功能的影响机制，并运用

地理探测器分析地形地貌、降水和人口密度等其他

自然和社会因素对当前水质净化服务功能空间分

布的影响，以期为南四湖流域水环境的保护和流域

土地利用管理等提供决策支持。

１　 研究区概况

南四湖流域 （ ３４° ２４′ ～ ３５° ５９′ Ｎ， １１４° ５２′ ～
１１７°４２′ Ｅ）自西北向东南分别是南阳湖、独山湖、昭
阳湖和微山湖 ４ 个湖泊［１１］。 南四湖主体位于山东

省济宁市南部，却承担着同时向江苏、山东、河南、
安徽 ４ 省的 ３０ 多个县市区的供水服务，全流域总面

积 ３１ ７００ ｍ２［１２］（图 １）。 整个南四湖流域有 ５３ 条入

湖河流，以南四湖为中心从四面八方呈辐射状汇入

南四湖。 流域地处暖温带半湿润地区，属暖温带大

陆性季风气候，雨热同期，无霜期长，年平均气温约

１４ ℃，年均降水量为 ７５０ ｍｍ 左右［１３］。 流域以南四

湖湖体和京杭大运河为界分为湖东、湖西两部分，
湖东地区以山地和丘陵为主，湖西地区以平原为

主，是黄河和古黄河之间的黄泛平原［１４］。 南四湖流

域是典型的农业流域，集约化的农业生产模式、城
市用地的快速扩张、工业活动的快速发展及流域内

林地、草地面积的持续减少对流域生态系统服务功

能造成巨大压力［１５－１７］。

２　 数据来源与研究方法

２􀆰 １　 数据来源

以南四湖流域 １９７５、 １９８０、 １９９０、 １９９５、 ２０００、
２００５、２０１０、２０１５、２０２０ 年共 ９ 期土地利用数据为基

础，其中 １９８０、１９９０、１９９５、２０００、２００５、２０１０ 和 ２０１５
年的土地利用数据（３０ ｍ×３０ ｍ）来源于中国科学院

资源环境数据中心（ｈｔｔｐ：∥ｗｗｗ．ｒｅｓｄｃ．ｃｎ ／ ），１９７５ 年

土地利用数据来源于遥感影像解译，以南四湖自然

保护区 Ｌａｎｄｓａｔ ＭＳＳ 影像（６０ ｍ×６０ ｍ）为基础，２０２０
年土地利用数据来源于 ＧｌｏｂｅＬａｎｄ ３０ 地表覆盖数据

（ｈｔｔｐ：∥ ｗｗｗ． ｇｌｏｂａｌｌａｎｄｃｏｖｅｒ． ｃｏｍ），是利用 ＥＮＶＩ
４􀆰 ７ 进行人工交互式目视解译获得，其解译结果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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检验精度＞９０％。 研究所涉及到的土地利用分类参

考土地资源分类系统的 ６ 个一级地类，分别是耕地、
林地、草地、水域、建设用地、未利用地［１８］。 中国土

壤质地空间分布数据根据１ ∶ １００ 万土壤类型图和

第 ２ 次土壤普查获取到的土壤剖面数据编制而成，
根据砂粒、粉粒、黏粒含量进行土壤质地划分；基于

ＳＰＯＴ ／ ＶＥＧＥＴＡＴＩＯＮ 以及 ＭＯＤＩＳ 等卫星遥感影像

得到的 ２０１９ 年植被覆盖指数（Ｎｏｒｍａｌｉｚｅｄ Ｄｉｆｆｅｒｅｎｃｅ
Ｖｅｇｅｔａｔｉｏｎ Ｉｎｄｅｘ，ＮＤＶＩ）反映植被覆盖度状况（５００

ｍ×５００ ｍ）；地貌（１ ｋｍ×１ ｋｍ）、土壤质地（１ ｋｍ×１
ｋｍ）、ＮＤＶＩ（１ ｋｍ×１ ｋｍ）、降水（１ ｋｍ×１ ｋｍ）、坡度

（３０ ｍ×３０ ｍ）和人口密度（１ ｋｍ×１ ｋｍ）均来自于中

国 科 学 院 资 源 环 境 数 据 中 心 （ ｈｔｔｐ： ∥
ｗｗｗ􀆰 ｒｅｓｄｃ􀆰 ｃｎ ／ ），为确保分析结果的准确性，在应用

地理探测器模型进行分析时，将 ２０２０ 年土地利用数

据、ＮＤＶＩ 数据及坡度数据通过栅格重采样为 １ ｋｍ×
１ ｋｍ。

图 １　 研究区水系、高程和卫星影像图

Ｆｉｇ􀆰 １　 Ｗａｔｅｒ ｓｙｓｔｅｍ， ｌａｔｔｉｔｕｄｅ ａｎｄ ｓａｔｅｌｌｉｔｅ ｉｍａｇｅ ｏｆ ｔｈｅ ｓｔｕｄｙ ａｒｅａ

２􀆰 ２　 研究方法

２􀆰 ２􀆰 １　 ＩｎＶＥＳＴ⁃ＮＤＲ 模型

该评估模型以径流中氮、磷养分污染物的清除

能力来估算植被和土壤对水质净化的作用，以确定

生态系统水质净化的贡献。 除了陆地植被过滤外，
模型不涉及化学或生物交互作用。 模型计算公式

如下：
ＡＬＶｘ ＝ ＨＨＳｘ × ｐｏｌｘ ， （１）

ＨＨＳｘ ＝
λｘ

λＷ

， （２）

λｘ ＝ ｌｇ ∑Ｕ
ＹＵ 。 （３）

式（１） ～ （３）中，ＡＬＶｘ为栅格单元 ｘ 处调节的载荷值；
ｐｏｌｘ为栅格单元 ｘ 的输出系数；ＨＨＳｘ为栅格单元计算

方法的水文敏感度评分；λｘ 为栅格单元 ｘ 流量指

标；λＷ为流域平均径流指数；∑ＵＹＵ 为栅格单元流

量路径上栅格单元水产量的总和。
ＩｎＶＥＳＴ⁃ＮＤＲ 模型所需参数中营养物径流代

理、不同土地利用类型的氮磷输出负荷值、植被营

养物滞留效率、流量累积阈值、Ｂｏｒｅｓｅｌｌｉ ｋ 参数设置

以及模型结果的验证均参考课题组前期研究［５，１９］。
基于 １９７５—２０２０ 年 ９ 期土地利用数据，利用

ＩｎＶＥＳＴ⁃ＮＤＲ 模型得到氮、磷输出栅格数据，利用

ＡｒｃＧＩＳ １０􀆰 ２ 的 ＡｒｃＭａｐ 空间分析中分区统计工具得

到各子流域 １９７５—２０２０ 年氮、磷输出量。
２􀆰 ２􀆰 ２　 ＩｎＶＥＳＴ⁃ＮＤＲ 模型校验

模型校验是指将模型运行结果与实测数据进

行比较，通过调整季节性因子来确定最适合于研究

区域的评估模型［１］。 ２０２０ 年枯水期（４ 月）、丰水期

（７ 月）和平水期（１１ 月）分别对南四湖 ５１ 条主要入

湖河流入湖口处断面进行采样，获得实测的总氮、
总磷浓度，通过调整 ＩｎＶＥＳＴ⁃ＮＤＲ 模型季节性因子

数值，检验模拟值与实测值之间的 Ｓｐｅａｒｍａｎ 相关

性，验证模型在南四湖流域的可应用性。
２􀆰 ２􀆰 ３　 景观格局分析

景观指数能够凝练景观格局信息，反映其结构

组成和空间配置的某些特征，景观格局指数法能够

较好地度量流域景观格局，并从不同尺度上反映特

定 区 域 景 观 格 局 特 征 的 变 化 状 况［２０］。 利 用

Ｆｒａｇｓｔａｔｓ ４􀆰 ２ 软件选取景观形状指数（ＬＳＩ）、平均形

状指数 （ ＳＨＡＰＥ ＿ＭＮ）、平均聚集指数 （ ＣＯＮＴＩＧ ＿
ＭＮ）、平均核心斑块指数（ＣＡＩ＿ＭＮ）、平均相似度指

数（ＳＩＭＩ＿ＭＮ）、蔓延度指数（ＣＯＮＴＡＧ）、散布与并列

指数（ＩＪＩ）和斑块结合度（ＣＯＨＥＳＩＯＮ）８ 个景观水平

指数来分析景观指数的变化与氮、磷输出量之间的

相关性。 选取的景观指数能够表示景观的个体数

量特征和空间特征，各个景观指数具体含义见表 １。
利用 Ｆｒａｇｓｔａｔｓ ４􀆰 ２ 软件获取 １９７５—２０２０ 年南四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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流域景观水平对应指数数据，景观格局指数相关计

算方法参照文献［２１］。

表 １　 景观格局指数含义及其类别

Ｔａｂｌｅ １　 Ｌａｎｄｓｃａｐｅ ｉｎｄｅｘ ａｎｄ ｃｏｒｒｅｓｐｏｎｄｉｎｇ ｍｅａｎｉｎｇ

景观格局
指数

指数含义 类别

ＳＨＡＰＥ＿ＭＮ 经数学转化的斑块边长与面积比 形状指数

ＣＯＮＴＩＧ＿ＭＮ 通过连续斑块的值来量化连续指数

ＣＡＩ＿ＭＮ 描述核心区占总景观面积的比例 核心面积
指数

ＬＳＩ 表示景观形状的复杂程度 聚合指数

ＳＩＭＩ＿ＭＮ 量化一个斑块相对于同一类斑块的空
间背景

ＣＯＮＴＡＧ 景观里不同斑块类型的团聚程度或延
展趋势

ＩＪＩ 反映景观或各斑块类型间的总体散布
和并列情况

ＣＯＨＥＳＩＯＮ 反映相应斑块间的物理连通性

２􀆰 ２􀆰 ４　 地理探测器

地理探测器模型是探测空间分异性，以及揭示

其背后影响因素的一种新的统计学方法，主要包括

风险探测、因子探测、交互探测与生态探测 ４ 个部

分［２２－２３］。 地理探测器 ｑ 统计量可以用来度量空间

分异性、探测解释因子、分析变量之间的交互关系，
已经在自然和社会科学等多领域得到广泛应

用［２４－２５］。 选取因子探测器来分析影响南四湖流域

水质净化服务功能的各个影响因素。

ｑ ＝ １ －
∑

Ｌ

ｈ ＝ １
Ｎｈσｈ

２

Ｎσ２
＝ １ －

ＳＳＷ

ＳＳＴ
。 （４）

式（４）中，ｈ ＝ １，…，ｎ；Ｌ 为变量 Ｙ 或因子 Ｘ 的分层

（Ｓｔｒａｔａ），即分类或分区；Ｎｈ 和 Ｎ 分别为层 ｈ 和全区

的单元数；σｈ
２ 和 σ２ 分别是层 ｈ 和全区的 Ｙ 值的方

差。 ＳＳＷ为层内方差之和（ｗｉｔｈｉｎ ｓｕｍ ｏｆ ｓｑｕａｒｅｓ），ＳＳＴ

为全区总方差（ｔｏｔａｌ ｓｕｍ ｏｆ ｓｑｕａｒｅｓ） ［２２］。
２􀆰 ３　 数据处理与分析

利用 ＡｒｃＧＩＳ １０􀆰 ２ 中 ＡｒｃＭａｐ 空间统计分析

１９７５—２０２０ 年土地利用数据和水质净化服务功能

数据，利用分区统计工具获取 ２０２０ 年 １６２ 个子流域

中氮、磷输出量及 ６ 种土地利用类型面积比例。 运

用 ＳＰＳＳ ２２ 软件中 Ｓｐｅａｒｍａｎ 相关性分析工具分析

ＩｎＶＥＳＴ－ＮＤＲ 模型模拟值与实测值的相关性，运用

Ｐｅａｒｓｏｎ 相关性分析工具分别对 １９７５—２０２０ 年土地

利用数据、景观格局指数与相应的氮、磷输出量进

行相关性分析，探究氮、磷输出量变化的影响因素。
综合运用地图代数运算与图谱代码融合的空

间分析方法，合成空间－属性－过程一体化图谱单

元，生成南四湖流域 １９７５—２０２０ 年的土地利用转移

图谱，得到主要转移图谱单元类型［２６］。

３　 结果与分析

３􀆰 １　 模型验证

通过对 ＩｎＶＥＳＴ⁃ＮＤＲ 模型模拟值与实测值进行

Ｓｐｅａｒｍａｎ 相关性分析，氮、磷输出量模拟值与实测

值存在显著相关性 （Ｐ ＜ ０􀆰 ０５），相关系数分别为

０􀆰 ６１５ 和 ０􀆰 ５４４，说明 ＩｎＶＥＳＴ－ＮＤＲ 模型在季节性因

子 ｚ＝ ２９􀆰 ４ 时模拟值与实测值比较接近。
３􀆰 ２　 南四湖流域水质净化服务功能的时间变化

１９７５—２０２０ 年南四湖流域年氮、磷输出量变化

明显，呈现出先升高后降低再升高、整体呈上升的

变化趋势，尤其是 ２０１５—２０２０ 年氮、磷输出量增长

明显（图 ２）。

图 ２　 １９７５—２０２０ 年氮、磷输出量变化曲线

Ｆｉｇ􀆰 ２　 Ｃｈａｎｇｅ ｏｆ ｎｉｔｒｏｇｅｎ ａｎｄ ｐｈｏｓｐｈｏｒｕｓ
ｏｕｔｐｕｔ ｆｒｏｍ １９７５ ｔｏ ２０２０

２０２０ 年南四湖流域氮、磷输出量分别是 １􀆰 ７１×
１０７和 １􀆰 ０９×１０６ ｋｇ，为近 ４５ ａ 氮、磷输出量最高值，
与 １９７５ 年 相 比 分 别 增 长 ２０􀆰 ０４％ 和 １７􀆰 １９％。
１９７５—２０１５ 年氮、 磷输出量分别增长 ８􀆰 ７１％ 和

９􀆰 ３１％，但是 ２０１５—２０２０ 年氮、磷输出量却分别增

长 １０􀆰 ４２％和 ７􀆰 ２０％，高于过去 ４０ ａ 增长速度。 氮、
磷输出量越多，流域生态系统水质净化服务功能越

差。 因此，近 ４５ ａ 来南四湖流域生态系统水质净化

服务功能显著下降，整体呈衰退趋势，且衰退速度

加快。
３􀆰 ３　 水质净化服务功能的空间分布及变化

由图 ３ 可知，当前水质净化服务功能在空间分

布上存在着显著差异。 氮、磷输出高值区大多分布

在地形平坦、人类活动强烈的区域，土地利用类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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多为建设用地。 高值区主要集中分布在流域北部、
西部，这些区域多为平原地区，土地利用类型以耕

地和建设用地为主；流域东部、南部的大部分区域

氮磷输出量较小，可能与这些地区土地利用类型多

以林地、草地为主，植被本身氮、磷输出较小，且对

氮、磷的流失具有拦截、过滤等作用，减少了氮、磷
的输出量。 流域氮、磷输出的总体空间特点是西高

东低，这与荆延德等［１２］等关于南四湖流域面源污染

输出风险的研究结果一致。

图 ３　 ２０２０ 年氮、磷输出空间分布及土地利用类型

Ｆｉｇ􀆰 ３　 Ｓｐａｔｉａｌ ｄｉｓｔｒｉｂｕｔｉｏｎ ｏｆ ｎｉｔｒｏｇｅｎ ａｎｄ ｐｈｏｓｐｈｏｒｕｓ ｏｕｔｐｕｔ ａｎｄ ｌａｎｄ ｕｓｅ ｔｙｐｅｓ ｉｎ ２０２０

　 　 如图 ４ 所示，与 １９７５ 年相比，２０２０ 年氮输出量

在流域东部山地、丘陵地带明显增加，流域西部则

呈现出分散点状区域显著增加，主要位于城市区

域，其他区域变化则不显著。 就全流 域 而 言，
３９􀆰 ２８％的区域氮输出下降，６０􀆰 ０５％的区域氮输出

增加，０􀆰 ６７％的区域氮输出保持不变。 磷输出量在

整个流域均呈现少数点状区域显著增加，大部分区

域变化不明显，增加的区域多为城市化扩展区域。
全流域 ４１􀆰 ５６％的区域磷输出下降，５７􀆰 ７８％的区域

磷输出增加，０􀆰 ６６％的区域磷输出保持不变。 结合

１９７５—２０２０ 年土地利用转移图，氮、磷输出量变化

显著的点状区域大多为近 ４５ ａ 中其他土地利用类

型转换为城市建设用地，城市扩张造成了氮、磷输

出的增加。

１—耕地，２—林地，３—草地，４—水域，５—建设用地，６—未利用地； １１ 表示 １９７５ 年耕地转为 ２０２０ 年耕地的面积，其余依次类推。

图 ４　 １９７５—２０２０ 年氮、磷输出量空间变化及对应的土地利用转移图谱

Ｆｉｇ􀆰 ４　 Ｓｐａｔｉａｌ ｃｈａｎｇｅ ｏｆ ｎｉｔｒｏｇｅｎ ａｎｄ ｐｈｏｓｐｈｏｒｕｓ ｏｕｔｐｕｔ ａｎｄ ｃｏｒｒｅｓｐｏｎｄｉｎｇ ｌａｎｄ ｕｓｅ ｔｒａｎｓｆｅｒ ｍａｐ ｆｒｏｍ １９７５ ｔｏ ２０２０

３􀆰 ４　 土地利用变化对水质净化服务功能的影响

１９７５—２０２０ 年流域氮、磷输出量变化与土地利

用变化的相关性分析（表 ２）表明，林地与草地面积

变化与氮、磷输出量呈极显著负相关（Ｐ＜０􀆰 ０１），说
明林地与草地对流域氮、磷输出起阻滞作用。 林

地、草地植被拦截、过滤径流中的氮、磷等污染物，
其自身能够吸收转化氮、磷，也可以通过植被根系

对土壤中的氮、磷截留，减少向河流中的输入。 崔

超等［２７］关于香溪河流域的研究发现，当林地面积增

加时氮、磷负荷消减；韩黎阳等［２８］ 等分析了土地利

用类型对兰陵溪水体中氮、磷输出的影响，发现以

林地为主的子流域氮、磷输出量低。 同时，建设用

地与流域氮、磷输出量存在极显著正相关 （ Ｐ ＜
０􀆰 ０１），说明建设用地对流域氮、磷输出量起促进作

用，建设用地是人类生产生活活动最频繁的区域，
对氮、磷输出量有较大贡献。 房志达等［２９］ 研究发

现，南方丘陵区小流域中建设用地单位面积氮、磷
负荷最高；王艺璇等［３０］ 关于永定河的研究发现，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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设用地面积增加导致水体中氮、磷含量持续增加。

表 ２　 １９７５—２０２０ 年氮、磷输出量与土地利用类型的相关系数

Ｔａｂｌｅ ２　 Ｃｏｒｒｅｌａｔｉｏｎ ｂｅｔｗｅｅｎ ｔｏｔａｌ ｎｉｔｒｏｇｅｎ ａｎｄ ｔｏｔａｌ ｐｈｏｓｐｈｏｒｕｓ ｏｕｔｐｕｔ ａｎｄ ｌａｎｄ ｕｓｅ ｔｙｐｅｓ ｆｒｏｍ １９７５ ｔｏ ２０２０

输出量 耕地 林地 草地 水域 建设用地 未利用地

总氮 －０􀆰 ０３６ －０􀆰 ８３１∗∗ －０􀆰 ９２７∗∗ －０􀆰 ６５２ ０􀆰 ８５５∗∗ －０􀆰 ３５０
总磷 －０􀆰 １７４ －０􀆰 ７４３∗∗ －０􀆰 ８５９∗∗ －０􀆰 ６３４ ０􀆰 ９０４∗∗ －０􀆰 ３０８

∗∗表示 Ｐ＜０􀆰 ０１。

３􀆰 ５　 景观格局指数对水质净化服务功能的影响

１９７５—２０２０ 年各景观格局指数数值变化结果

（表 ３）表明，在南四湖流域中，建设用地面积增加，
其余土地利用类型面积均有所减小且破碎化程度

增加；各土地利用类型间紧密度增加，景观异质性

下降。 在景观水平上，不同景观类型之间散布指数

越高、物理连通性越高、团聚程度越大，则水质越

差；同一景观中，景观形状越复杂、斑块占同类型景

观面积比例越大，则对氮、磷污染物的输出越有

利［２０－２１］。 结合表 ４ 可以看出，ＳＨＡＰＥ＿ＭＮ、ＳＩＭＩ ＿
ＭＮ、ＬＳＩ、ＣＯＮＴＡＧ 和 ＣＯＨＥＳＩＯＮ 等景观水平指数值

的升高对氮、磷输出量起促进作用，ＣＯＮＴＩＧ＿ＭＮ、
ＣＡＩ＿ＭＮ 和 ＩＪＩ 等景观指数值的降低对氮、磷输出量

起阻滞作用。 各景观指数的变化对氮、磷输出的影

响与前人研究结果相同［２０－２１］。

表 ３　 １９７５—２０２０ 年景观格局指数变化

Ｔａｂｌｅ ３　 Ｃｈａｎｇｅ ｏｆ ｌａｎｄｓｃａｐｅ ｐａｔｔｅｒｎ ｉｎｄｅｘ ｆｒｏｍ １９７５ ｔｏ ２０２０

年份 ＣＯＮＴＩＧ＿ＭＮ ＬＳＩ ＳＨＡＰＥ＿ＭＮ ＣＡＩ＿ＭＮ ＳＩＭＩ＿ＭＮ ＣＯＮＴＡＧ ＩＪＩ ＣＯＨＥＳＩＯＮ

１９７５ ０􀆰 ６５４ ７８􀆰 ９４７ １􀆰 ２７９ ９７􀆰 １５３ ２􀆰 ３２０ ７１􀆰 １２４ ５２􀆰 ３７０ ９９􀆰 ９４４
１９８０ ０􀆰 ８６２ ９０􀆰 ８８５ １􀆰 ３４９ ９６􀆰 ４９２ ２􀆰 ５１０ ６９􀆰 ３６９ ４９􀆰 ２８２ ９９􀆰 ９２７
１９９０ ０􀆰 ８６０ ９２􀆰 ３６８ １􀆰 ３５０ ９６􀆰 ３８５ ２􀆰 ５４０ ６８􀆰 ６５３ ５０􀆰 ３６０ ９９􀆰 ９２７
１９９５ ０􀆰 ８６０ ９２􀆰 ５３１ １􀆰 ３４７ ９６􀆰 ２９５ ２􀆰 ５００ ６８􀆰 ８３６ ５０􀆰 １４４ ９９􀆰 ９２８
２０００ ０􀆰 ８５９ ９３􀆰 ７０６ １􀆰 ３５３ ９６􀆰 ２５９ ２􀆰 ４８０ ６８􀆰 ７８０ ４８􀆰 ７４１ ９９􀆰 ９２８
２００５ ０􀆰 ８５９ ９４􀆰 ７９３ １􀆰 ３５８ ９６􀆰 ３５９ ２􀆰 ４３０ ６８􀆰 ３０７ ４８􀆰 ６２３ ９９􀆰 ９２６
２０１０ ０􀆰 ８５０ ９２􀆰 ４０４ １􀆰 ３７９ ９５􀆰 ４１６ ２􀆰 ５８０ ６９􀆰 ３４１ ４１􀆰 ８７２ ９９􀆰 ９２８
２０１５ ０􀆰 ８４９ ９２􀆰 ８９２ １􀆰 ３８２ ９５􀆰 ４０２ ２􀆰 ５５０ ６９􀆰 ０５２ ４１􀆰 ８５４ ９９􀆰 ９２７
２０２０ ０􀆰 ５５８ １０１􀆰 ８４７ １􀆰 ４８１ ７９􀆰 ０３４ ５􀆰 ９２０ ７５􀆰 ９８７ ２８􀆰 ２４６ ９９􀆰 ９７５

各景观指数含义见表 １。

表 ４　 １９７５—２０２０ 年氮磷输出量与景观水平指数的相关系数

Ｔａｂｌｅ ４　 Ｃｏｒｒｅｌａｔｉｏｎ ｂｅｔｗｅｅｎ ｎｉｔｒｏｇｅｎ ａｎｄ ｐｈｏｓｐｈｏｒｕｓ ｏｕｔｐｕｔ ａｎｄ ｌａｎｄｓｃａｐｅ ｌｅｖｅｌ ｉｎｄｅｘ ｆｒｏｍ １９７５ ｔｏ ２０２０

污染物 ＬＳＩ ＳＨＡＰＥ＿ＭＮ ＣＯＮＴＩＧ＿ＭＮ ＣＡＩ＿ＭＮ ＳＩＭＩ＿ＭＮ ＣＯＮＴＡＧ ＩＪＩ ＣＯＨＥＳＩＯＮ

总氮 ０􀆰 ７１８∗ ０􀆰 ９４１∗∗ －０􀆰 ９１７∗∗ －０􀆰 ９１７∗∗ ０􀆰 ９０３∗∗ ０􀆰 ７７５∗ －０􀆰 ９８０∗∗ ０􀆰 ７４３∗

总磷 ０􀆰 ７８２∗ ０􀆰 ９５７∗∗ －０􀆰 ８８３∗∗ －０􀆰 ８６２∗∗ ０􀆰 ８４７∗∗ ０􀆰 ６７３∗ －０􀆰 ９５８∗∗ ０􀆰 ６３７
∗表示 Ｐ＜０􀆰 ０５，∗∗表示 Ｐ＜０􀆰 ０１。 各景观指数含义见表 １。

３􀆰 ６　 水质净化服务功能分布格局的影响因素

３􀆰 ６􀆰 １　 土地利用与景观格局对水质净化的影响

将 ２０２０ 年 １６２ 个子流域的氮磷输出分别与土

地利用类型、景观格局指数进行相关性分析，结果

见图 ５、表 ５。 在土地利用类型中，草地与总氮输出

表现为显著负相关（Ｐ＜０􀆰 ０５），与总磷输出则表现为

正相关但不显著，说明草地对总氮输出的阻滞作用

较为明显；建设用地与氮、磷输出表现为极显著正

相关（Ｐ＜０􀆰 ０１），说明建设用地对氮、磷输出起到促

进作用。 景观格局指数中，ＬＳＩ 与氮、磷输出呈正相

关但不显著，ＣＯＮＴＩＧ＿ＭＮ 与氮、磷输出呈显著负相

关（Ｐ＜０􀆰 ０５），ＣＯＮＴＡＧ、ＣＯＨＥＳＩＯＮ 与总氮输出呈

显著负相关（Ｐ＜０􀆰 ０５），与总磷输出相关性不显著，
说明 ＣＯＮＴＩＧ ＿ ＭＮ 对 氮、 磷 输 出 起 阻 滞 作 用，
ＣＯＮＴＡＧ 和 ＣＯＨＥＳＩＯＮ 对总氮输出起阻滞作用，对
总磷输出阻滞作用不显著，其他景观格局指数与

氮、磷输出呈负相关但不显著（表 ６）。
３􀆰 ６􀆰 ２　 水质净化服务功能的其他自然和社会经济

影响因素

采用因子探测器衡量各个影响因素对水质净

化服务功能的解释力，结果见表 ７。 ２０２０ 年建设用

地所占比例对氮、磷输出的贡献量均在 ６０％以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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依据 ｑ 值越大，对因变量的解释作用越大原则［２２］，
所以建设用地是流域水质净化服务功能的主要控

制因素；ＮＤＶＩ 和人口密度对氮、磷输出的贡献率均

在 ３０％以上，对水质净化服务功能的贡献率仅次于

建设用地所占比例，是水质净化服务功能的重要控

制因素；地形地貌、降水、土壤质地和坡度等自然因

素对氮、磷输出的贡献率均低于 １０％，对水质净化

服务功能的影响较小。

图 ５　 ２０２０ 年子流域氮、磷输出

Ｆｉｇ􀆰 ５　 Ｎｉｔｒｏｇｅｎ ａｎｄ ｐｈｏｓｐｈｏｒｕｓ ｏｕｔｐｕｔ ｉｎ ｓｕｂ⁃ｗａｔｅｒｓｈｅｄｓ ｉｎ ２０２０

表 ５　 ２０２０ 年子流域氮、磷输出与土地利用类型相关性

Ｔａｂｌｅ ５　 Ｃｏｒｒｅｌａｔｉｏｎ ｂｅｔｗｅｅｎ ｎｉｔｒｏｇｅｎ ａｎｄ ｐｈｏｓｐｈｏｒｕｓ ｏｕｔｐｕｔ ａｎｄ ｌａｎｄ ｕｓｅ ｔｙｐｅｓ ｉｎ ｓｕｂ⁃ｗａｔｅｒｓｈｅｄｓ ｉｎ ２０２０

污染物 耕地 林地 草地 水域 建设用地 未利用地

总氮 ０􀆰 ０５９ －０􀆰 １０２ －０􀆰 １８０∗ －０􀆰 ３６２∗∗ ０􀆰 ７１２∗∗ －０􀆰 ０３４
总磷 ０􀆰 ０４２ －０􀆰 ０２８ ０􀆰 ０７９ －０􀆰 ３５８∗∗ ０􀆰 ７２０∗∗ －０􀆰 ００３

∗表示 Ｐ＜０􀆰 ０５，∗∗表示 Ｐ＜０􀆰 ０１。

表 ６　 ２０２０ 年子流域氮、磷输出与景观格局指数相关性

Ｔａｂｌｅ ６　 Ｃｏｒｒｅｌａｔｉｏｎ ｂｅｔｗｅｅｎ ｎｉｔｒｏｇｅｎ ａｎｄ ｐｈｏｓｐｈｏｒｕｓ ｏｕｔｐｕｔ ａｎｄ ｌａｎｄｓｃａｐｅ ｐａｔｔｅｒｎ ｉｎｄｅｘ ｉｎ ｓｕｂ⁃ｗａｔｅｒｓｈｅｄｓ ｉｎ ２０２０

污染物 ＬＳＩ ＳＨＡＰＥ＿ＭＮ ＣＯＮＴＩＧ＿ＭＮ ＣＯＮＴＡＧ ＩＪＩ ＣＯＨＥＳＩＯＮ

总氮 ０􀆰 ０８２ －０􀆰 ０８５ －０􀆰 １６５∗ －０􀆰 １７９∗ －０􀆰 １１４ －０􀆰 ２１４∗

总磷 ０􀆰 ３００ －０􀆰 ０４１ －０􀆰 １７８∗ －０􀆰 １２２ －０􀆰 ０５６ －０􀆰 １３１
∗表示 Ｐ＜０􀆰 ０５，∗∗表示 Ｐ＜０􀆰 ０１。 各景观指数含义见表 １。

表 ７　 水质净化服务功能各影响因子贡献比例

Ｔａｂｌｅ ７　 Ｃｏｎｔｒｉｂｕｔｉｏｎ ｏｆ ｄｒｉｖｉｎｇ ｆａｃｔｏｒｓ ｏｆ ｗａｔｅｒ ｐｕｒｉｆｉｃａｔｉｏｎ ｓｅｒｖｉｃｅ ｆｕｎｃｔｉｏｎ ％

污染物 地形地貌 降水
土壤质地

淤泥 沙土 黏土
坡度 ＮＤＶＩ 人口密度

建设用
地比例

总氮 ３􀆰 ３ １􀆰 ４ ２􀆰 １ ３􀆰 ０ ０􀆰 ３ ５􀆰 ６ ３０􀆰 ７ ３１􀆰 ４ ６４􀆰 ２
总磷 ２􀆰 ６ ０􀆰 ５ ２􀆰 ０ ２􀆰 ６ ０􀆰 ４ ５􀆰 ９ ３７􀆰 ９ ３０􀆰 ３ ６１􀆰 ６

４　 讨论与结论

４􀆰 １　 讨论

总体而言，南四湖流域近 ４５ ａ 水质净化服务功

能逐年变差，土地利用类型及景观格局指数等因素

影响着水质净化服务功能。 与吴瑞等［１］ 的研究相

比，南四湖流域水质净化服务功能持续减弱，且减

弱幅度不断增大。 １９７５—２０２０ 年氮、磷输出空间分

布变化结果表明，南四湖流域东南部地区氮、磷输

出增长趋势较快，这可能与该区域近 ４５ ａ 成立的产

生大量氮、磷污染物的工厂企业较多有密切关系，
所以控制流域氮、磷输出可从 ２ 个大方向着手。 就

土地利用类型而言，针对建设用地促进氮磷的输出

这一关键影响因素，应该整合现有城镇排水，建立

有效的污水处理系统，减少工业污水及生活污水向

河流湖泊的直接排放，加强村庄生活垃圾的集中管

理及处理工作；根据林草地对流域氮、磷输出的拦

截阻滞作用的研究结论，应实行有计划的湖岸带退

耕还林还草或增加城镇绿化等措施，增加林草地面

积，在有条件的地区建立林、草地缓冲带，拦截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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磷等污染物进入河流。 就景观格局而言，增加景观

异质性，合理分布景观类型，提升景观适应度，有助

于提高对氮、磷输出的阻滞。
４􀆰 ２　 结论

１９７５—２０２０ 年南四湖流域氮、磷输出量整体呈

增长趋势，且 ２０１５—２０２０ 年氮、磷输出量增长趋势

明显，说明流域内水质净化能力正在加速退化，流
域内氮、磷输出量增加，生态环境受到进一步损害，
其中总氮输出量远高于总磷输出量，成为南四湖流

域水质净化的重点、难点。
对 １９７５—２０２０ 年南四湖流域 ９ 期土地利用类

型与氮、磷输出的相关性分析结果表明，林地与草

地对氮、磷输出起阻滞作用，其中草地对氮、磷输出

的阻滞作用较强。 建设用地对氮、磷输出起促进作

用，随着建设用地面积逐年增加，氮、磷输出量也与

日俱增。 其他土地利用类型与氮、磷输出的相关性

不显著。 在空间上，２０２０ 年流域西部平原地区氮、
磷输出量较高，流域北部地区次之，流域东南部地

区氮、磷输出量最低。 近 ４５ ａ 景观格局指数的变化

趋势及其与氮、磷输出的相关性分析表明，ＳＨＡＰＥ＿
ＭＮ、ＳＩＭＩ＿ＭＮ、ＬＳＩ、ＣＯＮＴＡＧ 和 ＣＯＨＥＳＩＯＮ 等景观

指数值的升高对氮、磷输出起促进作用，ＣＯＮＴＩＧ＿
ＭＮ、ＣＡＩ＿ＭＮ 和 ＩＪＩ 等景观指数值的下降对氮、磷输

出起阻滞作用。 此外，ＮＤＶＩ 的降低和人口密度的

增加也是流域水质净化服务功能恶化的重要因素，
应该引起足够的重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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ＺＨＡＮＧ Ｈｕａ⁃ｍｅｉ．Ｒｉｓｋ Ａｓｓｅｓｓｍｅｎｔ ｏｆ Ｎｏｎ⁃Ｐｏｉｎｔ Ｓｏｕｒｃｅ Ｐｏｌｌｕｔｉｏｎ
Ｏｕｔｐｕｔ ｉｎ Ｎａｎｓｉｈｕ Ｌａｋｅ Ｂａｓｉｎ Ｂａｓｅｄ ｏｎ ＬＵＣＣ［Ｊ］ ．Ｊｏｕｒｎａｌ ｏｆ Ｎａｔ⁃
ｕｒａｌ Ｒｅｓｏｕｒｃｅｓ，２０１９，３４（１）：１２８－１３９．］

［１３］ 李爽，张祖陆，孙媛媛．基于 ＳＷＡＴ 模型的南四湖流域非点源氮

磷污染模拟［Ｊ］ ．湖泊科学，２０１３，２５（２）：２３６－２４２．［ＬＩ Ｓｈｕａｎｇ，
ＺＨＡＮＧ Ｚｕ⁃ｌｕ， ＳＵＮ Ｙｕａｎ⁃ｙｕａｎ． Ｓｉｍｕｌａｔｉｏｎ ｏｆ Ｎｏｎ⁃Ｐｏｉｎｔ Ｓｏｕｒｃｅ
Ｐｏｌｌｕｔｉｏｎ ｏｆ Ｎｉｔｒｏｇｅｎ ａｎｄ Ｐｈｏｓｐｈｏｒｕｓ ｉｎ Ｌａｋｅ Ｎａｎｓｉ Ｗａｔｅｒｓｈｅｄ
Ｕｓｉｎｇ ＳＷＡＴ Ｍｏｄｅｌ［ Ｊ］ ． Ｊｏｕｒｎａｌ ｏｆ Ｌａｋｅ Ｓｃｉｅｎｃｅｓ，２０１３，２５（２）：
２３６－２４２．］

［１４］ 孟瑶瑶，薛丽芳．南四湖流域土地利用及其景观格局变化分析

［Ｊ］ ．水土保持研究，２０１７，２４（３）：２４６－ ２５２． ［ＭＥＮＧ Ｙａｏ⁃ｙａｏ，
ＸＵＥ Ｌｉ⁃ｆａｎｇ．Ａｎａｌｙｓｉｓ ｏｎ Ｌａｎｄｓｃａｐｅ Ｐａｔｔｅｒｎ Ｃｈａｎｇｅ ａｎｄ Ｌａｎｄ Ｕｓｅ
ｉｎ Ｎａｎｓｉ Ｌａｋｅ Ｂａｓｉｎ［Ｊ］ ．Ｒｅｓｅａｒｃｈ ｏｆ Ｓｏｉｌ ａｎｄ Ｗａｔｅｒ Ｃｏｎｓｅｒｖａｔｉｏｎ，
２０１７，２４（３）：２４６－２５２．］

［１５］ 张大智，孙小银，袁兴中，等．南四湖流域 １９８０—２０１５ 年土地利

用变化及其对流域生境质量的影响［ Ｊ］ ．湖泊科学，２０１８，３０
（２）： ３４９ － ３５７． ［ ＺＨＡＮＧ Ｄａ⁃ｚｈｉ， ＳＵＮ Ｘｉａｏ⁃ｙｉｎ， ＹＵＡＮ Ｘｉｎ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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ｚｈｏｎｇ，ｅｔ ａｌ．Ｌａｎｄ Ｕｓｅ Ｃｈａｎｇｅ ａｎｄ Ｉｔｓ Ｉｍｐａｃｔ ｏｎ Ｈａｂｉｔａｔ Ｑｕａｌｉｔｙ ｉｎ
Ｌａｋｅ Ｎａｎｓｉ Ｂａｓｉｎ ｆｒｏｍ １９８０ ｔｏ ２０１５［Ｊ］ ．Ｊｏｕｒｎａｌ ｏｆ Ｌａｋｅ Ｓｃｉｅｎｃｅｓ，
２０１８，３０（２）：３４９－３５７．］

［１６］ 荆延德，张华美，孙笑笑．基于输出系数模型的南四湖流域非

点源污染输出风险评估［Ｊ］ ．水土保持通报，２０１７，３７（３）：２７０－

２７４，２７８． ［ ＪＩＮＧ Ｙａｎ⁃ｄｅ，ＺＨＡＮＧ Ｈｕａ⁃ｍｅｉ，ＳＵＮ Ｘｉａｏ⁃ｘｉａｏ． Ｒｉｓｋ
Ａｓｓｅｓｓｍｅｎｔ ｏｆ Ｎｏｎ⁃Ｐｏｉｎｔ Ｓｏｕｒｃｅ Ｐｏｌｌｕｔｉｏｎ ｉｎ Ｎａｎｓｉｈｕ Ｌａｋｅ Ｂａｓｉｎ
Ｕｓｉｎｇ Ｏｕｔｐｕｔ Ｃｏｅｆｆｉｃｉｅｎｔ Ｍｏｄｅｌ ［ Ｊ］ ． Ｂｕｌｌｅｔｉｎ ｏｆ Ｓｏｉｌ ａｎｄ Ｗａｔｅｒ
Ｃｏｎｓｅｒｖａｔｉｏｎ，２０１７，３７（３）：２７０－２７４，２７８．］

［１７］ 黄亚丽，张丽，朱昌雄．山东省南四湖流域农业面源污染状况

分析［Ｊ］ ．环境科学研究，２０１２，２５（１１）：１２４３－ １２４９． ［ＨＵＡＮＧ
Ｙａ⁃ｌｉ，ＺＨＡＮＧ Ｌｉ，ＺＨＵ Ｃｈａｎｇ⁃ｘｉｏｎｇ．Ｓｕｒｖｅｙ ａｎｄ Ａｎａｌｙｓｉｓ ｏｆ Ａｇｒｉ⁃
ｃｕｌｔｕｒａｌ Ｎｏｎ⁃Ｐｏｉｎｔ Ｓｏｕｒｃｅ Ｐｏｌｌｕｔｉｏｎ ｉｎ Ｎａｎｓｉ Ｌａｋｅ Ｂａｓｉｎ，Ｓｈａｎｄｏｎｇ
Ｐｒｏｖｉｎｃｅ［Ｊ］ ．Ｒｅｓｅａｒｃｈ ｏｆ Ｅｎｖｉｒｏｎｍｅｎｔａｌ Ｓｃｉｅｎｃｅｓ，２０１２，２５（１１）：
１２４３－１２４９．］

［１８］ 徐燕，孙小银，张大智，等．１９８０—２０１５ 年南四湖流域景观格局

及其脆弱性［ Ｊ］ ．应用生态学报，２０１８，２９（２）：６３５－ ６４２． ［ ＸＵ
Ｙａｎ，ＳＵＮ Ｘｉａｏ⁃ｙｉｎ，ＺＨＡＮＧ Ｄａ⁃ｚｈｉ，ｅｔ ａｌ． Ｌａｎｄｓｃａｐｅ Ｐａｔｔｅｒｎ ａｎｄ
Ｉｔｓ Ｖｕｌｎｅｒａｂｉｌｉｔｙ ｏｆ Ｎａｎｓｉｈｕ Ｌａｋｅ Ｂａｓｉｎ ｄｕｒｉｎｇ １９８０ － ２０１５［ Ｊ］ ．
Ｃｈｉｎｅｓｅ Ｊｏｕｒｎａｌ ｏｆ Ａｐｐｌｉｅｄ Ｅｃｏｌｏｇｙ，２０１８，２９（２）：６３５－６４２．］

［１９］ ＣＯＮＧＷ Ｃ，ＳＵＮ Ｘ Ｙ，ＧＵＯ Ｈ Ｗ，ｅｔ ａｌ．Ｃｏｍｐａｒｉｓｏｎ ｏｆ ｔｈｅ ＳＷＡＴ
ａｎｄ Ｉｎ ＶＥＳＴ Ｍｏｄｅｌｓ ｔｏ Ｄｅｔｅｒｍｉｎｅ Ｈｙｄｒｏｌｏｇｉｃａｌ Ｅｃｏｓｙｓｔｅｍ Ｓｅｒｖｉｃｅ
Ｓｐａｔｉａｌ Ｐａｔｔｅｒｎｓ，Ｐｒｉｏｒｉｔｉｅｓ ａｎｄ Ｔｒａｄｅ⁃Ｏｆｆｓ ｉｎ ａ Ｃｏｍｐｌｅｘ Ｂａｓｉｎ［Ｊ］ ．
Ｅｃｏｌｏｇｉｃａｌ Ｉｎｄｉｃａｔｏｒｓ，２０２０，１１２：１０６０８９．

［２０］ 刘怡娜，孔令桥，肖燚，等．长江流域景观格局变化对生态系统

水质净化服务的影响［ Ｊ］ ．环境保护科学，２０１８，４４（４）：６－１３．
［ＬＩＵ Ｙｉ⁃ｎａ，ＫＯＮＧ Ｌｉｎｇ⁃ｑｉａｏ，ＸＩＡＯ Ｙｉ，ｅｔ ａｌ．Ｅｆｆｅｃｔｓ ｏｆ Ｌａｎｄｓｃａｐｅ
Ｐａｔｔｅｒｎ Ｃｈａｎｇｅｓ ｏｎ Ｅｃｏｓｙｓｔｅｍ Ｗａｔｅｒ Ｐｕｒｉｆｉｃａｔｉｏｎ Ｓｅｒｖｉｃｅ ｉｎ ｔｈｅ
Ｙａｎｇｔｚｅ Ｒｉｖｅｒ Ｂａｓｉｎ［ Ｊ］ ．Ｅｎｖｉｒｏｎｍｅｎｔａｌ Ｐｒｏｔｅｃｔｉｏｎ Ｓｃｉｅｎｃｅ，２０１８，
４４（４）：６－１３．］

［２１］ ＭＣＧＡＲＩＧＡＬ Ｋ．ＦＲＡＧＳＴＡＴＳ ４：Ｓｐａｔｉａｌ Ｐａｔｔｅｒｎ Ａｎａｌｙｓｉｓ Ｐｒｏｇｒａｍ
ｆｏｒ Ｃａｔｅｇｏｒｉｃａｌ ａｎｄ Ｃｏｎｔｉｎｕｏｕｓ Ｍａｐｓ． Ｃｏｍｐｕｔｅｒ Ｓｏｆｔｗａｒｅ Ｐｒｏｇｒａｍ
［ＣＰ ／ ＯＬ］．［２０２１－ １１－ ０７］． ｈｔｔｐ：∥ｗｗｗ． ｕｍａｓｓ． ｅｄｕ ／ ｌａｎｄｅｃｏ ／ ｒｅ⁃
ｓｅａｒｃｈ ／ ｆｒａｇｓｔａｔｓ ／ ｆｒａｇｓｔａｔｓ．ｈｔｍｌ．

［２２］ 王劲峰，徐成东．地理探测器：原理与展望［Ｊ］ ．地理学报，２０１７，
７２（１）：１１６－１３４．［ＷＡＮＧ Ｊｉｎ⁃ｆｅｎｇ，ＸＵ Ｃｈｅｎｇ⁃ｄｏｎｇ．Ｇｅｏｄｅｔｅｃｔｏｒ：
Ｐｒｉｎｃｉｐｌｅ ａｎｄ Ｐｒｏｓｐｅｃｔｉｖｅ［ Ｊ］ ．Ａｃｔａ Ｇｅｏｇｒａｐｈｉｃａ Ｓｉｎｉｃａ，２０１７，７２
（１）：１１６－１３４．］

［２３］ 蔡兴冉，李忠勤，张慧，等．中国天山冰川变化脆弱性研究［ Ｊ］ ．
地理学报，２０２１，７６（９）：２２５３－ ２２６８． ［ ＣＡＩ Ｘｉｎｇ⁃ｒａｎ，ＬＩ Ｚｈｏｎｇ⁃
ｑｉｎ，ＺＨＡＮＧ Ｈｕｉ，ｅｔ ａｌ．Ｖｕｌｎｅｒａｂｉｌｉｔｙ ｏｆ Ｇｌａｃｉｅｒ Ｃｈａｎｇｅ ｉｎ Ｃｈｉｎｅｓｅ
Ｔｉａｎｓｈａｎ Ｍｏｕｎｔａｉｎｓ［ Ｊ］ ．Ａｃｔａ Ｇｅｏｇｒａｐｈｉｃａ Ｓｉｎｉｃａ，２０２１，７６（９）：
２２５３－２２６８．］

［２４］ 张文静，孙小银，单瑞峰，等．１９７５—２０１８ 年南四湖流域景观生

态风险时空变化及其驱动因素研究［ Ｊ］ ．生态科学，２０２０，３９
（３）：１７２ － １８１． ［ ＺＨＡＮＧ Ｗｅｎ⁃ｊｉｎｇ， ＳＵＮ Ｘｉａｏ⁃ｙｉｎ， ＳＨＡＮ Ｒｕｉ⁃
ｆｅｎｇ，ｅｔ ａｌ． Ｓｐａｔｉｏ⁃ｔｅｍｐｏｒａｌ Ｃｈａｎｇｅｓ ｏｆ Ｌａｎｄｓｃａｐｅ Ｅｃｏｌｏｇｉｃａｌ Ｒｉｓｋ

ａｎｄ Ｉｔｓ Ｄｒｉｖｉｎｇ Ｆａｃｔｏｒｓ ｉｎ Ｎａｎｓｉ Ｌａｋｅ Ｂａｓｉｎ ｆｒｏｍ １９７５ ｔｏ ２０１８
［Ｊ］ ．Ｅｃｏｌｏｇｉｃａｌ Ｓｃｉｅｎｃｅ，２０２０，３９（３）：１７２－１８１．］

［２５］ 雷菁，钟业喜，冯兴华，等．基于交通信息流的长江经济带城市

中心性及其影响因素 ［ Ｊ］ ．经济地理，２０２１，４１ （ ８）：９７ － １０５．
［ＬＥＩ Ｊｉｎｇ，ＺＨＯＮＧ Ｙｅ⁃ｘｉ，ＦＥＮＧ Ｘｉｎｇ⁃ｈｕａ，ｅｔ ａｌ．Ｕｒｂａｎ Ｃｅｎｔｒａｌｉｔｙ
ａｎｄ Ｉｔｓ Ｉｎｆｌｕｅｎｃｉｎｇ Ｆａｃｔｏｒｓ ｉｎ ｔｈｅ Ｙａｎｇｔｚｅ Ｒｉｖｅｒ Ｅｃｏｎｏｍｉｃ Ｂｅｌｔ
Ｂａｓｅｄ ｏｎ Ｔｒａｆｆｉｃ ａｎｄ Ｉｎｆｏｒｍａｔｉｏｎ Ｆｌｏｗ［ Ｊ］ ．Ｅｃｏｎｏｍｉｃ Ｇｅｏｇｒａｐｈｙ，
２０２１，４１（８）：９７－１０５．］

［２６］ 唐常春，李亚平．多中心城市群土地利用 ／ 覆被变化地学信息

图谱研究：以长株潭城市群为例［Ｊ］ ．地理研究，２０２０，３９（１１）：
２６２６ － ２６４１． ［ ＴＡＮＧ Ｃｈａｎｇ⁃ｃｈｕｎ， ＬＩ Ｙａ⁃ｐｉｎｇ． Ｇｅｏ⁃ｉｎｆｏｒｍａｔｉｏｎ
Ｔｕｐｕ Ｐｒｏｃｅｓｓ ｏｆ Ｌａｎｄ Ｕｓｅ ／ Ｃｏｖｅｒ Ｃｈａｎｇｅ ｉｎ Ｐｏｌｙｃｅｎｔｒｉｃ Ｕｒｂａｎ
Ａｇｇｌｏｍｅｒａｔｉｏｎ： Ａ Ｃａｓｅ Ｓｔｕｄｙ ｏｆ Ｃｈａｎｇｓｈａ⁃Ｚｈｕｚｈｏｕ⁃Ｘｉａｎｇｔａｎ
Ｕｒｂａｎ Ａｇｇｌｏｍｅｒａｔｉｏｎ［ Ｊ］ ．Ｇｅｏｇｒａｐｈｉｃａｌ Ｒｅｓｅａｒｃｈ，２０２０，３９（１１）：
２６２６－２６４１．］

［２７］ 崔超，刘申，翟丽梅，等．香溪河流域土地利用变化过程对非点

源氮磷输出的影响［Ｊ］ ．农业环境科学学报，２０１６，３５（１）：１２９－

１３８．［ＣＵＩ Ｃｈａｏ，ＬＩＵ Ｓｈｅｎ，ＺＨＡＩ Ｌｉ⁃ｍｅｉ，ｅｔ ａｌ．Ｅｆｆｅｃｔ ｏｆ Ｌａｎｄ Ｕｓｅ ／
Ｃｏｖｅｒ Ｃｈａｎｇｅｓ ｏｎ Ｎｉｔｒｏｇｅｎ ａｎｄ Ｐｈｏｓｐｈｏｒｕｓ Ｌｏｓｓｅｓ ｖｉａ Ｎｏｎ⁃ｐｏｉｎｔ
Ｓｏｕｒｃｅ Ｐａｔｈｗａｙ ｉｎ Ｘｉａｎｇｘｉ Ｒｉｖｅｒ Ｂａｓｉｎ［ Ｊ］ ． Ｊｏｕｒｎａｌ ｏｆ Ａｇｒｏ⁃ｅｎｖｉ⁃
ｒｏｎｍｅｎｔ Ｓｃｉｅｎｃｅ，２０１６，３５（１）：１２９－１３８．］

［２８］ 韩黎阳，黄志霖，肖文发，等．三峡库区兰陵溪小流域土地利用

及景观格局对氮磷输出的影响［ Ｊ］ ．环境科学，２０１４，３５（３）：
１０９１－１０９７．［ＨＡＮ Ｌｉ⁃ｙａｎｇ，ＨＵＡＮＧ Ｚｈｉ⁃ｌｉｎ，ＸＩＡＯ Ｗｅｎ⁃ｆａ，ｅｔ ａｌ．
Ｅｆｆｅｃｔｓ ｏｆ Ｌａｎｄ Ｕｓｅ ａｎｄ Ｌａｎｄｓｃａｐｅ Ｐａｔｔｅｒｎ ｏｎ Ｎｉｔｒｏｇｅｎ ａｎｄ Ｐｈｏｓ⁃
ｐｈｏｒｕｓ Ｅｘｐｏｒｔｓ ｉｎ Ｌａｎｌｉｎｇｘｉ Ｗａｔｅｒｓｈｅｄ ｏｆ ｔｈｅ Ｔｈｒｅｅ Ｇｏｒｇｅｓ Ｒｅｓｅｒ⁃
ｖｏｉｒ Ａｒｅａ， Ｃｈｉｎａ ［ Ｊ ］ ． Ｅｎｖｉｒｏｎｍｅｎｔａｌ Ｓｃｉｅｎｃｅ， ２０１４， ３５ （ ３ ）：
１０９１－１０９７．］

［２９］ 房志达，苏静君，赵洪涛，等．红壤丘陵区小流域典型土地利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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呼伦贝尔森林－草原生态交错带土壤风蚀量时空变化及
驱动力分析

胡梦甜１， 张　 慧１，２①， 乔亚军１， 刘　 坤１， 王　 智１②， 徐网谷１ 　 （１􀆰 生态环境部南京环境科学研究所， 江苏 南

京　 ２１００４２； ２􀆰 南京信息工程大学江苏省大气环境与装备技术协同创新中心 ／ 地理科学学院， 江苏 南京　 ２１００４４）

摘要： 风蚀量是判断土壤流失和沙地化的重要指标。 利用土壤风蚀修正模型，定量分析了 ２０００、２０１０ 和 ２０１８ 年

呼伦贝尔森林－草原生态交错带土壤风蚀量的时空变化特征，通过地理探测器模型研究了气候变化与人类活动对

土壤风蚀变化量的驱动作用，重点探讨了土地利用和植被覆盖度变化对土壤风蚀量变化的影响。 结果表明：
（１）２０００、２０１０ 和 ２０１８ 年研究区土壤风蚀总量分别为 ９􀆰 ７４×１０７、１􀆰 ３３×１０８、８􀆰 ５１×１０７ ｔ，总体呈现先上升后下降的

趋势；与 ２０００ 年相比，２０１８ 年研究区有 ９􀆰 ０４％的区域土壤风蚀强度减轻，有 ０􀆰 １０％的区域土壤风蚀强度恶化，其
余 ９０􀆰 ８６％的区域土壤风蚀强度保持不变。 （２）２０００—２０１８ 年土壤风蚀量变化量的驱动因子之间交互作用显著，
风蚀量的减少主要受人类活动与气候变化的协同驱动影响。 （３）２０００—２０１８ 年草地覆盖度增加、沙化土地封育、
生态退耕和天然林保护措施对土壤风蚀量减少的贡献率分别为 ６９􀆰 ３２％、１９􀆰 ３７％、０􀆰 ０６％和 １􀆰 ８１％，可见研究区的

生态保护措施对风蚀量的减少具有重要的推动作用。
关键词： 风蚀修正方程模型； 呼伦贝尔； 森林－草原生态交错带； 土地利用； 植被覆盖度； 土壤风蚀量； 地理

探测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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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风蚀对地表土壤的大量搬运和堆积，是导致干

旱半干旱区土地沙化和沙地化进程最重要、最直接

的作用过程之一［１－２］。 土壤风蚀研究方法主要有野

外调查观测、风洞模拟、元素示踪法、遥感和 ＧＩＳ
等［３］，但这些方法无法满足大范围区域风蚀量快速

动态估算的需求［４］。 为了定量模拟大范围区域风

蚀量，自 ２０ 世纪 ６０ 年代起，国外先后开发了大量的

风蚀 模 型， 主 要 包 括 风 蚀 方 程 （ ｗｉｎｄ ｅｒｏｓｉｏｎ
ｅｑｕａｔｉｏｎ， ＷＥＱ） ［５］、 修 正 风 蚀 方 程 （ ｒｅｖｉｓｅｄ ｗｉｎｄ
ｅｒｏｓｉｏｎ ｅｑｕａｔｉｏｎ，ＲＷＥＱ） ［６］、德克萨斯模型（ ｔａｘａｓ ｅ⁃
ｒｏｓｉｏｎ ａｎａｌｙｓｉｓ ｍｏｄｅｌ，ＴＥＡＭ）、风蚀评价模型（ｗｉｎｄ
ｅｒｏｓｉｏｎ ａｓｓｅｓｓｍｅｎｔ ｍｏｄｅｌ，ＷＥＡＭ） ［７］、风蚀预报系统

（ｗｉｎｄ ｅｒｏｓｉｏｎ ｐｒｅｄｉｃｔｉｏｎ ｓｙｓｔｅｍ，ＷＥＰＳ） ［８］等。 其中，
ＷＥＰＳ 系统较为先进，但该系统建模过程复杂，数据

要求繁杂，且缺乏相关参数的本地化工作，故该模

型在国内应用较少［９］。 相比先进的 ＷＥＰＳ 系统，
ＲＷＥＱ 模型因其参数较易获取、操作更为简单的特

点，在我国不少地区的土壤风蚀和防风固沙功能计

算与评估中得到了广泛应用，如在内蒙古自治区锡

林郭勒盟、青海省浑善达克沙地、黑河流域［１０－１１］ 等

地都开展了相关工作。 该模型也被作为《生态保护

红线划定指南》和《全国生态状况评估技术规范》中
防风固沙功能重要性的评估方法。

对于风蚀量变化的驱动因素，学者大多采用相

关性分析、主成分或聚类分析等传统方法进行研

究［１２］，缺少从地理分异的角度对风蚀量变化的定量

归因和驱动因素的空间差异性研究。 地理探测器

是一种强大的、能直接量化驱动因素及其交互作用

影响的方法，它不必遵循传统统计方法的假设，且
不涉及复杂的参数设置过程［１３］。 近年来，地理探测

器在土地利用［１４］、生态服务功能［１５］ 等地理现象的

空间驱动力分析领域应用广泛。
呼伦贝尔森林－草原生态交错带是我国生态系

统结构保存完整、健康状况良好的林草交错带，是
我国北方地区重要的生态屏障［１６］。 研究区冬春季

寒冷多风，该区的草原是以栗钙土、风沙土为主的

干草原，易形成风蚀［１７］，因此探究该地区土壤风蚀

量的变化及其驱动因素对维护区域生态安全具有

重要意义。 近年来，虽然有学者研究了呼伦贝尔森

林－草原生态交错带土壤风蚀，但主要集中于区域

的生态效益评估［１８－１９］，鲜有对区域风蚀量变化的驱

动力开展相关研究。 笔者利用 ＲＷＥＱ 风蚀修正模

型研究呼伦贝尔森林－草原生态交错带 ２０００、２０１０
和 ２０１８ 年的土壤风蚀量时空分布变化，并识别其驱

动因素，以期为该区域科学防治土壤风蚀、遏制区

域沙化趋势提供科学支撑。

１　 研究区概况

呼伦贝尔森林－草原生态交错带处于大兴安岭

西麓山地向亚洲中部蒙古高原东北部过渡的区域，
东北区域为林区，海拔 ７００～１ ７００ ｍ，由东北向西南

依次为农田、森林草原、草甸草原和干旱草原，海拔

５５０～１ ０００ ｍ。 研究区位于内蒙古自治区呼伦贝尔

市中部，地理位置处于北纬 ４６°１０′ ～ ５３°２６′，东经

１１７°３３′～１２２°５５′ 之间，行政区域涉及呼伦贝尔市

的额尔古纳市、根河市、牙克石市、陈巴尔虎旗、海
拉尔区、鄂温克自治旗和新巴尔虎左旗共 ７ 个旗市

（图 １）。 该地区的经济活动主要包括种植业和畜牧

业，其中种植业以冬小麦、油菜和苜蓿等种植为主；
畜牧业以养羊、牛为主。 研究区处在温带－寒温带

气候区，气候较干燥，多大风，研究区年平均气温在

－２􀆰 ２～２􀆰 ４ ℃之间，年降水量为 ２９０～４５０ ｍｍ［１６］，年
均蒸发量 ５９０～９６０ ｍｍ，年日照时数为 ２ ６００～２ ８００
ｈ，年均风速 １􀆰 ８～２􀆰 ４５ ｍ·ｓ－１。 研究区土地利用类

型以森林、草地和湿地为主，总占比超过 ９０％。 其

中，森林集中分布在研究区的东北部山区；草地主

要分布在西南部；农田集中分布在林草交错带，主
要位于额尔古纳市、呼伦贝尔市、牙克石市区域内；
湿地主要分布在额尔古纳河、海拉尔河、根河、辉河

区域。

２　 数据来源与研究方法

２􀆰 １　 数据来源

研究区采用的遥感数据源为 ２０００ 和 ２０１０ 年的

Ｌａｎｄｓａｔ ５ ＴＭ 卫星影像（空间分辨率 ３０ ｍ）、２０１８ 年

的 Ｌａｎｄｓａｔ ８ ＴＭ 卫星影像 （空间分辨率 ３０ ｍ）
（ｈｔｔｐｓ：∥ｇｌｏｖｉｓ． ｕｓｇｓ． ｇｏｖ ／ ）。 依据《全国 ３０ 米分辨

率土地利用分类系统》并结合研究区实际情况，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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虑到大兴安岭地区在 １９８７ 年发生过特大火灾，２０００
年过火林区的植被还未恢复，因此在土地利用分类

中增加火烧迹地类型，将土地利用类型分为森林、
草地、农田、湿地、城镇用地、沙地和火烧迹地 ７ 类。
采用人工目视解译方法分类，精度达 ９５％以上，土
地利用变化检测总体精度达 ８５％以上。 气象数据

包括月平均风速，数据来源于国家青藏高原科学数

据中心（ｈｔｔｐ：∥ｄａｔａ． ｔｐｄｃ．ａｃ． ｃｎ ／ ｚｈ⁃ｈａｎｓ ／ ｄａｔａ），空间

分辨率为 １ ｋｍ。 雪盖因子采用中国雪深长时间序

列数据集 （ ｈｔｔｐ： ∥ ｄａｔａ． ｔｐｄｃ． ａｃ． ｃｎ ／ ｚｈ⁃ｈａｎｓ ／ ｄａｔａ ／
ｄｆ４０３４６ａ⁃０２０２⁃４ｅｄ２⁃ｂｂ０７⁃ｂ６５ｄｆｃｄａ９３６８ ／ ）； 土 壤 特

性因子数据来自世界土壤数据库（ＨＷＳＤ，ｈｔｔｐ：∥
ｗｅｂａｒｃｈｉｖｅ． ｉｉａｓａ． ａｃ． ａｔ ／ Ｒｅｓｅａｒｃｈ ／ ＬＵＣ ／ Ｅｘｔｅｒｎａｌ⁃Ｗｏｒｌｄ⁃
ｓｏｉｌ⁃ｄａｔａｂａｓｅ），包括土壤粗砂、细砂、黏粒及有机质

含量等理化性质；ＮＤＶＩ 数据采用资源环境科学与

数据中心发布的数据产品（ｈｔｔｐ：∥ｗｗｗ．ｒｅｓｄｃ．ｃｎ ／ ），
空间分辨率为 １ ｋｍ；土壤湿度数据采用干旱植被指

数法计算得到，其中地表温度采用 ＮＡＳＡ 发布的

ＭＯＤ１１Ａ２（ｈｔｔｐｓ：∥ｌａｄｓｗｅｂ．ｍｏｄａｐｓ． ｅｏｓｄｉｓ． ｎａｓａ． ｇｏｖ）
数据；地表糙度因子采用 ＧＤＥＭ ＤＥＭ ３０ ｍ 数字高

程数据（ｈｔｔｐ：∥ｗｗｗ． ｇｓｃｌｏｕｄ． ｃｎ ／ ）计算得到。 将所

有因子统一为 ２５０ ｍ 分辨率的栅格数据，保证栅格

计算过程准确。
２􀆰 ２　 风蚀量计算模型

风蚀量计算采用 ＲＷＥＱ 模型， ＲＷＥＱ 作为美

国农田风蚀模型，其计算参数均来源于美国本

土［２０］。 迟文峰等［２１］在内蒙古高原利用１３７Ｃｓ 示踪技

术检验 ＲＷＥＱ 模型的模拟效果，发现该模型的风蚀

量计算结果拟合性较好（Ｒ２ ＝ ０􀆰 ８３，Ｐ＜０􀆰 ０１）。 《生
态保护红线划定指南》 ［２２］将该模型作为风蚀量和防

风固沙功能的推荐评估方法，ＲＷＥＱ 方法计算公

式为

ＳＬ ＝ ２ × Ｚ
Ｓ２

× Ｑｍａｘ × ｅ －（ Ｚ
Ｓ ）

２ ， （１）

Ｓ ＝ １５０􀆰 ７１ × （ＦＷ × ＦＥ × ＦＳＣ × Ｋ′ × Ｃ） －０􀆰 ３７１ １ ，
（２）

Ｑｍａｘ ＝ １０９􀆰 ８ × ＦＷ × ＦＥ × ＦＳＣ × Ｋ′ × Ｃ 。 （３）
式（１） ～ （３）中， ＳＬ 为实际土壤侵蚀量，ｔ·ｋｍ－２ ·
ａ－１；Ｓ 为区域防风固沙系数；Ｑｍａｘ 为风沙滞留量，
ｋｇ·ｍ－１；Ｚ 为最大风蚀出现距离，ｍ；ＦＷ 为气候因

子，ｋｇ·ｍ－１；ＦＥ 为土壤可蚀性因子；ＦＳＣ为土壤结皮

因子；Ｋ′为地表粗糙度因子；Ｃ 为植被因子。
气候因子（ＦＷ）计算公式为

ＦＷ ＝ ｆＷ × ρ
ｇ

× ＷＳ × ＤＳ ， （４）

ｆＷ ＝ ｕ２ × （ｕ２ － ｕ１） ２ × Ｎｄ ， （５）

ＷＳ ＝
ＴＬＳ，ｉ － ＴＬＳ，ｗｅｔ

ＴＬＳ，ｄｒｙ － ＴＬＳ，ｗｅｔ
， （６）

ρ＝ ３４８×（１􀆰 ０１３－０􀆰 １１８ ３×ＬＥ＋０􀆰 ００４ ８×ＬＥ
２） ／ Ｔ。

（７）
式（４） ～ （７）中，ｆＷ 为风力因子，ｍ３·ｓ－３；ρ 为空气密

度，ｋｇ·ｍ－３；ｇ 为重力加速度，取 ９􀆰 ８ ｍ·ｓ－２；ＷＳ 为

各月土壤湿度因子，表征土壤湿度抑制土壤风蚀效

果的大小，土壤湿度越大，土壤湿度因子越小，越不

易起沙，该因子以往大多采用气象站点数据插值计

算得到，由于气象站点分布不均，插值结果往往有

“牛眼”存在，因此采用干旱植被指数法表征土壤湿

度因子［２３－２４］；ＤＳ 为雪盖因子；ｕ１为起沙风速，参照江

凌［２５］的计算方法，取 ５ ｍ·ｓ－１；ｊ 为 １ 个月内日平均

风速≥ｕ１的天数，ｊ＝ １，２，…，ｍ；ｕ ｊ为第 ｊ 天的日平均

风速，ｍ·ｓ－１；ＴＬＳ，ｉ 为 ｉ 评估区域的地表温度，℃；
ＴＬＳ，ｄｒｙ为评估区域 ＮＤＶＩ 对应的最高地表温度，℃，
即干边；ＴＬＳ，ｗｅｔ为评估区域 ＮＤＶＩ 对应的最低地表温

度，℃，即湿边；ＬＥ 为海拔高度，ｋｍ；Ｔ 为绝对温度，
Ｋ，即 在 各 月 平 均 气 温 数 据 ｔ 的 基 础 上 加 常

数 ２７３􀆰 １５。
土壤可蚀性因子（ＦＥ）和土壤结皮因子（ＦＳＣ）计

算公式为

ＦＥ ＝ （２９􀆰 ０９ ＋ ０􀆰 ３１ｗｓａ ＋ ０􀆰 １７ｗｓｉ ＋ ０􀆰 ３３
ｗｓａ

ｗｃｌ

－

２􀆰 ５９ｗＯＭ － ０􀆰 ９５ｗＣａ） ／ １００， （８）

ＦＳＣ ＝ １
１ ＋ ０􀆰 ００６ ６ｗｃｌ

２ ＋ ０􀆰 ０２１ｗＯＭ
２ 。 （９）

式（８） ～ （９）中，ｗｓａ为土壤粗砂含量，％；ｗｓｉ为土壤粉

砂含量，％；ｗｃｌ为土壤黏粒含量，％；ｗＯＭ为土壤有机

质含量，％；ｗＣａ为碳酸钙含量，％，此次计算未予考

虑，其值取 ０。
植被覆盖因子（Ｃ）计算公式为

Ｃ ＝ ｅ －ＣＳ×ａｉ 。 （１０）
式（１０）中，ＣＳ 为植被覆盖度，％，由 １２ 个月的 ＮＤＶＩ
指数计算得到年均植被覆盖度；ａｉ为不同植被类型

的系数，因不同植被类型的土壤风蚀效果不同，森
林、草地、农田、沙地（包括裸地和沙地）分别取值

０􀆰 １５３ ５、０􀆰 １１５ １、０􀆰 ０４３ ８、０􀆰 ０７１ ３［２５］。
地表糙度因子（Ｋ′）计算公式为

Ｋ′ ＝ ｅ１􀆰 ８６Ｋｒ－０􀆰 １２７Ｃｒｒ－２􀆰 ４１Ｋｒ０􀆰 ９３４ ， （１１）

Ｋｒ ＝ ０􀆰 ２ × △Ｈ２

Ｌ
。 （１２）

式（１１） ～ （１２）中，Ｋｒ 为地形粗糙度长度，ｍ；Ｃｒｒ为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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机糙度，在区域尺度的计算中可以忽略不计；Ｌ 为地

势起伏参数，ｍ；△Ｈ 为距离 Ｌ 范围内的海拔高程

差，ｍ。
２􀆰 ３　 驱动因素选择

土壤风蚀的产生受到土壤、地形等自然本底因

素的制约，同时气温、降水、风速等气候因素以及人

类活动也会对其产生影响［１０］。 根据研究区的实际

情况，从气候因素和人类活动方面选取 ５ 个影响因

子，包括降水变化（Ｘ１）、气温变化（Ｘ２）、植被覆盖

度变化 （ Ｘ３）、 风速变化 （ Ｘ４） 和土地利用类型

（Ｘ５），作为探测研究区土壤风蚀变化量的驱动因

素。 以研究区范围为基础创建渔网，参照各影响因

子空间分辨率将渔网大小设置为 １ ０００ ｍ×１ ０００ ｍ。
采用 ＡｒｃＧＩＳ 软件 Ｓｐａｔｉａｌ Ａｎａｌｙｓｉｓ Ｔｏｏｌ 工具包中的

Ｚｏｎａｌ Ｓｔａｔｉｓｔｉｃ 工具，将各影响因子按照平均值统计

到各个渔网。 因为地理探测器中自变量为类型量，
对于顺序量需要进行离散化［１３］。 在 Ｒ 语言环境下，
采用等间隔法、分位数法、自然断点法和标准差法

比较降水变化、气温变化、植被覆盖度变化、风速变

化 ４ 个因子的离散化效果，采用自然断点法将植被

覆盖度变化、降水变化、气温变化、风速变化分别分

为 ８、６、９、９ 类。 土地利用之间转化类型达 ３８ 类，因
此将土地利用变化因子分为 ３８ 类。 为深入探究呼

伦贝尔森林－草原生态交错带土壤风蚀量时空变化

驱动机制，针对 ２０００—２０１８ 年土壤风蚀量变化的主

要影响因素开展研究。

２􀆰 ４　 地理探测器模型

采用地理探测器模型进行土壤风蚀量侵蚀变

化的驱动力分析。 地理探测器模型主要包括因子

探测器和交互探测器［２６］。 因子探测器用于分析自

变量对因变量的解释程度，解释力的强弱通过比较

ｑ 值的大小反映［１３］，ｑ 取值在 ０ ～ １ 之间，ｑ 值越大，
表示该影响因子对土壤风蚀变化量的影响越大。
交互作用探测器可探索 ２ 个自变量的联合效应是否

会增加、减少对因变量的解释力［２７］。 通过比较因子

单独作用时的 ｑ 值〔ｑ（ｘ１）和 ｑ（ｘ２）〕与交互作用时

的 ｑ 值〔ｑ（ｘ１∩ｘ２）〕，对 ２ 个因子之间的关系进行界

定。 ｑ（ｘ１∩ｘ２）＞ｑ（ｘ１） ＋ｑ（ｘ２）、ｑ（ｘ１∩ｘ２）同时大于

ｑ（ｘ１）和 ｑ（ｘ２）、ｑ（ｘ１∩ｘ２）处于 ｑ（ｘ１）和 ｑ（ｘ２）之间、
ｑ（ｘ１∩ｘ２）同时小于 ｑ（ｘ１）和 ｑ（ ｘ２）、ｑ（ ｘ１∩ｘ２） ＝ ｑ
（ｘ１）＋ｑ（ｘ２）分别表征非线性增强、双因子增强、单
因子非线性减弱、非线性减弱、独立。

３　 结果与分析

３􀆰 １　 呼伦贝尔森林－草原生态交错带土壤风蚀量

及强度的时空分布变化

　 　 从风蚀量的年际变化来看，２０００、２０１０ 和 ２０１８
年研究区土壤风蚀总量分别为 ９􀆰 ７４ × １０７、１􀆰 ３３ ×
１０８、８􀆰 ５１×１０７ ｔ，总体呈现先上升后下降的趋势，
２０００—２０１８ 年土壤风蚀总量减少 １􀆰 ２３×１０７ ｔ，平均

年降速为 ６８􀆰 ３３ 万 ｔ，年均下降率为 ０􀆰 ７０％（图 １）。

该图基于审图号为蒙 Ｓ（２０２０）０２７ 号的标准地图制作。

图 １　 ２０００、２０１０、２０１８ 年研究区土壤风蚀强度的空间分布

Ｆｉｇ􀆰 １　 Ｄｉｓｔｒｉｂｕｔｉｏｎ ｏｆ ｓｏｉｌ ｗｉｎｄ ｅｒｏｓｉｏｎ ｉｎｔｅｎｓｉｔｙ ｉｎ ｔｈｅ ｓｔｕｄｙ ａｒｅａ ｉｎ ２０００， ２０１０ ａｎｄ ２０１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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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评估期内，研究区单位面积风蚀量在 ７􀆰 ０３ ～
１０􀆰 ８８ ｔ·ｈｍ－２之间波动，单位面积风蚀量的年均下

降率为 ０􀆰 ５４％，研究区单位面积风蚀量的下降幅度

低于土壤风蚀总量的下降幅度。
从研究区土壤风蚀量及强度的空间分布来看，

土壤风蚀量整体呈现由东北部林区向西南部草原

区逐渐增加的特征（图 １）。 依据《土壤侵蚀分类分

级标准》将研究区土壤风蚀强度分为 ５ 级（剧烈、极
强烈、强烈、中度、轻度和微度） （表 １）。 结果表明，
２０１８ 年剧烈风蚀区域面积占研究区总面积的

７􀆰 ６１％，该区域年均单位面积风蚀量达 ３７８􀆰 ９１ ｔ·

ｈｍ－２，主要包括新巴尔虎左旗西部、陈巴尔虎旗南部

和鄂温克族自治旗西部区域；土壤极强烈风蚀区域

面积占研究区总面积的 ５􀆰 ８６％，该区域年均单位面

积风蚀量达 １０５􀆰 ９１ ｔ·ｈｍ－２，集中分布在新巴尔虎

左旗中部，零散分布在鄂温克族自治旗；土壤强烈

和中度风蚀区域面积占比相近，分别为 ４􀆰 １３％和

３􀆰 ９７％，分布于新巴尔虎左旗、陈巴尔虎旗和鄂温克

族自治旗交界处；研究区有 １３􀆰 ８６％的土壤属轻度

风蚀区，主要位于林草过渡带；土壤微度风蚀区面

积占研究区总面积的 ６４􀆰 ５７％，主要分布在林区。

表 １　 ２０００—２０１８ 年呼伦贝尔森林－草原生态交错带土壤风蚀变化

Ｔａｂｌｅ １　 Ｃｈａｎｇｅ ｏｆ ｓｏｉｌ ｗｉｎｄ ｅｒｏｓｉｏｎ ｉｎ ｔｈｅ ｓｔｕｄｙ ａｒｅａ ｆｒｏｍ ２０００ ｔｏ ２０１８

土壤风蚀
强度分区

土壤风蚀强度分级
依据 ／ （ ｔ·ｈｍ－２）

２０１８ 年分区
面积占比 ／ ％

土壤风蚀强
度变化分区

风蚀强度变化
分级依据

２０００—２０１８ 年变化区
面积占比 ／ ％

微度　 ≤２ ６４􀆰 ５７ 轻微减轻 降低 １ 个等级 ９􀆰 ０３０
轻度　 ＞２～２５ １３􀆰 ８６ 明显减轻 降低 ２ 个等级或以上 ０􀆰 ０１１
中度　 ＞２５～５０ ３􀆰 ９７ 未变化　 不变 ９０􀆰 ８６０
强烈　 ＞５０～８０ ４􀆰 １３ 轻微恶化 增加 １ 个等级 ０􀆰 ０９４
极强烈 ＞８０～１５０ ５􀆰 ８６ 严重恶化 增加 ２ 个等级或以上 ０􀆰 ００１
剧烈　 ＞１５０ ７􀆰 ６１

　 　 从研究区风蚀量及强度空间变化来看，２０００—
２０１８ 年，研究区有 ９０􀆰 ８６％的区域土壤风蚀强度未

发生变化；有 ９􀆰 ０４％的区域土壤风蚀强度减轻（表
１），主要分布在西南部的新巴尔虎左旗、陈巴尔虎

旗和鄂温克族自治旗，单位面积风蚀量减少了 ２７
ｔ·ｈｍ－２；有 ０􀆰 １０％的区域土壤风蚀强度加重，主要

分布在新巴尔虎器西北角和鄂温克族自治旗正北

角，单位面积风蚀量增加了 ２０ ｔ· ｈｍ－２。 可见，
２０００—２０１８ 年研究区土壤风蚀程度整体较为稳定，
部分地区加重（图 ２），其中西南部地区土壤风蚀程

度减轻，而新巴尔虎器西北角和鄂温克族自治旗正

北角部分地区土壤风蚀强度恶化。
３􀆰 ２　 土壤风蚀量变化的驱动力分析

依据地理探测器分析得出，单个影响因子变化

量对土壤风蚀量变化量的解释力排序为土地利用

变化＞降水变化＞风速变化＞植被覆盖度变化＞气温

变化。 整体来看，各因子变化量对土壤侵蚀量的解

释力 ｑ 值均很小，最大值亦不超过 ０􀆰 １，表明单一因

子变化量对土壤风蚀量变化驱动作用有限。 与风

速变化和气温变化因子相比，降水变化对土壤风蚀

量变化的影响力较高，说明降水量增加对区域风蚀

量减少发挥着重要作用［１１］。 进一步探究各因子变

化量的交互作用，发现任意 ２ 种因子交互作用的解

释力高于单个因子（表 ２），且降水变化与其他因子

变化均呈双因子非线性增强作用。

该图基于审图号为蒙 Ｓ（２０２０）０２７ 号的标准地图制作。

图 ２　 ２０００—２０１８ 年研究区土壤风蚀量变化分布

Ｆｉｇ􀆰 ２　 Ｄｉｓｔｒｉｂｕｔｉｏｎ ｏｆ ｓｏｉｌ ｗｉｎｄ ｅｒｏｓｉｏｎ ｃｈａｎｇｅ ｉｎ
ｔｈｅ ｓｔｕｄｙ ａｒｅａ ｆｒｏｍ ２０００ ｔｏ ２０１８

其中，降水变化和土地利用变化的协同作用对

土壤风蚀量变化的解释力最大，解释力 ｑ 值达

０􀆰 ２２。 同时，植被覆盖度变化与其他因子变化也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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呈双因子非线性增强作用，且植被覆盖度变化协同

降水变化解释力最强，ｑ 值为 ０􀆰 １４；植被覆盖度变化

协同土地利用变化次之，ｑ 值为 ０􀆰 １３。

表 ２　 各驱动因子对土壤风蚀量变化量的解释力（ｑ 值）
Ｔａｂｌｅ ２　 Ｉｎｄｉｖｉｄｕａｌ ａｎｄ ｃｏｍｂｉｎｅｄ ｅｆｆｅｃｔｓ （ｑ ｖａｌｕｅｓ） ｏｆ ｔｈｅ ｄｒｉｖｉｎｇ ｆａｃｔｏｒｓ ｏｎ ｗｉｎｄ ｅｒｏｓｉｏｎ ｃｈａｎｇｅ

驱动因子 降水变化 气温变化 土地利用变化 植被覆盖度变化 风速变化

降水变化 ０􀆰 ０９５ ５　
气温变化 ０􀆰 １４７ ９↑↑ ０􀆰 ０１６ ０　
土地利用变化 ０􀆰 ２１６ ２↑↑ ０􀆰 １０５ ５↑ ０􀆰 ０９９ ７　
植被覆盖度变化 ０􀆰 １４１ ６↑↑ ０􀆰 ０４６ ２↑↑ ０􀆰 １２８ １↑↑ ０􀆰 ０２６ ４　
风速变化 ０􀆰 ２０７ ９↑↑ ０􀆰 ０６７ ２↑↑ ０􀆰 １４６ ８↑ ０􀆰 １０６ ８↑↑ ０􀆰 ０５１ ０

↑↑表示双因子非线性增强，↑表示双因子增强。

３􀆰 ３　 土壤风蚀量变化的人为影响因素分析

利用研究区 ２０００—２０１８ 年土地利用现状图和

土地利用转换图（图 ３～４），定量分析土地利用变化

对风蚀量的影响。 ２０００—２０１８ 年大兴安岭林草交

错带各土地利用类型发生了复杂的相互转换，农田

转出面积变大，草地面积增加，湿地面积萎缩，退耕

还草和城市化是农田的主要转出方向。 ２０００—２０１０
年，退耕还草是农田面积减少、草地面积增加的主

要转换方式，退耕还草面积达到 ２０１􀆰 ７１ ｋｍ２，以鄂

温克族自治旗林草交错带内的农田转换为主。 ２０１０
年以后，城镇用地增加成为农田主要的转出方向，
期间城镇用地增加占用农田 ４０􀆰 ３５ ｋｍ２，城镇用地

占用农田扩张趋势明显。 ２０００—２０１８ 年间，湿地面

积净减少 １１７􀆰 ６６ ｋｍ２，尤其是 ２０００—２０１０ 年，湿地

大面积退化为草地，多发生在新巴尔虎旗境内的呼

伦湖、海拉尔流域（表 ３）。 ２０００—２０１８ 年，土地利

用类型转换分别造成了 ２４􀆰 ３２ ｔ 风蚀量的增加和

１２􀆰 ３１×１０６ ｔ 风蚀量的减少。

该图基于审图号为蒙 Ｓ（２０２０）０２７ 号的标准地图制作。

图 ３　 ２０００、２０１０、２０１８ 年研究区土地利用分布图

Ｆｉｇ􀆰 ３　 Ｄｉｓｔｒｉｂｕｔｉｏｎ ｏｆ ｌａｎｄ ｕｓｅ ｉｎ ｔｈｅ ｓｔｕｄｙ ａｒｅａ ｉｎ ２０００， ２０１０ ａｎｄ ２０１８

　 　 地理探测器研究表明，土地利用变化协同植被

覆盖度变化将增大对土壤风蚀量变化的影响，因此

将土地利用变化与植被覆盖度变化协同分析土壤

风蚀量变化的人为影响因素。 将植被覆盖度按照

马志勇等［２８］ 提出的植被覆盖度分级标准，按 ０ ～
０􀆰 ４５、＞０􀆰 ４５～０􀆰 ７５ 和＞０􀆰 ７５ ～ １􀆰 ００ 分别将研究区植

被覆盖度分为低、中、高 ３ 类，研究不同土地利用类

型、不同植被盖度之间的转化对土壤风蚀量的影响

（植被覆盖度分类中湿地为沼泽湿地，不包含河流

和湖泊）。
表 ４ 列出了居前 １６ 位的不同植被覆盖度的土

地利用类型下土壤风蚀量变化，研究区因为草地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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盖度增加减少了 ８􀆰 ５３×１０６ ｔ 的土壤风蚀量，主要分

布在陈巴尔虎旗、新巴尔虎左旗和鄂温克族自治旗

大部分地区；因草地覆盖度降低增加了 ２４􀆰 ３２ ｔ 土壤

风蚀量，主要分布在鄂温克族自治旗西部巴彦乌拉

苏木地区。 沙地转化为草地、湿地、森林后土壤风

蚀量减少了 ２􀆰 ３８×１０６ ｔ，主要分布在新巴尔虎旗东

部、陈巴尔虎旗中部、鄂温克族自治旗中西部这 ３ 条

沙带区［２９］；湿地覆盖度提高后，土壤风蚀量减少了

７􀆰 ３４×１０５ ｔ，主要分布在额尔古纳河、海拉尔河等沼

泽湿地区域。

该图基于审图号为蒙 Ｓ（２０２０）０２７ 号的标准地图制作。

图 ４　 ２０００—２０１８ 年土地利用转换图

Ｆｉｇ􀆰 ４　 Ｄｉｓｔｒｉｂｕｔｉｏｎ ｏｆ ｌａｎｄ ｕｓｅ ｃｏｖｅｒｓｉｏｎ ｉｎ ｔｈｅ ｓｔｕｄｙ ａｒｅａ ｆｒｏｍ ２０００ ｔｏ ２０１８

表 ３　 研究区 ２０００—２０１８ 年土地利用转移面积表

Ｔａｂｌｅ ３　 Ａｎａｌｙｓｉｓ ｏｆ ｔｈｅ ｔｏｔａｌ ａｒｅａ ｃｏｎｖｅｒｓｉｏｎ ａｍｏｎｇ ｌａｎｄ ｕｓｅ ｔｙｐｅｓ ｆｒｏｍ ２０００ ｔｏ ２０１８ ｋｍ２

土地利
用类型

森林 草地 湿地 农田 城镇用地 沙地 火烧迹地 转出 面积净变化量

森林 ６２ ８３５􀆰 ５８ １８８􀆰 ６２ １８􀆰 ８９ ０ ２４􀆰 ８０ ０􀆰 ４６ ２０􀆰 ５７ ２５３􀆰 ３４ －１７７􀆰 ０２
草地 ２􀆰 ８０ ４１ ８８５􀆰 ７５ ０ ５􀆰 ９８ １２６􀆰 ０５ ６０􀆰 ８６ ０􀆰 ００３ １９５􀆰 ６９ ３７１􀆰 ７４
湿地 ５􀆰 ５９ １０８􀆰 ５８ １７ ７２４􀆰 ５４ １５􀆰 ２１ １６􀆰 ６８ １９􀆰 ２６ ０ １６５􀆰 ３２ －１１７􀆰 ６５
农田 ２􀆰 ６４ ２０１􀆰 ３８ ９􀆰 ９５ ６ ６７７􀆰 ３７ ６４􀆰 ４４ ０ ０ ２７８􀆰 ４１ －２５６􀆰 ７３
城镇用地 ０ ０ ０ ０ １ ３５４􀆰 ２４ ０􀆰 ２５ ０ ０􀆰 ２５ ２３９􀆰 ７７
沙地 １􀆰 ７２ ６２􀆰 ８０ １８􀆰 １５ ０􀆰 ４９ ８􀆰 ０４ ２ ６６８􀆰 ８３ ０ ９１􀆰 ２０ １３􀆰 １２
火烧迹地 ６３􀆰 ５７ ６􀆰 ０５ ０􀆰 ６８ ０􀆰 ００３ ０􀆰 ０１ ２３􀆰 ４９ ０􀆰 １７ ９３􀆰 ８１ －７３􀆰 ２３

转入 ７６􀆰 ３２ ５６７􀆰 ４３ ４７􀆰 ６７ ２１􀆰 ６８ ２４０􀆰 ０２ １０４􀆰 ３２ ２０􀆰 ５７
行表示 ２０００ 年的土地利用类型，列表示 ２０１８ 年的土地利用类型。

　 　 草地覆盖度增加、沙化土地封育（沙地质量改

善、沙地转草地、沙地转湿地、沙地转森林）、生态退

耕（农田转草地、林地和湿地）、天然林保护（森林覆

盖度增加）对风蚀量减少的贡献率分别为 ６９􀆰 ３２％、
１９􀆰 ３７％、０􀆰 ０６％和 １􀆰 ８１％，占土壤风蚀减少总量的

９０􀆰 ５６％。 其中，草地覆盖度增加导致的风蚀量降低

最为明显，其次是沙化土地封育，虽然草地覆盖度

增加、沙化土地封育与研究区降水增加有一定关

系，但是这两者与研究区的围封禁牧、沙化土地封

育政策关系更加密切，这些保护政策增加了草地生

物量、盖度及高度，减少了草地的风蚀作用，提高了

草地的保水能力［３０］。 因此，今后应继续采取围封禁

牧、休牧、轮牧、改良牧草场等措施，增加其覆盖度，
可以有效减少该区域的风蚀量。

４　 结论

（１）研究区土壤风蚀量整体呈现东北部林区向

西南部草原区递增的空间分布特征。 ２０００—２０１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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年土壤风蚀量波动下降，土壤风蚀总量共减少

１􀆰 ２３×１０７ ｔ，年均下降率为 ０􀆰 ７０％；从风蚀强度变化

来看，２０００—２０１８ 年研究区有 ９０􀆰 ８６％的区域土壤

风蚀强度未发生变化；有 ９􀆰 ０４％的区域土壤风蚀强

度减轻；有 ０􀆰 １０％的区域土壤风蚀强度恶化。

表 ４　 研究区不同植被覆盖度的土地利用类型下土壤风蚀

量变化

Ｔａｂｌｅ ４　 Ｔｈｅ ａｍｏｕｎｔ ａｎｄ ｒａｔｅ ｏｆ ｔｈｅ ｃｈａｎｇｅｓ ｏｆ ｗｉｎｄ ｅｒｏ⁃

ｓｉｏｎ ｉｎ ｄｉｆｆｅｒｅｎｔ ｌａｎｄ ｕｓｅ ｔｙｐｅｓ ｗｉｔｈ ｄｉｆｆｅｒｅｎｔ ｖｅｇｅｔａｔｉｏｎ

ｃｏｖｅｒｓ

２０００—２０１８ 年土地利用类型转化
土壤风蚀量
减少量 ／ １０３ ｔ

占比１） ／
％

中覆盖度草地－高覆盖度草地 ８ ５２７􀆰 ４２ ６９􀆰 ３１
低覆盖度草地－中覆盖度草地 １􀆰 ８２ ０􀆰 ０１
中覆盖度湿地－高覆盖度草地 １３􀆰 ８４ ０􀆰 １１
中覆盖度湿地－高覆盖度湿地 ７３４􀆰 ３２ ５􀆰 ９７
低覆盖度湿地－中覆盖度湿地 １０１􀆰 ８６ ０􀆰 ８３
低覆盖度湿地－中覆盖度草地 ５􀆰 ７６ ０􀆰 ０５
中覆盖度森林－高覆盖度森林 ２１８􀆰 ９７ １􀆰 ７８
低覆盖度森林－高覆盖度森林 ３􀆰 ８７ ０􀆰 ０３
农田－高覆盖度草地 ７􀆰 ５６ ０􀆰 ０６
农田－农田 ８５􀆰 ７２ ０􀆰 ７０
沙地－沙地 ２ ３１９􀆰 ２４ １８􀆰 ８５
沙地－中覆盖度草地 ３２􀆰 ８７ ０􀆰 ２７
沙地－低覆盖度草地 １９􀆰 ３１ ０􀆰 １６
沙地－高覆盖度湿地 ４􀆰 ９７ ０􀆰 ０４
沙地－中覆盖度湿地 ４􀆰 ３２ ０􀆰 ０４
沙地－高覆盖度森林 １􀆰 ８８ ０􀆰 ０２

１）占土壤风蚀量减少总量的比例。

（２）２０００—２０１８ 年间，研究区土壤风蚀量变化

的主要驱动因子解释力表现为土地利用变化＞降水

变化＞风速变化＞植被覆盖度变化＞气温变化，整体

来看，各因子变化量解释力 ｑ 值均很小，表明单一因

子变化量对土壤风蚀量变化的驱动作用有限。 对

各因子变化量的交互作用分析发现，降水量变化与

其他因子变化均呈双因子非线性增强作用，其中，
降水变化协同土地利用变化与降水变化协同植被

覆盖度变化可显著增强对土壤风蚀量变化的驱动

作用。
（３）研究区草地覆盖度增加、沙化土地封育、生

态退耕、天然林保护等转换方式对土壤风蚀量降低

的贡献率为 ９０􀆰 ５６％，说明该区域实施的沙化土地

封育、天然林保护、退耕还草、退耕还林等一系列生

态保护措施，对该地区的生态环境改善具有重要的

推动作用。 今后还需进一步采取禁牧、休牧、轮牧

等措施，恢复和提升草地覆盖度，从而更有效地减

少区域风蚀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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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 基于生物多样性对人类福祉贡献的指标体系，在钱江源地区开展生物多样性与人类福祉关系定量评估。
结合统计、遥感、地面调查等多源数据，基于生物多样性对人类福祉贡献的视角，从物质贡献、生态调节贡献、文化

精神贡献 ３ 个方面，分别对一级、二级和三级指标进行评估，分析生物多样性对人类福祉贡献的空间分布差异和

动态变化。 结果表明，研究区人类福祉指数空间异质性较强，主要是由于自然资源差异所致；人类福祉指数整体

以开化县、玉山县水平较高，开化县主要体现在生态调节贡献较高，玉山县主要体现在物质供给和精神文化贡献

较高。 物质、调节、精神文化 ３ 个方面的时空分布差异较大，物质贡献整体呈逐渐增加趋势，其中玉山县是物质供

给水平最高且增长速度最快的县域；生态调节贡献整体呈先增加后降低趋势，其中以开化县、婺源县、休宁县贡献

水平较高，这 ３ 个地区自然资源优势突出，森林生态系统面积较大；精神文化贡献指数受人文主观因素影响较大，
其中玉山县游憩指数表现突出。 近 ２０ ａ 人类福祉整体呈先增加后降低的趋势，其中玉山县一直呈增长趋势，且增

长速度最快，主要体现在物种供给水平增长，物种供给增长是该评价指标体系中对人类福祉增长贡献效果最显著

的指标。
关键词： 生物多样性； 人类福祉； 物质贡献； 生态调节贡献； 精神文化贡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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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生物多样性是自然生态系统生产、提供生态产

品和服务的基础与源泉，对人类福祉至关重要［１］。
随着人类活动的增长，生态系统承受的压力增加，
濒危物种不断丧失，生物多样性受到严重的威

胁［２］。 千年生态系统评估报告表明，生物多样性仍

会继续丧失，严重威胁到人类的健康与生存，并影

响全球社会环境可持续发展［３］。 ２０１９ 年第六次全

球环境展望表明，全球仍在发生严重的物种灭绝现

象，地球生态系统和人类的可持续发展面临严重威

胁［４］。 ２０１８ 年，生物多样性和生态系统服务政府间

科学政策平台（ ＩＰＢＥＳ）评估报告表明，生物多样性

不仅能满足居民的文化和精神需求，同时关系着粮

食安全和生活质量，对人类健康和福祉至关重

要［５］。 尽管世界各地区在保护生物多样性方面做

出了多方面的努力，但很多区域性的多样性监测指

标显示，全球生物多样性仍然呈现出下降趋势［６］。
第六次全球环境展望表明，全球仍在发生严重的物

种灭绝现象。 在生物多样性丧失加速的大背景下，
如何通过生物多样性来定量预测生态系统多功能

性， 从而定量预测生物多样性丧失对生态系统多个

功能造成的影响， 是当前亟需解决的问题［７］。 为推

动生物多样性保护，加强人们对生物多样性重要性

的认识，越来越多的学者开始研究生物多样性对人

类福祉的影响［８－１０］。 ２０１０ 年“爱知目标”将增进生

物多样性和生态系统服务给人类带来的惠益作为

重要战略目标，通过对生态系统进行有效管理，可
以确保其长期提供各种服务以及有助于人类健康、
生计的福祉。 ２０２１ 年在昆明举办的联合国《生物多

样性公约》 第十五次缔约方大会通过了 《昆明宣

言》，承诺确保制定、通过和实施一个有效的“２０２０
年后全球生物多样性框架” ［１１］。 在当前全球经济与

生物多样性保护并行发展的背景下，定量评估生物

多样性对人类福祉贡献的空间分布可为行政管理

提供重要决策依据。
人类福祉概念发展初期，评估指标主要为经济

社会指标［１２］。 随着越来越多不同学科背景的研究

者参与到人类福祉研究中来，人类发展指数（ｈｕｍａｎ
ｄｅｖｅｌｏｐｍｅｎｔ ｉｎｄｅｘ， ＨＤＩ）、 快乐星球指数 （ ｈａｐｐｙ

ｐｌａｎｅｔ ｉｎｄｅｘ， ＨＰＩ）、环境绩效指数 （ ｅｎｖｉｒｏｎｍｅｎｔａｌ
ｐｅｒｆｏｒｍａｎｃｅ ｉｎｄｅｘ， ＥＰＩ）等评估指标被逐渐提出并

应用于该领域［１３－１４］。 ＤＥ ＧＲＯＯＴ 等［１５］ 将调节气

候、防洪、水供给、作物授粉和旅游等服务作为定量

化评估指标。 ＭＡＣＥ 等［１６］ 构建的指标体系中包括

野生物种多样性、土壤微生物多样性等指标。 英国

生态系统评估（ Ｔｈｅ ＵＫ Ｎａｔｉｏｎａｌ Ｅｃｏｓｙｓｔｅｍ Ａｓｓｅｓｓ⁃
ｍｅｎｔ，ＵＫＮＥＡ）在文化服务评估中基于可量化性选

取了有林地、遗迹、城市绿地、运动和休闲区以及公

园等 １４ 个指标［１７］。 近年来 ＧＩＳ 和 ＲＳ 技术的高速

发展促使生物多样性研究不断变革和进步。 遥感

技术的发展使得生态学家可以直接利用高分辨率

的影像数据来研究生物多样性的某些特定方

面［１８－１９］，研究方法更加灵活。 ２０２１ 年刘玉平等［２０］

基于 ＩＰＢＥＳ 概念框架自然对人类的贡献 （ ｎａｔｕｒｅｓ
ｃｏｎｔｒｉｂｕｔｉｏｎｓ ｔｏ ｐｅｏｐｌｅ，ＮＣＰ），考虑国家、省域、县域

多个尺度，提出了生物多样性对人类福祉贡献的评

估指标体系，在该评估框架下可根据当地的实际情

况选取适用指标，其数据的可获取性和可操作性较

强。 因此，笔者基于该指标体系，在我国东部钱江

源地区开展评估应用。

１　 研究区域

钱江源国家公园体制试点区位于开化县西部，
是我国第一批国家公园体制试点之一，拥有大片原

始森林，是中国特有的世界珍稀濒危物种、国家一

级重 点 保 护 野 生 动 物 白 颈 长 尾 雉 （ Ｓｙｒｍａｔｉｃｕｓ
ｅｌｌｉｏｔｉ）、黑麂（Ｍｕｎｔｉａｃｕｓ ｃｒｉｎｉｆｒｏｎｓ）等的主要栖息地，
有高等植物 ２ ２４４ 种、鸟类 ２６４ 种、兽类 ４４ 种、两栖

类 ２６ 种、爬行类 ３８ 种、昆虫 ２ ０１３ 种、鱼类 ４２ 种。
研究以县域尺度为评估基本单元，以开化县及其周

边县域为研究区，包括浙江省的常山县、开化县、淳
安县，安徽省的休宁县、歙县，江西省的德兴市、玉
山县、婺源县，共计 ８ 个县。 研究区属亚热带季风气

候区，受海洋气流影响，年降水量一般为 ８００～１ ０００
ｍｍ，属于湿润区。 地形以山地丘陵为主，植被生长

茂盛，以常绿阔叶林为主，冬季温度多在 ０ ℃以上，
生物多样性资源丰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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２　 指标体系、数据来源与研究方法

２􀆰 １　 指标体系

研究指标体系个别三级指标根据当地实际情

况进行调整，调整后指标体系及数据来源见表 １，从
物质贡献、生态调节贡献和精神文化贡献 ３ 个方面

进行评估。
２􀆰 ２　 数据来源

研究数据主要包括卫星遥感数据、区划数据、
调查数据、统计年鉴及网站资料等。 卫星遥感数据

主要包括土地利用、植被覆盖度、净初级生产力、蒸

散发数据；区划数据主要有行政区划、禁止开发区

等数据。 调查数据主要为物种数据，由生态环境部

南京环境科学研究所提供。 统计年鉴主要为《衢州

统计年鉴》《上饶统计年鉴》《黄山统计年鉴》《中国

县域统计年鉴》《中国农村统计年鉴》等。
个别年份的统计数据存在缺失，取其前一年和

后一年的平均值填充。 对于异常值，采用 ＳＰＳＳ 软

件分析得出异常值，经过标准化处理后得到的数值

通常在－１ ～ １ 之间，若标准化处理后的绝对值大于

２，则将其视为异常值，对于异常值取前一年和后一

年的平均值。

表 １　 钱江源地区人类福祉指标体系及权重

Ｔａｂｌｅ １　 Ｉｎｄｅｘ ｓｙｓｔｅｍ ａｎｄ ｗｅｉｇｈｔｓ ｏｆ ｈｕｍａｎ ｗｅｌｌ⁃ｂｅｉｎｇ ｉｎ ｔｈｅ Ｑｉａｎｊｉａｎｇｙｕａｎ ｒｅｇｉｏｎ

一级指标
一级指
标权重

二级指标
二级指
标权重

三级指标
三级指
标权重

评价指标 数据来源

物质贡献 ０􀆰 ２ 农产品供给 ０􀆰 ３６ 主要经济作物 ０􀆰 ４４ 油料产量 《中国县域统计年鉴》
农业产值 ／ 粮食
产量

０􀆰 ５６ 粮食产量 《衢州统计年鉴》 《上饶统计年
鉴》《黄山市统计年鉴》

畜牧和渔业产
品供给

０􀆰 ３０ 畜牧业产值 ／ 肉
蛋奶产量

０􀆰 ５０ 肉类总产量 《中国县域统计年鉴》

渔业产值 ／ 水产
类产量

０􀆰 ５０ 水产品产量 《衢州统计年鉴》 《上饶统计年
鉴》《黄山市统计年鉴》

林产品供给 ０􀆰 ３４ 林业产值 ／ 经济
林面积

１􀆰 ００ 林业产值 《衢州统计年鉴》 《上饶统计年
鉴》《黄山市统计年鉴》

生态调节贡献 ０􀆰 ６ 物 种 与 基 因
安全

０􀆰 ２２ 物种丰富度 ０􀆰 ７ 区域内各类物种数 调查数据

古树名木数量 ０􀆰 ３０ 区域内古树名木数量 网络、文献

重要生态系统 ０􀆰 ２３ 天 然 林 面 积
比例

０􀆰 ３０ 区域内森林生态系统
面积比例

中科院地理所土地利用（ｔｉｆｆ 格
式，分辨率 ３０ ｍ）

水面指数 ０􀆰 ２０ 区域内水面面积比例 水体指数反演（ ｔｉｆｆ 格式，分辨
率 ３０ ｍ）

保护地面积 ０􀆰 ５０ 国家级自然保护区面
积比例

区划数据（ｓｈｐ 格式）

生态调节功能 ０􀆰 ２８ 叶面积指数
（ＬＡＩ）

０􀆰 ３５ ＬＡＩ ＧＬＡＳＳ－ＬＡＩ 数据（ ｔｉｆｆ 格式，分
辨率 ５００ ｍ）

固碳量 ０􀆰 ３５ 区域内植被净初级生
产力（ＮＰＰ）

ＧＬＡＳＳ－ ＮＰＰ 数据 （ ｔｉｆｆ 格式，
分辨率 ５００ ｍ）

水源涵养 ０􀆰 ３０ 水源涵养量（蒸散发） ＧＬＡＳＳ－ＥＴ（ ｔｉｆｆ 格式，分辨率
５００ ｍ）、全国生态状况调查评
估生态系统类型（ ｔｉｆｆ 格式，分
辨率 ３０ ｍ）、气象站点观测数
据集

区域生态系统
质量

０􀆰 ２７ 自然度 ０􀆰 ５１ 区域内自然用地面积
比例

中科院地理所土地利用数据
（ｔｉｆｆ 格式，分辨率 ３０ ｍ）

连通度 ０􀆰 ４９ 重要自然生态空间森
林的连通程度

中科院地理所土地利用数据
（ｔｉｆｆ 格式，分辨率 ３０ ｍ）

精神文化贡献 ０􀆰 ２ 自然遗产 １􀆰 ００ 文化遗产 ０􀆰 ２０ 非物质文化遗产数量 资料收集

游憩 ０􀆰 ８０ 国家级和省级风景名
胜区、地质公园、森林
公园、湿地公园、世界
自然遗产、国际重要
湿地等数量

文化和旅游部公布名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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２􀆰 ３　 评价指标

指标体系的各类指标量级和单位均不一致，无
法直接进行对比分析和运算，需对其进行归一化处

理，以保障数据的可比性。 采用极差标准化法对 １７
个评价指标进行归一化处理， 把指标的绝对值转化

为相对值，对于个别区域的极高值，通过设置归一

化参数，使得到的归一化值介于 ０ ～ １ 范围内，计算

公式为

Ｚ ｉｊ ＝
Ｘ ｉｊ － ｍｉｎ Ｘ ｊ

ｍａｘ Ｘ ｊ － ｍｉｎ Ｘ ｊ
。 （１）

式（１）中， Ｚ ｉｊ为标准化后的值；Ｘ ｉｊ为第 ｉ 个样本第 ｊ
项指标的数值；ｍｉｎ Ｘ ｊ为第 ｊ 项指标的最小值；ｍａｘ
Ｘ ｊ为第 ｊ 项指标的最大值。

基于归一化后的三级指标，计算人类福祉综合

评估指数（ ＩＣ），分别从物质贡献、生态调节贡献和精

神文化贡献 ３ 个方面开展评价和分析。

ＩＣ ＝∑ {∑ [∑（ ＩＣ，３ｉ × Ｗ３ｉ） × Ｗ２ｚ ] × Ｗ } 。

（２）
式（２）中， ＩＣ，３ｉ 为三级评估指标； Ｗ３ｉ 为各三级指标

对应权重；Ｗ２ｚ 为各二级指标对应权重；Ｗ 为各一级

指标对应权重。
２􀆰 ３􀆰 １　 物质贡献

根据统计年鉴获取油料产量、粮食产量、肉类

总产量、水产品产量和林业产值等指标数据，评价

各区域的物质贡献。 区域内物质贡献与土地利用

结构、国土面积等有关，计算公式为

Ａｉｊ ＝
ＡＳ，ｉｊ

Ｓ ｊ
。 （３）

式（３）中，Ａｉｊ为第 ｊ 区域第 ｉ 类农产品的单位国土面

积产量，万 ｔ·ｋｍ－２；ＡＳ，ｉｊ为第 ｊ 区域第 ｉ 类农产品的

产量总和，万 ｔ；Ｓ ｊ为第 ｊ 区域面积，ｋｍ２。
归一化公式为

Ｎｉｊ ＝
Ｘ ｉｊ

ｍａｘ Ｘ ｉｊ
。 （４）

式（４）中， Ｎｉｊ为标准化后的值； Ｘ ｉｊ为第 ｉ 个样本的

第 ｊ 项指标值；ｍａｘ Ｘ ｉｊ为第 ｉ 个样本第 ｊ 项指标的最

大值。
由于肉类总产量缺失 ２０１８ 和 ２０２０ 年的数据，

以 ２０１６ 年的产量值填充 ２０１８ 年的数据，以 ２０１５ 和

２０１６ 年两期数据均值填充 ２０２０ 年数据。 不过，此
填充数据主要用于人类福祉总体评估，不能单独用

于分析该指标的变化趋势。
２􀆰 ３􀆰 ２　 生态调节贡献

生物多样性与人类的生活和福利密切相关， 它

不仅给人类提供丰富的食物、药物资源，而且在保

持水土、调节气候、维持自然平衡等方面起着不可

替代的作用［２１］。 生态系统可以调节环境使其更加

宜居，使人类从中获取惠益，主要包括维护空气质

量、调节气候、调节水资源、控制侵蚀、净化水质

等［２２］。 该研究选取物种与基因安全、生态调节功

能、生态支持功能、区域生态系统质量 ４ 个二级指标

阐述生态调节贡献。
２􀆰 ３􀆰 ２􀆰 １　 物种与基因安全

选取物种丰富度、古树名木数量表征生态系统

的生物多样性水平。
（１）物种丰富度为调查数据，由生态环境部南

京环境科学研究所提供，包括两栖动物、哺乳动物、
鸟类、爬行动物、植物和鱼类丰富度等。 由于不同

类型物种的调查数据域值差异较大，因此首先对各

类数据进行归一化，再对归一化数据计算平均值。
对其最小值进行人工设定，具体参数见表 ２。

表 ２　 物种归一化参数

Ｔａｂｌｅ ２　 Ｎｏｒｍａｌｉｚａｔｉｏｎ ｐａｒａｍｅｔｅｒｓ ｏｆ ｓｐｅｃｉｅｓ

指标 两栖动物丰富度 哺乳动物丰富度 鸟类丰富度 爬行动物丰富度 植物丰富度 鱼类丰富度

最小值 ５ ５ １６ １０ ６００ ４０
最大值 ２２ ６０ ２１４ ４０ １ ４６９ １０１

　 　 （２）古树名木包括一级、二级和三级古树。 由

于部分县域的分级数量无法获取，因此试点区域以

古树名木总量计算。 根据获取到的试点区古树名

木数量实际情况，参数取值为最小值 １００、最大值

３ ４００。
２􀆰 ３􀆰 ２􀆰 ２　 重要生态系统

研究选取的重要生态系统主要包括森林、湿地

及重要自然保护区。 森林、湿地等重要生态系统对

局地的生态环境具有重要作用，例如气温、降水、空
气质量、水源涵养、土壤保持等功能。 自然保护区

属于区划概念，该研究通过保护区面积比例评估区

域对重要生态系统的保护力度。
（１）森林面积比例。 森林生态系统具有调节气

候、涵养水源、保持水土、防风固沙等功能，同时为

物种提供栖息地，其空间分布和面积是生物多样性

的重要特征［２３－２５］。 ＣＨＥＮ 等［２６］ 发现， 近 ３０ ａ 来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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球的植被叶面积在增加， 中国植被仅占全球植被面

积的 ６􀆰 ６％，却为全球植被叶面积净增长贡献了

２５％， 且 ４２％的中国植被叶面积增长来自森林。 因

此以森林生态系统面积比例表征森林生态系统的

生态调节贡献。
（２）水面指数。 湿地等生境面积与水质净化和

水流量调节、生境结构和美学、物种丰富度和授粉

等生态系统功能之间呈正相关关系［２７］。 利用遥感

监测的稳定水体面积比例（Ｗ）表征淡水的支持功

能，并将数据归一化处理为水面指数（ ＩＷ）。
ＩＷ ＝ Ｗ × １００。 （５）
淳安县千岛湖面积较大，与其他县域相比，该

县的淡水支持功能具有较高优势，因此计算过程中

将淳安县水域面积单独进行归一化，既保证数据的

可比性，又能保留其突出优势。 淳安县水面指数计

算公式为

ＩＷ，淳安，ｉ ＝
Ｗ淳安，ｉ

ｍａｘ Ｗ淳安

。 （６）

式（６）中，Ｗ淳安，ｉ为第 ｉ 年淳安县水面面积比例；ｍａｘ
Ｗ淳安为淳安县水面面积比例最大值。

（３）保护地面积比例。 国家级自然保护地主要

包括古田山国家级自然保护区、江西婺源森林鸟类

国家级自然保护区、清凉峰国家级自然保护区、千
岛湖湿地公园、饶河源国家级湿地公园、三清山信

江源国家湿地公园等，钱江源国家公园体制试点区

主要分布在开化县境内，对维持地区的生物多样性

发挥重要作用。 生物多样性保护优先区在研究区

的县域均有涉及，难以体现差别化，因此该研究没

有考虑。
２􀆰 ３􀆰 ２􀆰 ３　 生态调节贡献

生态系统调节服务是在生态系统受到外来干

扰之后，能通过自身的调节维持其相对稳定。 生态

系统的自我调节能力有限，一般来说，结构和功能

比较复杂的生态系统抵抗外界干扰的能力较强。
该研究利用叶面积指数（ＬＡＩ，ＩＬＡ）、固碳量、水源涵

养 ３ 个指标表征生态调节功能。 叶面积指数、固碳

量等数据易于长时间序列遥感监测，受卫星传感

器、时相、分辨率、气候等多种因素影响，年际之间

有一定的波动。 生态环境退化或者生态系统结构

破坏等原因会对生物多样性造成压力［２８］，生物多样

性丧失会降低生态系统的功能和服务，如生产力下

降、养分循环失衡、传粉能力下降等［２９－３１］。 人类社

会的幸福感依赖于生态系统提供的产品和服务， 而

这些则直接来自于生态系统功能［３２］。
（１）叶面积指数。 植被作为表征生态环境变化

的指示器，在物质与能力循环中起着重要作用，是
影响生态调节功能的主要因素［３３－３４］。 植被作为一

种重要的自然资源，具有明显的防风固沙、水源涵

养等功能［３５］。 叶面积指数定义为地表植被柱体内

叶总表面积的一半与柱体底面积的比值［３６］，是描述

植被冠层几何结构的最基本的参数，可通过遥感手

段获得准确的叶面积指数值［７］。

ＩＬＡ ＝
ＩＬＡ，Ｓ

Ｓ
。 （７）

式（７）中，ＩＬＡ，Ｓ为区域内叶面积指数总和； Ｓ 为区域

面积。
（２） 固碳量。 固碳量以植被净初级生产力

（ＮＰＰ，ＰＮＰ）指标表征，通过遥感手段获取。 ＮＰＰ 定

义为单位时间单位面积上植被所积累的有机物质

的总量，是光合作用所吸收的碳和自养呼吸所释放

的碳之间的差值［３７］，是陆地生态系统碳汇的主要决

定因子［３８］。

ＰＮＰ ＝
ＰＮＰ，Ｓ

Ｓ
。 （８）

式（８）中，ＰＮＰ，Ｓ为区域内 ＮＰＰ 总和。
（３）水源涵养。 水分作为区域植被生长、物种

生存的关键因子，是流域水量平衡和区域水文循环

的重要因素［３９］。 以水量平衡法方程计算试点区生

态系统通过拦截滞蓄降水、增强土壤下渗及蓄积、
涵养土壤水分、调节地表径流和补充地下水所增加

的水资源总量（Ｑｗｒ）。

Ｑｗｒ ＝ ∑
ｎ

ｉ ＝ １
Ａｉ × （Ｐ ｉ － Ｒ ｉ － ＴＥ，ｉ） × １０ －３ 。 （９）

式（９）中， Ｐ ｉ 为产流降雨量，ｍｍ·ａ－１；Ｒ ｉ为地表径流

量，ｍｍ·ａ－１；ＴＥ，ｉ为蒸散发量，ｍｍ·ａ－１；Ａｉ为 ｉ 类生

态系统面积，ｍ２；ｎ 为生态系统类型总数。
２􀆰 ３􀆰 ２􀆰 ４　 区域生态系统质量

生态系统质量对区域生物多样性可持续发展

及人类福祉的可持续具有重要作用，该研究利用重

要生态空间自然度、重要生态空间连通度表征。 自

然度指植被状况与原始顶级群落的距离或次生群

落位于演替中的阶段，利用遥感监测以重要生态空

间占该区域国土空间面积比例表示。 ＦＯＲＭＡＮ
等［４０］认为，各种景观指数与木本植物物种丰富度具

有相关性。 很多研究也支持中尺度物种丰富度与

景观异质性相关［４１］。 该研究基于栅格数据计算景

观连通度指数，作为评价生态系统质量的代表参数。
（１）自然度。 重要生态空间自然度数据本身介

于０～１ 之间，无需再进行归一化处理。
（２）连通度。 利用 ＩｎＶｅｓｔ 模型计算区域重要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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态空间的连通度，并归一化至 ０～１，ｍｉｎ Ｘ ｊ ＝ ０，即

ＣＮ，ｉｊ ＝
Ｃ ｉｊ

ｍａｘ Ｃ ｉｊ
。 （１０）

式（１０）中，ＣＮ，ｉｊ为标准化后的值；Ｃ ｉｊ为第 ｉ 个样本第

ｊ 项指标的数值；ｍａｘ Ｘ ｉｊ 为第 ｉ 个样本指标的最

大值。
２􀆰 ３􀆰 ３　 精神文化贡献

２􀆰 ３􀆰 ３􀆰 １　 文化遗产

文化服务是指生态系统提供的因人与生态系

统关系而产生的非物质利益［４２］。 非物质文化遗产

可以传承文化、稳定和谐的社会关系、保护重要生

态环境。 因此，选取省级及以上非物质文化遗产数

量作为非物质文化遗产对人类福祉的贡献。 研究

区非物质文化遗产名录见表 ３。

２􀆰 ３􀆰 ３􀆰 ２　 游憩

生物多样性是影响文化多元性的重要因素，人
们从生态系统及物种多样性中得到消遣、精神满

足、美学体验等非物质惠益，比如旅游使人获得消

遣和精神满足［４３］，同时为当地人带来经济收入。 该

研究以县域为单元，其城镇空间占比相对较小，利
用提供游憩功能的保护区名录表征生态系统对人

类主观感受带来的福祉，主要包括国家级和省级自

然保护区、国家级和省级风景名胜区、地质公园、森
林公园、湿地公园、世界自然遗产、国际重要湿地等

（表 ４）。 其中，剔除同一地名的不同类型保护区，优
先保留权重较高的保护区；对于同级保护区，按照

表 ４ 从左往右优先保留第 １ 个；省级保护区的权重

需再乘 ０􀆰 ５。

表 ３　 研究区非物质文化名录

Ｔａｂｌｅ ３　 Ｉｎｔａｎｇｉｂｌｅ ｃｕｌｔｕｒａｌ ｈｅｒｉｔａｇｅ ｌｉｓｔ ｉｎ ｔｈｅ ｓｔｕｄｙ ａｒｅａ

省 市 县域 国家级 省级 数据来源

浙江 衢州 常山县 武当太乙拳（宋氏门） 《浙江省非物质文化遗
产项目名录》

浙江 杭州 淳安县 常山喝彩歌谣、淳安竹马、淳
安三角戏

淳安三角戏 《浙江省非物质文化遗
产项目名录》

江西 上饶 德兴市 龙舞（开化香火草龙）

浙江 衢州 开化县 开化满山唱 《浙江省非物质文化遗
产项目名录》

江西 上饶 婺源县 徽州三雕、婺源傩舞、徽剧、歙
砚制作技艺、婺源绿茶制作
技艺

婺源傩舞、婺源徽剧、婺源三雕、歙砚制作技艺、婺源
茶艺、婺源乡村文化、婺源豆腐架、婺源抬阁、婺源甲
路纸伞制作技艺、婺源绿茶制作技艺、江西板龙灯、婺
源徽墨制作技艺

《江西省非物质文化遗
产代表性项目名录》

安徽 黄山 歙县 盆景技艺、徽墨制作技艺、歙
砚制作技艺、张一帖内科疗
法、西园喉科医术、徽州民歌、
黄山贡菊制作技艺、三阳打
秋千

珠兰花茶制作技艺、新安王氏医学、吴山铺伤科、沛隆
堂程氏内科、许村大刀灯、跳钟馗、歙县木榨油、野鸡
坞外科、叶村叠罗汉、张一贴内科、西园喉科、古法油
烟墨制作技艺、新安医学、徽州篆刻、歙砚制作技艺、
徽墨制作技艺

《安徽省非物质文化遗
产名录》

安徽 黄山 休宁县 道教音乐、万安罗盘制作技艺 休宁木榨油、五成米酒酿制技艺、五成豆腐干制作技
艺、齐云山道场音乐、松萝茶

《安徽省非物质文化遗
产名录》

江西 上饶 玉山县 玉山班演艺、樟村板灯民俗、玉山提线木偶戏、玉山罗
纹砚制作技艺、玉山横街茅楂会、玉山紫湖花灯

《江西省非物质文化遗
产代表性项目名录》

　 　 游憩值（Ｒ）计算公式为

Ｒ ＝ ∑Ｗｉ × ｎ 。 （１１）

式（１１）中， Ｗｉ 为权重值，设置为世界自然遗产 ０􀆰 ３，
国家公园 ０􀆰 ３，国家级保护地 ０􀆰 １，省级保护地 ０􀆰 ０５。

３　 钱江源试点区评估结果

从物质贡献来看，玉山县、常山县、德兴市物质

供给水平较高，婺源县、淳安县、开化县物质贡献水

平较低（图 １）。 近 ２０ ａ 物质贡献整体呈逐渐增加

趋势，其中玉山县增加趋势最快。 玉山县物质供给

水平整体较高，且增速明显。 常山县的粮食产量呈

逐渐降低趋势，其他物质供给呈逐渐增加趋势。 德

兴市林业产值、粮食产量、水产品产量偏高，其他供

给水平偏低。 生态调节贡献呈先增加后降低趋势，
主要包括物种与基因安全、重要生态系统、生态调

节功能、生态系统质量 ４ 个方面。 其中，开化县、歙
县、婺源县、休宁县贡献水平较高，玉山县、德兴市

贡献水平较低。 精神文化贡献指数以玉山县、婺源

县、歙县贡献水平较高，常山县、德兴市贡献水平较

低。 玉山县游憩指数表现突出，主要是由于该县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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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清山属于世界自然遗产，权重相对较高。 婺源县

的非物质文化遗产和游憩贡献均相对较高。 歙县

主要在非物质文化遗产方面表现突出。

表 ４　 各县提供游憩功能的各类保护区名录

Ｔａｂｌｅ ４　 Ｌｉｓｔ ｏｆ ｎａｔｕｒｅ ｒｅｓｅｒｖｅｓ ｐｒｏｖｉｄｉｎｇ ｒｅｃｒｅａｔｉｏｎａｌ ｆｕｎｃｔｉｏｎｓ ｉｎ ｅａｃｈ ｃｏｕｎｔｙ

县域 风景名胜区 地质公园 森林公园 湿地公园 国家公园
世界自
然遗产

常山县 常山国家地质公园 三衢国家森林公园

淳安县 富春江－新安江（国家级） 千岛湖国家森林公园 常山港省级湿地公园

德兴市 大茅山（国家级） 五府山国家森林公园 洎水河省级湿地公园

开化县 钱江源国家公园试点区

婺源县 灵岩洞国家森林公园 饶河国家湿地公园

歙县　 徽州国家森林公园

休宁县 齐云山国家森林公园 横江国家湿地公园

玉山县 怀玉山国家森林公园 三清山

图 １　 研究区物质贡献、生态调节贡献和精神文化贡献

Ｆｉｇ􀆰 １　 Ｔｈｅ ｍａｔｅｒｉａｌ ｃｏｎｔｒｉｂｕｔｉｏｎ， ｅｃｏｌｏｇｉｃａｌ ｒｅｇｕｌａｔｉｏｎ ｃｏｎｔｒｉｂｕｔｉｏｎ ａｎｄ ｃｕｌｔｕｒａｌ ｃｏｎｔｒｉｂｕｔｉｏｎ ｏｆ ｔｈｅ ｓｔｕｄｙ ａｒｅａ

３􀆰 １　 物质贡献

由图 ２ ～ ３ 可见，农产品供给以玉山县最高，近
２０ ａ 呈逐渐增加趋势。 玉山县约 １０％为河谷平原，
是重要的农业区，其农产品供给水平最高，并且整

体呈逐年增加趋势。 油料产量近 ２０ ａ 呈逐渐增加

趋势，以玉山县和歙县油料供给水平相对较高。 粮

食产量整体呈逐渐减少趋势，除玉山县和德兴市

外，其他区域均呈逐渐降低趋势。

图 ２　 物质贡献二级指标统计结果

Ｆｉｇ􀆰 ２　 Ｓｔａｔｉｓｔｉｃｓ ｏｆ ｓｅｃｏｎｄａｒｙ ｉｎｄｉｃａｔｏｒｓ ｏｆ ｍａｔｅｒｉａｌ ｃｏｎｔｒｉｂｕｔｉｏｎ

　 　 畜牧和渔业产品供给以玉山县、常山县供给水

平较高，淳安县、婺源县供给水平较低。 玉山县、歙
县、德兴市近 ２０ ａ 均呈逐渐增加趋势，其他县域呈

逐渐减少趋势，主要是肉类总产量降低。 玉山县的

“玉山黑猪”被联合国粮农组织编入《世界家养动物

多样性信息系统工程》；２００６ 年 ６ 月被原农业部确

定为国家级畜禽遗传资源保护品种，１０ 月“玉山黑

猪”原种场被原农业部确定为第一批国家级畜禽遗

传资源保种场；２０１３ 年 ４ 月 １５ 日，原农业部正式批

准对“玉山黑猪”实施农产品地理标志登记保护。



　 第 ８ 期 　 施佩荣等： 生物多样性对人类福祉贡献评估： 以钱江源地区为例 ·１０１５　 ·

林业产值以德兴市、玉山县较高，近 ２０ ａ 呈逐

渐升高趋势；婺源县、歙县的经济林产值相对较低。
德兴市、玉山县因发展油茶林、毛竹林等经济林种

植产业，林业产值贡献水平较高。

图 ３　 物质贡献三级指标统计结果

Ｆｉｇ􀆰 ３　 Ｓｔａｔｉｓｔｉｃｓ ｏｆ ｔｅｒｔｉａｒｙ ｉｎｄｉｃａｔｏｒｓ ｏｆ ｍａｔｅｒｉａｌ ｃｏｎｔｒｉｂｕｔｉｏｎ

３􀆰 ２　 生态调节贡献

由图 ４ ～ ５ 可见，物种与基因安全指数以休宁

县、开化县、歙县水平较高，德兴市、常山县、玉山县

水平较低。 休宁县物种丰富度指数较高；开化县古

树名木指数较高，物种丰富度处于中上水平；歙县

物种丰富度指数较高。 物种丰富度以休宁县、歙

县、淳安县、开化县贡献水平较高；休宁县和歙县爬

行动物、两栖动物、鱼类、哺乳动物和植物丰富度水

平均处于较高水平；淳安县鸟类、哺乳动物、两栖动

物丰富度较高；开化县鸟类、哺乳动物、两栖动物和

植物丰富度较高。 古树名木以婺源县、开化县、常
山县贡献水平较高。

图 ４　 生态调节贡献二级指标统计结果

Ｆｉｇ􀆰 ４　 Ｓｔａｔｉｓｔｉｃｓ ｏｆ ｓｅｃｏｎｄａｒｙ ｉｎｄｉｃａｔｏｒｓ ｏｆ ｅｃｏｌｏｇｉｃａｌ ｒｅｇｕｌａｔｉｏｎ ｃｏｎｔｒｉｂｕｔｉｏｎ

　 　 重要生态系统以开化县、婺源县供给水平较

高，森林面积呈略微降低的趋势，水面指数呈先增

加后减少的趋势。 森林面积比例均在 ８０％以上，其
中以婺源县最高。 水面指数以淳安县最高。 保护

区面积以开化县面积占比最高，其次为婺源县。
生态调节功能总体来看，以婺源县、开化县、休

宁县生态调节指数较高，歙县、常山县生态调节指

数较低。 近 ２０ ａ 研究区生态调节功能整体呈先增

加后降低的趋势，其中 ２０１５ 年处于较高水平。 叶面

积指数以婺源县、休宁县、开化县较高，近 ２０ ａ 整体

呈连续增加趋势。 净初级生产力水平以婺源县、休
宁县、开化县最高，近 ２０ ａ 整体呈波动增加趋势。
水源涵养功能以开化县、婺源县、玉山县较高，近 ２０
ａ 整体呈波动降低趋势。

生态系统质量以开化县最高，其次为婺源县、
德兴市、歙县、休宁县、淳安县；常山县和玉山县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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态系统质量相对较低。 近 ２０ ａ 研究区生态系统质

量呈相对稳定状态。 自然度以淳安县最高，其次为

开化县和婺源县。 连通度以开化县最高，其次为德

兴市和婺源县。

图 ５　 生态调节贡献三级指标统计结果

Ｆｉｇ􀆰 ５ 　 Ｓｔａｔｉｓｔｉｃｓ ｏｆ ｔｅｒｔｉａｒｙ ｉｎｄｉｃａｔｏｒｓ ｏｆ ｅｃｏｌｏｇｉｃａｌ ｒｅｇｕｌａｔｉｏｎ ｃｏｎｔｒｉｂｕｔｉｏｎ

３􀆰 ３　 精神文化贡献

文化遗产是我国文化多样性的重要组成部分，
传承文化对稳定和谐的社会关系具有重要作用，同
时文化遗产的传承及文化内涵与生态环境保护往

往具有密切联系。 根据非物质文化遗产统计数据

可以看出，歙县、婺源县的非物质文化遗产占据优

势（图 ６）。

游憩指数研究结果（图 ６）表明，玉山县和开化

县游憩指数较高。 江西三清山位于江西省上饶市

玉山县与德兴市交界处，２００５ 年成为国家地质公

园。 ２００８ 年，三清山成为江西第一个世界自然遗

产。 钱江源国家公园为我国体制试点区，位于开

化县。

图 ６　 精神文化贡献三级指标统计结果

Ｆｉｇ􀆰 ６　 Ｓｔａｔｉｓｔｉｃｓ ｏｆ ｔｅｒｔｉａｒｙ ｉｎｄｉｃａｔｏｒｓ ｏｆ ｓｐｉｒｉｔｕａｌ ａｎｄ ｃｕｌｔｕｒａｌ ｃｏｎｔｒｉｂｕｔｉｏｎ

３􀆰 ４　 人类福祉总体评价

人类福祉总体评价结果见表 ５ 和图 ７。 人类福

祉指数整体上空间异质性较强，以开化县、玉山县

人类福祉指数最高，其次为歙县、休宁县、婺源县，
而常山县、德兴市、淳安县的人类福祉指数较低。
从时间变化来看，近 ２０ ａ 人类福祉指数整体呈先增

加后降低的趋势。 其中以玉山县增长速度最快，其
次为休宁县和德兴市。 从一级指标来看，物质贡献

整体呈逐渐增加趋势，其中粮食产量呈降低趋势；
生态调节贡献主要受水面面积影响较大，呈先增加

后降低的趋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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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５　 研究区人类福祉指数

Ｔａｂｌｅ ５　 Ｈｕｍａｎ ｗｅｌｌ⁃ｂｅｉｎｇ ｉｎｄｅｘ ｏｆ ｔｈｅ ｓｔｕｄｙ ａｒｅａ

年份 常山县 淳安县 德兴市 开化县 婺源县 歙县 休宁县 玉山县

２０００ ０􀆰 ３８ ０􀆰 ４３ ０􀆰 ４０ ０􀆰 ５９ ０􀆰 ４９ ０􀆰 ４７ ０􀆰 ４８ ０􀆰 ４５
２０１０ ０􀆰 ４２ ０􀆰 ４５ ０􀆰 ４５ ０􀆰 ６２ ０􀆰 ５１ ０􀆰 ５０ ０􀆰 ５１ ０􀆰 ５１
２０１５ ０􀆰 ４５ ０􀆰 ４８ ０􀆰 ４７ ０􀆰 ６６ ０􀆰 ５４ ０􀆰 ５２ ０􀆰 ５５ ０􀆰 ５５
２０１８ ０􀆰 ４２ ０􀆰 ４６ ０􀆰 ４７ ０􀆰 ６３ ０􀆰 ５２ ０􀆰 ５１ ０􀆰 ５４ ０􀆰 ５５
２０２０ ０􀆰 ４２ ０􀆰 ４６ ０􀆰 ４７ ０􀆰 ６２ ０􀆰 ５１ ０􀆰 ５１ ０􀆰 ５３ ０􀆰 ５７

图 ７　 人类福祉统计图

Ｆｉｇ􀆰 ７　 Ｓｔａｔｉｓｔｉｃｓ ｏｆ ｈｕｍａｎ ｗｅｌｌ⁃ｂｅｉｎｇ

４　 讨论与结论

４􀆰 １　 讨论

理想的生物多样性评估是对所有的生态系统

和所有的物种都进行评估，全面了解生物多样性现

状，然而从实际操作的科学性和成本效率出发存在

困难［４４］。 因此，该研究将某些代表性和重要的生态

系统或物种作为生物多样性评价指标，同时考虑钱

江源的实际生态环境和生产特征，对部分指标进行

适当调整，以更科学地评估人类福祉指数。
指标数据的收集和计算对评估至关重要，除遥

感监测指标，其他指标主要来自统计数据，而各地

统计指标存在差异，有的指标统计不连续，重要时

间节点数据的缺失对评价结果有一定影响，某些指

标缺失的年份数据通过插值方法进行计算，基于线

性变化趋势取值，虽能开展评价，但对结果有一定

影响。
评价指标同时也受多种地理、经济、文化等因

素的影响。 其中物质贡献的整体增加与我国的经

济发展关系较大，居民生活水平的提高导致物质需

求增长；而增长的异质性则与地方地理特征、文化

社会发展等综合因素有关；物质贡献的类型差异，
比如畜牧、水产品或林产品等，则与自然条件有一

定的关系。 物种与基因安全指标在相对较短的年

份难以看出其变化情况，由于物种调查未见长期连

续的公开调查数据更新，因此笔者研究中物种丰富

度和古树名木指标均无法开展年际变化监测，主要

反映不同区域之间的空间差异。 生态调节贡献主

要受当地自然资源条件影响；保护地面积比例主要

与当地自然资源有关，此外还受政策主导。 精神文

化贡献没有纳入主观感受部分，而文化遗产和游憩

指标主要受地方自然、文化资源等影响，其中游憩

指标还受政府规划等影响。 此外，例如物种丰富度

指数、古树名木指数、保护区面积比例和精神文化

等指标通常更新时间较长，因此难以从时间变化上

体现出差距。 因此，该研究对这些指标主要开展不

同区域之间的对比分析，未能在时间维度开展分析。
综合来看，该评价指标体系充分利用遥感技

术，与统计调查等数据相结合，在国家、省、市、县等

多区域尺度开展生物多样性定量评估，可为决策者

评估生物多样性水平提供方法研究，同时促进地区

进一步加强生物多样性保护。
４􀆰 ２　 结论

该研究选取生物多样性对人类福祉贡献评估

指标体系，在钱江源地区开展试点评估，主要研究

结论如下：
（１）该区域人类福祉指数空间异质性较强，主

要是由于自然资源差异所致。 人类福祉指数整体

以开化县、玉山县水平较高，其次为歙县、休宁县、
婺源县，再次为常山县、德兴市、淳安县。 其中，开
化县主要体现在生态调节贡献较大，玉山县主要体

现在物质供给和精神文化贡献较大。
（２）物质、生态调节、精神文化 ３ 个方面的贡献

时空分布差异较大。 物质贡献整体呈逐渐增加趋

势，其中玉山县是物质供给水平最高且增长速度最

快的县域，此外常山县、德兴市物质供给水平也较

高。 生态调节贡献整体呈先增加后降低趋势，其中

以开化县、婺源县、休宁县贡献水平较高，这 ３ 个地

区有较好的自然优势，森林生态系统面积较大。 精

神文化贡献指数受人文主观因素影响较大，其中玉

山县游憩指数表现突出，主要是由于该县的三清山

属于世界自然遗产，权重相对较高。 婺源县既注重

非物质文化遗产的保护，又兼顾游憩功能的发展，
所以该地区整体精神文化贡献较高；歙县主要在非

物质文化遗产方面表现突出，虽然游憩功能略有逊

色，精神文化贡献仍保持较高的水平。
（３）近 ２０ ａ 人类福祉整体呈先增加后降低的趋

势。 其中玉山县一直呈增长趋势，且增长速度最

快，主要体现在物种供给水平的增长；其次为休宁

县，主要体现在林产品供给水平增加。 由此可见，
物种供给的增长是该评价指标体系中对人类福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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增长贡献最显著的指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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近 ３０ ａ 青藏高原草地春季物候动态及其对极端温度的敏感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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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 植被物候被认为是追踪植被对气候变化响应的关键指标，在气候快速变化的情境下，明确极端温度对不同

类型植被物候的干扰机制对未来应对极端温度事件具有重要意义。 研究基于 ＧＩＭＭＳ ＮＤＶＩ、草地类型和极端温度

数据，辅以 Ｓｅｎ 斜率、变异系数、Ｈｕｒｓｔ 指数、地理探测器和偏相关分析法探究了青藏高原 １９８６—２０１５ 年不同草地

植被类型生长季始期（ＳＯＳ）时空动态、ＳＯＳ 对不同极端温度指标的敏感性程度。 结果表明，近 ３０ ａ 青藏高原草地

植被：（１）ＳＯＳ 集中在 １ ａ 中第 １２０～１３０ 天，即五月上旬至中旬。 荒漠草原、高山亚高山平地草原和山地草甸 ＳＯＳ
较迟，集中在第 １２５～１４５ 天，平地草原、草甸和高山亚高山草地 ＳＯＳ 较早，基本在第 １３０ 天之前。 （２）ＳＯＳ 总体以

提前趋势为主，速率集中在 ０ ～ ±１􀆰 ５ ｄ·ａ－１，但 ＳＯＳ 变化波动性较大。 未来一段时间内 ＳＯＳ 变化趋势与 １９８６—
２０１５ 年相反，其中在波动性较小区域以提前趋势为主，波动较大区域呈推迟趋势。 （３）草甸 ＳＯＳ 对极端温度变化

最敏感，其余依次为平地草原、高山亚高山草甸和高山亚高山平地草原，荒漠草原对极端温度敏感度最小。 （４）草
地 ＳＯＳ 与变冷相关的极端温度因子以弱正相关为主，与变暖相关的极端温度因子以弱负相关为主，尤其在海拔较

高的喜马拉雅山脉、昆仑山脉、天山山脉和横断山脉的负相关系数出现极高值。 以上研究结果可为青藏高原草地

物候影响因素提供新的认识，为草籽育种、草地生长监测和应对气候异常、促进植被生态恢复制定行之有效的防

灾减灾措施。
关键词： 极端温度； 草地植被； 春季物候； 敏感性； 青藏高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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ｆｉｒｓｔ ｉｎ ｐｌａｉｎ ｇｒａｓｓｌａｎｄ， ｍｅａｄｏｗ ａｎｄ ａｌｐｉｎｅ ａｎｄ ｓｕｂａｌｐｉｎｅ ｍｅａｄｏｗ， ｂａｓｉｃａｌｌｙ ｂｅｆｏｒｅ ｔｈｅ １３０ｔｈ ｄａｙ． Ｔｈｅ ＳＯＳ ｏｆ ｄｅｓｅｒｔ
ｇｒａｓｓｌａｎｄ， ａｌｐｉｎｅ ａｎｄ ｓｕｂａｌｐｉｎｅ ｐｌａｉｎ ｇｒａｓｓｌａｎｄ ａｎｄ ｓｌｏｐｅ ｍｅａｄｏｗ ａｐｐｅａｒｅｄ ｌａｔｅ， ｃｏｎｃｅｎｔｒａｔｅｄ ｉｎ ｔｈｅ ｐｅｒｉｏｄ ｏｆ １２５－１４５
ｄａｙｓ． （２） Ｔｈｅ ＳＯＳ ｓｈｏｗｅｄ ａ ｓｉｇｎｉｆｉｃａｎｔ ａｄｖａｎｃｉｎｇ ｔｅｎｄｅｎｃｙ ｉｎ ａｌｌ ｔｙｐｅｓ， ａｎｄ ｔｈｅ ｒａｔｅ ｃｏｎｃｅｎｔｒａｔｅｄ ａｔ ０ ～ ±１􀆰 ５ ｄ·ａ－１ ．
Ｔｈｅ ｐｒｅｄｉｃｔｅｄ ｃｈａｎｇｅ ｔｒｅｎｄ ｏｆ ＳＯＳ ｉｎ ｔｈｅ ｃｏｍｉｎｇ ｐｅｒｉｏｄ ｏｆ ｔｉｍｅ ｉｓ ｏｐｐｏｓｉｔｅ ｔｏ ｔｈｅ ｌａｓｔ ｃｈａｎｇｅ ｔｒｅｎｄ． （３） ＳＯＳ ｏｆ ｍｅａｄｏｗ
ｗａｓ ｔｈｅ ｍｏｓｔ ｓｅｎｓｉｔｉｖｅ ｔｏ ｅｘｔｒｅｍｅ ｔｅｍｐｅｒａｔｕｒｅ， ｆｏｌｌｏｗｅｄ ｂｙ ｐｌａｉｎ ｇｒａｓｓｌａｎｄ， ａｌｐｉｎｅ ａｎｄ ｓｕｂａｌｐｉｎｅ ｍｅａｄｏｗ， ａｌｐｉｎｅ ａｎｄ ｓｕｂ⁃
ａｌｐｉｎｅ ｐｌａｉｎ ｇｒａｓｓｌａｎｄ， ａｎｄ ｄｅｓｅｒｔ ｇｒａｓｓｌａｎｄ ｗａｓ ｔｈｅ ｌｅａｓｔ ｓｅｎｓｉｔｉｖｅ ｔｏ ｅｘｔｒｅｍｅ ｔｅｍｐｅｒａｔｕｒｅ． （４） Ｔｈｅ ｃｏｒｒｅｌａｔｉｏｎ ｂｅｔｗｅｅ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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ａｌｔｉｔｕｄｅ． Ｔｈｅ ｒｅｓｕｌｔｓ ｏｆ ｔｈｉｓ ｓｔｕｄｙ ｃｏｕｌｄ ｐｒｏｖｉｄｅ ｎｅｗ ｕｎｄｅｒｓｔａｎｄｉｎｇ ｏｎ ｔｈｅ ｉｍｐａｃｔｉｎｇ ｆａｃｔｏｒｓ ｔｏ ｔｈｅ ｐｈｅｎｏｌｏｇｙ ｏｆ ｇｒａｓｓｌａｎｄ ｏｆ
Ｑｉｎｇｈａｉ⁃Ｔｉｂｅｔ Ｐｌａｔｅａｕ， ａｎｄ ｃｏｕｌｄ ａｌｓｏ ｐｒｏｖｉｄｅ ｅｆｆｅｃｔｉｖｅ ｍｅａｓｕｒｅｓ ｆｏｒ ｇｒａｓｓｌａｎｄ ｄｉｓａｓｔｅｒ ｐｒｅｖｅｎｔｉｏｎ ａｎｄ ｒｅｍｅｄｉａｔｉｏｎ， ｆｏｒ
ｇｒａｓｓ ｓｅｅｄｓ ｂｒｅｅｄｉｎｇ， ｇｒａｓｓｌａｎｄ ｄｅｖｅｌｏｐｍｅｎｔ ｍｏｎｉｔｏｒｉｎｇ， ｃｌｉｍａｔｅ ａｎｏｍａｌｉｅｓ ｒｅｓｐｏｎｄｉｎｇ ａｎｄ ｖｅｇｅｔａｔｉｏｎ ｅｃｏｌｏｇｉｃａｌ ｒｅｓｔｏｒｉｎ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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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植被物候被认为是追踪植被对气候年际变化

响应的关键指标，植被每年发育的时间随气候变化

而产生相应的季节变化［１－２］。 在气候快速变化的背

景下，物候事件的变化不但会影响群落中不同物种

间相互作用和营养水平，而且可改变植被活力和生

态系统功能，从而影响地表能量循环和碳收支，甚
至是区域气候［２－４］。 青藏高原被定义为世界“第三

极”，且作为世界上规模最大、海拔最高的高原，为
亚洲几条重要河流的源头提供了水源［５－６］。 青藏高

原草地是最重要和最脆弱的生态系统，可以截留地

下水、调节能量变换和提供碳存储等，对维持生态

系统稳定性具有重要意义［６－７］。 联合国政府间气候

变化 专 门 委 员 会 （ Ｉｎｔｅｒ⁃ｇｏｖｅｒｎｍｅｎｔａｌ Ｐａｎｅｌ ｏｎ
Ｃｌｉｍａｔｅ Ｃｈａｎｇｅ，ＩＰＣＣ）报告指出，大部分地区正在经

历持续变暖的过程（１９５１—２０１２ 年全球平均地表温

度升高了 ０􀆰 ７２ ℃），并且一些极端气候事件（高温、
干旱、暴雨、洪涝等）发生的频数不断增加［８－１０］。 同

气候平均态相比，极端气候事件产生的影响更为明

显和直接，且比一般气候事件更具破坏性和灾难

性，这势必会使青藏高原草地植被物候事件（如植

被萌发、开花、果实成熟和产量的发育和生理过程

相关）发生一系列变化，从而影响群落内不同物种

和营养水平间的相互作用，不利于生态系统平衡和

可持续发展［８，１１－１２］。 因此探究近 ３０ ａ 青藏高原草

地植被物候对极端气候的敏感性，对当地生态系统

平衡和社会经济可持续发展有重要意义。
随着气候暖化，青藏高原植被物候动态变化及

其对气候变化的响应研究已成为全球变化生态学

研究的热点问题之一［１２］。 有研究发现，暖化的季前

或春季温度是中国温带生态系统、青藏高原和北美

北纬地区植被生长季始期（ ｓｔａｒｔ ｏｆ ｇｒｏｗｉｎｇ ｓｅａｓｏｎ，
ＳＯＳ）提前的主要控制因素，虽然降水对植被 ＳＯＳ 也

表现出很强的控制作用，但没有温度明显［１３－１５］。 与

平均气候相比，极端气候对植被物候的影响似乎更

为明显［１１－１４］。 极端气候事件的出现不但会使某些

物种花期提前，甚至导致一些物种不能完成开花周

期［１５－１８］。 有学者指出，日最高温度事件的增加是导

致美国植被 ＳＯＳ 提前的主要影响因素，而极端冷气

候事件会使森林提前结束生长季，极端暖事件和干

旱胁迫则使得植被推迟进入休眠期［１９］。 可见极端

气候事件对气候变化敏感地区的植被物候有较大

影响。 其次，也有研究发现极端温度主要是通过影

响植被酶活性进而影响植被生长和发育［１８－１９］，极端

变暖事件会过早诱发植物活动，间接导致植被生长

季提前结束，从而缩短植被生长周期，这种情况不

利于植被的生长［１１］。 自 ２０ 世纪 ７０ 年代以来，气候

变化导致的温度上升使北美地区春季物候从 ４０° Ｎ
向北推进，春季物候开始时间每 １０ ａ 提前了 ２􀆰 ３
ｄ［２０－２２］。 ＣＲＡＢＢＥ 等［２３］ 发现欧洲高纬度地区春季

极端变暖使森林 ＳＯＳ 显著提前，加之秋季极端变暖

使来年森林春季 ＳＯＳ 显著提前。 虽然目前关于青

藏高原植被物候对气候变化的响应已有很多研究，
但目前青藏高原物候的研究多集中在植被物候和

平均气候间的关系，尤其是气温［１６－１９］。 而针对不同

草地植被对不同极端温度指标的敏感性和相互关

系的研究鲜见报道。 作为青藏高原的主要植被类

型，草地植被物候在控制碳、氮循环方面扮演着重

要的角色［２４］。 因此，深入探究青藏高原植被物候时

空动态对不同极端温度指标的敏感性程度有助于

充分认识气候变化事件对生态环境脆弱的青藏高

原草地植被动态的影响，为制定科学合理的青藏高

原草地植被保护和恢复战略提供科学依据。
笔者基于提取的物候数据、极端温度数据和草

地类型数据探究了 １９８６—２０１５ 年青藏高原不同草

地类型 ＳＯＳ 时空动态及其对不同极端温度指标的

敏感性，以期为科学分析我国草地资源物候受极端

天气事件变化的影响提供新思路，为后期科学管理

和保护草地资源提供参考依据。

１　 研究区与研究方法

１􀆰 １　 研究区概况

有“世界屋脊”之称的青藏高原（２６° ～ ４０° Ｎ，
７３° ～ １０５° Ｅ）地处中国西南部，横向跨度约 ２ ９４５
ｋｍ，纵向跨度约 １ ５３２ ｋｍ，平均海拔在 ４ ０００ ｍ 以

上，总面积约为 ２􀆰 ５７×１０６ ｋｍ２。 如图 １ 所示，青藏高

原地势西高东低，总体自西北向东南倾斜，且高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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地貌类型复杂多样，造就了其独特的气候类型，特
点是太阳辐射强、温度低、干湿季节分明、降水量偏

少和降水分配不均匀等［５－７］。 作为高山高原气候

区，受海拔、高原季风气候和高大山脉等的影响，植

被类型以草地植被为主。 由于其独特的地理位置

和非凡的生态意义，青藏高原草地植被已经成为研

究气候变化的指示器。

审图号： ＧＳ（２０２３）２６４２ 号。

图 １　 青藏高原草地类型分布和海拔

Ｆｉｇ􀆰 １　 Ｄｉｓｔｒｉｂｕｔｉｏｎ ｍａｐ ｏｆ ｇｒａｓｓｌａｎｄ ｔｙｐｅｓ ａｎｄ ｅｌｅｖａｔｉｏｎ ｉｎ Ｑｉｎｇｈａｉ⁃Ｔｉｂｅｔａｎ Ｐｌａｔｅａｕ

１􀆰 ２　 数据来源

１􀆰 ２􀆰 １　 ＧＩＭＭＳ ＮＤＶＩ 数据　
使用全球库存建模与测绘研究（ＧＩＭＭＳ）提供

的 ＮＤＶＩ ３ｇ 数据集（版本 ３）提取青藏高原 １９８２—
２０１５ 年草地植被春季物候，空间分辨率为 ８ ０００ ｍ，
时间分辨率为 １５ ｄ。 该数据是由 ＮＯＡＡ 卫星搭载

的 ＡＶＨＲＲ 传感器获取，已校正并最大程度减少火

山气溶胶、太阳高度角、传感器误差和偏移影响的

全球植被数据［１１－１２］。 如果标志数据显示 １、２，则分

别表示质量较好的数据，７ 则表示缺失数据，其他标

志值表示 ＮＤＶＩ 是由不同方法获得的。 虽然 ＧＩＭＭＳ
ＮＤＶＩ ３ｇ 数据有局限性，但它是用于监测植被特征

和变化的最长的 ＮＤＶＩ 时间序列。 ＮＤＶＩ 数据由美

国国家航空航天局 （ ＮＡＳＡ） （ ｈｔｔｐｓ：∥ ｅｃｏｃａｓｔ． ａｒｃ．
ｎａｓａ． ｇｏｖ ／ ｄａｔａ ／ ） 提供，使用 Ｓａｖｉｔｚｋｙ⁃Ｇｏｌａｙ Ｆｉｌｔｅｒ 对

ＧＩＭＭＳ ＮＤＶＩ ３ｇ 时间序列数据集进行预处理，以平

滑 ＮＤＶＩ 因云、大气等导致的错误峰值［１７］。
１􀆰 ２􀆰 ２　 草地类型数据

草地类型数据源于西部环境与生态科学数据

中心（ｈｔｔｐ：∥ｗｅｓｔｄｃ．ｗｅｓｔｇｉｓ． ａｃ． ｃｎ）提供的 ＧＬＣ２０００
分类数据，该数据采用联合国粮农组织（ＦＡＯ）的土

地覆盖分类标准（ＬＣＣＳ），通过非监督分类方法获得

全球土地覆盖数据，其中草地类型包括草甸、平地

草原、荒漠草原、坡地草地、高山亚高山草甸、高山

亚高山平地草原（图 １）。
１􀆰 ２􀆰 ３　 极端温度数据（ＨａｄＥＸ３）

ＨａｄＥＸ３ 数据集（ｗｗｗ．ｃｌｉｍｄｅｘ．ｏｒｇ）采用综合观

测资源来量化昼夜温度和降水变化，由 ２９ 个气候极

端指数（通过世界温度站数据计算而来）组成，数据

涵盖了 １９０１—２０１８ 年的极端天气事件，综合反映了

极端温度的频率和强度，可应用于极端天气事件研

究［２２］。 根据青藏高原温度的实际情况和物候的研

究时段，选择 １９８６—２０１５ 年 １２ 个最能反映温度日

变化范围和温度极端事件来分析青藏高原不同草

地类型物候对极端天气变化的响应情况 （表 １）。
基于样条函数插值理论的专业气象插值软件

ＡＮＵＳＰＬＩＮＥ 将极端温度的点数据插值为 ８ ｋｍ 的栅

格数据，综合考虑了高程、海岸线等协变量对气象

数据的影响，能够得到精度较高的插值结果［１３］。
１􀆰 ３　 研究方法

１􀆰 ３􀆰 １　 物候提取

物候期提取的常用方法有阈值法、滑动平均

法、最大比率法等［６］，采用动态阈值法提取研究期

内历年草地植被 ＳＯＳ，以同年 １ 月 １ 日（即第 １ 天）
为起点计算，１ 月 ２ 日为第 ２ 天……，依次类推确定

植被 ＳＯＳ［１２，１６］。 提取草地 ＳＯＳ 时通过参考相关文

献和设定不同阈值重复试验并将提取后的物候信

息与已有文献物候信息对比［２，１３，１８］，最后将动态阈

值设置为 ０􀆰 ３ 提取草地 ＳＯＳ［１９］。 动态阈值法模

型为

ＶＲ ＝
Ｖ － Ｖｎ

Ｖｘ
。 （１）

式（１）中，ＶＲ 为输出比值； Ｖ 为归一化植被指数；Ｖｘ

和 Ｖｎ分别为 １ ａ 中 Ｖ 变化的最大值和最小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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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１　 极端温度指标定义

Ｔａｂｌｅ １　 Ｄｅｆｉｎｉｔｉｏｎｓ ｏｆ ｔｈｅ ｅｘｔｒｅｍｅ ｔｅｍｐｅｒａｔｕｒｅ ｉｎｄｉｃｅｓ

指标名称 单位

日最高温度的最大值（ＴＸＸ） ℃
日最低温度的最大值（ＴＮＸ） ℃
日最高温度的最小值（ＴＸＮ） ℃
日最低温度的最小值（ＴＮＮ） ℃
冷夜天数（ＴＮ１０Ｐ） ｄ
冷昼天数（ＴＸ１０Ｐ） ｄ
暖夜天数（ＴＮ９０Ｐ） ｄ
暖昼天数（ＴＸ９０Ｐ） ｄ
温度天较差（ＤＴＲ） ℃
冰冻天数（ＩＤ） ｄ
霜冻天数（ＦＤ） ｄ
暖期（ＷＳＤＩ） ｄ

１􀆰 ３􀆰 ２　 趋势分析

采用 Ｔｈｅｉｌ⁃Ｓｅｎ 中位数趋势分析草地 ＳＯＳ 空间

趋势特征［２４］。 Ｔｈｅｉｌ⁃Ｓｅｎ 趋势分析法是一种非参数

统计的计算方法，对测量误差和离群数据不敏

感［２４］。 Ｍａｎｎ⁃Ｋｅｎｄａｌｌ 用于评估 Ｔｈｅｉｌ⁃Ｓｅｎ 斜率估计

的显著性，即检验 ＳＯＳ 趋势的显著性。 Ｔｈｅｉｌ⁃Ｓｅｎ 中

位数趋势分析具体公式为

β ＝ Ｍｅｄｉａｎ
ｘ ｊ － ｘｉ

ｊ － ｉ
æ

è
ç

ö

ø
÷ ，∀ｊ ＞ ｉ 。 （２）

式（２）中，β 为斜率；ｉ 和 ｊ 代表年份，如果 β＞ ０，数据

集时间序列具有正趋势；如果 β＜ ０，数据集序列具

有负趋势。
１􀆰 ３􀆰 ３　 未来趋势分析

Ｈｕｒｓｔ 指数是根据 ＳＯＳ 的长时间序列数据预测

未来数据的变化趋势，基于重标极差（Ｒ ／ Ｓ）的 Ｈｕｒｓｔ
指数是一种定量表述时间序列信息长期依赖性的

有效方法［１６］。 笔者用来研究 ＳＯＳ 未来的趋势，
Ｈｕｒｓｔ 指数分为 ３ 种情况：Ｈｕｒｓｔ 值为 ０ ～ ＜０􀆰 ５，说明

ＳＯＳ 具有长期的相关性，将来总体趋势和过去趋势

相反，时间序列表现出反持续性；Ｈｕｒｓｔ 值为 ０􀆰 ５，表
明 ＳＯＳ 互相独立且没有依赖性，现在不会影响未

来；Ｈｕｒｓｔ 值为＞０􀆰 ５～１，表明未来 ＳＯＳ 总体趋势与过

去总体趋势相同，过程具有持续性，越接近 １，持续

性越强［２４］。
１􀆰 ３􀆰 ４　 稳定性分析

使用变异系数（Ｃｖ）探究 １９８６—２０１５ 年青藏高

原草地 ＳＯＳ 变化的波动情况［１１］。

Ｃｖ ＝
１

ｎ － １∑
ｎ

ｉ ＝ １
（Ｘ ｉ － Ｘｍ） ２ ／ Ｘｍ 。 （３）

式（３）中，Ｃｖ 为变异系数；Ｘ ｉ为第 ｉ 年的草地 ＳＯＳ；
Ｘｍ为 １９８６—２０１５ 年草地 ＳＯＳ 的平均值。

１􀆰 ３􀆰 ５　 ＳＯＳ 对极端温度的敏感性

地理探测器模型由 ＷＡＮＧ 等［２５］ 提出，是将自

变量空间分布与潜在因素分布进行比较，适用于测

量空间分层非均质性程度的空间分析方法。 利用

地理探测器度量不同草地植被类型 ＳＯＳ 对不同极

端温度指标的敏感性。

ｑ ＝ １ －
∑

Ｌ

ｈ ＝ １
Ｎｈδｈ ２

Ｎδ２ 。 （４）

式（４）中，ｑ 为极端温度指标对不同草地植被 ＳＯＳ 的

解释力；ｈ 为不同极端温度分类数据；Ｌ 为极端温度

数据；Ｎｈ和 Ｎ 分别为 ｈ 区域和整个青藏高原区域的

单元数； δｈ ２ 和 δ２ 分别为 ｈ 区域和整个区域的方差。
ｑ 值越大，表示该极端温度植被对该草地类型 ＳＯＳ
的影响越大。
１􀆰 ３􀆰 ６　 偏相关分析

采用高阶偏相关分析法研究了草地 ＳＯＳ 与不

同极端温度之间的关系［２０］。 假设有 ｋ（ｋ＞２）个变量

ｘ１，ｘ２，…，ｘｋ，则任意２个变量ｘｉ 和ｘ ｊ 的 ｎ（ｎ≤ｋ－２）阶
样本的偏相关系数计算公式为

ｒｉｊ，１１１２…１ｎ
＝

ｒｉｊ，１１１２…１ｎ－１
－ ｒｉ１ｎ，１１１２…１ｎ－１ ｒ ｊ１ｎ，１１１２…１ｎ－１

（１ － ｒｉ１ｎ，１１１２…１ｎ－１
２）（１ － ｒ ｊ１ｎ，１１１２…１ｎ－１

２）
。

（５）
式（５）中， ｒｉｊ 为草地 ＳＯＳ ｉ 和极端温度 ｊ 之间的偏相

关系数，控制变量为其他极端温度的变量。

２　 结果与分析

２􀆰 １　 青藏高原草地 ＳＯＳ 时空动态

从青藏高原近 ３０ ａ 草地 ＳＯＳ 均值分布发现，草
地 ＳＯＳ 从西北向东南逐渐提前，空间分布格局与水

热资源具有一致性。 其中 ４９􀆰 ３％的草地 ＳＯＳ 集中

在第 １２０～１３０ 天，即五月上旬至中旬，ＳＯＳ 开始最

早区域（ＳＯＳ 在第 １１０ 天之前）集中在最南部的珠

穆拉玛峰附近；ＳＯＳ 极端最晚值（ＳＯＳ 在第 １７０ 天之

后）主要分布在海拔较高的昆仑山脉、冈底斯山脉、
唐古拉山脉和横断山脉。 不同草地植被 ＳＯＳ 差异

较大，荒漠草原、高山亚高山平地草原和山地草甸

的 ＳＯＳ 较迟，集中在第 １２５ ～ １４５ 天；而平地草原草

甸和高山亚高山草地的 ＳＯＳ 较早，基本在第 １３０ 天

之前。 同一种草地 ＳＯＳ 从西北向东南呈推迟趋势，
在高海拔的山脉区域 ＳＯＳ 基本在第 １７０ 天之后（图
２～３）。

近 ３０ ａ 青藏高原 ５５􀆰 ３％的草地 ＳＯＳ 呈提前趋

势（通过显著性检验占整体像元 ３８􀆰 ９９％， α ＝



·１０２４　 · 　 生　 态　 与　 农　 村　 环　 境　 学　 报 第 ３９ 卷

０􀆰 ０５），主要分布在青藏高原西南端、唐古拉山脉和

昆仑山脉周围。 ４４􀆰 ７％的草地 ＳＯＳ 呈推迟趋势，横
断山脉和天生山脉区域的 ＳＯＳ 推迟速率最大（１􀆰 ５
ｄ·ａ－１）。 草地 ＳＯＳ 的 Ｃｖ平均值为 ０􀆰 ４７，其持续变

化的状态波动性较大。 其中青海湖周围和唐古拉

山脉中段的持续状态最稳定，但在海拔较高的其他

山脉地区的波动性较大（Ｃｖ＞０􀆰 ７），这说明近 ３０ ａ 青

藏高原 ＳＯＳ 的变化波动性较大。 通过 Ｈｕｒｓｔ 指数分

析近 ３０ ａ 青藏高原草地 ＳＯＳ 未来可能的持续性情

况发现，青藏高原草地 ＳＯＳ 的 Ｈｕｒｓｔ 均值为 ０􀆰 ４１，即
未来一段时间内草地 ＳＯＳ 的变化趋势与 １９８６—
２０１５ 年的变化趋势整体表现相反。 其中在波动性

较小区域的 Ｈｕｒｓｔ 值大于 ０􀆰 ５，即未来 ＳＯＳ 的变化趋

势持续过去 ３０ ａ 的变化趋势，以不显著提前趋势为

主。 而在波动较大的区域 Ｈｕｒｓｔ 值小于 ０􀆰 ５，即未来

ＳＯＳ 可能持续的变化状态与过去 ３０ ａ 呈相反趋势。

审图号： ＧＳ（２０２３）２６４２ 号。

图 ２　 青藏高原草地春季物候的空间动态分布

Ｆｉｇ􀆰 ２　 Ｓｐａｔｉａｌ ｄｉｓｔｒｉｂｕｔｉｏｎ ｏｆ ｐｈｅｎｏｌｏｇｉｃａｌ ｔｒｅｎｄｓ ｉｎ Ｑｉｎｇｈａｉ⁃Ｔｉｂｅｔａｎ Ｐｌａｔｅａｕ

Ⅰ—草甸； Ⅱ—山地草甸； Ⅲ—平地草原； Ⅳ—荒漠草原； Ⅴ—高山亚高山草甸； Ⅵ—高山亚高山平地草原。

Ⅰ～Ⅵ的变化速率分别为 ０􀆰 ０４、－０􀆰 ３４、０􀆰 １８、０􀆰 １５、０􀆰 １４ 和 ０􀆰 ３３ ｄ·ａ－１。

图 ３　 青藏高原草地春季物候的时间动态分布

Ｆｉｇ􀆰 ３　 Ｔｉｍｅ ｄｉｓｔｒｉｂｕｔｉｏｎ ｏｆ ｐｈｅｎｏｌｏｇｉｃａｌ ｔｒｅｎｄｓ ｉｎ Ｑｉｎｇｈａｉ⁃Ｔｉｂｅｔａｎ Ｐｌａｔｅａ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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２􀆰 ２　 植被物候随海拔梯度的变化特征

通常海拔会影响区域尺度的气温和降水的再

分布，从而影响草地植被物候。 为了探究海拔梯度

对草地植被物候的影响，参照文献［１８］将青藏高原

海拔划分为低海拔区 （ ＜ ３ ０００ ｍ）、较低海拔区

（３ ０００～３ ５００ ｍ）、中低海拔区（＞３ ５００～４ ０００ ｍ）、
较高海拔区（＞４ ０００～４ ５００ ｍ）、高海拔区（＞４ ５００～
５ ０００ ｍ）和极高海拔区（＞５ ０００ ｍ），统计不同海拔

梯度内草地 ＳＯＳ 分布及其年际变化动态的平均值

发现，ＳＯＳ 在不同高程梯度中存在显著差异（图 ４），

在极高海拔区域 ＳＯＳ 多年均值和变化速率略高于

其他地区，且分散程度逐渐变大。 ＳＯＳ 的稳定性在

不同海拔区域均较高，且随着海拔的升高稳定性逐

渐变好，但稳定性的分散度逐渐增加。 海拔对 Ｈｕｒｓｔ
指数的影响较大，在低海拔、中低海拔和较高海拔

区域的 Ｈｕｒｓｔ 指数小于 ０􀆰 ４，说明在该区域的 ＳＯＳ 未

来一段可能持续的状态与过去 ３０ ａ 相反的概率较

大。 而在高海拔和极高海拔区域的 Ｈｕｒｓｔ 值接近略

高于 ０􀆰 ５，说明高海拔区域的 ＳＯＳ 未来一段时间内

将持续过去 ３０ ａ 的变化趋势。

图 ４　 青藏高原草地春季物候变化动态与海拔的相关性

Ｆｉｇ􀆰 ４　 Ｃｏｒｒｅｌａｔｉｏｎ ｂｅｔｗｅｅｎ ｇｒａｓｓｌａｎｄ ｓｐｒｉｎｇ ｐｈｅｎｏｌｏｇｙ ａｎｄ ｅｌｅｖａｔｉｏｎ ｉｎ ｔｈｅ Ｑｉｎｇｈａｉ⁃Ｔｉｂｅｔ Ｐｌａｔｅａｕ

２􀆰 ３　 草地 ＳＯＳ 对不同极端温度因子的敏感性响应

极端气候频繁发生和水资源缺乏是影响我国

生态系统可持续发展的重大障碍。 为探究不同极

端温度因子对不同草地类型 ＳＯＳ 的影响情况，利用

地理探测器中的因子探测器分析青藏高原草地 ＳＯＳ
空间分异特征的驱动机制，从因子探测的结果（图
５）可知，不同极端气温对不同草地 ＳＯＳ 的决定力（ｑ
值）不同。 ＴＸＸ 和 ＴＮＸ 对高山亚高山草甸 ＳＯＳ 的 ｑ
值明显高于其他极端温度指标，分别为 ０􀆰 ０８９ 和

０􀆰 ０７２，对高山亚高山草甸 ＳＯＳ 的影响较其他极端

温度指标大。 而 ＴＸＮ 和 ＷＳＤＩ 对高山亚高山草甸

ＳＯＳ 影响最小，ｑ 值分别为 ０􀆰 ０２７ 和 ０􀆰 ０３０。 对于高

山亚高山平地草原 ＳＯＳ 来说，ＤＴＲ 和 ＴＮＸ 对其 ＳＯＳ
的影响最高， ｑ 值分别为 ０􀆰 １０６ 和 ０􀆰 ０９０，其次为

ＴＸＸ、 ＴＮＮ 和 ＦＤ， ｑ 值 分 别 为 ０􀆰 ０７４、 ０􀆰 ０６２ 和

０􀆰 ０６６，其他极端气候指标对高山亚高山平地草原

ＳＯＳ 的影响相对较小。 极端温度因子对荒漠草原

ＳＯＳ 的影响均较小，其中 ＤＴＲ 的 ｑ 值最大（０􀆰 ０３７），
ＴＸ９０Ｐ 影响最小（０􀆰 ０１）。 平地草原 ＳＯＳ 受到 ＤＴＲ、
ＴＮＮ、ＴＮＸ 和 ＴＸＸ 的影响较大，受到 ＴＸ１０Ｐ 的影响

最小。
山地草甸 ＳＯＳ 受 ＴＸ９０Ｐ、ＴＸＸ 的影响较大，ｑ 值

分 别 为 ０􀆰 ０９ 和 ０􀆰 ０８６。 草 甸 ＳＯＳ 受 到 ＤＴＲ、
ＴＮ１０Ｐ、ＴＮＸ、ＴＸ１０Ｐ、ＴＸＸ 和 ＷＳＤＩ 的影响较大。 总

体而言，草甸 ＳＯＳ 对极端温度的变化最敏感，其次

为平地草原 ＳＯＳ。 而荒漠草原 ＳＯＳ 对极端温度因子

的敏感度最小。
为进一步分析不同极端气候因子与草地 ＳＯＳ

的关系，采用高阶偏相关分析法分析了草地 ＳＯＳ 与

不同极端温度的相关性（图 ６），发现不同极端温度

指标与草地 ＳＯＳ 的相关性存在显著的空间差异。
其中草地 ＳＯＳ 与变冷相关的极端温度因子（ＦＤ、Ｉ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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ＴＮ１０Ｐ、ＴＸ１０Ｐ） 普遍以弱正相关关系为主，其中

ＦＤ、ＩＤ、ＴＮ１０Ｐ 和 ＴＸ１０Ｐ 在喜马拉雅山脉东坡正相

关性较强，但 ＴＮＮ 和 ＴＸＮ 在大部分地区以负相关

关系为主。 草地 ＳＯＳ 与 ＤＴＲ 的相关系数在± ０􀆰 ５
间，呈正相关与负相关分别占 ４５􀆰 ５５％和 ５４􀆰 ４５％，
这说明草地 ＳＯＳ 与极端温度间存在一定程度的联

系。 以上结果表明，随着极端变暖事件的频繁发

生，草地 ＳＯＳ 会推迟，不利于春季草地植被生长

发育。
草地 ＳＯＳ 与 变 暖 相 关 的 极 端 温 度 因 子

（ＴＮ９０Ｐ、ＴＸ９０Ｐ、ＷＳＤＩ）普遍以弱负相关为主，尤其

在海拔较高的喜马拉雅山脉、昆仑山脉、天山山脉

和横断山脉的负相关系数出现极高值，基本在 ０􀆰 ５
以上。 但 ＴＮＸ 和 ＴＸＸ 在大部分地区以正相关为

主，但在喜马拉雅山脉东坡的负相关性较强。 但草

地 ＳＯＳ 与极端温度相关系数的分布规律具有明显

的空间差异性。 在青藏高原中部，草地 ＳＯＳ 与

ＴＮ９０Ｐ、ＴＸ９０Ｐ、ＴＮＮ、ＴＸＮ 和 ＷＳＤＩ 以正负相关并存

的分布模式，在东部主要以弱正相关为主，但在以

西地区以较显著的负相关为主。 这说明温度变暖

（如暖夜日数）和地表积温增加为草地植被生长创

造了适宜的生长条件，能够更好地促进高海拔地区

的草地生长发育。

Ⅰ—草甸； Ⅱ—山地草甸； Ⅲ—平地草原； Ⅳ—荒漠草原；

Ⅴ—高山亚高山草甸； Ⅵ—高山亚高山平地草原。

各变量含义见表 １。

图 ５　 青藏高原草地春季物候对极端温度敏感性探测结果

Ｆｉｇ􀆰 ５　 Ｆａｃｔｏｒ ｄｅｔｅｃｔｉｏｎ ｒｅｓｕｌｔｓ ｏｆ ｇｒａｓｓｌａｎｄ ｓｐｒｉｎｇ
ｐｈｅｎｏｌｏｇｙ ｏｎ ｔｈｅ Ｑｉｎｇｈａｉ⁃Ｔｉｂｅｔ Ｐｌａｔｅａｕ

各变量含义见表 １。 审图号： ＧＳ（２０２３）２６４２ 号。

图 ６　 草地植被春季物候（ＳＯＳ）与极端温度指标的偏相关系数图

Ｆｉｇ􀆰 ６　 Ｐａｒｔｉａｌ ｃｏｒｒｅｌａｔｉｏｎ ａｎａｌｙｓｉｓ ｒｅｓｕｌｔｓ ｏｆ ｇｒａｓｓｌａｎｄ ｓｐｒｉｎｇ ｐｈｅｎｏｌｏｇｙ ａｎｄ ｅｘｔｒｅｍｅ ｔｅｍｐｅｒａｔｕｒｅ

　 　 从草地植被 ＳＯＳ 响应极端温度变化事件的空

间分布状况发现，草地 ＳＯＳ 受极端天气变化影响存

在一定的空间分异。 为了进一步细化不同草地类

型对极端温度变化的响应情况，在前文研究的基础

上依据不同类型的草地植被提取相关性分析结果，
分析不同草地物候对极端天气变化事件的响应情

况。 可以看出，大部分与草地植被 ＳＯＳ 和极端温度

事件之间呈负相关， 其中草甸、山地草甸 ＳＯＳ 与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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端温度事件以正相关为主。 高山亚高山草甸、高山

亚高山平地草原、荒漠草原和平地草原 ＳＯＳ 与极端

温度事件间的相关性存在分异，高山亚高山草甸

ＳＯＳ 与 ＴＸＸ、ＴＸＮ、ＴＮ９０Ｐ 及 ＴＸ１０Ｐ 的负相关性较

为显著，通过显著性检验的像元分别占 ２􀆰 １１％、
０􀆰 ７１％、０􀆰 ３８％、０􀆰 ５１％（Ｐ＜０􀆰 ０５），说明高山亚高山

草甸 ＳＯＳ 对日最高温度最大值和最小值、暖昼日数

及冷昼日数十分敏感；草甸 ＳＯＳ 与 ＩＤ 的负相关性

十分显著，有 ３􀆰 ０８％和 ３􀆰 ２２％通过了显著性检验

（Ｐ＜０􀆰 ０５），说明草甸 ＳＯＳ 对霜冻十分敏感，霜冻不

适宜草甸植被的生长。 高山亚高山平地草原 ＳＯＳ
与 ＴＮＮ 和 ＴＸＮ 分别呈显著负相关，显著负相关像

元占比为 ０􀆰 ２３％（Ｐ＜０􀆰 ０５），说明高山亚高山平地草

原 ＳＯＳ 对日最低温度最小值和日最高温度最小值

是敏感的，短时低温对此类植被的生长影响并不

大。 山地草甸 ＳＯＳ 与 ＴＮＮ 和 ＴＮ９０Ｐ 分别为显著负

相关，说明山地草甸对日最低温度最小值和暖夜日

数较敏感（表 ２）。

表 ２　 不同类型草地春季物候与极端温度事件的偏相关系数

Ｔａｂｌｅ ２　 Ｐａｒｔｉａｌ ｃｏｒｒｅｌａｔｉｏｎ ｂｅｔｗｅｅｎ ｇｒａｓｓｌａｎｄ ｓｐｒｉｎｇ ｐｈｅｎｏｌｏｇｙ ｏｆ ｄｉｆｆｅｒｅｎｔ ｔｙｐｅｓ ｏｆ ｇｒａｓｓｌａｎｄ ａｎｄ ｅｘｔｒｅｍｅ ｔｅｍｐｅｒａｔｕｒｅ

气候因子 高山亚高山草甸 高山亚高山平原 荒漠草原 平地草原 山地草甸 草甸

ＤＴＲ ０􀆰 ００５ －０􀆰 ０３４ －０􀆰 ０７２ －０􀆰 ０４３ －０􀆰 ０４５ ０􀆰 ０６２
ＦＤ ０􀆰 ０２１ ０􀆰 ０６９ ０􀆰 ０６３ ０􀆰 ０４４ ０􀆰 ０２２ －０􀆰 ０６６
ＩＤ －０􀆰 ０１５ ０􀆰 ００５ －０􀆰 ０２８ －０􀆰 ０２４ ０􀆰 ０４９ －０􀆰 １７７
ＴＮ１０Ｐ －０􀆰 ００５ －０􀆰 ０２７ －０􀆰 ０１７ －０􀆰 ０３１ ０􀆰 ０７２ －０􀆰 ０１４
ＴＮ９０Ｐ ０􀆰 ００５ ０􀆰 ００８ －０􀆰 ０１９ －０􀆰 ００２ －０􀆰 ２７４ ０􀆰 ０８３
ＴＮＮ ０􀆰 ００１ －０􀆰 １４７ －０􀆰 ０８６ －０􀆰 ０８７ －０􀆰 １６４ ０􀆰 ０８９
ＴＮＸ ０􀆰 ００３ －０􀆰 ０７１ －０􀆰 ０７１ －０􀆰 ００１ ０􀆰 ０１３ ０􀆰 １１８
ＴＸ１０Ｐ ０􀆰 ０６５ ０􀆰 ０２５ ０􀆰 ０３６ －０􀆰 ００４ ０􀆰 ０１９ －０􀆰 ００３
ＴＸ９０Ｐ －０􀆰 ０７９ －０􀆰 ０１１ －０􀆰 ０２３ －０􀆰 ００５ －０􀆰 ０４０ ０􀆰 １１６
ＴＸＮ －０􀆰 １５７ －０􀆰 １６０ －０􀆰 ０８１ －０􀆰 ０８９ －０􀆰 ０２４ ０􀆰 ０９５
ＴＸＸ －０􀆰 ０６８ －０􀆰 ００４ －０􀆰 ００８ ０􀆰 ０６２ －０􀆰 ０１６ ０􀆰 ０５３
ＷＳＤＩ ０􀆰 ００１ ０􀆰 ００３ ０􀆰 ０１５ ０􀆰 ０４０ －０􀆰 ０２８ ０􀆰 ０７４

各气候因子含义详见表 １。

３　 讨论

青藏高原草地生态系统作为世界上最重要和

最脆弱的生态系统，气候急剧变化会对草地植被物

候产生显著影响［１２］。 有研究发现，近 ５０ ａ 来青藏

高原经历的长期快速的气候变暖促进了高寒植被

ＳＯＳ 提前，春季生物量增加［２６－２７］。 笔者研究也表

明，近 ３０ ａ 在青藏高原西南端、唐古拉山脉和昆仑

山脉地区的草地 ＳＯＳ 呈提前趋势，但在横断山脉和

天生山脉区域的草地 ＳＯＳ 呈显著推迟趋势。 不同

地区植被 ＳＯＳ 呈不同趋势，这主要与草地植被生长

受到的外界环境影响密不可分（良好的水热环境、
充足的营养物质） ［２７－２８］。 然而周玉科等［２９］ 发现，青
藏高原东南部湿润半湿润的灌木草原区、西北荒漠

草原区和青藏高原西南部湿润区草地 ＳＯＳ 均为推

迟趋势。 不同学者对草地变化趋势的研究存在差

异，这可能是与研究时间段不同有关；另一方面可

能是因为气候变暖的同时降水时空分布格局、土壤

蒸散发也发生了较大变化，温度变暖虽然极大地改

变了春季物候事件，但不同地区、不同草地类型对

气候的响应程度不同［３０］。 如有研究显示气候变暖

使寒冷草原 ＳＯＳ 提前，尤其是高纬度地区，而在季

节性干旱地区，气候变暖通常使植被春季物候推

迟，这主要是因为寒冷草地的春季物候主要受温度

的调节，干燥草地的春季物候因主要受水分的调

节［２，１５，２６］。 其次，在极高海拔区域草地 ＳＯＳ 多年均

值和变化速率略高于其他地区，且分散程度逐渐变

大。 稳定性在不同海拔区域均较高，且随着海拔的

升高稳定性逐渐变好。 但海拔对 Ｈｕｒｓｔ 指数的影响

较大，在低海拔、中低海拔和较高海拔区域的 ＳＯＳ
未来一段可能持续的状态与过去 ３０ ａ 相反的概率

较大，而在高海拔和极高海拔区域的 ＳＯＳ 未来一段

时间内将持续过去 ３０ ａ 的变化趋势。
温度和降水被认为是影响草地物候的重要气

象因子［１－３，２０－２２］，但与平均气候相比，极端气候因具

有突发性、破坏性大和难以准确预测等特点，可能

会严重影响到区域陆地生态系统的碳循环，从而影

响植被生长周期以及植被的生产力和产量［６－７，２０］。
极端气候事件发生频率的增多增加了预测气候变

化对生态系统未来影响的不确定性，因此迫切需要

探索草地生态系统（特别是脆弱和易受影响的生态

系统）如何应对日益加剧的气候变化。 许多研究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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现，极端气候事件与不同类型植被间的相互作用具

有异质性［２９－３０］。 因此，该文分析了青藏高原不同类

型草地春季物候对 １２ 个极端温度指标的敏感性及

其相关性，发现 １９８６—２０１５ 年青藏高原不同草地类

型的 ＳＯＳ 对极端温度事件的响应不同。 高山亚高

山草甸春季物候主要受到极端高温事件的负影响

（ＴＸＸ、ＴＮＸ），而受到极端低温事件的影响程度

（ＴＸＮ、ＴＮＮ）小于极端高温事件。 主要是因为高山

亚高山草甸大多处于海拔较高、气候较为寒冷的分

水岭和平坦开阔的高原面，植被组成多以耐寒冷的

嵩草和多种草类为主［３］。 因此，虽然极端高温出现

频率的增加可能会增加高山亚高山草甸植被芽爆

裂和叶片膨胀所需的热量积累，极端低温事件频率

的增加会减少高山亚高山草甸植被芽休眠释放前

的低温天数［３１－３２］。 然而从理论上讲，冬季强烈变暖

可能会阻碍冷藏需求的实现，从而导致春季物候开

始生长的时间推迟。 有学者研究发现，温度对温带

植物出叶时间的影响归因于低温需求（充分暴露于

寒冷天气）和热积累（一定量的热时间）之间的动态

关系［３３］。 ＹＵ 等［３２］发现，２０ 世纪 ９０ 年代中期后青

藏高寒草甸和草原地带生长期缩短与冬季极端高

温事件的增加和冬季制冷条件不足密切相关，且极

端温度的升高会导致春季物候推迟。 这一发现表

明高山亚高山草甸可能具有较低的低温需求。 此

外，暖冬也可能降低高山亚高山草甸敏感生长组织

冻害的风险。 有研究也发现，在高海拔地区的霜冻

限制了木本和多年生草本物种的生长［２７］。 山地草

甸 ＳＯＳ 受 ＴＸ９０Ｐ、ＴＸＸ 的影响较大，草甸 ＳＯＳ 受到

ＤＴＲ、ＴＮ１０Ｐ、ＴＮＸ、ＴＸ１０Ｐ、ＴＸＸ 和 ＷＳＤＩ 的影响较

大。 草甸和山地草甸植被一般分布在海拔较高的

湿润气候区，其对极端温度的响应较海拔更高的高

山亚高山草甸敏感，但草甸 ＳＯＳ 随极端温度变化的

原因与高山亚高山草甸相似。 高山亚高山平地草

原 ＳＯＳ 受气温日较差、日最低温度最大值、日最高

气温最大值和暖昼日数的负向影响作用较大。 这

主要是由于高山亚高山平地草原分布区气候较冷

且较干旱，植被组成多以狐茅、针茅为主，伴生灌木

锦鸡儿、金腊梅等，草质、草量均较差［３］。 这主要是

因为春季温度升高会使得气候较为干旱的高山亚

高山平地草原生长受到土壤水分胁迫的影响，从而

导致植被生长受限，物候期被推迟，但这取决于温

度、太阳辐射、降水和土壤类型等因子对植被物候

的共同作用［２０］。 极端温度对荒漠草原 ＳＯＳ 的影响

均较小。 平地草原 ＳＯＳ 对 ＤＴＲ、ＴＮＮ、ＴＮＸ 和 ＴＸＸ
的敏感度较大，这表明青藏高原平地草原 ＳＯＳ 受极

端温暖指数的影响很大。 荒漠草原和平地草原大

多处于干旱生态系统中，草地植被受到土壤含水量

的胁迫大于温度，因此极端高温事件会降低土壤含

水量，使浅根山地植物易受水分胁迫，导致春季物

候延迟［３２］。 相反，大量的季前降水将减少干旱风

险，有效提高土壤水的可用性，促进植被最大限度

地发挥热效益［２８］。 但因为荒漠草原和平地草原的

耐寒性比较差，因此极端低温事件可能会直接导致

草地死亡［２７］。 其次，也有研究发现随着海拔的升

高，草地 ＳＯＳ 随气候敏感性稳步下降。 这表明不同

植被对极端气候的总体响应具有重叠分布，这往往

因植被类型之间的敏感性不同而变得复杂。

４　 结论

利用 ＧＩＭＭＳ ＮＤＶＩ ３ｇ 数据提取草地春季物候

数据和极端温度数据集，辅以趋势分析、稳定性分

析、未来持续状态、地理探测器和高阶偏相关分析

法，探究了青藏高原 １９８６—２０１５ 年不同草地类型春

季物候及极端温度对不同草地类型 ＳＯＳ 的影响，为
不同草地类型春季物候对极端气候变化的响应情

况研究提出了重要的框架。 主要结论如下：
（１）青藏高原近 ３０ ａ 草地 ＳＯＳ 集中在第 １２０ ～

１３０ 天，即 ５ 月上旬至中旬。 其中荒漠草原、高山亚

高山平地草原和山地草甸的 ＳＯＳ 较其他几种草地

类型迟，集中在第 １２５～１４５ 天，平地草原、草甸和高

山亚高山草地 ＳＯＳ 较早，基本在第 １３０ 天之前。
（２） ＳＯＳ 总体以提前趋势为主，速率集中在

０～ ±１􀆰 ５ ｄ·ａ－１，但 ＳＯＳ 变化波动性较大。 未来一

段时间内 ＳＯＳ 变化趋势与 １９８６—２０１５ 年相反，其中

在波动性较小区域 ＳＯＳ 未来以提前趋势为主，波动

性较大区域 ＳＯＳ 未来呈推迟趋势。
（３）高山亚高山草甸 ＳＯＳ 对 ＴＸＸ 和 ＴＮＸ 敏感

性较大，对 ＴＸＮ 和 ＷＳＤＩ 的敏感性较小。 高山亚高

山平地草原 ＳＯＳ 对 ＤＴＲ 和 ＴＮＸ 敏感性较高，其次

为 ＴＸＸ、ＴＮＮ 和 ＦＤ。 极端温度因子对荒漠草原 ＳＯＳ
的影响均较小。 平地草原 ＳＯＳ 对 ＤＴＲ、ＴＮＮ、ＴＮＸ
和 ＴＸＸ 的敏感性较大，对 ＴＸ１０Ｐ 的敏感性较小。
山地草甸 ＳＯＳ 受 ＴＸ９０Ｐ、ＴＸＸ 的影响较大。 草甸

ＳＯＳ 受到 ＤＴＲ、ＴＮ１０Ｐ、ＴＮＸ、ＴＸ１０Ｐ、ＴＸＸ 和 ＷＳＤＩ
的影响较大。

（４） 草地 ＳＯＳ 与变冷相关的极端温度因子

（ＦＤ、ＩＤ、ＴＮ１０Ｐ、ＴＸ１０Ｐ、ＴＮＸ 和 ＴＸＸ）普遍以弱正

相关性为主， ＦＤ、ＩＤ、ＴＮ１０Ｐ 和 ＴＸ１０Ｐ 在喜马拉雅

山脉东坡的正相关性较其他极端气温指标强。 草

地 ＳＯＳ 与变暖相关的极端温度因子 （ ＴＮ９０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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ＴＸ９０Ｐ、ＴＮＮ、ＴＸＮ 和 ＷＳＤＩ）普遍以弱负相关性为

主，尤其在喜马拉雅山脉、昆仑山脉、天山山脉和横

断山脉的负相关系数出现极高值。
研究表明，未来青藏高原草地植被生长将容易

受到极端气候因子的影响。 因此，后期研究应该在

气候因子的基础上进一步分析月尺度的极端温度、
极端降水等因素对不同植被生长的影响，为进一步

测量和预测植被物候对未来气候条件的响应提供

模板，季节性极端气候如何联合影响植被生长也需

进一步研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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录用定稿网络首发启事

为了以规范的网络期刊出版方式更快更好地确立作者的科研成果首发权，全面提高学术论文的传播效率和利用价值，本
刊已与《中国学术期刊（光盘版）》电子杂志社有限公司（简称电子杂志社）签署《ＣＡＪ－Ｎ 网络首发学术期刊合作出版协议》，通
过《中国学术期刊（网络版）》（ＣＡＪ－Ｎ）正式出版本刊网络版。 凡经本刊审定录用的稿件（录用定稿）均将首先以本刊网络版

形式首发，后视编排情况发布排版定稿和整期汇编定稿，最后以本刊印刷版形式出版。
录用定稿网络首发之后，在后续的排版定稿、整期汇编定稿网络版和印刷版中，不得修改论文题目、作者署名、作者单位

以及学术内容，只可基于编辑规范进行少量文字修改。 本刊郑重承诺，对于录用定稿网络首发论文，本刊印刷版将刊出最

终稿。
为了辅助同行专家对稿件的评审以及帮助读者对论文内容的理解，本刊建议作者投稿时提交因印刷版篇幅和载体限制

未能刊发的，能够进一步说明文中实验设计、案例分析、理论推导、观点论证等的补充材料，包括文字资料（．ｄｏｃ，．ｄｏｃｘ）、数据

表格（．ｘｌｓ，．ｘｌｓｘ）、图形文件（．ｊｐｇ， ．ｇｉｆ， ．ｐｎｇ， ．ｔｉｆ， ．ｂｍｐ， ．ａｉ， ．ｅｐｓ 等）、音频文件（．ｍｐ３， ．ｗｍａ， ．ａｖｉ 等）、视频文件（．ｍｐ４， ．ａｖｉ，
．ｗｍｖ 等）、程序代码（．ｔｘｔ）等。 这些补充材料将与原文内容进行组织和封装，形成一个有内在联系的增强论文，通过网刊发布。

ＣＡＪ－Ｎ 是国家新闻出版广电总局批准创办、国家教育部主管、清华控股有限公司主办、《中国学术期刊（光盘版）》电子杂

志社有限公司出版的由我国各类学术期刊组成的连续型网络出版物，每篇网络首发论文将被赋予一个唯一的国际 ＤＯＩ 编码，
而且在版本变动中，其 ＤＯＩ 维持不变。 按国家有关网络连续型出版物管理规定，网络首发论文视为正式出版论文，本刊编辑

部与电子杂志社共同为论文作者颁发论文网络首发证书。 论文作者可以从中国知网下载或打印论文和证书，作为正式发表

的论文提交人事、科研管理等有关部门。

本刊编辑部

８ 月 １８ 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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赣江中下游浮游藻类时空分布特征及水质评价

王俊颉１， 夏　 雨１， 于新平１， 刘金福１，２， 李瀚成１， 陈宇炜１① 　 （１􀆰 南昌工程学院水利与生态工程学院， 江西 南

昌　 ３３００９９； ２􀆰 江西省水利科学院， 江西 南昌　 ３３００２９）

摘要： 浮游植物是河流生态系统中最重要的初级生产者，为揭示赣江浮游植物群落时空分布特征及评价赣江水

体营养状态，于 ２０１９ 年 １、４、７ 和 １０ 月对赣江中下游浮游植物群落结构进行调查。 结果表明，赣江中下游共检测

出浮游植物 ６ 门 ５３ 属，其中绿藻门 ２５ 属，占总物种数的 ４７􀆰 １７％；硅藻门 １６ 属，占总物种数的 ３０􀆰 １９％；蓝藻门 ６
属，占总物种数的 １１􀆰 ３２％；其他门类包括裸藻门 ３ 属、甲藻门 ２ 属、隐藻门 １ 属。 各采样点浮游植物密度为 １１􀆰 ０×
１０４ ～４６８􀆰 ７×１０４ Ｌ－１，平均值为 ９３􀆰 １×１０４ Ｌ－１。 生物量为 ０􀆰 １５～４􀆰 ６７ ｍｇ·Ｌ－１，平均生物量为 １􀆰 １６ ｍｇ·Ｌ－１。 浮游植

物空间分布差异显著，万安水库和峡江水库上游各采样点浮游植物丰度和生物量均高于其他采样点，其中 ＧＪ１１
样点丰度最高。 季节变化方面，浮游植物生物量总体呈现冬季＞秋季＞春季＞夏季；冬季最高，为 ２􀆰 ２３ ｍｇ·Ｌ－１，硅
藻门为优势门类；夏季最低，为 ０􀆰 ６６ ｍｇ·Ｌ－１，绿藻门为优势门类；与 ２０ 世纪 ８０ 年代调查相比，近年来浮游植物物

种（属）数有所下降，丰富度、均匀度等也较早期调查结果低。 水质理化指标评价结果显示，赣江中下游水质为Ⅴ
类水；Ｓｈａｎｎｏｎ⁃Ｗｉｅｎｅｒ 指数、Ｐｉｅｌｏｕ 均匀度指数和 Ｍａｒｇａｌｅｆ 生物多样性指数评价表明，水体处于中度污染至重度污

染状态。
关键词： 赣江； 浮游植物； 群落结构； 水质生物学评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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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赣江是长江八大支流之一，也是鄱阳湖水系的

第一大河流，它起源于闽赣交界的武夷山区，自南

向北流经赣州、万安、吉安、樟树、丰城、南昌等地汇

入鄱阳湖，干流全长 ７６６ ｋｍ，共有 １３ 条主要支流汇

入，流域面积占江西省国土面积 ５４％，占鄱阳湖流

域面积 ５０􀆰 ６％。 赣江流域属于亚热带季风湿润气

候区，降水量丰沛，水资源总量丰富，平均水资源总

量为 ６８６ 亿 ｍ３。 流域内外洲水文站以上流域面积

８０ ９４８ ｋｍ２，占江西省土地面积的 ４８􀆰 ５％，耕地面积

和居住人口占江西省的一半。 赣江水利枢纽众多，
万安、峡江水利枢纽是流域内 ２ 个较大的水利工程，
担任着赣江中下游防洪以及航运、灌溉、水库养殖

等任务，是综合效益比较显著的大型水利水电枢纽

工程。 赣江流域是周边城市工农业生产及生活用

水的主要来源，其水质好坏至关重要。 近年来，随
着经济的快速发展，赣江流域的水污染问题愈发严

重，例如工业污水和生活污水的过量排放、河道大

规模采砂导致水体浑浊等对赣江流域水质破坏

很大［１］。
目前，国内对于赣江流域浮游植物群落结构的

调查已有一些报道。 胡美琴等［２］ 对万安大坝截流

前的浮游植物群落结构进行调查，发现赣江流域内

工厂对赣江水质污染较大；张萌等［３］ 利用硅藻生物

指数法对赣江水系的水质健康状况进行了生物监

测评价，显示赣江下游的袁河段和干流下游是超富

营养化状态出现的主要区域；计勇等［４］ 研究表明，
赣江中下游流域的水质总体处于轻度污染至较严

重污染状态；杨威等［５］ 研究表明，赣江中下游水体

已处于富营养化状态，并处于中度－重度污染状态。
前人虽已对赣江中下游进行了研究，但这些研究大

多时间跨度小，或者没有结合水化学数据进行分

析，仅靠浮游植物群落结构对水质进行了判断，结
论较为片面。 笔者选取赣江中下游 １３ 个采样点，对
其 ４ 个区域进行划分，将水库以及水利枢纽对赣江

中下游浮游植物的影响纳入空间分布进行考量，并
将浮游植物水质生物学评价与理化因子相结合对

水质进行综合评价，使结论更具科学性。
浮游植物是河流生态系统中极其重要的生物

类群，在河流中的能量流动与物质循环过程中发挥

着不可忽视的作用［６－７］，其生产力又是水域生态系

统中重要的组成部分，河流水质变化的重要依据之

一就是数量和种类的变化。 对浮游植物的种类组

成和时空分布进行研究是水生生态环境研究的基

础工作，同时也是水质判断的重要方面。 根据欧盟

水框架指令建议，当地表水水质达到化学标准的同

时，也应该注重生态标准，即采用生物群落数据对

水质进行评价。 由于浮游植物具有个体小，生活周

期短，繁殖速度快，易受环境中各种因素的影响而

在较短周期内发生改变的特性，因此常被用来指示

水质环境的变化，国内外很多学者都利用浮游植物

来评价监测水质［８－１０］。 该研究通过对赣江中下游流

域 ４ 个季节进行调查，揭示浮游植物群落结构的时

空变化，对水质状况进行综合评价，以期为赣江流

域的水环境治理和生态环境保护提供宝贵的科学

依据。

１　 材料与方法

１􀆰 １　 采样时间与地点设置

根据赣江中下游年内季节变化，选择 ２０１９ 年 １
月（冬季）、４ 月（春季）、７ 月（夏季）和 １０ 月（秋季）
分 ４ 次对赣江中下游流域进行野外调查采样，共设

置赣州至鄱阳湖入湖口共 １３ 个采样点，自上游至下

游依次为贡水、章江、储潭、罗塘、万安水库、吉安市

区、峡江水库、拖船镇、丰城小港镇、外洲文站、赣江

南支口、赣江中支口、赣江主支口（图 １）。
根据赣江中下游沿岸企业分布情况、居民区位

置及水库分布情况，将采样点划分为 ４ 个河段：河段

Ⅰ包括 ＧＪ１ ～ ＧＪ４，位于万安水库上游，周围有居民

居住区域；河段Ⅱ包括 ＧＪ５ ～ ＧＪ７，位于万安水库下

游至峡江水库库区，两岸居民区和企业较少；河段

Ⅲ包括 ＧＪ８～ＧＪ１０，为赣江主支至赣江主支分叉口；
河段Ⅳ包括 ＧＪ１１～ＧＪ１３，为鄱阳湖 ３ 个入湖口位置，
周围工厂居民较多。
１􀆰 ２　 浮游样品采集与鉴定

采集浮游植物定性样品时用 ２５ 号浮游生物网

在水下 ０􀆰 １５ｍ 处作“¥”字型拖拽 ３ ～ ５ ｍｉｎ，收集到

的浮游植物装进 ５０ ｍＬ 容量瓶中，加入 ２ ｍＬ 鲁哥试

剂固定，贴上标签，并做好各项记录；定量样品采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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时，用 ５ Ｌ 有机玻璃采水器每隔 ０􀆰 ５ ｍ 水深分 ３ 层

等量取水，共取 １ Ｌ 混合水样，现场加入 １０ ｍＬ 鲁哥

试剂固定浮游植物样品，带回实验室静置沉淀 ４８ ｈ
后用虹吸管吸掉上层清液，将样品浓缩至约 ３０ ｍＬ。
取浓缩后的 ０􀆰 １ ｍＬ 样品在显微镜下放大 ４００ 倍进

行种类鉴定和计数，浮游植物种类鉴定参照文献

［１１］。 浮游植物生物量根据细胞体积计算，将 １
ｍｍ３细胞体积换算成 １ ｍｇ 鲜重生物量［１２］。

图 １　 赣江地理位置与干流采样断面分布

Ｆｉｇ􀆰 １　 Ｇｅｏｇｒａｐｈｉｃａｌ ｌｏｃａｔｉｏｎ ｏｆ Ｇａｎｊｉａｎｇ Ｒｉｖｅｒ ａｎｄ
ｄｉｓｔｒｉｂｕｔｉｏｎ ｏｆ ｓａｍｐｌｉｎｇ ｓｅｃｔｉｏｎｓ ｉｎ ｔｈｅ ｍａｉｎ ｓｔｒｅａｍ

１􀆰 ３　 理化指标水样采集与处理

采集水样前在实验室中将采样容器用清水和

洗涤剂清洗，除去一般的灰尘、油垢后用自来水洗

净，然后用 ｗ 为 １０％的硝酸（或盐酸）浸泡 ８ ｈ，取出

沥干后用自来水冲洗 ３ 次，并用蒸馏水充分淋洗

干净。
现场用 ＨａｃｈＤＳ５Ｘ 多参数水质仪测定表层（约

０􀆰 ５ ｍ 处）水温（ＷＴ）、ｐＨ 值、溶解氧（ＤＯ）浓度等。
水样用 ５ Ｌ 有机玻璃采水器在水深 ０􀆰 ５ ｍ 处采集，
冷藏保存带回实验室做进一步测定；总氮（ＴＮ）浓

度、总磷（ＴＰ）浓度、化学需氧量（ＣＯＤ）参照《水和

废水监测分析方法》测定［１３］。
１􀆰 ４　 数据处理方法

Ｓｈａｎｎｏｎ⁃Ｗｉｅｎｅｒ 多样性指数（Ｈ）、Ｐｉｅｌｏｕ 均匀度

指数（Ｊ）、Ｍａｒｇａｌｅｆ 丰富度指数（Ｄ）计算公式为

Ｈ ＝－ ∑
Ｓ

ｉ ＝ １
ｐｉ ｌｎ ｐｉ ， （１）

Ｄ＝（Ｓ－１） ／ ｌｎ Ｎ， （２）
Ｊ＝Ｈ ／ ｌｎ Ｓ 。 （３）

式（１） ～ （３）中， ｐｉ 为第 ｉ 个物种密度占总密度的比

例，％；Ｓ 为样品种类总数；Ｎ 为所有物种个体数。
浮游植物优势种的确定采用优势度（Ｙ）计算公

式为

Ｙ ＝ Ｐ ｉ ｆｉ 。 （４）
式（４）中，Ｐ ｉ为第 ｉ 个物种个体数占总个体数的比

例，％；ｆｉ为物种 ｉ 出现的频率；以 Ｙ ≥０􀆰 ０２ 的种类为

优势种。
通过 Ｏｒｉｇｉｎ ２０１７、ＳＰＳＳ ２０ 软件对结果进行统

计处理。 浮游生物多样性指数评价水质标准分为 ４
个等级［１４］（表 １）。

表 １　 Ｓｈａｎｎｏｎ⁃Ｗｉｅｎｅｒ 指数、Ｐｉｅｌｏｕ 指数和 Ｍａｒｇａｌｅｆ 指数

的评价标准

Ｔａｂｌｅ １ 　 Ｅｖａｌｕａｔｉｏｎ ｃｒｉｔｅｒｉａ ｏｆ Ｓｈａｎｎｏｎ⁃Ｗｉｅｎｅｒ Ｉｎｄｅｘ
Ｐｉｅｌｏｕ Ｉｎｄｅｘ ａｎｄ Ｍａｒｇａｌｅｆ Ｉｎｄｅｘ
Ｓｈａｎｎｏｎ⁃Ｗｉｅｎｅｒ 指数 Ｐｉｅｌｏｕ 指数 Ｍａｒｇａｌｅｆ 丰富度指数

分级标准 水质类型 分级标准 水质类型 分级标准 水质类型

＞３ 清洁－轻污染 ０􀆰 ８～１􀆰 ０ 清洁型 ０～１ 重污染

１～３ 中污染 ０􀆰 ５～０􀆰 ８ 轻污染 １～２ 中污染

０～１ 重污染 ０􀆰 ３～０􀆰 ５ 中污染 ２～３ 轻污染

　 ０～０􀆰 ３ 重污染 ＞３ 清洁型

２　 结果与分析

２􀆰 １　 理化指标分析

赣江中下游段采样点的理化指标见表 ２。 赣江

水体偏弱碱性，变化幅度为 ６􀆰 ８６ ～ ８􀆰 ７９，平均值为

７􀆰 ７４。 ｐＨ 值的季节变化规律不明显，从变化趋势

看，冬季 ｐＨ 值比较低，秋季较高。 ＴＮ 浓度表现出

明显的空间差异，河段Ⅰ以及河段Ⅳ的 ＴＮ 浓度一

直保持在较高水平，而河段Ⅱ、Ⅲ则较低，冬季河段

Ⅳ的 ρ（ＴＮ）达到最高，为 ２􀆰 ５９ ｍｇ·Ｌ－１；夏季各个河

段均 ρ（ＴＮ）都显著下降，河段Ⅳ的 ρ（ＴＮ）达到最低

值，为 １􀆰 １７ｍｇ·Ｌ－１。 水体总 ρ（ＴＰ）范围为０􀆰 ０３～
０􀆰 １０ ｇ·Ｌ－１，同样在冬季入湖口河段Ⅳ的 ＴＰ 浓度

达到最高，并且河段Ⅰ也保持着较高的浓度。 ＤＯ
浓度表现出明显的季节差异（Ｐ＜０􀆰 ０５），在秋、冬季

保持较高值，而春、夏季达到最低值。 水温和叶绿

素（Ｃｈｌ⁃ａ）浓度保持相同趋势，当温度上升时，叶绿

素浓度增长；温度下降时，叶绿素浓度降低。 河段

Ⅳ的 ＣＯＤ 在 ４ 个月份均保持最大值，表明在赣江水

体在入湖口位置受污染最为严重。 根据 ＧＢ ３８３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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２００２《地表水水环境质量标准》，赣江中下游水体水 质为Ⅴ类。

表 ２　 赣江中下游各调查断面的水体水质因子年均值调查结果

Ｔａｂｌｅ ２　 Ｉｎｖｅｓｔｉｇａｔｉｏｎ ｒｅｓｕｌｔｓ ｏｆ ａｎｎｕａｌ ｍｅａｎ ｖａｌｕｅ ｏｆ ｗａｔｅｒ ｑｕａｌｉｔｙ ｆａｃｔｏｒｓ ｏｆ ｅａｃｈ ｉｎｖｅｓｔｉｇａｔｉｏｎ ｓｅｃｔｉｏｎ ｉｎ ｔｈｅ ｍｉｄｄｌｅ ａｎｄ
ｌｏｗｅｒ ｒｅａｃｈｅｓ ｏｆ Ｇａｎｊｉａｎｇ Ｒｉｖｅｒ

季节 河段 水温
ρ（ＴＮ） ／

（ｍｇ·Ｌ－１）
ρ（ＴＰ） ／

（ｍｇ·Ｌ－１）
ρ（ＤＯ） ／

（ｍｇ·Ｌ－１）
ρ（Ｃｈｌ⁃ａ） ／
（μｇ·Ｌ－１）

ＣＯＤ ／
（ｍｇ·Ｌ－１）

ｐＨ 值

冬季 Ⅰ １１􀆰 ０２ ２􀆰 １６ ０􀆰 ０７ ５􀆰 ８９ １􀆰 ６３ １􀆰 ９３ ６􀆰 ９４
Ⅱ １０􀆰 １２ １􀆰 ６７ ０􀆰 ０５ ４􀆰 ７０ １􀆰 ３４ １􀆰 ９５ ６􀆰 ８１
Ⅲ ９􀆰 ０２ １􀆰 ８４ ０􀆰 ０７ ３􀆰 ９２ １􀆰 ４９ ２􀆰 １０ ６􀆰 ６１
Ⅳ ７􀆰 １３ ２􀆰 ５９ ０􀆰 １ １０􀆰 ００ １􀆰 ２４ ２􀆰 ４９ ７􀆰 ０７

春季 Ⅰ １９􀆰 ３８ １􀆰 ６９ ０􀆰 ０６ ３􀆰 ２６ １􀆰 ５６ １􀆰 ８５ ８􀆰 ３９
Ⅱ １９􀆰 ４７ １􀆰 ６８ ０􀆰 ０６ ３􀆰 ８８ ２􀆰 ３８ １􀆰 ９６ ８􀆰 ４８
Ⅲ １７􀆰 １７ １􀆰 ７ ０􀆰 ０５ ３􀆰 ５２ ２􀆰 ５５ ２􀆰 ０２ ８􀆰 ５４
Ⅳ ２０􀆰 ４１ １􀆰 ８９ ０􀆰 ０６ １􀆰 ３４ ３􀆰 ３９ ２􀆰 １９ ８􀆰 ８１

夏季 Ⅰ ２５􀆰 ５１ １􀆰 ６７ ０􀆰 １ １􀆰 ６３ ２􀆰 １４ ２􀆰 ９７ ８􀆰 １９
Ⅱ ２２􀆰 ３７ １􀆰 ２６ ０􀆰 ０６ １􀆰 ４７ ３􀆰 ６７ ２􀆰 ２２ ８􀆰 ３２
Ⅲ ２３􀆰 ９７ １􀆰 ３１ ０􀆰 ０６ ０􀆰 ７９ ４􀆰 ７０ ２􀆰 ４７ ８􀆰 ４７
Ⅳ ２５􀆰 ９７ １􀆰 １７ ０􀆰 ０５ ３􀆰 ４８ ６􀆰 ６５ ２􀆰 ４３ ８􀆰 ０４

秋季 Ⅰ ２４􀆰 ６３ １􀆰 ３２ ０􀆰 ０４ ７􀆰 ３０ ２􀆰 ６９ １􀆰 ７１ ８􀆰 ９５
Ⅱ ２４􀆰 ２３ １􀆰 ２４ ０􀆰 ０３ ７􀆰 ６４ ３􀆰 ０９ １􀆰 ７４ ８􀆰 ９６
Ⅲ ２４􀆰 ８３ １􀆰 １７ ０􀆰 ０４ ８􀆰 ４３ １􀆰 ７９ １􀆰 ８０ ８􀆰 ８１
Ⅳ ２３􀆰 ９２ １􀆰 ２２ ０􀆰 ０６ ８􀆰 １１ ２􀆰 ３９ ２􀆰 ６８ ８􀆰 ８９

２􀆰 ２　 浮游植物群落结构

２􀆰 ２􀆰 １　 浮游植物种类

调查期间共发现赣江中下游浮游植物 ６ 门 ５３
属，由蓝藻门、硅藻门、隐藻门、裸藻门、甲藻门、绿
藻门 ６ 大类组成，其中绿藻门 ２５ 属，占总物种数的

４７􀆰 １７％；硅藻门 １６ 属，占总物种数的 ３０􀆰 １９％；蓝藻

门 ６ 属，占总物种数的 １１􀆰 ３２％；裸藻门 ３ 属，占总物

种数的 ５􀆰 ６６％；甲藻门 ２ 属，占总物种数的 ３􀆰 ７７％；

隐藻门 １ 属，占总物种数的 １􀆰 ８９％。
从浮游植物种类季节分布（表 ３）上看，春夏两

季浮游植物种类最少，物种数均为 ２６ 种，占总物种

数的 ６５％；冬季物种数明显增加，物种数为 ３３ 种，占
６０􀆰 ８７％；秋季物种数达最大（３９ 种），占总物种数的

６０％。 总体来看，随着季节变化，物种数呈先增后减

的趋势。

表 ３　 赣江中下游浮游植物种类组成

Ｔａｂｌｅ ３　 Ｓｐｅｃｉｅｓ ｃｏｍｐｏｓｉｔｉｏｎ ｏｆ ｐｈｙｔｏｐｌａｎｋｔｏｎ ｉｎ ｔｈｅ ｍｉｄｄｌｅ ａｎｄ ｌｏｗｅｒ ｒｅａｃｈｅｓ ｏｆ Ｇａｎｊｉａｎｇ Ｒｉｖｅｒ

门 属或种 冬 春 夏 秋

蓝藻门（Ｃｙａｎｏｐｈｙｔａ） 微囊藻（Ｍｉｃｒｏｃｙｓｔｉｓ ｓｐｐ．） ＋ ＋ ＋＋
卷曲长孢藻（Ｄｏｌｉｃｈｏｓｐｅｒｍｕｍ ｃｏｎｖｏｌｕｔｕｓ） ＋ ＋
浮游蓝丝藻（Ｐｌａｎｋｔｏｔｈｒｉｘ ｓｐ．） ＋＋ ＋＋ ＋＋ ＋
长孢藻（Ｄｏｌｉｃｈｏｓｐｅｒｍｕｍ ｓｐ．） ＋ ＋ ＋ ＋
席藻（Ｐｈｏｒｍｉｄｉｕｍ ｓｐｐ．） ＋ ＋
颤藻（Ｏｓｃｉｌｌａｔｏｒｉａ ｓｐｐ．） ＋

隐藻门（Ｃｒｙｔｏｐｈｙｔａ） 卵形隐藻（Ｃｒｙｐｔｏｍｏｎａｓ ｏｖａｔａ） ＋＋＋ ＋＋＋ ＋＋＋ ＋＋＋

硅藻门（Ｂａｃｉｌｌａｒｉｏｐｈｙｔａ） 颗粒直链硅藻（Ａｕｌａｃｏｓｅｉｒａ ｇｒａｎｕｌａｔｅ） ＋＋＋ ＋＋＋ ＋＋＋ ＋＋＋
直链藻变种（Ａ􀆰 ｇｒａｎｕｌａｔｅ ｖａｒ􀆰 ａｎｇｕｓｔｉｓｓｉｍａ） ＋＋
螺旋颗粒直硅藻（Ａ􀆰 ｇ􀆰 ｖａｒ􀆰 ａｎｇｕｓｔｉｓｓｉｍａ ｆ􀆰 ｓｐｉｒａｌｉｓ） ＋
羽纹藻（Ｐｉｎｎｕｌａｒｉａ ｓｐｐ．） ＋ ＋ ＋ ＋＋
小环藻（Ｃｙｃｌｏｔｅｌｌａ ｓｐｐ．） ＋＋＋ ＋＋＋ ＋＋＋ ＋＋＋
桥弯藻（Ｃｙｍｂｅｌｌａ ｓｐｐ．） ＋＋ ＋＋
异极藻（Ｇｏｍｐｈｏｎｅｍａ ｓｐｐ．） ＋ ＋＋
脆杆藻（Ｆｒａｇｉｌａｒｉａ ｓｐｐ．） ＋＋＋ ＋＋ ＋ ＋＋
针杆藻（Ｓｙｎｅｄｒａ ｓｐｐ．） ＋＋＋ ＋＋ ＋＋＋ ＋＋＋
舟形藻（Ｎａｖｉｃｕｌａ ｓｐｐ．） ＋＋＋ ＋＋＋ ＋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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续表 ３　 Ｔａｂｌｅ ３ （Ｃｏｎｔｉｎｕｅｄ）
门 属或种 冬 春 夏 秋

布纹藻（Ｇｙｒｏｓｉｇｍａ ｓｐ．） ＋＋ ＋ ＋
星杆藻（Ａｓｔｅｒｉｏｎｅｌｌａ ｓｐ．）
双菱藻（Ｓｕｒｉｒｅｌｌａ ｓｐｐ．） ＋ ＋
菱形藻（Ｎｉｔｚｓｃｈｉａ ｓｐｐ．） ＋ ＋
曲壳藻（Ｃｙｍａｔｏｐｌｅｕｒａ ｓｐｐ．） ＋＋ ＋ ＋
卵形藻（Ｃｏｃｃｏｎｅｉｓ ｓｐ．） ＋
波缘藻（Ｃｙｍａｔｏｐｌｅｕｒａ ｓｐｐ．） ＋

裸藻门（Ｅｕｇｌｅｎｏｐｈｙｔａ） 裸藻（Ｅｎｇｌｅｎａ ａｃｕｓ） ＋＋ ＋ ＋＋＋ ＋＋
尖尾裸藻（Ｅ􀆰 ｏｘｙｕｒｉｓ） ＋＋ ＋ ＋
扁裸藻（Ｐｈａｃｕｓ ｓｐ．）
囊裸藻（Ｔｒａｃｈｅｌｏｍｏｎａｓ ｓｐ．） ＋

甲藻门（Ｐｙｒｒｏｐｈｙｔａ） 多甲藻（Ｐｅｒｉｄｉｎｉｕｍ ｓｐ．） ＋＋ ＋＋ ＋＋
飞燕角甲藻（Ｃｅｒａｔｉｕｍ ｈｉｒｕｎｄｉｎｅｌｌａ） ＋

绿藻门（Ｃｈｌｏｒｏｐｈｙｔａ） 栅藻（Ｓｃｅｎｄｅｓｍｕｓ ｓｐ．） ＋ ＋ ＋＋
爪哇栅藻（Ｓ􀆰 ｊａｖａｅｎｓｉｓ） ＋
四尾栅藻（Ｓ􀆰 ｑｕａｄｒｉｃａｎｄａ） ＋
四角盘星藻（Ｐｅｄｉａｓｔｒｕｍ ｔｅｔｒａｓ）
二角盘星藻（Ｐ􀆰 ｄｕｐｌｅｘ） ＋ ＋＋ ＋
单角盘星藻（Ｐ􀆰 ｓｉｍｐｌｅｘ） ＋
十字藻（Ｃｒｕｃｉｇｅｎｉａ ｓｐｐ．） ＋ ＋ ＋ ＋
纤维藻（Ａｎｋｉｓｔｒｏｄｅｓｍｕｓ ｓｐｐ．） ＋＋＋ ＋ ＋＋ ＋＋
并联藻（Ｑｕａｄｒｉｇｕｌａ ｓｐｐ．） ＋
四角藻（Ｔｅｔｒａｅｄｒｏｎ ｓｐ．） ＋ ＋
空球藻（Ｅｕｄｏｒｉｎａ ｓｐｐ．） ＋ ＋＋
实球藻（Ｐａｎｄｏｒｉｎａ ｓｐｐ．） ＋ ＋
弓形藻（Ｓｃｈｒｏｅｄｅｒｉａ ｓｐ．） ＋ ＋
月牙藻（Ｓｅｌｅｎａｓｔｒｕｍ ｓｐｐ．）
纤细新月藻（Ｃｌｏｓｔｅｒｉｕｍ ｇｒａｃｉｌｅ） ＋ ＋ ＋
丝藻（Ｕｌｏｔｒｉｘ ｓｐｐ．） ＋
鼓藻（Ｃｏｓｍａｒｉｕｍ ｓｐｐ．） ＋ ＋
角星鼓藻（Ｓｔａｕｒａｓｔｒｕｍ ｓｐ．） ＋ ＋
集星藻（Ａｃｔｉｎａｓｔｒｕｍ ｓｐｐ．） ＋ ＋ ＋
衣藻（Ｃｈｌａｍｙｄｏｍｏｎａｓ ｓｐｐ．） ＋
网状空星藻（Ｃｏｅｌａｓｔｒｕｍ ｒｅｔｉｃｕｌａｔｕｍ）
空星藻（Ｃｏｅｌａｓｔｒｕｍ ｓｐ．） ＋ ＋
小球藻（Ｃｈｌｏｒｅｌｌａ ｓｐｐ．） ＋＋＋ ＋＋＋ ＋＋＋ ＋＋＋
卵囊藻（Ｏｏｃｙｓｔｉｓ ｓｐ．） ＋
鞘藻（Ｏｅｄｏｇｏｎｉｕｍ ｓｐｐ．） ＋
刚毛藻（Ｃｌａｄｏｐｈｏｒａ ｓｐ．） ＋
水棉（Ｓｐｉｒｏｇｕｒａ ｓｐ．） ＋
转板藻（Ｍｏｕｇｅｏｔｉａ ｓｐ．） ＋ ＋

“＋”表示偶见种，“＋＋”表示常见种，“＋＋＋”表示多见种。

　 　 根据赣江中下游各采样点位的记录（图 ２），浮
游植物硅藻门、绿藻门和隐藻门分布最为广泛，在
每个采样点位均有存在，浮游植物蓝藻门和裸藻门

只在一个采样点位没有被发现，甲藻门分布最少。
赣江中下游主支浮游植物种类组成表现为硅藻和

绿藻占据主要优势。 从空间分布上看， 万安水库上

游 ＧＪ４ 和赣江南支口 ＧＪ１１ 浮游植物物种数达到最

大值，为 ２７ 种，占总物种数的 ５０􀆰 ９４％；其次是 ＧＪ１３
采样点，物种数为 ２５ 种（属），占 ４７􀆰 １６％；ＧＪ１、ＧＪ２、

ＧＪ３、ＧＪ１０ 采样点物种最少，为 １５ 种，占 ２８􀆰 ３０％。
２􀆰 ２􀆰 ２　 浮游植物丰度和生物量的时空分布

总体而言，可以将赣江中下游浮游植物生物量

划分为 ４ 个区段（表 ４），其中 ＧＪ１～ＧＪ４ 区间呈递增

趋势，平均生物量为 １􀆰 ３８ ｍｇ·Ｌ－１，且在 ＧＪ４ 采样点

达到最大值，为 １􀆰 ９３ ｍｇ·Ｌ－１；ＧＪ５～ＧＪ７ 为第 ２ 个浮

游植物生物量递增区间，平均生物量为 ０􀆰 ９９ ｍｇ·
Ｌ－１；ＧＪ８～ＧＪ１０ 采样点为第 ３ 个区段，该区域位于峡

江水库下游至赣江主支分叉口，生物量变化趋势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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明显；ＧＪ１１～ＧＪ１３ 接近湖泊入湖口，ＧＪ１１ 和 ＧＪ１３ 生

物量显著增长，只有 ＧＪ１２ 生物量最低，为 ０􀆰 ７６
ｍｇ·Ｌ－１，；赣江中下游年平均生物量为 １􀆰 １６ ｍｇ·
Ｌ－１，大部分点位都是硅藻占主导，绿藻和隐藻次之。
ＧＪ４ 采样点甲藻和硅藻占比相近，绿藻和隐藻次之；
ＧＪ６ 较为特殊，为甲藻占主导，其生物量超过了硅

藻。 其中硅藻门在每个点位都具有较高的生物量，
绿藻门由于具有 ２５ 属，累计生物量较高；隐藻门虽

然只有 １ 属，但生物量也较高；蓝藻门在 ＧＪ１ 点的生

物量较低，裸藻门生物量普遍较低。
赣江中下游浮游植物的丰度与生物量分布较

为相似，上游和下游采样点丰度高，中游采样点丰

度低。 其中 ＧＪ１１ 细胞丰度最大，约为 ２􀆰 ３５ × １０６

Ｌ－１，且 ＧＪ１１ 在夏季出现了水华现象；丰度最低的点

位为 ＧＪ１ 点，约为 ４􀆰 ０２×１０５ Ｌ－１。 从群落结构上看，
上游 ＧＪ１～ＧＪ４ 硅藻细胞丰度占优势，绿藻次之；中
游 ＧＪ５～ ＧＪ１０ 绿藻占主要优势，硅藻次之；ＧＪ１１ ～

ＧＪ１３ 和上游相似，变成硅藻细胞占主要优势，绿藻

次之。 总之，从细胞丰度而言，硅藻门、绿藻门为赣

江中下游的优势门类。

图 ２　 赣江中下游各季节浮游植物种类组成

Ｆｉｇ􀆰 ２　 Ｓｐｅｃｉｅｓ ｃｏｍｐｏｓｉｔｉｏｎ ｏｆ ｐｈｙｔｏｐｌａｎｋｔｏｎ ｉｎ
ｄｉｆｆｅｒｅｎｔ ｓｅａｓｏｎｓ ｉｎ ｔｈｅ ｍｉｄｄｌｅ ａｎｄ ｌｏｗｅｒ ｒｅａｃｈｅｓ ｏｆ

Ｇａｎｊｉａｎｇ Ｒｉｖｅｒ

表 ４　 赣江中下游浮游植物丰度和生物量空间分布

Ｔａｂｌｅ ４　 Ｓｐａｔｉａｌ ｄｉｓｔｒｉｂｕｔｉｏｎ ｏｆ ｐｈｙｔｏｐｌａｎｋｔｏｎ ａｂｕｎｄａｎｃｅ ａｎｄ ｂｉｏｍａｓｓ ｉｎ ｔｈｅ ｍｉｄｄｌｅ ａｎｄ ｌｏｗｅｒ ｒｅａｃｈｅｓ ｏｆ Ｇａｎｊｉａｎｇ Ｒｉｖｅｒ

采样点
生物量 ／ （ｍｇ·Ｌ－１） 丰度 ／ １０５ Ｌ－１

硅藻 蓝藻 绿藻 隐藻 裸藻 甲藻 硅藻 蓝藻 绿藻 隐藻 裸藻 甲藻

ＧＪ１ ０􀆰 ６８６ ０􀆰 ００４ ０􀆰 ０８９ ０􀆰 １３４ ０ ０ ２􀆰 ０８６ ０􀆰 ５４８ ０􀆰 ９４１ ０􀆰 ４４８ ０􀆰 ０００ ０􀆰 ０００
ＧＪ２ １􀆰 ００１ ０􀆰 ０６５ ０􀆰 ０８５ ０􀆰 ２４５ ０􀆰 ０２２ ０ ４􀆰 ３４７ ４􀆰 １４５ １􀆰 ９１２ ０􀆰 ８１７ ０􀆰 ０５５ ０􀆰 ０００
ＧＪ３ ０􀆰 ５３８ ０􀆰 ０３２ ０􀆰 ０３０ ０􀆰 ３５４ ０􀆰 ０８８ ０􀆰 １９７ ２􀆰 ６３４ １􀆰 ６４３ ０􀆰 ８９８ １􀆰 １７９ ０􀆰 ２１９ ０􀆰 ３２９
ＧＪ４ ０􀆰 ８２０ ０􀆰 ００６ ０􀆰 ３０７ ０􀆰 １７７ ０􀆰 ０９０ ０􀆰 ５３４ ３􀆰 ６１７ １􀆰 ３１０ ５􀆰 ９０１ ０􀆰 ５８９ ０􀆰 １８６ ０􀆰 ０７６
ＧＪ５ ０􀆰 ３５２ ０􀆰 ０３０ ０􀆰 １２９ ０􀆰 ０３９ ０􀆰 ０２２ ０􀆰 ０３３ １􀆰 ２６７ ２􀆰 ９５３ １􀆰 ００５ ０􀆰 １３１ ０􀆰 ０５５ ０􀆰 ０５５
ＧＪ６ ０􀆰 ３１２ ０􀆰 ００６ ０􀆰 １０１ ０􀆰 １８４ ０􀆰 ０４６ ０􀆰 ５６７ １􀆰 ４９４ ０􀆰 ７６３ ２􀆰 ８６５ ０􀆰 ６１２ ０􀆰 ０７６ ０􀆰 １３１
ＧＪ７ ０􀆰 ３７８ ０􀆰 ０４１ ０􀆰 ２０９ ０􀆰 １３８ ０􀆰 ０２２ ０􀆰 ０９９ １􀆰 ７７７ ２􀆰 ９５３ ４􀆰 ２３３ ０􀆰 ４６０ ０􀆰 ０５５ ０􀆰 １６４
ＧＪ８ ０􀆰 ６４８ ０􀆰 ０４８ ０􀆰 ０３４ ０􀆰 １３８ ０􀆰 ０９８ ０􀆰 ０９９ １􀆰 ８１３ １􀆰 ９２０ １􀆰 １４８ ０􀆰 ４６０ ０􀆰 ２０７ ０􀆰 １６４
ＧＪ９ ０􀆰 ７１３ ０􀆰 ０１０ ０􀆰 １９３ ０􀆰 ０７９ ０􀆰 ０２２ ０ ２􀆰 ２４９ １􀆰 ３１０ ４􀆰 ５４４ ０􀆰 ２６２ ０􀆰 ０５５ ０􀆰 ０００
ＧＪ１０ ０􀆰 ７９５ ０􀆰 ００４ ０􀆰 １１５ ０􀆰 １４７ ０􀆰 ０３１ ０􀆰 ０３３ ３􀆰 ３２０ ０􀆰 ５４８ ３􀆰 ４９０ ０􀆰 ４９１ ０􀆰 ０７６ ０􀆰 ０５５
ＧＪ１１ ０􀆰 ６８１ ０􀆰 ３３５ ０􀆰 ２１５ ０􀆰 １０１ ０􀆰 １３２ ０􀆰 ０６６ ３􀆰 ６８２ １６􀆰 ３０８ ２􀆰 ８１２ ０􀆰 ３３８ ０􀆰 ２６２ ０􀆰 １１０
ＧＪ１２ ０􀆰 ４９８ ０􀆰 ０００ ０􀆰 １９６ ０􀆰 ０３９ ０􀆰 ０２２ ０ ２􀆰 ２３９ ０􀆰 ０００ ３􀆰 １５０ ０􀆰 １３１ ０􀆰 ０５５ ０􀆰 ０００
ＧＪ１３ ０􀆰 ７８５ ０􀆰 ０５４ ０􀆰 ２３８ ０􀆰 ２４９ ０􀆰 ０５５ ０􀆰 ０３３ ３􀆰 ８７０ ６􀆰 ５７０ ３􀆰 ４９０ ０􀆰 ８２９ ０􀆰 １１０ ０􀆰 ０５５

　 　 从时间变化看，浮游植物生物量呈先降低后升

高的趋势，冬季最高，为 ２􀆰 ２９ ｍｇ·Ｌ－１；夏季最低，为
０􀆰 ６６ ｍｇ·Ｌ－１。 细胞丰度与生物量的变化趋势一致

（图 ３），冬季最高，为 １􀆰 ２８×１０６ Ｌ－１；春季最低，为
４􀆰 ６５×１０５ Ｌ－１。
２􀆰 ２􀆰 ３　 优势种组成

赣江中下游 ４ 个季节共发现浮游植物优势种 ９
种（表 ５），以硅藻门为主，其中硅藻门 ３ 种，蓝藻门 ３
种，绿藻门 ２ 种，隐藻门 １ 种。 从季节优势出现频度

来看，卵形隐藻（Ｃｒｙｐｔｏｍｏｎａｓ ｏｖａｔａ）、颗粒直链硅藻

（Ａｕｌａｃｏｓｅｉｒａ ｇｒａｎｕｌａｔｅ）、小环藻（Ｃｙｃｌｏｔｅｌｌａ ｓｐｐ．）、小
球藻（Ｃｈｌｏｒｅｌｌａ ｓｐｐ．）为常见优势种，绿藻门的小球

藻（Ｃｈｌｏｒｅｌｌａ ｓｐｐ．）为全年优势种（Ｆ≥７５％）。 浮游

植物优势种组成在季节上存在差异，夏季 ３ 种，春、
秋季 ５ 种，冬季 ６ 种，春、冬两季颗粒直链硅藻（Ａｕｌ⁃
ａｃｏｓｅｉｒａ ｇｒａｎｕｌａｔｅ）占绝对优势，而夏、秋两季小球藻

（Ｃｈｌｏｒｅｌｌａ ｓｐｐ．）占主要优势。
２􀆰 ３　 群落生物多样性指数及水质生物学评价

由图 ４ 可知，赣江中下游各采样点全年的 Ｓｈａｎ⁃
ｎｏｎ⁃Ｗｉｅｎｅｒ 指数（Ｈ）、Ｐｉｅｌｏｕ 均匀度指数（Ｊ）和 Ｍａｒ⁃
ｇａｌｅｆ 指数（Ｄ）均存在时空差异性。 Ｈ 变化范围为

０􀆰 ３～２􀆰 ３５；Ｊ 为 ０􀆰 １９～０􀆰 ９６；Ｄ 为 ０􀆰 １５ ～ １􀆰 １３。 从空

间上看，ＧＪ４ 采样点浮游植物的多样性指标中的 Ｈ
和 Ｍ 值最大，Ｄ 值也较高，所以可以认为 ＧＪ４ 采样

点水体中浮游植物群落多样性最高，且种群分布均

匀。 ＧＪ１～３ 采样点 Ｈ 和 Ｍ 值都较低，群落多样性最



　 第 ８ 期 　 王俊颉等： 赣江中下游浮游藻类时空分布特征及水质评价 ·１０３７　 ·

差，该区域污染较为严重。
表 ６ 显示，调查区域水质状况整体处于中污染

状态。 冬季 Ｈ 为 １􀆰 ３１～２􀆰 ３５，春季为 ０􀆰 ８９～１􀆰 ９２，夏
季为 ０􀆰 ３～１􀆰 ９１，秋季为 １􀆰 ０８～２􀆰 ２８，根据评价标准，
采样点水域水质处于中污染至重污染状态。 冬季 Ｊ
为 ０􀆰 ６７ ～ ０􀆰 ８９，春季为 ０􀆰 ６７ ～ ０􀆰 ８８，夏季为 ０􀆰 １９ ～
０􀆰 ９６，秋季为 ０􀆰 ６７～０􀆰 ９４，水体处于清洁－寡污状态。
冬季 Ｄ 为 ２􀆰 ２９ ～ ０􀆰 ９，春季为 ０􀆰 １６ ～ ０􀆰 ７９，夏季为

０􀆰 １５～１􀆰 ０５，秋季为 ０􀆰 ２９ ～ １􀆰 １３，春、冬季水质处于

重污染状态，夏、秋季转为中污染至重污染状态，物
种丰富度很低。

图 ３　 赣江中下游浮游植物生物量和丰度的季节分布

Ｆｉｇ􀆰 ３　 Ｓｅａｓｏｎａｌ ｄｉｓｔｒｉｂｕｔｉｏｎ ｏｆ ｐｈｙｔｏｐｌａｎｋｔｏｎ ｂｉｏｍａｓｓ ａｎｄ
ａｂｕｎｄａｎｃｅ ｉｎ ｔｈｅ ｍｉｄｄｌｅ ａｎｄ ｌｏｗｅｒ ｒｅａｃｈｅｓ ｏｆ

Ｇａｎｊｉａｎｇ Ｒｉｖｅｒ

表 ５　 赣江中下游浮游植物优势种组成及季节分布［１５］

Ｔａｂｌｅ ５　 Ｃｏｍｐｏｓｉｔｉｏｎ ａｎｄ ｓｅａｓｏｎａｌ ｄｉｓｔｒｉｂｕｔｉｏｎ ｏｆ ｐｈｙｔｏｐｌａｎｋｔｏｎ ｄｏｍｉｎａｎｔ ｓｐｅｃｉｅｓ ｉｎ ｔｈｅ ｍｉｄｄｌｅ ａｎｄ ｌｏｗｅｒ ｒｅａｃｈｅｓ ｏｆ Ｇａｎ⁃
ｊｉａｎｇ Ｒｉｖｅｒ

门 属或种 指示水质
优势度

冬季 春季 夏季 秋季

蓝藻门（Ｃｙａｎｏｐｈｙｔａ） 浮游蓝丝藻（Ｐｌａｎｋｔｏｔｈｒｉｘ． ｓｐｐ．） α－中污型～β－中污型 ０􀆰 ０２３ ０􀆰 ０２５
卷曲长孢藻（Ｄｏｌｉｃｈｏｓｐｅｒｍｕｍ ｃｏｎｖｏｌｕｔｕｓ ） α－中污型 ０􀆰 ０２５

隐藻（Ｃｒｙｔｏｐｈｙｔａ） 微囊藻（Ｍｉｃｒｏｃｙｓｔｉｓ ｓｐｐ．） α－中污型～β－中污型 ０􀆰 ０２０
卵形隐藻（Ｃｒｙｐｔｏｍｏｎａｓ ｏｖａｔａ） α－中污型～β－中污型 ０􀆰 ０９９ ０􀆰 ０４２ ０􀆰 ０２２

硅藻（Ｂａｃｉｌｌａｒｉｏｐｈｙｔａ） 颗粒直链硅藻（Ａｕｌａｃｏｓｅｉｒａ ｇｒａｎｕｌａｔｅ） α－中污型～β－中污型 ０􀆰 ２４７ ０􀆰 ２３７ ０􀆰 ０５６
小环藻（Ｃｙｃｌｏｔｅｌｌａ ｓｐｐ．） α－中污型～β－中污型 ０􀆰 ０３１ ０􀆰 ０４４ ０􀆰 ０４０
针杆藻（Ｓｙｎｅｄｒａ ｓｐｐ．） α－中污型～β－中污型 ０􀆰 ０２１

绿藻（Ｃｈｌｏｒｏｐｈｙｔａ） 空球藻（Ｅｕｄｏｒｉｎａ ｓｐｐ．） β－中污型 ０􀆰 ０２３
小球藻（Ｃｈｌｏｒｅｌｌａ ｓｐｐ．） α－中污型 ０􀆰 ０５２ ０􀆰 ０７３ ０􀆰 ０５２ ０􀆰 １２４

３　 讨论

３􀆰 １　 水环境质量分析

氮磷营养盐浓度、ｐＨ 值、温度、光照条件等环境

因子是影响浮游植物的群落结构演替、丰度变化和

时空分布的主要驱动因子，营养盐浓度往往则是造

成水体富营养化的关键因子［１６］，当营养盐浓度较高

时会使某种优势藻类异常增殖，爆发水华现象。 此

外，流速常常也被认为是水华形成的重要原因，保
证足够的流量是抑制水华发生的重要措施之一［１７］。
对赣江中下游的水质研究发现，赣江常规污染指标

呈现两端大中间小的特点［４］。 赣江中下游 ＴＮ、ＴＰ
浓度在不同季节呈显著差异（Ｐ＜０􀆰 ０５）。 ρ（ＴＮ）为
１􀆰 １７～２􀆰 ５９ ｍｇ·Ｌ－１，最大值超过地表水Ⅴ类水质标

准；ρ（ＴＰ）为 ０􀆰 ０３ ～ ０􀆰 １０ ｍｇ·Ｌ－１，最大值属于地表

水Ⅳ类水质标准（表 ２）。 河段Ⅰ（ＧＪ１～ＧＪ３）污染最

严重，这主要是因为该河段前 ３ 个采样点地处赣州

市中心，大量工业废水以及城市生活废水排放导致

营养盐浓度显著升高，仅 ２００５ 年赣州市城镇污水氨

氮排放量达 ４ ６３６ ｔ。 河段Ⅱ、Ⅲ污染较轻，主要有

两方面的原因：一方面万安水库减缓了水流流动，
且拦截了氮磷等营养盐；另一方面，河段Ⅱ、Ⅲ两岸

人口和企业较少，工业污染物和生活污水排入量

少，因此水体氮磷等营养盐负荷轻。 目前，入湖河

流的氮磷污染水平是我国湖泊富营养化程度的重

要影响因素［１８］。 赣江作为鄱阳湖入湖河道之一，其
氮磷污染输入比其他河流大［１９］。 河段Ⅳ位于入湖

口位置，在夏季出现了水华现象，藻类丰度以及叶

绿素 ａ 浓度均远超于其他月份。 水体呈弱碱性不仅

可以提高浮游藻类的光合作用效率，而且可以提高

硅藻对铁元素的吸收，促进硅藻的繁殖［２０］。 程兵芬

等［２１］研究发现，流量和水温是影响汉江中下游河流

水质指标的重要因素，这意味着在适宜的温度以及

水流流速等自然条件下浮游植物会快速繁殖生长，
甚至造成水华爆发。
３􀆰 ２　 赣江中下游浮游植物群落结构演变

河流生态系统不同于湖泊生态系统，河流水常

呈流动状态。 近一个世纪以来，河流生态系统中浮

游植物种类组成与生态特征及其影响因素等受到

很多学者的关注。 大型河流中藻类的种类组成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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湖泊相比稳定性较差，但硅藻和绿藻通常被认为是

温带大型河流中的常见类群，硅藻在冬季的优势更

明显［２２］，而绿藻的优势在夏季更明显［２３］。

采样点

图中箱体上、中、下线分别为上四分位数、中位数和下四分位数。

图 ４　 赣江中下游浮游植物水质评价

Ｆｉｇ􀆰 ４　 Ｅｖａｌｕａｔｉｏｎ ｏｆ ｐｈｙｔｏｐｌａｎｋｔｏｎ ｗａｔｅｒ ｑｕａｌｉｔｙ ｉｎ ｔｈｅ
ｍｉｄｄｌｅ ａｎｄ ｌｏｗｅｒ ｒｅａｃｈｅｓ ｏｆ Ｇａｎｊｉａｎｇ Ｒｉｖｅｒ

目前研究普遍认为，硅藻代表贫营养型水体优

势种，绿藻为中营养型水体优势种，而蓝藻代表富

营养型水体优势种。 据《淡水渔业》记载，１９８０ 年代

赣江流域共检测出浮游植物 ８ 门 １９ 目 １１９ 种，优势

属主要有直链藻、脆杆藻、双菱藻、盘星藻、空球藻、
新月藻等，优势门类为硅藻门［２］。 张萌等［３］ 在赣江

流域共检测出浮游植物 ８ 门 １０９ 属 ３１２ 种，硅藻门

和绿藻门为赣江流域的主要优势类群。 与 １９８０ 年

代相比，优势种属由 α－β－中污染演替为 β－中污

染，水体较之前恶化。 计勇等［４］２０１１ 年共观察到浮

游藻类 ７ 门 ３８ 属 １０２ 种，其中针杆藻、团藻、栅藻和

舟形藻等属种为赣江中下游各监测断面中浮游藻

类优势种，丰水期绿藻占绝对优势，而枯水期硅藻

占主要优势，多样性指数显示赣江中下游水质总体

处于轻度污染至较严重污染状态，污染程度加深。
２０１６—２０１７ 年，杨威等［５］在赣江中下游共记录浮游

植物 ５ 门 ５５ 属 ９５ 种，浮游植物物种数与本次调查

数量相似，显示蓝藻为第一优势类群，赣江水体已

处于富营养化状态，水质为中度－重度污染状态。
前人对赣江中下游群落结构的调查结果表明，优势

种群由硅藻和绿藻转变到蓝藻为优势种群，污染程

度不断加深，水体富营养化程度愈加严重。 研究共

发现赣江中下游浮游植物 ６ 门 ５３ 属，绿藻门和硅藻

门为主要优势种群，蓝藻在夏季部分水域为优势种

群，浮游植物群落的丰富度与杨威等［５］ 的研究结果

相比变化不大，但生物量较之前有了显著的增长，
这表明在 ２０１７ 年之后赣江水质仍处于恶化之中，赣
江中下游水体正面临着污染侵蚀的危险。 为避免

未来更多区域发生水华，应及时对赣江水体环境进

行治理与保护。

表 ６　 赣江中下游浮游植物水质评价

Ｔａｂｌｅ ６　 Ｅｖａｌｕａｔｉｏｎ ｏｆ ｐｈｙｔｏｐｌａｎｋｔｏｎ ｗａｔｅｒ ｑｕａｌｉｔｙ ｉｎ ｔｈｅ ｍｉｄｄｌｅ ａｎｄ ｌｏｗｅｒ ｒｅａｃｈｅｓ ｏｆ Ｇａｎｊｉａｎｇ Ｒｉｖｅｒ

季节
Ｓｈａｎｎｏｎ⁃Ｗｉｎｎｅｒ 指数 Ｐｉｅｌｏｕ 均匀度指数 Ｍａｒｇａｌｅｆ 丰富度指数

指数值 水体状态 指数值 水体状态 指数值 水体状态

冬季 １􀆰 ３１～２􀆰 ３５ 中污染 ０􀆰 ６７～０􀆰 ８９ 清洁－寡污型 ０􀆰 ２９～０􀆰 ９ 重污染

春季 ０􀆰 ８９～１􀆰 ９２ 中污染－重污染 ０􀆰 ６７～０􀆰 ８８ 清洁－寡污型 ０􀆰 １６～０􀆰 ７９ 重污染

夏季 ０􀆰 ３０～１􀆰 ９１ 中污染－重污染 ０􀆰 １９～０􀆰 ９６ α－中污型 ０􀆰 １５～１􀆰 ０５ 中污染－重污染

秋季 １􀆰 ０８～２􀆰 ２８ 中污染 ０􀆰 ６７～０􀆰 ９４ 清洁－寡污型 ０􀆰 ２９～１􀆰 １３ 中污染－重污染

３􀆰 ３　 赣江中下游水质生物学评价

浮游植物多样性可以用来衡量生态系统的营

养力，预报并及早处理水华、赤潮等环境污染，控制

及解决水体富营养化等一系列问题［２４］。 一般来讲

浮游植物的多样性指数越高，其群落结构越复杂，
稳定性越大，水质也越好。 国内外很多学者都采用

浮游藻类特征对河流的生态状况进行评价［２５－２６］。
朱英等［２７］在评价大莲湖水域营养状态时发现，不同

多样性指数评价水质时会出现结果不一致的现象，
而采用与理化指标相结合的方式评价水质更为适

合；刘冬燕等［２８］对苏州河浮游植物群落结构进行研

究时发现，苏州河多样性指数高但污染程度和富营

养化却较为严重；由此可见，在利用多样性指数评

价水质状况时往往要结合理化指标及其他因素来

进行综合评价。 该研究中，Ｓｈａｎｎｏｎ⁃Ｗｉｅｎｅｒ 多样性

指数和 Ｍａｒｇａｌｅｆ 丰富度指数指示赣江中下游水质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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体处于中污染至重度污染状态，而 Ｐｉｅｌｏｕ 均匀度指

数与其他 ２ 种评价结果出入较大，其结果显示水质

大多处于轻污染状态。 但结合水化学环境指标、浮
游植物密度及多种富营养化水体常见优势种可以

看出，赣江中下游水体富营养化趋势较为明显，这
说明 Ｐｉｅｌｏｕ 均匀度指数得出的结论明显与实际不吻

合，因此选择 Ｓｈａｎｎｏｎ⁃Ｗｉｅｎｅｒ 多样性指数以及 Ｍａｒ⁃
ｇａｌｅｆ 丰富度指数作为水质评价标准。

在空间上看，位于上游的河段Ⅰ以及下游的河

段Ⅳ情况较为相似，浮游植物多样性（Ｈ）和丰富度

指数（Ｊ）较高。 河段Ⅰ浮游植物多样性指数以及浮

游植物生物量达到最大值，这是因为水库对氮、磷
营养盐存在显著滞留作用［２９］，并且水库效应会引起

河流透明度增加、水流变缓，导致浮游藻类生物量

增加。 河段Ⅳ处于入湖口的位置，而近 ２０ ａ 鄱阳湖

入湖悬移质泥沙逐渐减少［３０］，因此导致藻类生物量

增多，细胞丰度显著增长，蓝藻丰度达到极大值。
２０１９ 年夏季 ＧＪ１１ 采样点出现了明显的水华现象，
且水质评价结果也显示为重污染，因此基于浮游植

物的水质评价是一种科学有效的方法［３１］。
从时间来看，多样性指数在春夏季较低，进入

秋季开始逐渐升高，并在冬季达到最大值，这一变

化与温度的变化趋势相反。 究其原因，夏季光照充

足，水温极速上升，导致绿藻以及蓝藻大量繁殖，因
此造成多样性值较低。 均匀度指数变化不明显，表
现较为平缓。 丰富度指数也有较为明确的变化趋

势，春、冬两季低，而夏、秋两季高，硅藻适宜在温度

较低的环境生存，所以春、冬季硅藻大量繁殖，蓝藻

和绿藻繁殖减少，因此丰富度指数升高。
与国内其他河流相比，杜红春等［３２］ 利用多样性

指数以及 Ｑｒ指数对汉江中下游水质进行评价，显示

流域内水质整体处于轻－中污染状态，春季常出现

小环藻、梅尼小环藻等适合生活在富营养化水体中

的藻类，硅藻水华频发，赣江春季小环藻同样作为

优势属应引起注意；俞秋佳等［３３］ 利用优势种种类、
多样性指数和环境因子对水质进行评价，结果显示

苏州河总体水质呈中度污染，温度和氮磷比是影响

苏州河浮游植物物种多样性和密度的主要理化因

子。 而赣江中下游总氮和总磷浓度超标，为浮游植

物提供了充足的营养盐。 为避免发生水华，应对赣

江外源氮磷输入的控制引起重视；朱爱民等［３４］ 对长

江干流和支流进行调查时发现，三峡工程蓄水对回

水区浮游植物影响较大，其密度和生物量比未淹没

区增加几倍，并且回水区受污染最重，未淹没区最

轻，与笔者研究结果类似，即万安水库回水区浮游

植物显著增加，并且污染也更为严重；高远等［３５］ 研

究发现，山东沂河河流水质评价为 β－中污型，水坝

的建设降低了水流速度，导致浮游植物群落从河流

相向湖泊相转变。 前人对不同河流研究结果表明

赣江中下游河段已受到一定程度的污染，加之流域

内存在万安水库、峡江水利枢纽等大型水利设施，
导致河流自净能力下降，水质状况不容乐观，应当

加强流域内水污染综合治理，防止水质进一步恶化。

４　 结论

（１）赣江中下游共鉴定出浮游植物 ６ 门 ５３ 属，
其中绿藻门种类最多，其次是硅藻门。 冬季浮游植

物种类最多，春夏季最少。 浮游植物丰度年均值为

９３􀆰 １×１０４ Ｌ－１，硅藻门为主，其次为绿藻门，浮游植物

丰度呈向内的弧形，冬季达到最大值，春季最低。
（２）赣江中下游优势种为蓝藻门的浮游蓝丝

藻、隐藻门的卵形隐藻、硅藻门的颗粒直链硅藻和

小环藻、绿藻门的小球藻

（３）赣江中下游 Ｓｈａｎｎｏｎ⁃Ｗｉｅｎｅｒ 多样性指数、
Ｍａｒｇａｌｅｆ 丰富度指数和 Ｐｉｅｌｏｕ 均匀度指数年均值分

别为 １􀆰 ５７、０􀆰 ５０、０􀆰 ８０。 根据浮游植物生物多样性

指数评价标准，赣江中下游流域处于轻度污染至重

度污染状态，入湖口位置受污染最为严重。
（４）水质调查结果显示，赣江中下游水质为Ⅳ～

Ⅴ类，浮游植物评价水质为 α－中污型 ～ β－中污型，
污染现象有加重趋势，应引起有关部门重视并采取

措施，以免爆发水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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ｃｏｌｏｇｙ ｉｎ Ｌｈａｓａ Ｒｉｖｅｒ Ｂａｓｉｎ［ Ｊ］ ．Ｔｉｂｅｔ Ｊｏｕｒｎａｌ ｏｆ Ａｇｒｉｃｕｌｔｕｒａｌ Ｓｃｉ⁃
ｅｎｃｅｓ，２０１９，４１（３）：６８－７２．］

［１７］ ＢＯＲＭＡＮＳ Ｍ，ＭＡＩＥＲ Ｈ，ＢＵＲＣＨ Ｍ，ｅｔ ａｌ．Ｔｅｍｐｅｒａｔｕｒｅ Ｓｔｒａｔｉｆｉｃａ⁃
ｔｉｏｎ ｉｎ ｔｈｅ Ｌｏｗｅｒ Ｒｉｖｅｒ Ｍｕｒｒａｙ， Ａｕｓｔｒａｌｉａ： Ｉｍｐｌｉｃａｔｉｏｎ ｆｏｒ Ｃｙａ⁃
ｎｏｂａｃｔｅｒｉａｌ Ｂｌｏｏｍ Ｄｅｖｅｌｏｐｍｅｎｔ ［ Ｊ］ ． Ｍａｒｉｎｅ ａｎｄ Ｆｒｅｓｈｗａｔｅｒ Ｒｅ⁃
ｓｅａｒｃｈ，１９９７，４８（７）：６４７．

［１８］ 高可伟，朱元荣，孙福红，等．我国典型湖泊及其入湖河流氮磷

水质协同控制探讨［ Ｊ］ ．湖泊科学，２０２１，３３（５）：１４００－ １４１４．
［ＧＡＯ Ｋｅ⁃ｗｅｉ，ＺＨＵ Ｙｕａｎ⁃ｒｏｎｇ，ＳＵＮ Ｆｕ⁃ｈｏｎｇ，ｅｔ ａｌ． Ａ Ｓｔｕｄｙ ｏｎ
ｔｈｅ Ｃｏｌｌａｂｏｒａｔｉｖｅ Ｃｏｎｔｒｏｌ ｏｆ Ｗａｔｅｒ Ｑｕａｌｉｔｙ ｏｆ Ｎｉｔｒｏｇｅｎ ａｎｄ Ｐｈｏｓ⁃
ｐｈｏｒｕｓ ｂｅｔｗｅｅｎ Ｔｙｐｉｃａｌ Ｌａｋｅｓ ａｎｄ Ｔｈｅｉｒ Ｉｎｆｌｏｗ Ｒｉｖｅｒｓ ｉｎ Ｃｈｉｎａ
［Ｊ］ ．Ｊｏｕｒｎａｌ ｏｆ Ｌａｋｅ Ｓｃｉｅｎｃｅｓ，２０２１，３３（５）：１４００－１４１４．］

［１９］ 陈格君，周文斌，胡春华．鄱阳湖五河入湖口浮游藻类及营养

现状评价［Ｊ］ ．湖北农业科学，２０１３，５２（９）：２０４８－２０５２．［ＣＨＥＮ
Ｇｅ⁃ｊｕｎ，ＺＨＯＵ Ｗｅｎ⁃ｂｉｎ，ＨＵ Ｃｈｕｎ⁃ｈｕａ．Ａｓｓｅｓｓｍｅｎｔ ｏｆ Ｐｈｙｔｏｐｌａｎｋ⁃
ｔｏｎｉｃ Ｄｉｖｅｒｓｉｔｙ ａｎｄ Ｐｒｅｓｅｎｔ Ｎｕｔｒｉｔｉｏｎ Ｓｔａｔｕｓ ｉｎ ｔｈｅ Ｆｉｖｅ Ｒｉｖｅｒ Ｅｓｔｕ⁃
ａｒｉｅｓ ｏｆ Ｐｏｙａｎｇ Ｌａｋｅ ［ Ｊ］ ． Ｈｕｂｅｉ Ａｇｒｉｃｕｌｔｕｒａｌ Ｓｃｉｅｎｃｅｓ，２０１３，５２
（９）：２０４８－２０５２．］

［２０］ 邓捷，童猛，张红星，等．雅鲁藏布江湘河流域浮游生物群落结

构的探究与多样性分析［Ｊ］ ．基因组学与应用生物学，２０１９，３８
（９）：３９８７－３９９３．［ＤＥＮＧ Ｊｉｅ，ＴＯＮＧ Ｍｅｎｇ，ＺＨＡＮＧ Ｈｏｎｇ⁃ｘｉｎｇ，ｅｔ
ａｌ． Ｉｎｖｅｓｔｉｇａｔｉｏｎ ａｎｄ Ｄｉｖｅｒｓｉｔｙ Ａｎａｌｙｓｉｓ ｏｆ Ｐｌａｎｋｔｏｎ Ｃｏｍｍｕｎｉｔｙ
Ｓｔｒｕｃｔｕｒｅ ｉｎ ｔｈｅ Ｘｉａｎｇｈｅ Ｂａｓｉｎ ｏｆ ｔｈｅ Ｙａｌｕ Ｔｓａｎｇｐｏ Ｒｉｖｅｒ［Ｊ］ ．Ｇｅ⁃
ｎｏｍｉｃｓ ａｎｄ Ａｐｐｌｉｅｄ Ｂｉｏｌｏｇｙ，２０１９，３８（９）：３９８７－３９９３．］

［２１］ 程兵芬，张远，夏瑞，等．汉江中下游水质时空变异与驱动因素

识别［Ｊ］ ．环境科学，２０２１，４２（９）：４２１１－ ４２２１． ［ ＣＨＥＮＧ Ｂｉｎｇ⁃
ｆｅｎ，ＺＨＡＮＧ Ｙｕａｎ，ＸＩＡ Ｒｕｉ，ｅｔ ａｌ．Ｔｅｍｐｏｒａｌ ａｎｄ Ｓｐａｔｉａｌ Ｖａｒｉａｔｉｏｎｓ
ｉｎ Ｗａｔｅｒ Ｑｕａｌｉｔｙ ｏｆ Ｈａｎｊｉａｎｇ Ｒｉｖｅｒ ａｎｄ Ｉｔｓ Ｉｎｆｌｕｅｎｃｉｎｇ Ｆａｃｔｏｒｓ ｉｎ
Ｒｅｃｅｎｔ Ｙｅａｒｓ ［ Ｊ ］ ． Ｅｎｖｉｒｏｎｍｅｎｔａｌ Ｓｃｉｅｎｃｅ， ２０２１， ４２ （ ９ ）：
４２１１－４２２１．］

［２２］ ＤＥＳＣＹ Ｊ Ｐ， ＤＡＲＣＨＡＭＢＥＡＵ Ｆ， ＬＡＭＢＥＲＴ Ｔ， ｅｔ ａｌ．
Ｐｈｙｔｏｐｌａｎｋｔｏｎ Ｄｙｎａｍｉｃｓ ｉｎ ｔｈｅ Ｃｏｎｇｏ Ｒｉｖｅｒ ［ Ｊ ］ ． Ｆｒｅｓｈｗａｔｅｒ
Ｂｉｏｌｏｇｙ，２０１７，６２（１）：８７－１０１．

［２３］ ＷＥＨＲ Ｊ Ｄ，ＴＨＯＲＰ Ｊ Ｈ．Ｅｆｆｅｃｔｓ ｏｆ Ｎａｖｉｇａｔｉｏｎ Ｄａｍｓ，Ｔｒｉｂｕｔａｒｉｅｓ，
ａｎｄ Ｌｉｔｔｏｒａｌ Ｚｏｎｅｓ ｏｎ Ｐｈｙｔｏｐｌａｎｋｔｏｎ Ｃｏｍｍｕｎｉｔｉｅｓ ｉｎ ｔｈｅ Ｏｈｉｏ
Ｒｉｖｅｒ［ Ｊ］ ． Ｃａｎａｄｉａｎ Ｊｏｕｒｎａｌ ｏｆ Ｆｉｓｈｅｒｉｅｓ ａｎｄ Ａｑｕａｔｉｃ Ｓｃｉｅｎｃｅｓ，
１９９７，５４（２）：３７８－３９５．

［２４］ 丁一桐，潘保柱，赵耿楠，等．黄河干流全河段浮游植物群落特

征与水质生物评价［Ｊ］ ．中国环境科学，２０２１，４１（２）：８９１－９０１．
［ＤＩＮＧ Ｙｉ⁃ｔｏｎｇ，ＰＡＮ Ｂａｏ⁃ｚｈｕ，ＺＨＡＯ Ｇｅｎｇ⁃ｎａｎ，ｅｔ ａｌ．Ｐｈｙｔｏｐｌａｎｋ⁃
ｔｏｎ ｉｎ ｔｈｅ Ｍａｉｎｓｔｅｍ ｏｆ ｔｈｅ Ｙｅｌｌｏｗ Ｒｉｖｅｒ： Ｃｏｍｍｕｎｉｔｙ
Ｃｈａｒａｃｔｅｒｉｓｔｉｃｓ ａｎｄ Ｂｉｏａｓｓｅｓｓｍｅｎｔ ｏｆ Ｗａｔｅｒ Ｑｕａｌｉｔｙ［ Ｊ］ ．Ｃｈｉｎａ Ｅｎ⁃
ｖｉｒｏｎｍｅｎｔａｌ Ｓｃｉｅｎｃｅ，２０２１，４１（２）：８９１－９０１．］

［２５］ ＲＥＡＶＩＥ Ｅ Ｄ， ＪＩＣＨＡ Ｔ Ｍ， ＡＮＧＲＡＤＩ Ｔ Ｒ， ｅｔ ａｌ． Ａｌｇａｌ
Ａｓｓｅｍｂｌａｇｅｓ ｆｏｒ Ｌａｒｇｅ Ｒｉｖｅｒ Ｍｏｎｉｔｏｒｉｎｇ：Ｃｏｍｐａｒｉｓｏｎ ａｍｏｎｇ Ｂｉｏ⁃
ｖｏｌｕｍｅ，Ａｂｓｏｌｕｔｅ ａｎｄ Ｒｅｌａｔｉｖｅ Ａｂｕｎｄａｎｃｅ Ｍｅｔｒｉｃｓ［ Ｊ］ ． Ｅｃｏｌｏｇｉｃａｌ
Ｉｎｄｉｃａｔｏｒｓ，２０１０，１０（２）：１６７－１７７．

［２６］ ＷＵ Ｎ Ｃ，ＳＣＨＭＡＬＺ Ｂ，ＦＯＨＲＥＲ Ｎ．Ｄｅｖｅｌｏｐｍｅｎｔ ａｎｄ Ｔｅｓｔｉｎｇ ｏｆ ａ
Ｐｈｙｔｏｐｌａｎｋｔｏｎ Ｉｎｄｅｘ ｏｆ Ｂｉｏｔｉｃ Ｉｎｔｅｇｒｉｔｙ （Ｐ⁃ＩＢＩ） ｆｏｒ ａ Ｇｅｒｍａｎ Ｌｏ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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ｌａｎｄ Ｒｉｖｅｒ［Ｊ］ ．Ｅｃｏｌｏｇｉｃａｌ Ｉｎｄｉｃａｔｏｒｓ，２０１２，１３（１）：１５８－１６７．
［２７］ 朱英，沈根祥，钱晓雍，等．上海大莲湖水域浮游植物群落结构

特征及水质评价［Ｊ］ ．生态与农村环境学报，２０１０，２６（６）：５４４－

５４９．［ＺＨＵ Ｙｉｎｇ，ＳＨＥＮ Ｇｅｎ⁃ｘｉａｎｇ，ＱＩＡＮ Ｘｉａｏ⁃ｙｏｎｇ，ｅｔ ａｌ．Ｃｈａｒａｃ⁃
ｔｅｒｉｓｔｉｃｓ ｏｆ Ｐｈｙｔｏｐｌａｎｋｔｏｎ Ｃｏｍｍｕｎｉｔｙ Ｓｔｒｕｃｔｕｒｅ ａｎｄ Ｅｖａｌｕａｔｉｏｎ ｏｆ
Ｗａｔｅｒ Ｑｕａｌｉｔｙ ｏｆ Ｄａｌｉａｎ Ｌａｋｅ，Ｓｈａｎｇｈａｉ［Ｊ］ ．Ｊｏｕｒｎａｌ ｏｆ Ｅｃｏｌｏｇｙ ａｎｄ
Ｒｕｒａｌ Ｅｎｖｉｒｏｎｍｅｎｔ，２０１０，２６（６）：５４４－５４９．］

［２８］ 刘冬燕，林文鹏，赵敏．苏州河浮游植物群落结构特征［ Ｊ］ ．长江

流域资源与环境，２００９，１８（１０）：９１４－９１８．［ ＬＩＵ Ｄｏｎｇ⁃ｙａｎ，ＬＩＮ
Ｗｅｎ⁃ｐｅｎｇ， ＺＨＡＯ Ｍｉｎ． Ｃｏｍｍｕｎｉｔｙ Ｓｔｒｕｃｔｕｒａｌ Ｃｈａｒａｃｔｅｒｉｓｔｉｃｓ ｏｆ
Ｐｈｙｔｏｐｌａｎｋｔｏｎ ｉｎ Ｓｕｚｈｏｕ Ｃｒｅｅｋ［Ｊ］ ．Ｒｅｓｏｕｒｃｅｓ ａｎｄ Ｅｎｖｉｒｏｎｍｅｎｔ ｉｎ
ｔｈｅ Ｙａｎｇｔｚｅ Ｂａｓｉｎ，２００９，１８（１０）：９１４－９１８．］

［２９］ 王昱，孔德星，冯起，等．筑坝蓄水对夏季黑河氮磷营养盐空间

分布特征的影响 ［ Ｊ］ ．生态与农村环境学报，２０２１，３７ （ ８）：
１００１－１０１０．［ＷＡＮＧ Ｙｕ，ＫＯＮＧ Ｄｅ⁃ｘｉｎｇ，ＦＥＮＧ Ｑｉ，ｅｔ ａｌ． Ｉｍｐａｃｔｓ
ｏｆ Ｄａｍｍｉｎｇ ａｎｄ Ｗａｔｅｒ⁃Ｓｔｏｒｉｎｇ ｏｎ Ｓｐａｔｉａｌ Ｄｉｓｔｒｉｂｕｔｉｏｎ ｏｆ Ｎｉｔｒｏｇｅｎ
ａｎｄ Ｐｈｏｓｐｈｏｒｕｓ Ｎｕｔｒｉｅｎｔｓ ｄｕｒｉｎｇ Ｓｕｍｍｅｒ ｉｎ Ｈｅｉｈｅ Ｒｉｖｅｒ［Ｊ］ ．Ｊｏｕｒ⁃
ｎａｌ ｏｆ Ｅｃｏｌｏｇｙ ａｎｄ Ｒｕｒａｌ Ｅｎｖｉｒｏｎｍｅｎｔ， ２０２１， ３７ （ ８ ）：
１００１－１０１０．］

［３０］ 闵骞，时建国，闵聃．１９５６—２００５ 年鄱阳湖入出湖悬移质泥沙

特征及其变化初析［Ｊ］ ．水文，２０１１，３１（１）：５４－５８．［ＭＩＮ Ｑｉａｎ，
ＳＨＩ Ｊｉａｎ⁃ｇｕｏ，ＭＩＮ Ｄａｎ．Ｃｈａｒａｃｔｅｒｉｓｔｉｃｓ ｏｆ Ｓｅｄｉｍｅｎｔ ｉｎｔｏ ａｎｄ ｏｕｔ ｏｆ
Ｐｏｙａｎｇｈｕ Ｌａｋｅ ｆｒｏｍ １９５６ ｔｏ ２００５ ［ Ｊ ］ ． Ｊｏｕｒｎａｌ ｏｆ Ｃｈｉｎａ
Ｈｙｄｒｏｌｏｇｙ，２０１１，３１（１）：５４－５８．］

［３１］ ＳＡＬＭＡＳＯ Ｎ，ＭＯＲＡＢＩＴＯ Ｇ，ＢＵＺＺＩ Ｆ，ｅｔ ａｌ．Ｐｈｙｔｏｐｌａｎｋｔｏｎ ａｓ ａｎ
Ｉｎｄｉｃａｔｏｒ ｏｆ ｔｈｅ Ｗａｔｅｒ Ｑｕａｌｉｔｙ ｏｆ ｔｈｅ Ｄｅｅｐ Ｌａｋｅｓ Ｓｏｕｔｈ ｏｆ ｔｈｅ Ａｌｐｓ
［Ｊ］ ．Ｈｙｄｒｏｂｉｏｌｏｇｉａ，２００６，５６３（１）：１６７－１８７．

［３２］ 杜红春，王晓宁，吴虎，等．汉江中下游浮游植物群落结构、功

能群特征及水质评价［Ｊ］ ．长江流域资源与环境，２０２１，３０（８）：
１８３９－ １８４７． ［ ＤＵ Ｈｏｎｇ⁃ｃｈｕｎ，ＷＡＮＧ Ｘｉａｏ⁃ｎｉｎｇ，ＷＵ Ｈｕ， ｅｔ ａｌ．
Ｃｏｍｍｕｎｉｔｙ Ｓｔｒｕｃｔｕｒｅ ａｎｄ Ｆｕｎｃｔｉｏｎａｌ Ｇｒｏｕｐｓ ｏｆ Ｐｈｙｔｏｐｌａｎｋｔｏｎ ａｎｄ
Ｗａｔｅｒ Ｑｕａｌｉｔｙ Ｅｖａｌｕａｔｉｏｎ ｉｎ ｔｈｅ Ｍｉｄｄｌｅ ａｎｄ Ｌｏｗｅｒ Ｈａｎｊｉａｎｇ Ｒｉｖｅｒ
［Ｊ］ ．Ｒｅｓｏｕｒｃｅｓ ａｎｄ Ｅｎｖｉｒｏｎｍｅｎｔ ｉｎ ｔｈｅ Ｙａｎｇｔｚｅ Ｂａｓｉｎ，２０２１，３０
（８）：１８３９－１８４７．］

［３３］ 俞秋佳，徐凤洁，蒋跃，等．夏秋季苏州河浮游植物群落特征及

其影响因子［Ｊ］ ．生态与农村环境学报，２０１４，３０（４）：４５０－４５７．
［ＹＵ Ｑｉｕ⁃ｊｉａ， ＸＵ Ｆｅｎｇ⁃ｊｉｅ， ＪＩＡＮＧ Ｙｕｅ， ｅｔ ａｌ． Ｃｈａｒａｃｔｅｒｉｓｔｉｃｓ ｏｆ
Ｐｈｙｔｏｐｌａｎｋｔｏｎ Ｃｏｍｍｕｎｉｔｙ ｉｎ Ｓｕｚｈｏｕ Ｒｉｖｅｒ ｉｎ Ｓｕｍｍｅｒ ａｎｄ Ａｕｔｕｍｎ
ａｎｄ Ｔｈｅｉｒ Ａｆｆｅｃｔｉｎｇ Ｆａｃｔｏｒｓ［Ｊ］ ．Ｊｏｕｒｎａｌ ｏｆ Ｅｃｏｌｏｇｙ ａｎｄ Ｒｕｒａｌ Ｅｎｖｉ⁃
ｒｏｎｍｅｎｔ，２０１４，３０（４）：４５０－４５７．］

［３４］ 朱爱民，胡菊香，李嗣新，等．三峡水库长江干流及其支流枯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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固城湖浮游植物群落结构季节变化及其环境影响因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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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 为评估长江下游重要调蓄湖泊固城湖的生态健康状况，加强对固城湖的管理与保护工作，于 ２０１９ 年在固城

湖开展了 ４ 个季度的采样调查。 运用浮游植物多样性指数和均匀度指数对固城湖水质状况进行评价，使用多配

对样本非参数检验法探究季节尺度下各采样点浮游植物群落的差异性，采用冗余分析（ＲＤＡ）研究 ４ 个季度浮游

植物群落特征与环境因子的关系。 结果表明：固城湖浮游植物 Ｓｈａｎｎｏｎ⁃Ｗｉｅｎｅｒ 多样性指数全年均值为 １􀆰 ８７ ～
２􀆰 ４０，全域均值为 ２􀆰 ０５；Ｐｉｅｌｏｕ 均匀度指数全年均值为 ０􀆰 ４６～０􀆰 ９２，全域均值为 ０􀆰 ６９；水体处于轻－β－中度污染（２＜
Ｈ′≤３，０􀆰 ５≤Ｊ≤０􀆰 ８）状态；鉴定出浮游植物 ８５ 属 １３８ 种；蓝藻门是固城湖全年浮游植物的主要构成门类，其次为

绿藻门和硅藻门，浮游植物细胞丰度季节平均值变化范围为 ５􀆰 ６３×１０５ ～１􀆰 ６７×１０８ Ｌ－１；浮游植物群落结构季节性演

替明显，主要优势门类呈绿藻门 ／硅藻门—蓝藻门—硅藻门 ／隐藻门—绿藻门变化。 全年水域优势种为卷曲鱼腥

藻（Ａｎａｂａｅｎａ ｃｉｒｃｉｎａｌｉｓ）、鱼腥藻（Ａｎａｂａｅｎａ ｓｐ．）、颤藻（Ｏｓｃｉｌｌａｔｏｒｉａ ｓｐ．）、席藻（Ｐｈｏｒｍｉｄｉｕｍ ｓｐ．）、假鱼腥藻（Ｐｓｅｕｄａｎ⁃
ａｂａｅｎａ ｓｐ．）及螺旋藻（Ｓｐｉｒｕｌｉｎａ ｓｐ．）。 冗余分析（ＲＤＡ）表明，固城湖 ４ 个季节浮游植物群落结构主要环境驱动因

子分别为总氮浓度（春季）、总磷浓度（夏季）、电导率和高锰酸盐指数（秋季）以及总磷浓度和水深（冬季）。
关键词： 固城湖； 浮游植物群落结构； 季节性变化； 环境因子； ＲＤＡ 分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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ｄａｎｃｙ ａｎａｌｙｓｉｓ

　 　 浮游植物是淡水生态系统的初级生产者之一，
其群落结构的变化会引起水域内食物网结构的变

化，从而影响淡水生态系统的能量流动及物质循

环［１－２］。 同时，浮游植物的群落结构可以对水体环

境变化做出快速响应，对水质变化起到指示作用。
因此在研究湖泊生态系统结构变化时，研究浮游植

物群落结构演替规律具有重要意义［３］。
近年来，研究者对不同淡水湖泊浮游植物与环

境影响因子的关系进行了大量研究，但得出的结论

差异性大，如杜彩丽等［４］ 研究表明，水温、溶解氧浓

度、透明度及磷酸盐浓度是淀山湖浮游植物数量的

主要影响因子。 吴苏舒等［５］ 研究发现，影响白马湖

浮游植物丰度的主要环境因子是温度。 谭香等［６］

研究表明，除秋季外，电导率是丹江口水库浮游植

物群落结构分布的主要影响因子。 可见，对不同湖

泊中浮游植物的群落结构及数量起主导作用的环

境因子仍具有探讨空间。
固城湖是长江下游水阳江、青弋江流域的重要

调蓄湖泊，也是南京城区备用水源地和高淳集中式

饮用水源地，在径流调蓄、农业灌溉、城乡供水、水
产养殖以及维系生态平衡等方面发挥着重要作

用［７］。 而有关固城湖浮游植物群落结构及其与环

境因子之间的关系研究甚少，且已有固城湖浮游植

物研究年代较早。 谷孝鸿等［８］ 分析了 １９８１—１９９９
年固城湖藻类的数量和生物量；唐雅萍等［９］ 研究了

２００８ 年固城湖春季浮游植物群落结构；曾庆飞

等［１０］在 ２００９ 年调查了固城湖及上下游河道富营养

化和浮游藻类现状。 这些研究尚未从季节变化上

完整地揭示出固城湖浮游植物群落结构变异与水

质之间的关系。 因此，笔者以固城湖为研究区域，
对浮游植物展开 ４ 个季度的监测调查，通过探究不

同季节的浮游植物群落结构，比较分析环境因子对

浮游植物群落结构的影响，以期为保障和改善固城

湖水质提供科学依据。

１　 材料与方法

１􀆰 １　 研究区域

固城湖（北纬 ３１°１４′ ～ ３１°１８′，东经 １１８°５３′ ～
１１８°５７′）位于南京市高淳区境内南部的苏皖接壤

处，是一个典型的浅水湖泊，属北亚热带南部季风

气候区。 多年平均降水量为 １ １５３􀆰 ８ ｍｍ，多年平均

水面蒸发量为 ８５０ ｍｍ，主要入湖河流有水碧桥河

（港口河）、胥河、漆桥河、横溪河等，官溪河、石固河

等为出湖河流。 ２０１９ 年湖泊总面积 ３６􀆰 ９７ ｋｍ２，自
由水面面积约为 ３６􀆰 ２３７ ｋｍ２，圈圩 ０􀆰 １１ ｋｍ２，围网

０􀆰 ３７ ｋｍ２，自由水面率为 ９８􀆰 ０２％。 固城湖在保障当

地居民生活用水、社会经济发展及生态环境平衡方

面发挥着不可替代的作用。
根据固城湖湖区面积、地形轮廓、养殖分布以

及主要出入湖河流等情况，依据网格布点法在整个

湖区共设置了 １０ 个采样点（图 １），分别在 ２０１９ 年 ４
月（春季）、７ 月（夏季）、１１ 月（秋季）、１ 月（冬季）进
行样品采集。

图 １　 固城湖浮游植物采样点分布

Ｆｉｇ􀆰 １　 Ｄｉｓｔｒｉｂｕｔｉｏｎ ｏｆ ｐｈｙｔｏｐｌａｎｋｔｏｎ ｓａｍｐｌｉｎｇ ｐｏｉｎｔｓ ｉｎ
Ｇｕｃｈｅｎｇ Ｌａｋｅ

１􀆰 ２　 样品采集及环境因子测定

在固城湖 １０ 个采样点用有机玻璃采水器采集

０􀆰 ５ ｍ 深处的表层水，取 ５ Ｌ 水样置于塑料瓶中，现
场用鲁哥氏液固定，样品带回实验室后静置 ４８ ｈ，沉
淀后取 １ ｍＬ 用浮游植物技术框计数，计算浮游植物

丰度，种类鉴定参考《中国淡水藻类：系统、分类及

生态》和《中国淡水藻类志》。
现场使用便携式 ＹＳＩ 测定温度（ＷＴ）、ｐＨ 值、

溶解氧（ＤＯ）浓度、溶解性总固体（ＴＤＳ）含量及电导

率（ＥＣ），用塞氏盘测定水体透明度（ＳＤ）。 另外采

集水样加酸保存，参照《水和废水监测分析方法》测
定方法，实验室测定总氮（ ＴＮ）浓度、总磷（ ＴＰ）浓

度、氨氮（ＮＨ３⁃Ｎ）浓度、高锰酸盐指数（ＣＯＤＭｎ），水
深（ＷＤ）数据由江苏省水文局监测站提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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１􀆰 ３　 数据处理及分析

１􀆰 ３􀆰 １　 优势度

按如下公式计算物种优势度［１１］：

Ｙｉ ＝
ｎｉ

Ｎ
× ｆｉ 。 （１）

式（１）中， ｎｉ 为样品中第 ｉ 种生物个体数量；Ｎ 为样

品中所有种个体总数； ｆｉ 为第 ｉ 种在各样品中出现

的频率；将 Ｙ＞０􀆰 ０２ 的物种作为优势种［１２］。
１􀆰 ３􀆰 ２　 多样性指数

选择 Ｓｈａｎｎｏｎ⁃Ｗｅｉｎｅｒ 指数［１３］ （Ｈ′） 和 Ｓｉｍｐｓｏｎ
指数［１４］（Ｄ）作为参照，Ｍａｒｇａｌｅｆ 丰富度指数（Ｄｍ）表
征物种丰富度［１５］，Ｐｉｅｌｏｕ 均匀度指数（ Ｊ）表征物种

均匀度［１６］，计算公式［７－８］为

Ｈ′ ＝ － ∑ ｎｉ

Ｎ
× ｌｎ

ｎｉ

Ｎ
， （２）

Ｄ ＝
Ｎｍａｘ

Ｎ
， （３）

Ｄｍ ＝ － １
ｌｎ Ｎ

， （４）

Ｊ ＝ Ｈ′
ｌｎ Ｓ

。 （５）

式（２） ～ （５）中，ｎｉ为第 ｉ 种的个体数；Ｎ 为总个体

数；Ｎｍａｘ为优势种的个体数；Ｓ 为物种数。
１􀆰 ３􀆰 ３　 数据分析

运用 Ｒ 语言筛选环境变量 （ ＶＩＦ ＜ １０），运用

Ｃａｎｏｃｏ ４􀆰 ５ 软件先对物种进行去趋势分析（ＤＣＡ），
再对浮游植物优势种与筛选后的环境变量进行排

序分析，得到 ４ 个排序轴中梯度长度最大值均小于

３，因此选取冗余分析（ＲＤＡ）。
数据统计分析和绘图用 Ｅｘｃｅｌ ２０１９ 和 Ｏｒｉｇｉｎ

２０１８ 完成，采样点位分布及浮游植物细胞丰度的空

间分布采用 ＡｒｃＧＩＳ １０􀆰 ３􀆰 １ 绘制，在 ＩＢＭ ＳＰＳＳ Ｓｔａ⁃
ｔｉｓｔｉｃｓ ２２ 软件中进行多配对样本非参数检验。
１􀆰 ４　 水质评价方法

利用浮游植物多样性指数和均匀度指数对固

城湖水体进行水质状况评价。 Ｈ′＞３􀆰 ０ 时为无污染

或清洁，２＜Ｈ′≤３ 时为 β－中污染，１≤Ｈ′≤２ 时为 α－
中污染，Ｈ′＜１ 时为重度污染［１７］；Ｐｉｅｌｏｕ 均匀度指数

Ｊ＜０􀆰 ３ 时为重度污染，０􀆰 ３≤Ｊ＜０􀆰 ５ 时为中度污染，
０􀆰 ５≤Ｊ≤０􀆰 ８ 时为轻度污染，Ｊ＞０􀆰 ８ 时为清洁［１８］。

２　 结果与分析

２􀆰 １　 浮游植物群落结构特征

此次调查鉴定出浮游植物 ８５ 属 １３９ 种，从多到

少排列顺序为绿藻门（３０ 属 ５６ 种）、硅藻门（２１ 属

３４ 种）、蓝藻门（１６ 属 ２６ 种）、裸藻门（４ 属 ８ 种），
甲藻门（４ 属 ４ 种）、隐藻门（４ 属 ４ 种）、金藻门（３
属 ４ 种）和黄藻门（３ 属 ３ 种）。 浮游植物各门类年

均丰度占比表现为：蓝藻门占比最大，达 ８０􀆰 １６％；
其次为绿藻门（１４􀆰 ８２％）和硅藻门（２􀆰 ５７％）；其余

各门类丰度占比总和为 ２􀆰 ４５％。 蓝藻门中席藻属

丰度值最高，达 １􀆰 ６３ × １０７ Ｌ－１；其次为颤藻属，为
１􀆰 ４３×１０７ Ｌ－１；细小隐球藻和平裂藻属丰度均较低，
均为 １􀆰 ０４×１０３ Ｌ－１。 全年水域浮游植物优势种（Ｙ＞
０􀆰 ０２）为鱼腥藻 （ Ａｎａｂａｅｎａ ｓｐ．）、颤藻 （Ｏｓｃｉｌｌａｔｏｒｉａ
ｓｐ．）、 席 藻 （ Ｐｈｏｒｍｉｄｉｕｍ ｓｐ．）、 假 鱼 腥 藻

（Ｐｓｅｕｄａｎａｂａｅｎａ ｓｐ．）、螺旋藻（Ｓｐｉｒｕｌｉｎａ ｓｐ．）和卷曲

鱼腥藻（Ａｎａｂａｅｎａ ｃｉｒｃｉｎａｌｉｓ）。
２􀆰 ２　 浮游植物季节变化特征

固城湖出现浮游植物种类数量从多到少为夏

季（８６ 种）、春季（８１ 种）、冬季（７５ 种）、秋季（３１
种）。 固城湖全域浮游植物平均丰度季节变化为夏

季（ １􀆰 ６７ × １０８ Ｌ－１ ） ＞冬季 （ ２􀆰 ７３ × １０７ Ｌ－１ ） ＞春季

（３􀆰 ４８×１０６ Ｌ－１） ＞秋季（５􀆰 ６３×１０５ Ｌ－１）。 由表 ２ 可

知，春季绿藻和硅藻丰度占比较高，两者之和达

６０％；夏季蓝藻门占绝对优势，占藻类总组成的

９４􀆰 ０８％。 固城湖各季节浮游植物丰度空间分布不

同（图 ４）。 春季浮游植物丰度空间分布呈西部高东

部低趋势，其中西北部 ｇｃｈ－１ 监测点浮游植物丰度

值最大，为 ５􀆰 ４２×１０６ Ｌ－１；东部偏北 ｇｃｈ－６ 监测点浮

游植物丰度最小，为 １􀆰 ６７×１０６ Ｌ－１；夏季浮游植物丰

度空间分布总体呈东南高、西北低的趋势，东部

ｇｃｈ－８ 监测点浮游植物丰度值最大，为 ２􀆰 ２６ × １０８

Ｌ－１；西北部 ｇｃｈ－１ 监测点浮游植物丰度值最小，为
８􀆰 ７６×１０７ Ｌ－１；秋季浮游植物丰度空间分布趋势呈南

北两端高、中间水域低，ｇｃｈ－１０ 和 ｇｃｈ－３ 监测点浮

游植物丰度最高，均为 ９􀆰 ５８×１０５ Ｌ－１；ｇｃｈ－８ 监测点

浮游植物丰度值最低，为 ２􀆰 ５０×１０５ Ｌ－１；冬季浮游植

物丰度空间分布呈东北高西南低趋势，ｇｃｈ－３ 监测

点浮游植物丰度最高，ｇｃｈ－１０ 监测点浮游植物丰度

最低。 用多配对样本非参数检验对 ４ 个季度各采样

点浮游植物丰度进行差异分析，Ｆｒｉｅｎｄｍａｎ 检验得到

各季节密度的平均秩分别为：春 ２􀆰 １０、夏 ４􀆰 ０、秋
１􀆰 １０ 和冬 ２􀆰 ８０，卡方统计量为 ２６􀆰 ７６，相伴概率值

为 Ｐ＜０􀆰 ０５。
４ 个季度浮游植物优势种存在差异。 春季优势

种为阿氏颤藻（Ｏｓｃｉｌｌａｔｏｒｉａ ａｇａｒｄｈｉｉ）、颤藻属（Ｏｓｃｉｌ⁃
ｌａｔｏｒｉａ ｓｐ．）、弯形尖头藻（Ｒａｐｈｉｄｉｏｐｓｉｓ ｃｕｒｖａｔａ）、舟形

藻属（Ｎａｖｉｃｕｌａ ｓｐ．）、衣藻属（Ｃｈｌａｍｙｄｏｍｏｎａｓ ｓｐ．）、
卵 形 隐 藻 （ Ｃｒｙｐｔｏｍｏｎａｓ ｏｖａｔａ ）、 啮 蚀 隐 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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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Ｃｒｙｐｔｏｍｏｎａｓ ｅｒｏｓａ）和四孢藻属（Ｔｅｔｒａｓｐｏｒａ ｓｐ．）；夏
季优势种为卷曲鱼腥藻（Ａｎａｂａｅｎａ ｃｉｒｃｉｎａｌｉｓ）、鱼腥

藻属（Ａｎａｂａｅｎａ ｓｐ．）、颤藻属（Ｏｓｃｉｌｌａｔｏｒｉａ ｓｐ．）、席藻

属（ Ｐｈｏｒｍｉｄｉｕｍ ｓｐ．）、假鱼腥藻属 （ Ｐｓｅｕｄａｎａｂａｅｎａ
ｓｐ．）、螺旋藻属（ Ｓｐｉｒｕｌｉｎａ ｓｐ．） 和空球藻 （Ｅｕｄｏｒｉｎａ

ｅｌｅｇａｎｓ）；秋季优势种为尖针杆藻（Ｓｙｎｅｄｒａ ａｃｕｓ）、啮
蚀 隐 藻 （ Ｃｒｙｐｔｏｍｏｎａｓ ｅｒｏｓａ ）、 具 尾 蓝 隐 藻

（Ｃｈｒｃｏｍｏｎａｓ ｃａｕｄａｔａ）和卵形隐藻（Ｃｒｙｐｔｏｍｏｎａｓ ｏｖａ⁃
ｔａ）；冬季优势种为黄群藻属（Ｓｙｎｕｒａ ｓｐ．）、非洲团藻

（Ｖｏｌｖｏｘ ａｆｒｉｃａｎｕｓ）和美丽团藻（Ｖｏｌｖｏｘ ａｕｒｅｕｓ ）。

表 １　 固城湖浮游植物种类数

Ｔａｂｌｅ １　 Ｎｕｍｂｅｒ ｏｆ ｐｈｙｔｏｐｌａｎｋｔｏｎ ｓｐｅｃｉｅｓ ｉｎ Ｇｕｃｈｅｎｇ Ｌａｋｅ

季节 绿藻门 硅藻门 金藻门 隐藻门 裸藻门 甲藻门 蓝藻门 黄藻门 合计

春 ３５ ２７ １ ３ ４ ２ １３ １ ８１
夏 ３６ １８ ３ ３ ４ ２ １８ ２ ８６
秋 ９ ８ ２ ３ ２ ０ ６ １ ３１
冬 ２８ ２０ ３ ３ ５ ３ １１ ２ ７５

表 ２　 固城湖浮游植物各门类丰度占比的季节变化

Ｔａｂｌｅ ２　 Ｓｅａｓｏｎａｌ ｖａｒｉａｂｉｌｉｔｙ ｏｆ ｐｈｙｔｏｐｌａｎｋｔｏｎ ｃｏｍｐｏｓｉｔｉｏｎ ｉｎ Ｇｕｃｈｅｎｇ Ｌａｋｅ ％

季节 绿藻门 硅藻门 金藻门 隐藻门 裸藻门 甲藻门 蓝藻门 黄藻门

春 ３５􀆰 ８４ ２６􀆰 ８８ ０􀆰 １２ １３􀆰 ６２ ５􀆰 １４ １􀆰 ０８ １６􀆰 ２５ １􀆰 ０８
夏 ４􀆰 ２３ １􀆰 ０８ ０􀆰 ２９ ０􀆰 １９ ０􀆰 ０３ ０􀆰 ０３ ９４􀆰 ０８ ０􀆰 ０７
秋 １１􀆰 ８５ ２４􀆰 ４４ １􀆰 ４８ ４５􀆰 １９ ２􀆰 ２２ ０ １４􀆰 ０７ ０􀆰 ７４
冬 ７７􀆰 １７ ８􀆰 １１ ７􀆰 ４４ １􀆰 ５７ ０􀆰 ３７ ０􀆰 ４３ ４􀆰 ２９ ０􀆰 ６３

图 ２　 固城湖浮游植物丰度各季节空间分布

Ｆｉｇ􀆰 ２　 Ｓｐａｔｉａｌ ｄｉｓｔｒｉｂｕｔｉｏｎ ｏｆ ｐｈｙｔｏｐｌａｎｋｔｏｎ ｄｅｎｓｉｔｙ ｂｙ ｓｅａｓｏｎ ｉｎ Ｇｕｃｈｅｎｇ Ｌａｋ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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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４ 个季度固城湖浮游植物多样性指数变化趋势

不同（图 ５）。 Ｓｈａｎｎｏｎ⁃Ｗｉｅｎｅｒ 多样性指数（Ｈ′）季节

变化趋势从高到低依次为春、秋、夏、冬。 春季最

高，为 ３􀆰 １７；冬季最低，为 １􀆰 ６０；全年平均为 ２􀆰 １６。
Ｓｉｍｐｓｏｎ 指数（Ｄ）季节变化趋势从高到低依次为夏、
冬、秋、春。 夏季最高，为 ０􀆰 ４６；春季最低，为 ０􀆰 １５；

全年平均值为 ０􀆰 ２６。 Ｐｉｅｌｏｕ 均匀度指数（Ｊ）季节变

化趋势从高到低依次为秋、春、冬及夏季；秋季最

高，为 ０􀆰 ８８；夏季最低，为 ０􀆰 ４６；全年平均值为 ０􀆰 ６９。
Ｍａｒｇａｌｅｆ 指数（Ｄｍ）季节变化趋势从高到低依次为

春、夏、冬、秋；春季最高，为 ５􀆰 ８７；秋季最低，为

３􀆰 ４０；全年平均值为 ３􀆰 ９１。

图 ３　 固城湖浮游植物多样性指数季节变化

Ｆｉｇ􀆰 ３　 Ｓｅａｓｏｎａｌ ｖａｒｉａｔｉｏｎ ｏｆ ｂｉｏｄｉｖｅｒｓｉｔｙ ｉｎｄｉｃｅ ｉｎ Ｇｕｃｈｅｎｇ Ｌａｋｅ

２􀆰 ３　 浮游植物群落结构与环境因子的关系

２􀆰 ３􀆰 １　 固城湖主要水体环境因子的季节变化

根据 ＶＩＦ＜１０ 筛选环境变量，得到影响固城湖

浮游植物的主要水体环境因子，这些因子的季节变

化如表 ３ 所示。 全湖平均 ρ（ＴＮ）春季最低，为 ０􀆰 ４３
ｍｇ·Ｌ－１；夏季最高，为 ０􀆰 ７８ ｍｇ·Ｌ－１；全湖平均

ρ（ＴＰ）夏季最低，为 ０􀆰 ０１５ ｍｇ·Ｌ－１；秋季最高，为

０􀆰 ０５４ ｍｇ·Ｌ－１；全湖平均 ρ（ＮＨ４
＋ ⁃Ｎ）为春季、冬季

最高，均为 ０􀆰 １５７ ｍｇ· Ｌ－１；夏季最低，为 ０􀆰 ０３７
ｍｇ·Ｌ－１；全湖平均 ＳＤ 和 ρ（ＤＯ）均在冬季最高（平
均值分别为 １１１ ｃｍ 和 １１􀆰 ９８ ｍｇ·Ｌ－１），秋季次之；
其中 ＳＤ 春季最低，为 ４７􀆰 ５ ｃｍ；ＤＯ 夏季最低，为
７􀆰 ９６ ｍｇ·Ｌ－１。

表 ３　 固城湖主要水体环境因子的季节变化

Ｔａｂｌｅ ３　 Ｓｅａｓｏｎａｌ ｃｈａｎｇｅｓ ｏｆ ｐｈｙｓｉｃａｌ ａｎｄ ｃｈｅｍｉｃａｌ ｆａｃｔｏｒｓ ｉｎ ｔｈｅ ｗａｔｅｒ ｏｆ Ｇｕｃｈｅｎｇ Ｌａｋｅ

季节
ρ（ＴＮ） ／ （ｍｇ·Ｌ－１） ρ（ＴＰ） ／ （ｍｇ·Ｌ－１） ρ（ＮＨ３ ⁃Ｎ） ／ （ｍｇ·Ｌ－１） ρ（ＤＯ） ／ （ｍｇ·Ｌ－１） ＥＣ ／ （μＳ·ｃｍ－１）

均值 范围 均值 范围 均值 范围 均值 范围 均值 范围

春 ０􀆰 ４ ０􀆰 ２～０􀆰 ７ ０􀆰 ０５　 ０􀆰 ０３～０􀆰 ０６ ０􀆰 １６ ０􀆰 ０２～０􀆰 ２３ ８􀆰 ３７ ７􀆰 ６５～８􀆰 ９８ ２４６􀆰 ４ １５３􀆰 ８～２６８􀆰 ２
夏 ０􀆰 ８ ０􀆰 ５～１􀆰 ２ ０􀆰 ０２ ０􀆰 ０１～０􀆰 ０２ ０􀆰 ０４ ０􀆰 ０１～０􀆰 ０６ ７􀆰 ９６ ７􀆰 １６～８􀆰 ６９ ２１１􀆰 ６ ２０６􀆰 ２～２１４􀆰 ７
秋 ０􀆰 ７ ０􀆰 ５～１􀆰 １ ０􀆰 ０５ ０􀆰 ０４～０􀆰 ０６ ０􀆰 ０８ ０􀆰 ０４～０􀆰 １３ ９􀆰 ７０ ９􀆰 ０７～１０􀆰 ２９ ２７１􀆰 ２ １５３􀆰 １～３５７􀆰 １
冬 １􀆰 １ ０􀆰 ８～１􀆰 ６ ０􀆰 ０３ ０􀆰 ０１～０􀆰 ０５ ０􀆰 １６ ０􀆰 ０８～０􀆰 ２０ １１􀆰 ９８ １１􀆰 ５７～１２􀆰 ４６ １６２􀆰 ９ １５１􀆰 ６～１７３􀆰 ８

季节
ＣＯＤＭｎ ／ （ｍｇ·Ｌ－１） ＳＤ ／ ｃｍ ｐＨ 值 水温 ／ ℃ 水深 ／ ｍ

均值 范围 均值 范围 均值 范围 均值 范围 均值 范围

春 ２􀆰 ５７ ２􀆰 １８～３􀆰 ３８ ４８ １０～８０ ８􀆰 ６ ８􀆰 ０～９􀆰 ０ ２４􀆰 １ ２３􀆰 ７～２４􀆰 ４ １􀆰 ４ １􀆰 ０～１􀆰 ９
夏 ３􀆰 ２８ ２􀆰 ６５～３􀆰 ８４ ６１ ５０～７０ ９􀆰 ２ ９􀆰 １～９􀆰 ３ ３３􀆰 １ ３２􀆰 ２～３３􀆰 ９ ３􀆰 ６ ２􀆰 ２～４􀆰 ４
秋 ３􀆰 ３６ ２􀆰 ３４～３􀆰 ８５ ５０ ８２～１１０ ８􀆰 ４ ８􀆰 ３～８􀆰 ６ １０􀆰 ２ ９􀆰 ７～１０􀆰 ７ ２􀆰 ５ ２􀆰 ２～２􀆰 ８
冬 ２􀆰 ３５ １􀆰 ６０～３􀆰 ６０ １１０ １００～１３０ ７􀆰 ９ ８􀆰 １～８􀆰 ８ ５􀆰 ４ ５􀆰 ２～６􀆰 ４ ３􀆰 ０ ２􀆰 ６～３􀆰 ２

　 　 全湖平均 ＥＣ 和 ＣＯＤＭｎ均在秋季最高（平均值

分别为 ２７１􀆰 １６ μＳ·ｃｍ－１和 ３􀆰 ３６ ｍｇ·Ｌ－１），冬季最

低。 ４ 个季度水深变化特征为夏季（３􀆰 ６４ ｍ） ＞冬季

（３􀆰 ０２ ｍ）＞秋季（２􀆰 ５３ ｍ） ＞春季（１􀆰 ４３ ｍ）；全湖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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均 ｐＨ 值夏季较高，为 ９􀆰 ２４，其余 ３ 个季节 ｐＨ 值在

８􀆰 ０～ ９􀆰 ０ 之间，相差不大；全湖平均水温差异较大，
夏季（３３􀆰 １０ ℃）＞春季（２４􀆰 １ ℃） ＞秋季（１０􀆰 ２ ℃） ＞
冬季（５􀆰 ４ ℃）。
２􀆰 ３􀆰 ２　 浮游植物群落结构与环境因子的关系

春季轴 １ 和轴 ２ 所能解释的物种比例为

８６􀆰 １％，影响浮游植物的主要环境因子是 ＴＮ 浓度

（Ｐ＜０􀆰 ０５），且与第 １ 轴相关性为 ０􀆰 ７１０ ５，说明第 １
轴可以较好地反映 ＴＮ 浓度的变化梯度。 春季硅藻

门的舟形藻属与 ＴＰ 浓度呈正相关，蓝藻门的阿氏

颤藻和绿藻门的四孢藻属与水深呈负相关， 蓝藻门

的颤藻属、绿藻门的弯形尖头藻和衣藻属及隐藻门

的啮蚀隐藻和卵形隐藻与水温呈正相关，且与 ＴＮ
浓度呈负相关（图 ６）。

夏季轴 １ 和轴 ２ 共反映 ９１􀆰 ２％的物种信息量，

影响浮游植物群落结构的主要环境因子为 ＴＰ 浓度

（Ｐ＜０􀆰 ０５）。 蓝藻门的鱼腥藻属与 ＴＮ、ＴＰ 浓度呈正

相关，与 ＣＯＤＭｎ呈负相关，蓝藻门的螺旋藻属、伪鱼

腥藻属和绿藻门的空球藻属与水深呈正相关，蓝藻

门的卷曲鱼腥藻与 ＣＯＤＭｎ呈正相关（图 ６）。
秋季轴 １ 和轴 ２ 能解释的物种比例为 ７４􀆰 ５％，

影响浮游植物群落结构的主要环境因子为 ＥＣ 和

ＣＯＤＭｎ。 硅藻门的尖针杆藻与隐藻门的啮蚀隐藻与

ＴＰ 浓度呈正相关，隐藻门的卵形隐藻与 ＥＣ 呈正相

关，具尾蓝隐藻与 ＥＣ 呈负相关（图 ６）。
冬季轴 １ 和轴 ２ 能解释的物种比例为 ９３􀆰 ９％，

影响浮游植物群落结构的主要环境因子为 ＴＰ 浓度

和水深。 绿藻门的美丽团藻与 ＣＯＤＭｎ呈负相关，绿
藻门的非洲团藻与 ｐＨ 值呈正相关（图 ６）。

ｓｐ１—阿氏颤藻； ｓｐ２—颤藻； ｓｐ３—弯形尖头藻； ｓｐ４—舟形藻； ｓｐ５—啮蚀隐藻； ｓｐ６—卵形隐藻； ｓｐ７—衣藻属； ｓｐ８—四孢藻属； ｓｐ９—卷曲鱼腥藻； ｓｐ１０—鱼腥藻；

ｓｐ１１—席藻； ｓｐ１２—伪鱼腥藻； ｓｐ１３—螺旋藻； ｓｐ１４—空球藻属； ｓｐ１５—尖针杆藻； ｓｐ１６—具尾蓝隐藻； ｓｐ１７—黄群藻； ｓｐ１８—非洲团藻； ｓｐ１９—美丽团藻。

图 ４　 固城湖不同季节浮游植物群落结构与环境变量的 ＲＤＡ 分析

Ｆｉｇ􀆰 ４　 ＲＤＡ ｏｒｄｉｎａｔｉｏｎ ｂｉｐｌｏｔ ｏｆ ｐｈｙｔｏｐｌａｎｋｔｏｎ ｓｐｅｃｉｅｓ ａｎｄ ｅｎｖｉｒｏｎｍｅｎｔ ｖａｒｉａｂｌｅｓ ｂｙ ｓｅａｓｏｎ ｉｎ Ｇｕｃｈｅｎｇ Ｌａｋｅ

３　 讨论

３􀆰 １　 浮游植物群落结构的季节演替规律

一般来说绿藻与硅藻因种类繁多、分布广泛，
能更好地反映水环境特征，被认为是水体营养状态

的指标生物类群［１９］。 在固城湖群落组成中，绿藻与

硅藻无论是在种类数量还是生物量贡献率方面均

占主导地位，而蓝藻门仅在丰度组成方面占优势。
这与抚仙湖［２０］、丹江口水库［２１］ 等湖泊水库调查结

果相似，表明固城湖浮游植物种群组成具有一般湖

泊的普遍性特征。
已有研究表明，水体浮游植物存在明显的季节

变化现象，但在不同的水体中变化规律存在显著的

差异［２２－２４］。 固城湖春季浮游植物丰度以绿藻和硅
藻占优势，进入夏季丰水期，入湖河流胥河和漆桥

河径流量增大，携带大量污染物进入湖泊［２５］，导致
入湖污染物通量增大，且夏季湖区水生植物易腐烂

分解，释放营养盐，在此条件下对营养盐吸收效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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高、光照和温度适应范围广的蓝藻在短时间内易快

速增殖，在丰度上成为绝对优势（占比达 ９４􀆰 ０８％），
使浮游植物群落结构表现出明显的演替特征。 而

随着营养盐水平和气温下降，隐藻、硅藻逐步取代

蓝藻而成为秋季优势类群［６，２６］，同时标示洁净水质

的金藻和黄藻也开始出现。 冬季绿藻门成为优势

种，这可能与冬季监测期间固城湖水体总氮浓度及

温度较高有关，暖冬会导致浮游植物的生长期增加

１ 个月以上，且蓝藻及绿藻等温度敏感型藻类会提

前开始大量生长［２７］。 邓建明等［２８］ 也提出气温升高

会提高浮游植物生长速率，有利于蓝藻、绿藻等温

度适应范围较大的藻类提前开始大量繁殖，而此次

调查的冬季浮游植物丰度高于春季和秋季，可能与

冬季绿藻门占优势有关。 在季节差异中，春、秋季

浮游植物密度较低，这一结论与谭香［６］ 的研究结果

一致。
３􀆰 ２　 环境因子对固城湖浮游植物群落结构的影响

已有研究表明，浮游植物群落结构变化与氮磷

浓度［２９］、电导率［３０］ 等因素有关。 营养盐是浮游植

物生长的物质基础，其浓度变化不仅会影响浮游植

物丰度，也会引起浮游植物群落结构发生改变。 ４
个季度中，固城湖春季的水体 ＴＮ 浓度最低，只有当

ＴＮ 达到一定浓度时，特定的藻类细胞丰度才增

长［３１－３２］，所以春季的浮游植物群落结构趋于简单

化。 春季 ＲＤＡ 分析显示，蓝藻门的颤藻属、绿藻门

的弯形尖头藻和衣藻属及隐藻门的啮蚀隐藻和卵

形隐藻与水温呈正相关。 一般而言，温度具有明显

的季节特性，一方面可直接影响浮游植物生长，另
一方面会通过影响浮游动物、鱼类的生长和运动能

力及水体的其他物理化学因子进一步影响浮游植

物丰度及群落结构，所以多种浮游植物优势种与该

季节温度呈正相关。 夏季固城湖水体 ＴＰ 浓度最

低，主要优势种为蓝藻，说明其他藻类在营养盐方

面受到了磷营养盐的限制。 夏季 ＲＤＡ 分析显示，蓝
藻门的螺旋藻和假鱼腥藻、绿藻门的空球藻与水深

呈正相关，水深的变化直接通过浓缩或稀释作用影

响浮游植物。 水位升高会促进蓝藻的生长［３３］，而固

城湖区夏季水深最大，这可能是夏季湖区浮游植物

优势种中除了少量绿藻门外其余均为蓝藻门的原

因之一；而蓝藻门的鱼腥藻与 ＴＮ、ＴＰ 浓度呈正相

关，说明鱼腥藻受到 Ｎ、Ｐ 这 ２ 种营养盐同时影响。
有研究表明，硅藻在 ＥＣ 较高、水质较硬的环境下种

类较丰富，并占据优势［３４－３５］，此次秋季调查结果显

示固城湖硅藻丰度占比较高（表 ２），且水体中 ＥＣ
值最高（表 ３），与上述研究结论相符，因此 ＥＣ 值可

能是影响固城湖秋季浮游植物群落结构的主要驱

动因子之一。 同时已有研究结果也表明，ＣＯＤＭｎ能

对浮游植物群落组成及分布产生影响［３０］。 秋季

ＲＤＡ 分析得出，浮游植物优势种隐藻属和针杆藻属

与 ＴＰ 浓度呈正相关，这一结论与刘妮珍等［３６］ 的研

究一致。 冬季水深较夏季明显下降，水体 ＴＰ 浓度

较低，ＴＮ 浓度偏高，因此浮游植物群落结构营养盐

方面主要受到水体 ＴＰ 的影响。 冬季 ＲＤＡ 分析得

出，绿藻门的非洲团藻与 ｐＨ 值呈正相关，说明冬季

的优势藻还受到了 ｐＨ 值的影响。 已有研究表明，
浮游植物生长繁殖有其不同的 ｐＨ 值范围［３７］，ｐＨ 值

对浮游植物分布有重要影响［３８］。
总之，环境因子与浮游植物的影响是相互的。

在自然的湖泊生态系统中，并不是单一因子单独对

浮游植物的分布及生长发育产生影响，而是多个环

境因子共同作用的结果。 除此之外，样本时间尺度

上的大小也会造成结果的局限性。 因此，影响浮游

植物的生境质量因素需要更大的样本库作进一步

的研究。

４　 结论

固城湖共鉴定出浮游植物 ８ 门 ８ 属 １３８ 种，其
中绿藻门、硅藻门和蓝藻门为主，分别为 ５６、３４ 和

２６ 种；以优势度 Ｙ＞０􀆰 ０２ 为标准，调查期间固城湖的

浮游植物优势属共 ５ 门 １８ 属，春季浮游植物丰度均

值为 ３􀆰 ４８×１０６ Ｌ－１，优势种以绿藻门和硅藻门为主；
夏季浮游植物丰度均值为 １􀆰 ６７×１０８ Ｌ－１，以蓝藻门

为主；秋季浮游植物丰度均值为 ５􀆰 ６３×１０５ Ｌ－１，以硅

藻门和隐藻门为主；冬季浮游植物丰度均值为

２􀆰 ７３×１０７ Ｌ－１，以绿藻门为主。 ＲＤＡ 分析表明，水体

ＴＮ 浓度、ＴＰ 浓度、电导率、高锰酸盐及水深是调控

固城湖浮游植物群落结构的主要环境因子，各季节

影响浮游植物群落结构分布的环境因子不同，管理

者应分别采取适宜的措施进行水质管理；以水质和

藻类群落特征综合评价，固城湖水质处于轻－β－中
度污染状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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２４６５－２４６６．

［１５］ ＭＡＲＧＬＥＦ Ｒ． Ｉｎｆｏｒｍａｔｉｏｎ Ｔｈｅｏｒｙ ｉｎ Ｅｃｏｌｏｇｙ ［ Ｊ ］ ． Ｉｎｔｅｒｎａｔｉｏｎａｌ
Ｊｏｕｒｎａｌ ｏｆ Ｇｅｎｅｒａｌ Ｓｙｓｔｅｍｓ．１９５８，（３）：３６－７１．

［１６］ ＰＩＥＬＯＵ Ｅ Ｃ．Ｓｐｅｃｉｅｓ⁃ｄｉｖｅｒｓｉｔｙ ａｎｄ Ｐａｔｔｅｒｎ⁃ｄｉｖｅｒｓｉｔｙ ｉｎ ｔｈｅ Ｓｔｕｄｙ
ｏｆ Ｅｃｏｌｏｇｉｃａｌ Ｓｕｃｃｅｓｓｉｏｎ［Ｊ］ ．Ｊｏｕｒｎａｌ ｏｆ Ｔｈｅｏｒｅｔｉｃａｌ Ｂｉｏｌｏｇｙ，１９６６，
１０（２）：３７０－３８３．

［１７］ 夏品华，林陶．百花湖水库后生浮游动物群落结构时空分布特

征及水质评价［Ｊ］ ．贵州师范大学学报（自然科学版），２０１８，３６
（１）：４５ － ５０，５６． ［ ＸＩＡ Ｐｉｎ⁃ｈｕａ， ＬＩＮ Ｔａｏ． Ｓｐａｔｉａｌ ａｎｄ Ｔｅｍｐｏｒａｌ
Ｄｉｓｔｒｉｂｕｔｉｏｎｓ ｏｆ ｔｈｅ Ｍｅｔａｚｏｏｐｌａｎｋｔｏｎ Ｃｏｍｍｕｎｉｔｙ Ｓｔｒｕｃｔｕｒｅ ａｎｄ
Ｗａｔｅｒ Ｑｕａｌｉｔｙ ｉｎ Ｂａｉｈｕａｈｕ Ｒｅｓｅｒｖｏｉｒ ［ Ｊ ］ ． Ｊｏｕｒｎａｌ ｏｆ Ｇｕｉｚｈｏｕ
Ｎｏｒｍａｌ Ｕｎｉｖｅｒｓｉｔｙ （Ｎａｔｕｒａｌ Ｓｃｉｅｎｃｅｓ），２０１８，３６（１）：４５－５０，５６．］

［１８］ 熊莲，刘冬燕，王俊莉，等．安徽太平湖浮游植物群落结构［ Ｊ］ ．
湖泊科学，２０１６，２８（５）：１０６６－１０７７． ［ＸＩＯＮＧ Ｌｉａｎ，ＬＩＵ Ｄｏｎｇ⁃
ｙａｎ，ＷＡＮＧ Ｊｕｎ⁃ｌｉ， ｅｔ ａｌ． Ｐｈｙｔｏｐｌａｎｋｔｏｎ Ｃｏｍｍｕｎｉｔｙ Ｓｔｒｕｃｔｕｒｅ ｉｎ
Ｌａｋｅ Ｔａｉｐｉｎｇ ｏｆ Ａｎｈｕｉ Ｐｒｏｖｉｎｃｅ ［ Ｊ］ ． Ｊｏｕｒｎａｌ ｏｆ Ｌａｋｅ Ｓｃｉｅｎｃｅｓ，
２０１６，２８（５）：１０６６－１０７７．］

［１９］ 潘鸿，唐宇宏．威宁草海浮游植物污染指示种及水质评价［ Ｊ］ ．
湿地科学，２０１６，１４（２）：２３０－２３４．［ＰＡＮ Ｈｏｎｇ，ＴＡＮＧ Ｙｕ⁃ｈｏｎｇ．
Ｐｏｌｌｕｔｉｏｎ Ｉｎｄｉｃａｔｏｒ Ｓｐｅｃｉｅｓ ａｎｄ Ｅｖａｌｕａｔｉｏｎ ｏｆ Ｗａｔｅｒ Ｑｕａｌｉｔｙ ｉｎ Ｃａ⁃
ｏｈａｉ Ｌａｋｅ， Ｗｅｉｎｉｎｇ ［ Ｊ ］ ． Ｗｅｔｌａｎｄ Ｓｃｉｅｎｃｅ， ２０１６， １４ （ ２ ）：
２３０－２３４．］

［２０］ 吉正元，刘绍俊．抚仙湖浮游植物群落结构、影响因子及水质

评价［Ｊ］ ．中国环境监测，２０１９，３５（４）：６７－７７．［ ＪＩ Ｚｈｅｎｇ⁃ｙｕａｎ，
ＬＩＵ Ｓｈａｏ⁃ｊｕｎ． Ｐｈｙｔｏｐｌａｎｋｔｏｎ Ｃｏｍｍｕｎｉｔｙ Ｓｔｒｕｃｔｕｒｅ，Ｒｅｌａｔｅｄ Ｉｎｆｌｕ⁃
ｅｎｃｉｎｇ Ｆａｃｔｏｒｓ ａｎｄ ｔｈｅ Ｅｖａｌｕａｔｉｏｎ ｏｆ Ｗａｔｅｒ Ｑｕａｌｉｔｙ ｉｎ ｔｈｅ Ｆｕｘｉａｎ
Ｌａｋｅ ［ Ｊ ］ ． Ｅｎｖｉｒｏｎｍｅｎｔａｌ Ｍｏｎｉｔｏｒｉｎｇ ｉｎ Ｃｈｉｎａ， ２０１９， ３５ （ ４ ）：
６７－７７．］

［２１］ 王英华，陈雷，牛远，等．丹江口水库浮游植物时空变化特征

［Ｊ］ ．湖泊科学，２０１６，２８ （ ５）：１０５７ － １０６５． ［ＷＡＮＧ Ｙｉｎｇ⁃ｈｕａ，
ＣＨＥＮ Ｌｅｉ，ＮＩＵ Ｙｕａｎ， ｅｔ ａｌ． Ｓｐａｔｉｏ⁃ｔｅｍｐｏｒａｌ Ｖａｒｉａｔｉｏｎ ｉｎ Ｐｈｙｔｏ⁃
ｐｌａｎｋｔｏｎ Ｃｏｍｍｕｎｉｔｙ ａｎｄ Ｉｔｓ Ｉｎｆｌｕｅｎｃｉｎｇ Ｆａｃｔｏｒｓ ｉｎ Ｄａｎｊｉａｎｇｋｏｕ
Ｒｅｓｅｒｖｏｉｒ ［ Ｊ ］ ． Ｊｏｕｒｎａｌ ｏｆ Ｌａｋｅ Ｓｃｉｅｎｃｅｓ， ２０１６， ２８ （ ５ ）：
１０５７－１０６５．］

［２２］ ＫＡＦＦ Ｊ．湖沼学：内陆水生态系统［Ｍ］．古滨河，刘正文，李宽

意，等译．北京：高等教育出版社，２０１１：３６７－４１８．［ＫＡＬＦ Ｊ．Ｌｉｍ⁃
ｎｏｌｏｇｙ：Ｉｎｌａｎｄ Ｗａｔｅｒ Ｅｃｏｓｙｓｔｅｍｓ［Ｍ］． Ｔｒａｎｓｌａｔｅｄ ｂｙ ＧＵ Ｂｉｎ⁃ｈｅ，
ＬＩＵ Ｚｈｅｎｇ⁃ｗｅｎ，ＬＩ Ｋｕａｎ⁃ｙｉ，ｅｔ ａｌ．Ｂｅｉｊｉｎｇ：Ｈｉｇｈｅｒ Ｅｄｕｃａｔｉｏｎ Ｐｒｅｓｓ，
２０１１：３６７－４１８．］

［２３］ ＪＩＡＮＧ Ｙ Ｊ，ＨＥ Ｗ，ＬＩＵ Ｗ Ｘ，ｅｔ ａｌ．Ｔｈｅ Ｓｅａｓｏｎａｌ ａｎｄ Ｓｐａｔｉａｌ Ｖａｒｉａ⁃
ｔｉｏｎｓ ｏｆ Ｐｈｙｔｏｐｌａｎｋｔｏｎ Ｃｏｍｍｕｎｉｔｙ ａｎｄ Ｔｈｅｉｒ Ｃｏｒｒｅｌａｔｉｏｎ ｗｉｔｈ Ｅｎｖ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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ｒｏｎｍｅｎｔａｌ Ｆａｃｔｏｒｓ ｉｎ ａ Ｌａｒｇｅ Ｅｕｔｒｏｐｈｉｃ Ｃｈｉｎｅｓｅ Ｌａｋｅ （Ｌａｋｅ Ｃｈａｏ⁃
ｈｕ）［Ｊ］ ．Ｅｃｏｌｏｇｉｃａｌ Ｉｎｄｉｃａｔｏｒｓ，２０１４，４０：５８－６７．

［２４］ ＭＵÑＩＺ Ｏ， ＲＯＤＲÍＧＵＥＺ Ｊ Ｇ， ＲＥＶＩＬＬＡ Ｍ， ｅｔ ａｌ． Ｓｅａｓｏｎａｌ
Ｖａｒｉａｔｉｏｎｓ ｏｆ Ｐｈｙｔｏｐｌａｎｋｔｏｎ Ｃｏｍｍｕｎｉｔｙ ｉｎ Ｒｅｌａｔｉｏｎ ｔｏ
Ｅｎｖｉｒｏｎｍｅｎｔａｌ Ｆａｃｔｏｒｓ ｉｎ ａｎ Ｏｌｉｇｏｔｒｏｐｈｉｃ Ａｒｅａ ｏｆ ｔｈｅ Ｅｕｒｏｐｅａｎ Ａｔ⁃
ｌａｎｔｉｃ Ｃｏａｓｔ （Ｓｏｕｔｈｅａｓｔｅｒｎ Ｂａｙ ｏｆ Ｂｉｓｃａｙ）［Ｊ］ ．Ｒｅｇｉｏｎａｌ Ｓｔｕｄｉｅｓ ｉｎ
Ｍａｒｉｎｅ Ｓｃｉｅｎｃｅ，２０１８，１７：５９－７２．

［２５］ 谷先坤，谷孝鸿，曾庆飞，等．固城湖及其出入湖河道水质时空

分布差异与历年变化趋势分析［ Ｊ］ ．生态与农村环境学报，
２０１６，３２（１）：６８－７５．［ＧＵ Ｘｉａｎ⁃ｋｕｎ，ＧＵ Ｘｉａｏ⁃ｈｏｎｇ，ＺＥＮＧ Ｑｉｎｇ⁃
ｆｅｉ，ｅｔ ａｌ． Ｓｐａｔｉａｌ⁃ｔｅｍｐｏｒａｌ Ｖａｒｉａｔｉｏｎ ａｎｄ Ｄｅｖｅｌｏｐｉｎｇ Ｔｅｎｄｅｎｃｙ ｏｆ
Ｗａｔｅｒ Ｑｕａｌｉｔｙ ｉｎ Ｇｕｃｈｅｎｇ Ｌａｋｅ ａｎｄ Ｉｎｌｅｔｓ ａｎｄ Ｏｕｔｌｅｔｓ ｏｆ ｔｈｅ Ｌａｋｅ
［Ｊ］ ． Ｊｏｕｒｎａｌ ｏｆ Ｅｃｏｌｏｇｙ ａｎｄ Ｒｕｒａｌ Ｅｎｖｉｒｏｎｍｅｎｔ， ２０１６， ３２ （ １）：
６８－７５．］

［２６］ 王艺兵，侯泽英，叶碧碧，等．鄱阳湖浮游植物时空变化特征及

影响因素分析［ Ｊ］ ．环境科学学报，２０１５，３５（ ５）：１３１０－ １３１７．
［ ＷＡＮＧ Ｙｉ⁃ｂｉｎｇ， ＨＯＵ Ｚｅ⁃ｙｉｎｇ， ＹＥ Ｂｉ⁃ｂｉ， ｅｔ ａｌ． Ｔｈｅ
Ｃｈａｒａｃｔｅｒｉｓｔｉｃｓ ｏｆ Ｓｐａｔｉａｌ ａｎｄ Ｔｅｍｐｏｒａｌ Ｖａｒｉａｔｉｏｎｓ ｏｆ Ｐｈｙｔｏｐｌａｎｋｔｏｎ
ｉｎ Ｐｏｙａｎｇ Ｌａｋｅ ａｎｄ Ｔｈｅｉｒ Ｉｎｆｌｕｅｎｃｉｎｇ Ｆａｃｔｏｒｓ［ Ｊ］ ．Ａｃｔａ Ｓｃｉｅｎｔｉａｅ
Ｃｉｒｃｕｍｓｔａｎｔｉａｅ，２０１５，３５（５）：１３１０－１３１７．］

［２７］ ＷＥＹＨＥＮＭＥＹＥＲ Ｇ Ａ，李康民．暖冬：瑞典最大湖泊的浮游藻

类种群是否受到影响？ ［Ｊ］ ．人类环境杂志，２００１，３０（８）：５６５－

５７１，５７４．
［２８］ 邓建明，秦伯强．全球变暖对淡水湖泊浮游植物影响研究进展

［Ｊ］ ．湖泊科学，２０１５，２７（１）：１－１０．［ＤＥＮＧ Ｊｉａｎ⁃ｍｉｎｇ，ＱＩＮ Ｂｏ⁃
ｑｉａｎｇ．Ａ Ｒｅｖｉｅｗ ｏｎ Ｓｔｕｄｉｅｓ ｏｆ Ｅｆｆｅｃｔｓ ｏｆ Ｃｌｉｍａｔｅ Ｃｈａｎｇｅ ｏｎ Ｐｈｙｔｏ⁃
ｐｌａｎｋｔｏｎ ｉｎ Ｆｒｅｓｈｗａｔｅｒ Ｓｙｓｔｅｍｓ ［ Ｊ］ ． Ｊｏｕｒｎａｌ ｏｆ Ｌａｋｅ Ｓｃｉｅｎｃｅｓ，
２０１５，２７（１）：１－１０．］

［２９］ ＸＵ Ｈ，ＰＡＥＲＬ Ｈ Ｗ，ＱＩＮ Ｂ Ｑ，ｅｔ ａｌ．Ｎｉｔｒｏｇｅｎ ａｎｄ Ｐｈｏｓｐｈｏｒｕｓ Ｉｎ⁃
ｐｕｔｓ Ｃｏｎｔｒｏｌ Ｐｈｙｔｏｐｌａｎｋｔｏｎ Ｇｒｏｗｔｈ ｉｎ Ｅｕｔｒｏｐｈｉｃ Ｌａｋｅ Ｔａｉｈｕ，Ｃｈｉｎａ
［Ｊ］ ．Ｌｉｍｎｏｌｏｇｙ ａｎｄ Ｏｃｅａｎｏｇｒａｐｈｙ，２０１０，５５（１）：４２０－４３２．

［３０］ 王华，杨树平，房晟忠，等．滇池浮游植物群落特征及与环境因

子的典范对应分析［Ｊ］ ．中国环境科学，２０１６，３６（２）：５４４－５５２．
［ ＷＡＮＧ Ｈｕａ， ＹＡＮＧ Ｓｈｕ⁃ｐｉｎｇ， ＦＡＮＧ Ｓｈｅｎｇ⁃ｚｈｏｎｇ， ｅｔ ａｌ．
Ｃａｎｏｎｉｃａｌ Ｃｏｒｒｅｓｐｏｎｄｅｎｃｅ Ａｎａｌｙｓｉｓ ｏｆ Ｒｅｌａｔｉｏｎｓｈｉｐ ｂｅｔｗｅｅｎ Ｃｈａｒ⁃
ａｃｔｅｒｉｓｔｉｃｓ ｏｆ Ｐｈｙｔｏｐｌａｎｋｔｏｎ Ｃｏｍｍｕｎｉｔｙ ａｎｄ Ｅｎｖｉｒｏｎｍｅｎｔａｌ Ｆａｃｔｏｒｓ
ｉｎ Ｄｉａｎｃｈｉ Ｌａｋｅ［ Ｊ］ ．Ｃｈｉｎａ Ｅｎｖｉｒｏｎｍｅｎｔａｌ Ｓｃｉｅｎｃｅ，２０１６，３６（２）：
５４４－５５２．］

［３１］ 任杰，周涛，朱广伟，等．苏南水库硅藻群落结构特征及其控制

因素［Ｊ］ ．环境科学，２０１６，３７（５）：１７４２－１７５３．［ＲＥＮ Ｊｉｅ，ＺＨＯＵ
Ｔａｏ，ＺＨＵ Ｇｕａｎｇ⁃ｗｅｉ，ｅｔ ａｌ．Ｃｏｍｍｕｎｉｔｙ Ｓｔｒｕｃｔｕｒｅ Ｃｈａｒａｃｔｅｒｉｓｔｉｃｓ ｏｆ

Ｄｉａｔｏｍ ｉｎ Ｒｅｓｅｒｖｏｉｒｓ Ｌｏｃａｔｅｄ ｉｎ ｔｈｅ Ｓｏｕｔｈ ｏｆ Ｊｉａｎｇｓｕ Ｐｒｏｖｉｎｃｅ，
Ｃｈｉｎａ ａｎｄ Ｉｔｓ Ｃｏｎｔｒｏｌ Ｆａｃｔｏｒｓ［Ｊ］ ．Ｅｎｖｉｒｏｎｍｅｎｔａｌ Ｓｃｉｅｎｃｅ，２０１６，３７
（５）：１７４２－１７５３．］

［３２］ 曾茹，李亚军，何金曼，等．陵水湾春秋两季浮游植物群落结构

及水质调查［Ｊ］ ．热带生物学报，２０２１，１２（２）：１６７－１７５．［ＺＥＮＧ
Ｒｕ，ＬＩ Ｙａ⁃ｊｕｎ，ＨＥ Ｊｉｎ⁃ｍａｎ， ｅｔ ａｌ． Ｉｎｖｅｓｔｉｇａｔｉｏｎ ｏｆ Ｐｈｙｔｏｐｌａｎｋｔｏｎ
Ｃｏｍｍｕｎｉｔｙ Ｓｔｒｕｃｔｕｒｅ ａｎｄ Ｓｅａｗａｔｅｒ Ｑｕａｌｉｔｙ ｉｎ Ｌｉｎｇｓｈｕｉ Ｂａｙ ｉｎ
Ｓｐｒｉｎｇ ａｎｄ Ａｕｔｕｍｎ［Ｊ］ ．Ｊｏｕｒｎａｌ ｏｆ Ｔｒｏｐｉｃａｌ Ｂｉｏｌｏｇｙ，２０２１，１２（２）：
１６７－１７５．］

［３３］ 郭赟，潘越，黄晓峰，等．水动力方式对太湖蓝藻的抑制效果研

究［Ｊ］ ．环境科技，２０２１，３４（２）：３８－４３．［ＧＵＯ Ｙｕｎ，ＰＡＮ Ｙｕ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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点研发计划（２０１８ＹＦＣ０２１４００４，２０１８ＹＦＣ１５０６００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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气溶胶散射吸湿增长因子对霾强度变化的响应特征

佟景哲１，２， 米家媛１，２， 倪长健１，２， 蒋梦姣１，２， 杨寅山３， 陈云强４① 　 （１􀆰 成都信息工程大学大气科学学院， 四川

成都　 ６１０２２５； ２􀆰 成都平原城市气象与环境四川省野外科学观测研究站， 四川 成都　 ６１０２２５； ３􀆰 成都市环境保护科学研

究院， 四川 成都　 ６１００７２； ４􀆰 四川省气象服务中心， 四川 成都　 ６１００７２）

摘要： 基于成都市 ２０１７ 年 １０—１２ 月浊度计和黑碳仪的逐时观测数据，结合该时段同时次的能见度（Ｖ）、相对湿

度（ＨＲ）、二氧化氮（ＮＯ２）以及细颗粒物（ＰＭ２．５）浓度监测资料，利用光学综合法计算气溶胶散射吸湿增长因子，分
析霾强度（轻微、轻度、中度和重度）变化对气溶胶散射吸湿增长因子的影响。 结果表明：（１）不同霾强度下的气溶

胶散射吸湿增长因子均服从对数正态分布，该分布函数的数学期望与方差随霾强度的增加而增大。 （２）气溶胶吸

湿性随霾强度的增加而增强，对轻微、轻度、中度和重度霾而言，强吸湿模态占比分别为 ６􀆰 ２％、１１􀆰 ４％、５０􀆰 ８％和

８４􀆰 ５％。 （３）分别构建了轻微、轻度、中度和重度霾强度下的二次多项式散射吸湿增长模型，对应全样本模拟值与

实测值的决定系数（Ｒ２）分别为 ０􀆰 ６８４、０􀆰 ６２７、０􀆰 ７２９ 和 ０􀆰 ７８６，即气溶胶散射吸湿增长模型对样本的选择非常敏

感，其泛化性能随霾强度的增加而增强。
关键词： 气溶胶散射吸湿增长因子； 对数正态分布； 强吸湿模态； 二次多项式； 霾强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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ｇｅｎｅｒａｌｉｚａｔｉｏｎ ｐｅｒｆｏｒｍａｎｃｅ ｉｎｃｒｅａｓｅｄ ｗｉｔｈ ｔｈｅ ｇｒｏｗｉｎｇ ｏｆ ｈａｚｅ ｉｎｔｅｎｓｉｔｙ．
Ｋｅｙ ｗｏｒｄｓ： ａｅｒｏｓｏｌ ｓｃａｔｔｅｒｉｎｇ ｈｙｇｒｏｓｃｏｐｉｃ ｇｒｏｗｔｈ ｆａｃｔｏｒ； Ｌｏｇｎｏｒｍａｌ ｄｉｓｔｒｉｂｕｔｉｏｎ； ｓｔｒｏｎｇ ｈｙｇｒｏｓｃｏｐｉｃｉｔｙ ｍｏｄｅ； ｑｕａｄｒａｔｉｃ
ｐｏｌｙｎｏｍｉａｌ； ｈａｚｅ ｉｎｔｅｎｓｉｔｙ

　 　 在不同水汽条件下，单个气溶胶粒径、质量、密
度、折射指数等微物理参数会发生变化，致使气溶

胶粒子群宏观上的物理、化学及光学性质不断改

变［１－２］。 气溶胶吸湿性不仅危害人体健康，也是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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气环境、天气和气候过程的重要影响因子，在整个

气溶胶科学研究中处于基础地位［３－５］。
研究发现，弱吸湿性气溶胶主要由含碳和尘埃

颗粒构成，而强吸湿性气溶胶主要包含无机盐、被
氧化的有机物和盐与有机物的内部混合物［６－９］。 气

溶胶散射吸湿增长因子不仅表征气溶胶吸湿的光

学效 应， 也 是 计 算 气 溶 胶 辐 射 强 迫 的 重 要 参

数［１０－１１］。 ＬＩＵ 等［１２］ 利用 ２００６ 年实验观测数据，得
到广州地区城市型、海洋型和城市海洋混合型气溶

胶的散射吸湿增长因子分别为 ２􀆰 ０４±０􀆰 ２８、２􀆰 ６８±
０􀆰 ５９ 和 ２􀆰 ２９±０􀆰 ２８。 ＫＩＭ 等［１３］ 对韩国高山郡的气

溶胶吸湿增长特性进行研究，得到沙尘型和生物质

燃烧型气溶胶散射吸湿增长因子分别为 ２􀆰 ００±０􀆰 ２７
和 １􀆰 ６０±０􀆰 ２０。 程雅芳［１４］ 基于外场实验观测值，发
现随着相对湿度从 ３０％增长到 ８０％ ～ ９０％，散射系

数可以增强 １􀆰 ５４ ～ ２􀆰 ３１ 倍。 另外，毛前军等［１５］ 观

测不同粒径无机盐和碳质气溶胶粒子的吸湿增长

发现，气溶胶粒径越小，其散射吸湿增长作用越明

显。 进一步研究指出，黑碳气溶胶通过吸附大量吸

湿性物质（硫酸盐、硝酸盐和铵盐等），使黑碳气溶

胶混合态、粒径以及化学组成显著变化，进而可能

造成气溶胶吸湿光学效应的显著改变［１６－１７］。 张城

语等［１８］基于相对湿度和黑碳质量浓度构建了成都

地区气溶胶散射吸湿增长因子的双变量模型，显著

提升了气溶胶散射吸湿增长因子的模拟精度。 因

此，气溶胶散射吸湿性增长因子的变化与气溶胶粒

径分布、化学组成以及结构形态密切相关。
霾是发生在大气近地层中以能见度降低为代

表的灾害性天气［１９］。 研究表明，我国大气污染具有

高度复合污染特征［２０－２３］，是一种新型的“霾化学”烟
雾污染，二次气溶胶已成为大气气溶胶的主要部

分，在重霾污染期间的占比可高达 ８０％左右。 邱坚

等［２４］ 研究发现，霾污染期间水溶性组分 ＳＯ４
２－、

ＮＯ３
－、ＮＨ４

＋的质量浓度显著增加，是非霾期间的 ２
倍。 吴丹等［２５］指出随霾污染的加重，０􀆰 ４ ～ ２􀆰 １ μｍ
粒径段颗粒物浓度迅速增加，细粒子占比增高。 此

外，相对湿度的增加可促进非均相化学反应发生，
加速气态污染物向颗粒物转化，显著提升硫氧化率

和氮 氧 化 率， 从 而 影 响 二 次 气 溶 胶 浓 度 的 生

成［２６－２７］。 由此可见，在霾的生消演化过程中气溶胶

的理化性质也发生显著的改变，这必然会影响气溶

胶吸湿的光学效应，其中的响应特征并不清晰。
成都地区近年来社会经济发展迅猛，大气污染

物排放量居高不下，受制于静稳和高湿的气象条

件，该区域一直是四川盆地秋冬季污染最严重的区

域之一［２８］。 利用成都市 ２０１７ 年 １０—１２ 月浊度计、
黑碳仪、环境颗粒物监测仪的逐时观测数据和该时

段同时次大气能见度（Ｖ）、相对湿度（ＨＲ）、二氧化

氮（ＮＯ２）监测资料，通过光学综合法计算了气溶胶

散射吸湿增长因子，系统探究了该因子对霾强度变

化的响应关系，据此深化对霾污染演化机理与气溶

胶吸湿光学效应复杂性的认知。

１　 资料与方法

１􀆰 １　 观测位置

观测点位于成都市环境保护科学研究院综合

大楼楼顶（３０°３９′ Ｎ，１０４°０２′ Ｅ），距离地面高度 ２１
ｍ，四周 ２ ｋｍ 内无高大建筑物，视野开阔。 另外，观
测点周围为集中居住区，５ ｋｍ 范围内无明显工业大

气污染源。
１􀆰 ２　 数据获取和相关仪器

浊度计和黑碳仪的逐时观测资料以及该时段

同时次的环境气象监测数据（大气能见度、相对湿

度、ＮＯ２ 和 ＰＭ２􀆰 ５质量浓度）相关仪器介绍如下：
（１）浊度计（ＡＵＲＯＲＡ－３０００ 型，Ｅｃｏｔｅｃｈ 公司，

澳大利亚） 的观测波长为 ５２５ ｎｍ，采样频率为 ５
ｍｉｎ·次－１，ＴＳＰ 切割头，检测范围＞０􀆰 ２５ ｍｍ－１，每 ２４
ｈ 进行零点检查， ２４ ｈ 零点漂移 ＜ ± １％，每周用

Ｒ１３４ａ 气体进行跨度标定，通过内部温湿度传感器

来控制浊度计内部加热系统，使得仪器内部腔室中

气溶胶相对湿度控制在 ４０％以下，将其作为气溶胶

的干燥状态。
（２）黑碳检测仪（ＡＥ－３１ 型，Ｍａｇｅｅ Ｓｃｉｅｎｔｉｆｉｃ 公

司，美国）获取等效黑碳质量浓度，有 ７ 个测量通

道，波长分别为 ３７０、４７０、５２０、５９０、６６０、８８０ 和 ９５０
ｎｍ，数据采集频率为 ５ ｍｉｎ·次－１。 黑碳检测仪采用

ＴＳＰ 切割头，采样头与仪器连接中间增设硅胶管以

减少水分对黑碳测量的影响。 等效黑碳质量浓度

统一用 ＣＢＣ表示。
（３）大气能见度由能见度仪（ＳＷＳ－２００，Ｂｉｒａｌ 公

司，英国） 进行监测，相对湿度由一体式气象站

（ＷＳ６００，ＬＵＦＦＴ 公司，德国）进行监测， ＮＯ２质量浓

度由化学发光 ＮＯ、ＮＯ２ －ＮＯｘ分析仪（Ｔｈｅｒｍｏ４２ｉ，美
国）监测，大气中细颗粒物 ＰＭ２􀆰 ５质量浓度由环境颗

粒物监测仪（ＧＲＩＭＭ１８０，ＧＲＩＭＭ 公司，德国）实时

测量，数据频率为 ５ ｍｉｎ·次－１。
１􀆰 ３　 数据质量控制和筛选

首先，将上述监测数据统一处理成小时均值数

据；其次，剔除了出现降水、沙尘以及大风现象所在

日的全部数据、仪器烘干后相对湿度仍大于 ４０％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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异常数据、超出界限值数据、连续无变化数据以及

缺测数据；最后，根据 ＱＸ ／ Ｔ １１３—２０１０《霾的观测和

预报等级》 ［２９］，在小时能见度数值低于 １０ ｋｍ 且环

境相对湿度低于 ８０％时判断为霾；当环境相对湿度

在 ８０％～ ９５％之间且 ＰＭ２􀆰 ５ 质量浓度高于 ７５ μｇ·
ｍ－３也判断为霾，能见度＜２ ｋｍ 时定义为重度霾，能
见度在 ２～３ ｋｍ 时定义为中度霾，能见度在 ３～５ ｋｍ
时定义为轻度霾，能见度在 ５～ １０ ｋｍ 时定义为轻微

霾，据此筛选获得匹配样本 ６３３ 个。
１􀆰 ４　 气溶胶散射吸湿增长因子的计算

１􀆰 ４􀆰 １　 光学综合法

大气消光系数代表光线在大气中传播单位距

离时的相对衰减率，当对比感阈值（κ）为 ０􀆰 ０５ 时，
在 ５５０ ｎｍ 波长处的环境大气消光系数与大气能见

度的关系［３０］为

ｂｅｘｔ ＝
１
Ｖ

× ｌｎ １
κ

。 （１）

式（１）中，ｂｅｘｔ 为 ５５０ ｎｍ 波长处的环境大气消光系

数，ｋｍ－１；Ｖ 为大气能见度，ｋｍ。
环境条件下 ５５０ ｎｍ 波长处的大气消光系数的

计算公式［３１］为

ｂｅｘｔ ＝ ｂｓｐ ＋ ｂａｐ ＋ ｂｓｇ ＋ ｂａｇ 。 （２）
式（２）中，ｂｓｐ和 ｂａｐ分别为环境条件下 ５５０ ｎｍ 波长处

的气溶胶散射系数和吸收系数；ｂｓｇ和 ｂａｇ分别为环境

条件下 ５５０ ｎｍ 波长处大气的散射系数和吸收系数。
采用 ＡＵＲＯＲＡ－３０００ 型浊度计观测 ５２５ ｎｍ 波

长处干燥条件下的气溶胶散射系数［３２］。

ｂｓｐ ＝ ｂｓｐ，５２５
５５０
５２５

æ

è
ç

ö

ø
÷

－α

。 （３）

式（３）中，ｂｓｐ为由 ｂｓｐ，５２５订正得到的 ５５０ ｎｍ 波长处

干燥条件下气溶胶散射系数， ｍｍ－１；α 为成都市

Ａｎｇｓｔｒｏｍ 波长指数，取值 １􀆰 ３６。
先用 ＡＥ－３１ 型黑碳检测仪观测得到未经订正

的 ８８０ ｎｍ 波长处等效黑碳质量浓度，然后利用黑碳

质量 浓 度 反 演 ５３２ 和 ５５０ ｎｍ 波 长 处 的 吸 收

系数［３３］。
ｂａｐ，５３２ ＝ ８􀆰 ２８ＣＢＣ ＋ ２􀆰 ２３， （４）

ｂａｐ ＝ ｂａｐ，５３２
５５０
５３２

æ

è
ç

ö

ø
÷

－１

。 （５）

式（４） ～ （５）中，ｂａｐ，５３２为利用黑碳质量浓度反演 ５３２
ｎｍ 波长处的吸收系数，ｍｍ－１；ＣＢＣ为等效黑碳质量

浓度，μｇ·ｍ－３；ｂａｐ 为 ５５０ ｎｍ 波长处的吸收系数，
ｍｍ－１。 参照 ＰＥＮＮＤＲＦ［３４］的研究成果，对应 ５５０ ｎｍ
波长处的 ｂｓｇ 一般取值为 １３ ｍｍ－１。 参照 ＳＬＯＡＮＥ
等［３５］的计算方法，对应 ５５０ ｎｍ 波长处 ｂａｇ的计算仅

考虑 ＮＯ２的吸收。
ｂａｇ ＝ ０􀆰 ３３ＣＮＯ２

。 （６）
式（６）中，ＣＮＯ２

为 ＮＯ２质量浓度，１０－９ｇ·ｍ－３。
利用光学综合法计算气溶胶散射吸湿增长因

子（ ｆ）：

ｆ ＝
ｂｅｘｔ － ｂａｐ － ｂａｇ － ｂｓｇ

ｂｓｐ
。 （７）

１􀆰 ４􀆰 ２　 Ｓｉｇｍｏｉｄ 函数参数化方案

利用成都地区气溶胶粒径吸湿增长与散射吸

湿增长的关系，构建以气溶胶粒径吸湿增长因子 ｆＧ
为自变量的 ｓｉｇｍｏｉｄ 函数参数化方案，计算气溶胶散

射吸湿增长因子 ｆ［３６］。

ｆ ＝ １７􀆰 ３４
１ ＋ ｅｘｐ － ２􀆰 ４３ × ｆＧ － ２􀆰 １５( )[ ]

。 （８）

１􀆰 ４􀆰 ３　 气溶胶散射吸湿增长模型

根据尹单丹等［３７］对幂函数、幂指数以及二次多

项式 ３ 种气溶胶散射吸湿增长模型比对结果，二次

多项式形式的散射吸湿增长模型可以最佳表征成

都地区气溶胶散射吸湿增长因子随相对湿度的变

化特征。

ｆ（ＨＲ） ＝ ａ ＋ ｂ × １ －
ＨＲ

１００
æ

è
ç

ö

ø
÷

－１

＋ ｃ × １ －
ＨＲ

１００
æ

è
ç

ö

ø
÷

－２

。

（９）
式（９）中 ａ，ｂ，ｃ 为经验参数。
１􀆰 ５　 对数正态分布函数

对数正态分布在地质、水文、生物、材料、经济

等研究领域已得到广泛的应用，其概率密度函

数［３８］为

ｆ（ｘ） ＝ βα

２πσ（ｘ － ａ）
× ｅｘｐ { － １

２σ２
×

ｌｎ （ｘ － ａ） － μ[ ] ２ } 。 （１０）

式（１０）中，μ 为位置参数；σ 为形状参数；ａ 为保证

值参数。 对应的数学期望（Ｅｘ）、方差（Ｄｘ）的计算如

式（１１） ～ （１２）所示，数学期望（Ｅｘ）与方差（Ｄｘ）决

定了样本分布的均值与离散程度。

Ｅｘ ＝ ａ ＋ ｅｘｐ μ ＋ σ２

σ
æ

è
ç

ö

ø
÷ ， （１１）

Ｄｘ ＝ ｅｘｐ （２μ ＋ σ２） × （ｅｘｐ σ２ － １） 。 （１２）

２　 结果与讨论

２􀆰 １　 气溶胶散射吸湿增长因子分布对霾强度变化

的响应

　 　 图 １ 给出了成都地区不同霾强度（轻微、轻度、
中度和重度）条件下气溶胶散射吸湿增长因子的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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率直方图。 由图 １ 可见，不同霾强度条件下气溶胶

散射吸湿增长因子均为右偏态分布，即相对正态分

布曲线而言右侧偏长，左侧偏短；轻微、轻度、中度

和重度霾下气溶胶散射吸湿增长因子的偏度分别

为 ２􀆰 ３９１、０􀆰 ５５５、０􀆰 ４５４ 和 ０􀆰 ３３６，即气溶胶散射吸湿

增长因子的右偏态程度随霾强度的增加而减小，说
明气溶胶散射吸湿增长因子的散布范围随霾强度

的增加而增大，样本的代表性也随之增强。

图 １　 ４ 种霾强度条件下气溶胶散射吸湿增长因子的频率

Ｆｉｇ􀆰 １　 Ｔｈｅ ｆｒｅｑｕｅｎｃｙ ｈｉｓｔｏｇｒａｍ ｏｆ ａｅｒｏｓｏｌ ｓｃａｔｔｅｒｉｎｇ ｈｙｇｒｏｓｃｏｐｉｃ ｇｒｏｗｔｈ ｆａｃｔｏｒ ｕｎｄｅｒ ｆｏｕｒ ｈａｚｅ ｉｎｔｅｎｓｉｔｉｅｓ

　 　 基于不同霾强度条件下气溶胶散射吸湿增长

因子的右偏态分布特征，选取对数正态分布函数作

为母体函数，据此对不同霾强度条件下气溶胶散射

吸湿增长因子进行拟合分析。 采用极大似然法进

行参数估计，并借助 Ｋｏｌｍｏｇｏｒｏｖ⁃Ｓｍｉｒｎｏｖ 检验 （ＫＳ

检验）、相关系数（ ｒ）以及均方根误差（ＲＭＳＥ）验证

对数正态分布函数的适用性。 ＫＳ 检验、 ｒ 以及

ＲＭＳＥ 的计算参见文献［３９］。
不同霾强度条件下对数正态分布函数的拟合

结果见表 １。

表 １　 ４ 种霾强度条件下气溶胶散射吸湿增长因子对数正态分布的拟合结果

Ｔａｂｌｅ １　 Ｔｈｅ ｆｉｔｔｉｎｇ ｒｅｓｕｌｔｓ ｏｆ Ｌｏｇｎｏｒｍａｌ ｄｉｓｔｒｉｂｕｔｉｏｎ ｏｆ ａｅｒｏｓｏｌ ｓｃａｔｔｅｒｉｎｇ ｈｙｇｒｏｓｃｏｐｉｃ ｇｒｏｗｔｈ ｆａｃｔｏｒ ｕｎｄｅｒ ｆｏｕｒ ｈａｚｅ ｉｎｔｅｎｓｉ⁃
ｔｉｅｓ

霾强度 参数 估计值 Ｐ ｒ ＲＭＳＥ Ｅｘ Ｄｘ

轻微 μ －１􀆰 ３４７ ０􀆰 ７５２ ０􀆰 ９９８ ０􀆰 ０１５ １􀆰 ４１２ ０􀆰 ０４０
σ ０􀆰 ５９１
ａ ０􀆰 ９４２

轻度 μ －０􀆰 ７７２ ０􀆰 ６９０ ０􀆰 ９９４ ０􀆰 ０４４ １􀆰 ５１４ ０􀆰 ０５２
σ ０􀆰 ４２９
ａ ０􀆰 ８０４

中度 μ ０􀆰 ３１７ ０􀆰 ８２９ ０􀆰 ９９９ ０􀆰 ０２２ １􀆰 ９６１ ０􀆰 １１２
σ ０􀆰 ２３４
ａ ０􀆰 ２２６

重度 μ １􀆰 ５３４ ０􀆰 ７９６ ０􀆰 ９９７ ０􀆰 ０２９ ２􀆰 ６６０ ０􀆰 ２４６
σ ０􀆰 １０６
ａ －２􀆰 ４９５

μ 为位置参数，σ 为形状参数，ａ 为保证值参数。 ＲＭＳＥ 为均方根误差，Ｅｘ 为数学期望，Ｄｘ 为方差。

　 　 由表 １ 可知，不同霾强度条件下的气溶胶散射 吸湿增长因子均服从对数正态分布，通过了显著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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水平 α＝ ０􀆰 ０５ 的 ＫＳ 检验（Ｐ＞０􀆰 ０５）；轻微、轻度、中
度和重度霾强度条件下样本累积频率值与对应对

数正态分布累积频率值的相关系数分别为 ０􀆰 ９９８、
０􀆰 ９９４、０􀆰 ９９９ 和 ０􀆰 ９９７，对应均方根误差分别为

０􀆰 ０１５、０􀆰 ０４４、０􀆰 ０２２ 和 ０􀆰 ０２９。 由此可见，对数正态

分布函数可以很好地表征不同霾强度条件下气溶

胶散射吸湿增长因子的概率分布特征。 进一步计

算发现，轻微、轻度、中度和重度霾强度条件下对数

正态分布函数的数学期望分别为 １􀆰 ４１２、 １􀆰 ５１４、
１􀆰 ９６１ 和 ２􀆰 ６６０，数学期望随霾强度的增加而增大；
在霾强度由中度上升至重度时增幅尤为明显，增幅

为 ３６％；另外，轻微、轻度、中度和重度霾强度条件

下对数正态分布函数的方差分别为 ０􀆰 ０４０、０􀆰 ０５２、
０􀆰 １１２ 和 ０􀆰 ２４６，方差随霾强度的增加而增大；与数

学期望类似，在霾强度由中度上升至重度时增幅尤

为明显，增幅为 １１９％。 研究表明，霾强度的加重通

常与高湿背景（ＲＨ 值＞８０％）有很好的对应关系，并
且随霾强度增加，硫酸、硫酸铵以及硝酸铵这类二

次水溶性无机粒子增多，小粒径粒子占比升高，由
此导致气溶胶吸湿能力增强，表现为数学期望随霾

强度的增加而增大［１５，２６］；另外，在静稳气象条件下，
霾的演化与气溶胶多种理化过程有关，具有复杂性

与不确定性等特点［１９］，这是方差随霾强度增加而增

大的原因。
由于环境气溶胶的化学组成与混合状态比较

复杂，根据粒子吸湿性的不同，将其划分为不同吸

湿模态，以反映气溶胶吸湿性能的强弱［４２］。 为了进

一步分析气溶胶散射吸湿增长因子对数正态分布

参数变化的影响，基于文献［４０］的研究成果，按吸

湿性的差异将气溶胶分为 ３ 种模态，即几乎不吸湿

模态、弱吸湿模态和强吸湿模态，并根据可溶性体

积比（ε）与气溶胶粒径吸湿增长因子（ ｆＧ）给出了不

同气溶胶吸湿模态的判定标准（表 ２）。 利用成都地

区气溶胶粒径吸湿增长与散射吸湿增长的关系，得
到气溶胶散射吸湿增长因子 ｆ 在 ３ 种模态中的分布

区间， ｆ 在 １􀆰 ００ ～ １􀆰 １７ 时为几乎不吸 湿 模 态，
＞１􀆰 １７～１􀆰 ５７ 时为弱吸湿模态，＞１􀆰 ５７ 时为强吸湿模

态。 基于气溶胶散射吸湿增长因子的对数正态分

布函数，分别计算了不同霾强度条件下 ３ 种模态的

出现概率，结果如图 ２ 所示。 随霾强度的增加，几乎

不吸湿模态和弱吸湿模态的占比总体出现降低趋

势；在轻微和轻度霾强度下，强吸湿模态占比分别

为 ６􀆰 ２％和 １１􀆰 ４％，当霾强度上升至中度和重度时，
强吸湿模态占比快速增长至 ５０􀆰 ８％和 ８４􀆰 ５％。

表 ２　 ３ 种气溶胶吸湿模态的判定标准

Ｔａｂｌｅ ２　 Ｃｒｉｔｅｒｉａ ｆｏｒ ｄｅｔｅｒｍｉｎｉｎｇ ｔｈｒｅｅ ａｅｒｏｓｏｌ ｈｙｇｒｏｓｃｏｐ⁃
ｉｃｉｔｙ ｍｏｄｅｓ

指标 几乎不吸湿模态 弱吸湿模态 强吸湿模态

ε ＜０􀆰 ０７ ０􀆰 ０７～０􀆰 ２４ ＞０􀆰 ２４
ｆＧ １􀆰 ００～１􀆰 ０７ １􀆰 ０７～１􀆰 ２０ ＞１􀆰 ２０
ｆ １􀆰 ００～１􀆰 １７ １􀆰 １７～１􀆰 ５７ ＞１􀆰 ５７

ε 为可溶性体积比，ｆＧ为气溶胶粒径吸湿增长因子，ｆ 为气溶胶散射

吸湿增长因子。

图 ２　 ４ 种霾强度条件下各吸湿模态的占比

Ｆｉｇ􀆰 ２　 Ｔｈｅ ｐｒｏｐｏｒｔｉｏｎ ｏｆ ｅａｃｈ ｈｙｇｒｏｓｃｏｐｉｃｉｔｙ
ｍｏｄｅ ｕｎｄｅｒ ｆｏｕｒ ｈａｚｅ ｉｎｔｅｎｓｉｔｉｅｓ

综上分析可见，成都地区气溶胶强吸湿模态占

比随霾强度的增加而增大，这与气溶胶散射吸湿增

长因子对数正态分布的数学期望随霾强度增加而

增大是一致的，表明在霾的演化过程中气溶胶吸湿

性与霾强度变化之间存在正反馈。
２􀆰 ２　 不同霾强度条件下气溶胶散射吸湿性增长因

子模型的适用性

　 　 由 ２􀆰 １ 节的分析可知，气溶胶散射吸湿增长因

子的分布对霾强度的变化呈现出显著的响应特征，
由此导致不同霾强度条件下气溶胶散射吸湿增长

模型的差异。 利用二次多项式散射吸湿增长模型

对不同霾强度条件下的气溶胶散射吸湿增长因子

进行拟合，相应参数和拟合结果如表 ３ 和图 ３ 所示。
由图 ３ 可见，轻微、轻度、中度和重度霾强度下二次

多项式散射吸湿增长模型的决定系数（Ｒ２）分别为

０􀆰 ３２４、０􀆰 ４６５、０􀆰 ７０２ 和 ０􀆰 ８２８，残差平方和（ＲＳＳ）分
别为 ７􀆰 ０８９、４􀆰 ５４４、４􀆰 １５７ 和 ２􀆰 ４７８。 这一分析结果

表明，随霾强度的增加，对应气溶胶散射吸湿增长

模型的拟合优度随之提升。 由此可见，成都地区气

溶胶散射吸湿增长模型对不同霾强度条件下建模

样本的选择非常敏感，这无疑是模型不确定性的重

要来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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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３　 ４ 种霾强度条件下二次多项式散射吸湿增长模型的拟

合参数

Ｔａｂｌｅ ３ 　 Ｆｉｔｔｉｎｇ ｐａｒａｍｅｔｅｒｓ ｏｆ ｓｃａｔｔｅｒｉｎｇ ｈｙｇｒｏｓｃｏｐｉｃ
ｇｒｏｗｔｈ ｍｏｄｅｌ ｏｆ ｑｕａｄｒａｔｉｃ ｐｏｌｙｎｏｍｉａｌ ｕｎｄｅｒ ｆｏｕｒ ｈａｚｅ ｉｎ⁃
ｔｅｎｓｉｔｉｅｓ

霾强度
二次多项式散射吸湿增长模型拟合参数

ａ ｂ ｃ
轻微 １􀆰 ０８３ －０􀆰 ０３１ ０􀆰 ０２５
轻度 ０􀆰 ６７０ ０􀆰 ２２５ －０􀆰 ０１１
中度 ０􀆰 ５２６ ０􀆰 ２７９ －０􀆰 ０１１
重度 ０􀆰 ７４８ ０􀆰 １９０ －０􀆰 ００３

将对应的二次多项式散射吸湿增长模型对全

样本进行模拟。 将轻微、轻度、中度和重度霾强度

下的二次多项式散射吸湿增长模型分别称之为模

型 １、模型 ２、模型 ３ 和模型 ４，拟合效果如图 ４ 所示。
实测值与模型 １、模型 ２、模型 ３ 和模型 ４ 模拟值的

决定系数（Ｒ２）分别为 ０􀆰 ６８４、０􀆰 ６２７、０􀆰 ７２９、０􀆰 ７８６，
残差平方和（ＲＳＳ）分别为 ３０􀆰 １３４、３５􀆰 ６１９、２５􀆰 ８６５、
２０􀆰 ４０８，即模型的泛化性能也随霾强度的增加而

增强。

图 ３　 ４ 种霾强度条件下二次多项式散射吸湿增长模型的拟合结果

Ｆｉｇ􀆰 ３　 Ｔｈｅ ｆｉｔｔｉｎｇ ｒｅｓｕｌｔｓ ｏｆ ｓｃａｔｔｅｒｉｎｇ ｈｙｇｒｏｓｃｏｐｉｃ ｇｒｏｗｔｈ ｍｏｄｅｌ ｏｆ ｑｕａｄｒａｔｉｃ ｐｏｌｙｎｏｍｉａｌ ｕｎｄｅｒ ｆｏｕｒ ｈａｚｅ ｉｎｔｅｎｓｉｔｉｅｓ

图 ４　 全样本的拟合结果

Ｆｉｇ􀆰 ４　 Ｆｉｔｔｉｎｇ ｒｅｓｕｌｔｓ ｏｆ ｔｈｅ ａｌｌ ｓａｍｐｌ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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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综上可见，由于气溶胶散射吸湿增长因子对数

正态分布的数学期望和方差随霾强度的增加而增

大，故在中度和重度霾强度条件下气溶胶散射吸湿

增长因子的代表性更强，能更好地表征气溶胶吸湿

增长特性，这也是对应的二次多项式散射吸湿增长

模型模拟和泛化性能更优的主要原因。 从另一层

面而言，中度和重度霾强度下气溶胶散射吸湿增长

因子的占比不仅是衡量样本代表性的重要标准，也
是决定研究区气溶胶散射吸湿增长模型适用性的

关键因素。

３　 结论

（１）轻微、轻度、中度和重度霾强度下的气溶胶

散射吸湿增长因子均服从对数正态分布，其数学期

望与方差随霾强度的增加而增大。
（２）对轻微、轻度、中度和重度霾而言，强吸湿

模态占比分别为 ６􀆰 ２％、１１􀆰 ４％、５０􀆰 ８％和 ８４􀆰 ５％，气
溶胶吸湿性随霾强度的增加而增强，表明在成都地

区霾的演化过程中气溶胶吸湿性与霾强度变化之

间存在正反馈。
（３）在轻微和轻度霾强度下构建的气溶胶散射

吸湿增长二次多项式散射吸湿增长模型对应全样

本模拟值和实测值的决定系数（Ｒ２）分别为 ０􀆰 ６８４
和 ０􀆰 ６２７，当霾强度上升至中度和重度时决定系数

快速增长至 ０􀆰 ７２９ 和 ０􀆰 ７８６，即成都地区气溶胶散

射吸湿增长模型对建模样本的选择非常敏感，其泛

化性能随霾强度的增加而增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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ｆｏｒ Ｓｕｓｔａｉｎａｂｌｅ Ｄｅｖｅｌｏｐｍｅｎｔ，１９９８，４０（７）：２６．

［５］ 　 ＣＨＡＲＬＳＯＮ Ｒ Ｊ，ＳＣＨＷＡＲＴＺ Ｓ Ｅ，ＨＡＬＥＳ Ｊ Ｍ， ｅｔ ａｌ． Ｃｌｉｍａｔｅ
Ｆｏｒｃｉｎｇ ｂｙ Ａｎｔｈｒｏｐｏｇｅｎｉｃ Ａｅｒｏｓｏｌｓ ［ Ｊ ］ ． Ｓｃｉｅｎｃｅ， １９９２， ２５５
（５０４３）：４２３－４３０．

［６］ 　 ＷＥＩＮＧＡＲＴＮＥＲ Ｅ，ＧＹＳＥＬ Ｍ，ＢＡＬＴＥＮＳＰＥＲＧＥＲ Ｕ．Ｈｙｇｒｏｓｃｏｐ⁃
ｉｃｉｔｙ ｏｆＡｅｒｏｓｏｌ Ｐａｒｔｉｃｌｅｓ ａｔ Ｌｏｗ Ｔｅｍｐｅｒａｔｕｒｅｓ：１．Ｎｅｗ Ｌｏｗ⁃Ｔｅｍｐｅｒ⁃
ａｔｕｒｅ Ｈ⁃ＴＤＭＡ Ｉｎｓｔｒｕｍｅｎｔ：Ｓｅｔｕｐ ａｎｄ Ｆｉｒｓｔ Ａｐｐｌｉｃａｔｉｏｎｓ［ Ｊ］ ．Ｅｎｖｉ⁃
ｒｏｎｍｅｎｔａｌ Ｓｃｉｅｎｃｅ ＆ Ｔｅｃｈｎｏｌｏｇｙ，２００２，３６（１）：５５－６２．

［７］ 　 ＳＷＩＥＴＬＩＣＫＩ Ｅ，ＺＨＯＵ Ｊ Ｃ，ＢＥＲＧ Ｏ Ｈ，ｅｔ ａｌ．Ａ Ｃｌｏｓｕｒｅ Ｓｔｕｄｙ ｏｆ
Ｓｕｂ⁃ｍｉｃｒｏｍｅｔｅｒ Ａｅｒｏｓｏｌ Ｐａｒｔｉｃｌｅ Ｈｙｇｒｏｓｃｏｐｉｃ Ｂｅｈａｖｉｏｕｒ ［ Ｊ］ ． Ａｔ⁃
ｍｏｓｐｈｅｒｉｃ Ｒｅｓｅａｒｃｈ，１９９９，５０（３ ／ ４）：２０５－２４０．

［８］ 　 ＺＨＡＮＧ Ｘ Ｑ，ＭＣＭＵＲＲＡＹ Ｐ Ｈ，ＨＥＲＩＮＧ Ｓ Ｖ，ｅｔ ａｌ．Ｍｉｘｉｎｇ Ｃｈａｒ⁃
ａｃｔｅｒｉｓｔｉｃｓ ａｎｄ Ｗａｔｅｒ Ｃｏｎｔｅｎｔ ｏｆ Ｓｕｂｍｉｃｒｏｎ Ａｅｒｏｓｏｌｓ Ｍｅａｓｕｒｅｄ ｉｎ
Ｌｏｓ Ａｎｇｅｌｅｓ ａｎｄ ａｔ ｔｈｅ Ｇｒａｎｄ Ｃａｎｙｏｎ ［ Ｊ ］ ． Ａｔｍｏｓｐｈｅｒｉｃ
Ｅｎｖｉｒｏｎｍｅｎｔ Ｐａｒｔ Ａ Ｇｅｎｅｒａｌ Ｔｏｐｉｃｓ，１９９３，２７（１０）：１５９３－１６０７．

［９］ 　 ＳＡＸＥＮＡ Ｐ，ＨＩＬＤＥＭＡＮＮ Ｌ Ｍ，ＭＣＭＵＲＲＹ Ｐ Ｈ，ｅｔ ａｌ．Ｏｒｇａｎｉｃｓ
Ａｌｔｅｒ Ｈｙｇｒｏｓｃｏｐｉｃ Ｂｅｈａｖｉｏｒ ｏｆ Ａｔｍｏｓｐｈｅｒｉｃ Ｐａｒｔｉｃｌｅｓ［Ｊ］ ．Ｊｏｕｒｎａｌ ｏｆ
Ｇｅｏｐｈｙｓｉｃａｌ Ｒｅｓｅａｒｃｈ，１９９５，１００（Ｄ９）：１８７５５．

［１０］ ＰＡＮ Ｘ Ｌ，ＹＡＮ Ｐ，ＴＡＮＧ Ｊ，ｅｔ ａｌ．Ｏｂｓｅｒｖａｔｉｏｎａｌ Ｓｔｕｄｙ ｏｆ Ｉｎｆｌｕｅｎｃｅ
ｏｆ Ａｅｒｏｓｏｌ Ｈｙｇｒｏｓｃｏｐｉｃ Ｇｒｏｗｔｈ ｏｎ Ｓｃａｔｔｅｒｉｎｇ Ｃｏｅｆｆｉｃｉｅｎｔ ｏｖｅｒ Ｒｕｒａｌ
Ａｒｅａ ｎｅａｒ Ｂｅｉｊｉｎｇ Ｍｅｇａ⁃ｃｉｔｙ［Ｊ］ ．Ａｔｍｏｓｐｈｅｒｉｃ Ｃｈｅｍｉｓｔｒｙ ａｎｄ Ｐｈｙｓ⁃
ｉｃｓ，２００９，９：７５１９－７５３０．

［１１］ ＹＡＮＧ Ｊ，ＬＩ Ｚ Ｈ，ＨＵＡＮＧ Ｓ Ｈ．Ｉｎｆｌｕｅｎｃｅ ｏｆ Ｒｅｌａｔｉｖｅ Ｈｕｍｉｄｉｔｙ ｏｎ
Ｓｈｏｒｔｗａｖｅ Ｒａｄｉａｔｉｖｅ Ｐｒｏｐｅｒｔｉｅｓ ｏｆ Ａｔｍｏｓｐｈｅｒｉｃ Ａｅｒｏｓｏｌ Ｐａｒｔｉｃｌｅｓ
［Ｊ］ ． Ｃｈｉｎｅｓｅ Ｊｏｕｒｎａｌ ｏｆ Ａｔｍｏｓｐｈｅｒｉｃ Ｓｃｉｅｎｃｅｓ， １９９９， ２３ （ ２ ）：
２３９－２４７．

［１２］ ＬＩＵ Ｘ Ｇ，ＺＨＡＮＧ Ｙ Ｈ．Ｒｅｓｅａｒｃｈ ｏｎ ｔｈｅ Ｍｅａｓｕｒｅｍｅｎｔ ｏｆ Ａｅｒｏｓｏｌ
Ｈｙｇｒｏｓｃｏｐｉｃ Ｇｒｏｗｔｈ Ｆａｃｔｏｒ ｉｎ Ｇｕａｎｇｚｈｏｕ Ｃｉｔｙ［ Ｊ］ ．Ｃｈｉｎａ Ｅｎｖｉｒｏｎ⁃
ｍｅｎｔａｌ Ｓｃｉｅｎｃｅ，２００９，２９：１１２８－１１３３．

［１３］ ＫＩＭ Ｊ，ＹＯＯＮ Ｓ Ｃ， ＪＥＦＦＥＲＳＯＮ Ａ， ｅｔ ａｌ． Ａｅｒｏｓｏｌ Ｈｙｇｒｏｓｃｏｐｉｃ
Ｐｒｏｐｅｒｔｉｅｓ ｄｕｒｉｎｇ Ａｓｉａｎ Ｄｕｓｔ，Ｐｏｌｌｕｔｉｏｎ，ａｎｄ Ｂｉｏｍａｓｓ Ｂｕｒｎｉｎｇ Ｅｐｉ⁃
ｓｏｄｅｓ ａｔ Ｇｏｓａｎ， Ｋｏｒｅａ ｉｎ Ａｐｒｉｌ ２００１ ［ Ｊ ］ ． Ａｔｍｏｓｐｈｅｒｉｃ
Ｅｎｖｉｒｏｎｍｅｎｔ，２００６，４０（８）：１５５０－１５６０．

［１４］ 程雅芳．珠江三角洲新垦地区气溶胶的辐射特性：基于观测的

模型 研 究 ［ Ｄ］． 北 京： 北 京 大 学， ２００７． ［ ＣＨＥＮＧ Ｙａ⁃ｆａｎｇ．
Ｒａｄｉａｔｉｏｎ Ｃｈａｒａｃｔｅｒｉｓｔｉｃｓ ｏｆ Ａｅｒｏｓｏｌｓ ｉｎ Ｎｅｗｌｙ Ｒｅｃｌａｉｍｅｄ Ａｒｅａｓ ｏｆ
Ｐｅａｒｌ Ｒｉｖｅｒ Ｄｅｌｔａ：Ａ Ｍｏｄｅｌ Ｓｔｕｄｙ Ｂａｓｅｄ ｏｎ Ｏｂｓｅｒｖａｔｉｏｎ［Ｄ］．Ｂｅｉ⁃
ｊｉｎｇ：Ｐｅｋｉｎｇ Ｕｎｉｖｅｒｓｉｔｙ，２００７．］

［１５］ 毛前军，王莉．典型雾霾粒子及团簇的散射吸湿增长特性［ Ｊ］ ．
光学学报，２０２０，４０（２４）：１８４－１９２．［ＭＡＯ Ｑｉａｎ⁃ｊｕｎ，ＷＡＮＧ Ｌｉ．
Ｓｃａｔｔｅｒｉｎｇ Ｈｙｇｒｏｓｃｏｐｉｃ Ｇｒｏｗｔｈ Ｃｈａｒａｃｔｅｒｉｓｔｉｃｓ ｏｆ Ｔｙｐｉｃａｌ Ｈａｚｅ Ｐａｒ⁃
ｔｉｃｌｅｓ ａｎｄ Ｃｌｕｓｔｅｒｓ ［ Ｊ ］ ． Ａｃｔａ Ｏｐｔｉｃａ Ｓｉｎｉｃａ， ２０２０， ４０ （ ２４ ）：
１８４－１９２．］

［１６］ 谭天怡，郭松，吴志军，等．老化过程对大气黑碳颗粒物性质及

其气候效应的影响［ Ｊ］ ．科学通报，２０２０，６５（３６）：４２３５－４２５０．
［ ＴＡＮ Ｔｉａｎ⁃ｙｉ， ＧＵＯ Ｓｏｎｇ，ＷＵ Ｚｈｉ⁃ｊｕｎ， ｅｔ ａｌ． Ｉｍｐａｃｔ ｏｆ Ａｇｉｎｇ
Ｐｒｏｃｅｓｓ ｏｎ Ａｔｍｏｓｐｈｅｒｉｃ Ｂｌａｃｋ Ｃａｒｂｏｎ Ａｅｒｏｓｏｌ Ｐｒｏｐｅｒｔｉｅｓ ａｎｄ Ｃｌｉ⁃
ｍａｔｅ Ｅｆｆｅｃｔｓ ［ Ｊ ］ ． Ｃｈｉｎｅｓｅ Ｓｃｉｅｎｃｅ Ｂｕｌｌｅｔｉｎ， ２０２０， ６５ （ ３６ ）：
４２３５－４２５０．］

［１７］ ＫＨＡＬＩＺＯＶ Ａ Ｆ，ＸＵＥ Ｈ Ｘ，ＷＡＮＧ Ｌ，ｅｔ ａｌ．Ｅｎｈａｎｃｅｄ Ｌｉｇｈｔ Ａｂ⁃
ｓｏｒｐｔｉｏｎ ａｎｄ Ｓｃａｔｔｅｒｉｎｇ ｂｙ Ｃａｒｂｏｎ Ｓｏｏｔ Ａｅｒｏｓｏｌ Ｉｎｔｅｒｎａｌｌｙ Ｍｉｘｅｄ
ｗｉｔｈ Ｓｕｌｆｕｒｉｃ Ａｃｉｄ［Ｊ］ ．Ｔｈｅ Ｊｏｕｒｎａｌ ｏｆ Ｐｈｙｓｉｃａｌ Ｃｈｅｍｉｓｔｒｙ Ａ，２００９，
１１３（６）：１０６６－１０７４．

［１８］ 张城语，倪长健，佟景哲，等．成都地区气溶胶散射吸湿增长因

子双变量模型［ Ｊ］ ．中国环境科学，２０２１，４１（１２）：５４６７－５４７５．
［ＺＨＡＮＧ Ｃ Ｙ，ＮＩ Ｃ Ｊ，ＴＯＮＧ Ｊ Ｚ，ｅｔ ａｌ．Ｂｉｖａｒｉａｔｅ Ｍｏｄｅｌ ｏｆ Ａｅｒｏｓｏｌ
Ｓｃａｔｔｅｒｉｎｇ Ｈｙｇｒｏｓｃｏｐｉｃ Ｇｒｏｗｔｈ Ｆａｃｔｏｒ ｉｎ Ｃｈｅｎｇｄｕ［Ｊ］ ．Ｃｈｉｎａ Ｅｎｖｉ⁃
ｒｏｎｍｅｎｔａｌ Ｓｃｉｅｎｃｅ，２０２１，４１（１２）：５４６７－５４７５．］

［１９］ 张人禾，李强，张若楠．２０１３ 年 １ 月中国东部持续性强雾霾天

气产生的气象条件分析［ Ｊ］ ．中国科学：地球科学，２０１４，４４
（１ ）： ２７ － ３６． ［ ＺＨＡＮＧ Ｒｅｎ⁃ｈｅ， ＬＩ Ｑｉａｎｇ， ＺＨＡＮＧ Ｒｕｏ⁃ｎａ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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Ａｎａｌｙｓｉｓ ｏｆ Ｍｅｔｅｏｒｏｌｏｇｉｃａｌ Ｃｏｎｄｉｔｉｏｎｓ Ｃａｕｓｅｄ ｂｙ Ｐｅｒｓｉｓｔｅｎｔ Ｈｅａｖｙ
Ｓｍｏｇ ｉｎ Ｅａｓｔｅｒｎ Ｃｈｉｎａ ｉｎ Ｊａｎｕａｒｙ ２０１３［ Ｊ］ ．Ｓｃｉｅｎｔｉａ Ｓｉｎｉｃａ （Ｔｅｒ⁃
ｒａｅ），２０１４，４４（１）：２７－３６．］

［２０］ ＹＡＮＧ Ｆ， ＴＡＮ Ｊ， ＺＨＡＯ Ｑ， ｅｔ ａｌ． Ｃｈａｒａｃｔｅｒｉｓｔｉｃｓ ｏｆ ＰＭ２．５

Ｓｐｅｃｉａｔｉｏｎ ｉｎ Ｒｅｐｒｅｓｅｎｔａｔｉｖｅ Ｍｅｇａｃｉｔｉｅｓ ａｎｄ ａｃｒｏｓｓ Ｃｈｉｎａ［ Ｊ］ ．Ａｔ⁃
ｍｏｓｐｈｅｒｉｃ Ｃｈｅｍｉｓｔｒｙ ａｎｄ Ｐｈｙｓｉｃｓ，２０１１，１１（１１）：５２０７－５２１９．

［２１］ 楚碧武，马庆鑫，段凤魁，等．大气“霾化学”：概念提出和研究

展望［Ｊ］ ．化学进展，２０２０，３２（１）：１－４．［ＣＨＵ Ｂｉ⁃ｗｕ，ＭＡ Ｑｉｎｇ⁃
ｘｉｎ， ＤＵＡＮ Ｆｅｎｇ⁃ｋｕｉ， ｅｔ ａｌ． Ａｔｍｏｓｐｈｅｒｉｃ “ Ｈａｚｅ Ｃｈｅｍｉｓｔｒｙ ”：
Ｃｏｎｃｅｐｔ ａｎｄ Ｒｅｓｅａｒｃｈ Ｐｒｏｓｐｅｃｔｓ［Ｊ］ ．Ｐｒｏｇｒｅｓｓ ｉｎ Ｃｈｅｍｉｓｔｒｙ，２０２０，
３２（１）：１－４．］

［２２］ 张小曳，孙俊英，王亚强，等．我国雾－霾成因及其治理的思考

［Ｊ］ ．科学通报，２０１３，５８（１３）：１１７８ － １１８７． ［ ＺＨＡＮＧ Ｘｉａｏ⁃ｙｅ，
ＳＵＮ Ｊｕｎ⁃ｙｉｎｇ，ＷＡＮＧ Ｙａ⁃ｑｉａｎｇ，ｅｔ ａｌ．Ｆａｃｔｏｒｓ Ｃｏｎｔｒｉｂｕｔｉｎｇ ｔｏ Ｈａｚｅ
ａｎｄ Ｆｏｇ ｉｎ Ｃｈｉｎａ［ Ｊ］ ． Ｃｈｉｎｅｓｅ Ｓｃｉｅｎｃｅ Ｂｕｌｌｅｔｉｎ，２０１３，５８（ １３）：
１１７８－１１８７．］

［２３］ ＺＨＡＮＧ Ｘ Ｙ，ＷＡＮＧ Ｙ Ｑ，ＬＩＮ Ｗ Ｌ，ｅｔ ａｌ．Ｃｈａｎｇｅｓ ｏｆ Ａｔｍｏｓｐｈｅｒｉｃ
Ｃｏｍｐｏｓｉｔｉｏｎ ａｎｄ Ｏｐｔｉｃａｌ Ｐｒｏｐｅｒｔｉｅｓ Ｏｖｅｒ Ｂｅｉｊｉｎｇ ２００８ Ｏｌｙｍｐｉｃ
Ｍｏｎｉｔｏｒｉｎｇ Ｃａｍｐａｉｇｎ［Ｊ］ ．Ｂｕｌｌｅｔｉｎ ｏｆ ｔｈｅ Ａｍｅｒｉｃａｎ Ｍｅｔｅｏｒｏｌｏｇｉｃａｌ
Ｓｏｃｉｅｔｙ，２００９，９０（１１）：１６３３－１６５２．

［２４］ 邱坚，田苗苗，王晨波，等．冬季南京城区气溶胶化学组分和吸

湿性观测［Ｊ］ ．中国环境监测，２０２１，３７（３）：９３－１０２．［ＱＩＵ Ｊｉａｎ，
ＴＩＡＮ Ｍｉａｏ⁃ｍｉａｏ，ＷＡＮＧ Ｃｈｅｎ⁃ｂｏ，ｅｔ ａｌ．Ｏｂｓｅｒｖａｔｉｏｎ ｏｎ ｔｈｅ Ｃｈｅｍｉ⁃
ｃａｌ Ｃｏｍｐｏｓｉｔｉｏｎ ａｎｄ Ｈｙｇｒｏｓｃｏｐｉｃｉｔｙ ｏｆ Ａｅｒｏｓｏｌｓ ｉｎ Ｎａｎｊｉｎｇ Ｕｒｂａｎ
Ａｒｅａ ｉｎ Ｗｉｎｔｅｒ［ Ｊ］ ．Ｅｎｖｉｒｏｎｍｅｎｔａｌ Ｍｏｎｉｔｏｒｉｎｇ ｉｎ Ｃｈｉｎａ，２０２１，３７
（３）：９３－１０２．］

［２５］ 吴丹，曹双，汤莉莉，等．南京北郊大气颗粒物的粒径分布及其

影响因素分析［ Ｊ］ ．环境科学，２０１６，３７（９）：３２６８－ ３２７９． ［Ｗ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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功能化共价有机框架材料对水体中汞离子的吸附性能研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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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 引入氨基和巯基等官能团对共价有机框架材料（ＣＯＦｓ）表面进行设计，制备功能化 ＣＯＦｓ 材料并应用于水

体中的汞离子吸附，采用傅里叶红外光谱仪（ＦＴ⁃ＩＲ）、Ｘ 射线粉末衍射仪（ＸＲＤ）和扫描电子显微镜（ＳＥＭ）等仪器

对材料表面结构进行表征；使用原子荧光光度计测定吸附后水体中汞离子浓度，并采用吸附等温线和动力学模型

对试验数据进行拟合，探究该材料在不同条件下的吸附性能。 实验结果表明：在初始浓度为 ６００ ｍｇ·Ｌ－１时，吸附

量达到最大值 ５８７􀆰 ６ ｍｇ·ｇ－１；在吸附时间为 １ ｍｉｎ 时可到达平衡状态；在 ｐＨ 值为 １～１０ 时，吸附率在 ９５％以上；在
多种重金属离子共存的水体中，ＣＯＦｓ 材料对水体中汞离子的吸附率可达到 ６６％。 吸附过程遵循准二级动力学模

型和 Ｌａｎｇｍｕｉｒ 吸附等温线，主要表现为容易进行的化学吸附。 因此，ＣＯＦｓ 材料在吸附和分离水环境中的多种金

属离子方面具有良好的发展潜力。
关键词： 共价有机框架材料； 汞离子； 水环境； 吸附性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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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在电镀、电池制造、氯碱和制药等的生产过程

中会产生大量含汞离子的废水，该废水可以间接或

直接方式进入水环境中，使得水体中汞离子污染日

趋严重［１－２］。 由于汞离子具有生物降解性较差、迁
移性强、代谢缓慢且易在生物体内富集的特性，极
易通过食物链进入人体或其他生物体，危害其生命

安全［３－４］。 当生物长期生活于较低汞浓度（０􀆰 ００１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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０􀆰 ０１ ｍｇ·Ｌ－１）环境时，汞和生物体内的氨基、巯基

和羧基等基团生成络合物，损坏细胞活性，从而导

致各种病变［５－６］。 １９５６ 年，日本发生典型的环境污

染事件———水俣病，因当地居民食用受汞污染的

鱼、贝类等水产品而引起汞中毒［７］。 李远征［８］ 对华

东地区印染企业的废水进行了随机抽样检测，发现

其汞离子质量浓度范围为 ０􀆰 １２ ～ ４􀆰 ２７ μｇ·Ｌ－１。 陈

若思等［９］通过检测发现，贵阳市红枫湖部分区域汞

的潜在生态危害系数为 ２４７􀆰 ５７，可能会对生态环境

造成严重损害。 唐帮成等［１０］ 研究发现，万山、云场

坪、路腊村等地方汞矿业直接排放总汞含量高达

１８６􀆰 ２ μｇ·Ｌ－１的废水，对周边区域水体和农产品造

成一定的影响。 我国 ＧＢ １８９１８—２００２《城镇污水处

理厂污染物排放标准》规定汞的最高允许排放浓度

（日均值）为 １ μｇ·Ｌ－１。 因此，合理修复和防治水

体中的汞离子污染已迫在眉睫。
当前去除水体中汞离子的常用方法有离子交

换法、 微电解 － 混凝 法、 化 学 沉 淀 法 和 吸 附 法

等［１１－１３］。 吸附法因操作简便、吸附性能良好、适用

范围广和可循环利用等优点被视为处理水体中汞

离子的主要方法［１４－１５］。 相关学者对不同类型的吸

附材料进行了研究［１６－１７］，其中共价有机框架材料

（ｃｏｖａｌｅｎｔ ｏｒｇａｎｉｃ ｆｒａｍｅｗｏｒｋ，ＣＯＦｓ）具有比表面积较

大、孔隙结构丰富、可用基团修饰其结构等诸多优

势，在医药、化学、环境领域引起广泛关注［１８－１９］。 其

合成方法主要有超声法、自下而上法、离子热合成

法、微波合成法、后修饰法和溶剂热合成法等［２０－２１］，
已应用在污染水体的修复与治理上［２２－２４］。 ＬＵ
等［２５］制备了羧基官能化共价有机骨架材料并用于

去除水体中的汞离子，其吸附容量为 ９９􀆰 １ ｍｇ·ｇ－１。
ＳＵＮ 等［２６］用 １，２－乙二硫醇处理乙烯基官能化介孔

ＣＯＦ 材料（ＣＯＦ－Ｖ）制备巯基介孔 ＣＯＦ（ＣＯＦ－Ｓ－
ＳＨ），来处理水溶液中的汞离子，其 Ｈｇ２＋和 Ｈｇ０的吸

附量分别为 １ ３５０ 和 ８６３ ｍｇ·ｇ－１。 ＳＥＹＦＩ 等［２７］ 制

备介孔锆基金属有机骨架材料（ＭＯＦ ＰＣＮ－２２１）来
去除水体中的 Ｈｇ２＋，最大吸附容量达到 ２７７ ｍｇ·
ｇ－１。 彭灿伟等［２８］研发修饰于 ＧＣＥ 表面的卟啉基共

价有机框架材料（ＴＡＰＰ－ＴＰＡＬ－ＣＯＦ），制备了电化

学传感器用于检测水样中的 Ｈｇ２＋，其检出限为 ３􀆰 ３
ｎｍｏｌ·Ｌ－１。 ＸＩＯＮＧ 等［２９］用羟基和酰胺基团来修饰

金属有机骨架材料（ＭＯＦｓ）并用于吸附水体中的汞

离子，其去除率为 ４２％ ～ ８４％。 通过不同基团对

ＣＯＦｓ 表面进行修饰后，其对水体中汞离子的最大吸

附量可 分 别 高 达 ３８３、 ５２６􀆰 ３、 ７３４ 和 ７５８ ｍｇ ·
ｇ－１［３０－３３］，对汞离子具有很好的去除效果。 然而，上
述高吸附量材料的制备条件苛刻、步骤繁杂、吸附

时间长、基团数目少，这些因素限制了材料在水体

汞离子吸附上的应用，而采用简易反应下溶剂法合

成 ＣＯＦｓ 材料的研究鲜有报道。 因此，该研究在便

捷条件下合成 ＣＯＦｓ 材料并考察其在不同环境条件

下对汞离子的吸附效果，探究和分析 ＣＯＦｓ 材料与

汞离子的反应条件和机理，以期为含汞废水的处理

提供新材料及新思路。

１　 材料与方法

１􀆰 １　 ＣＯＦｓ 材料的合成

分别称取 ５８􀆰 ００ ｍｇ ２，５－二氨基－１，４－苯二硫

酚二盐酸盐（Ｃ６Ｈ１０Ｃｌ２Ｎ２Ｓ２）和 ２５􀆰 ９２ ｍｇ 均苯三甲

醛（Ｃ９Ｈ６Ｏ３）置于 ５０ ｍＬ 离心管中，依次加入 ２０ ｍＬ
乙腈溶液，于（２５±１） ℃数控超声波清洗器中超声

后，将 ２ 种溶液摇匀、混合后加 ４ ｍＬ 冰醋酸溶液（１２
ｍｏｌ·Ｌ－１），室温静置 ３ ｄ。 反应期间定期振荡，使其

充分反应离心后，依次用四氢呋喃、无水乙醇分别

清洗材料 ３ 次，于 ５０ ℃的真空下干燥 １２ ｈ 得到合

成产物（ＣＯＦｓ 材料），材料的合成路线如图 １ 所示。

图 １　 ＣＯＦｓ 材料的合成过程

Ｆｉｇ􀆰 １ Ｓｃｈｅｍａｔｉｃ ｏｆ ｔｈｅ ｃｏｎｓｔｒｕｃｔｉｏｎ ｏｆ ＣＯＦ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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１􀆰 ２　 材料的表征与分析

通过 ＦＴ⁃ＩＲ、ＸＲＤ、ＳＥＭ 等技术分别对 ＣＯＦｓ 材

料的形态结构、物相组成和元素组成等进行表征。
溶液中的汞离子浓度采用原子荧光光度计进行

测定。
１􀆰 ３　 吸附试验

取一定量的 ＣＯＦｓ 材料置于 ５０ ｍＬ 离心管中，
加入 ２０ ｍＬ 一定浓度的汞离子溶液，于 ２５ ℃、１３０
ｒ·ｍｉｎ－１的摇床振荡器中反应一定时间后，通过 ４􀆰 ５
μｍ 孔径微孔滤膜后取其滤液，使用原子荧光光度

计测定溶液中汞离子浓度。
１􀆰 ４　 数学模型

１􀆰 ４􀆰 １　 吸附等温线模型

用 Ｌａｎｇｍｕｉｒ 模型和 Ｆｒｅｕｎｄｌｉｃｈ 模型对 ＣＯＦｓ 材

料进行线性拟合分析。
Ｌａｎｇｍｕｉｒ 吸附等温式为

ｑｅ ＝ ｑｍ

ＫＬ Ｃｅ

１ ＋ ＫＬ Ｃｅ
， （１）

Ｃｅ

ｑｅ

＝ １
ＫＬ ｑｍ

＋
Ｃｅ

ｑｍ
。 （２）

Ｆｒｅｕｎｄｌｉｃｈ 吸附等温式为

ｑｅ ＝ ＫＦ Ｃｅ
１
ｎ

， （３）

ｌｇ ｑｅ ＝ ｌｇ ＫＦ ＋ １
ｎ
ｌｇ Ｃｅ 。 （４）

式（１） ～ （４）中，ｑｅ为吸附反应达到平衡时的吸附量，
ｍｇ·ｇ－１；Ｃｅ为吸附反应达到平衡时水体中的汞离子

质量浓度，ｍｇ·Ｌ－１；ｑｍ为饱和吸附量，ｍｇ·ｇ－１；ＫＬ为

Ｌａｎｇｍｕｉｒ 吸 附 反 应 的 平 衡 常 数， ｍｉｎ－１； ＫＦ 为

Ｆｒｅｕｎｄｌｉｃｈ 吸附反应的平衡常数，ｇ·ｍｇ－１·ｍｉｎ－１；ｎ
为 Ｆｒｅｕｎｄｌｉｃｈ 常数。
１􀆰 ４􀆰 ２　 吸附动力学模型

采用准一级和准二级动力学方程对不同时间

的吸附量进行拟合。
准一级吸附动力学模型为

Ｑｔ ＝ Ｑｅ（１ － ｅ －Ｋ１ｔ） ， （５）

ｌｎ（Ｑｅ － Ｑｔ） ＝ ｌｎ Ｑｅ － Ｋ１ ｔ 。 （６）

准二级吸附动力学模型为

Ｑｔ ＝
Ｋ２Ｑｅ

２ ｔ
１ ＋ Ｋ２ Ｑｅ ｔ

， （７）

ｔ
Ｑｔ

＝ １
Ｋ２Ｑｅ

２
＋ ｔ
Ｑｅ

。 （８）

式（５） ～ （８）中，ｔ 为吸附时间，ｍｉｎ；Ｑｔ为 ｔ 时刻的吸

附量，ｍｇ·ｇ－１；Ｑｅ为平衡时间的吸附量，ｍｇ·ｇ－１；Ｋ１

为准一级动力学吸附效率常数，ｍｉｎ－１；Ｋ２为准二级

动力学吸附效率常数，ｇ·ｍｇ－１·ｍｉｎ－１。

２　 结果与讨论

２􀆰 １　 材料的表征

ＣＯＦｓ 材料的 ＳＥＭ 扫描图如图 ２ 所示，在 ２ μｍ
的放大尺寸下可以观察到其材料主要以杆状为主，
ＣＯＦｓ 材料整体上不平整，较为粗糙和松散。 在放大

至 ５００ ｎｍ 时，可以观察到 ＣＯＦｓ 材料片块状结构堆

叠较为松散，中间存在孔隙结构，具有吸附材料的

特征。

图 ２　 ＣＯＦｓ 材料的 ＳＥＭ 图

Ｆｉｇ􀆰 ２　 ＳＥＭ ｓｐｅｃｔｒａ ｏｆ ＣＯＦｓ ｍａｔｅｒｉａｌ

　 　 在 ５００ ｎｍ 下观察到材料表面粗糙且分布不均

匀，结构松散，缝隙及空隙增加，有效增大吸附材料

表面积，有利于吸附反应的进行。 将微小晶体颗粒

进行能谱表面元素分析，发现其由 Ｃ、Ｎ、Ｏ、Ｓ 元素组

成，其质量分数分别为 ５８􀆰 ８９％、１５􀆰 ９１％、５􀆰 ８７％、

１９􀆰 ３２％（图 ３）。
为进一步探究 ＣＯＦｓ 材料的结构，对合成的

ＣＯＦｓ 材料进行 Ｘ 射线扫描，图 ４ 为 ＣＯＦｓ 材料的

ＸＲＤ 图谱。 由图 ４ 可知，ＣＯＦｓ 材料在 ２θ 为 ５􀆰 ２１°
处为宽峰，对应的平面处（晶面指数为 １００）出现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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良好的特征衍射峰［３４］；２θ 为 ２７􀆰 １°处的宽峰主要是

由于 ＣＯＦ 层之间的 π－π 堆叠并对应于（晶面指数

为 ００１） 平面［３５］。 与文献［３４－３５］对应的数据基本

一致，这表明试验成功合成了 ＣＯＦｓ 材料。

图 ３　 ＣＯＦｓ 材料的 ＥＤＳ 能谱图

Ｆｉｇ􀆰 ３　 ＥＤＳ ｏｆ ＣＯＦｓ ｍａｔｅｒｉａｌ

图 ４　 ＣＯＦｓ 材料的 ＸＲＤ 图

Ｆｉｇ􀆰 ４　 ＸＲＤ ｐａｔｔｅｒｎｓ ｏｆ ＣＯＦｓ ｍａｔｅｒｉａｌ

由图 ５ 可知，在材料 Ｃ６ Ｈ１０ Ｃｌ２ Ｎ２ Ｓ２、ＣＯＦｓ 和

ＣＯＦｓ＋Ｈｇ２的 ＦＴＩＲ 图中，３ ４６０ ｃｍ－１附近出现的峰值

波动是 Ｎ—Ｈ 键的伸缩振动。

ａ—Ｃ９Ｈ６Ｏ３，ｂ—Ｃ６Ｈ１０Ｃｌ２Ｎ２Ｓ２，ｃ—ＣＯＦｓ，ｄ—ＣＯＦｓ＋Ｈｇ２＋。

图 ５　 Ｃ９Ｈ６Ｏ３ 、Ｃ６Ｈ１０Ｃｌ２Ｎ２Ｓ２ 、ＣＯＦｓ 和

ＣＯＦｓ＋Ｈｇ２＋的 ＦＴＩＲ 图

Ｆｉｇ􀆰 ５　 Ｈｉｇｈ⁃ｒｅｓｏｌｕｔｉｏｎ ＦＴＩＲ ｓｐｅｃｔｒａ ｏｆ Ｃ９Ｈ６Ｏ３，

Ｃ６Ｈ１０Ｃｌ２Ｎ２Ｓ２， ＣＯＦｓ ａｎｄ ＣＯＦｓ＋Ｈｇ２＋

在材料 Ｃ９Ｈ６Ｏ３、Ｃ６Ｈ１０Ｃｌ２Ｎ２Ｓ２、ＣＯＦｓ 和 ＣＯＦｓ＋
Ｈｇ２＋中，８７７ ｃｍ－１附近出现的峰值波动是苯环 Ｃ—Ｈ
键的面内变形，１ ６４０ ｃｍ－１附近出现的峰值波动是芳

环上 Ｃ􀪅Ｃ 双键的骨架振动，说明 ＣＯＦｓ 和 ＣＯＦｓ＋
Ｈｇ２＋中存在来源于 Ｃ９Ｈ６Ｏ３和 Ｃ６Ｈ１０Ｃｌ２Ｎ２Ｓ２的结构。

此外，ＣＯＦｓ 材料吸附水体中的汞离子后，１ ３９０

和 １ １００ ｃｍ－１处对应的 Ｃ—Ｈ 和 Ｃ—Ｎ 伸缩振动与

吸附前相比发生改变，说明其相关基团参与汞离子

的吸附反应。 ＣＯＦｓ 材料对水体中汞离子的吸附反

应大多为化学吸附，说明水中的汞离子与材料表面

的基团发生离子交换反应。 其中，在材料 Ｃ６Ｈ１０Ｃｌ２
Ｎ２Ｓ２和 ＣＯＦｓ 中，２ ５８０ ｃｍ－１ 附近出现的伸缩振动

为—ＳＨ 键，而 ＣＯＦｓ＋Ｈｇ２＋在该处无吸收峰，说明材

料表面的—ＳＨ 在吸附过程中提供了氢键，使得汞离

子占据了表面的—ＳＨ，发生了离子交换。
２􀆰 ２　 ＣＯＦｓ 材料对水体中汞离子的吸附性能研究

２􀆰 ２􀆰 １　 初始浓度对吸附量的影响

由图 ６ 可知，ＣＯＦｓ 材料在不同汞离子浓度下吸

附性能受到一定的影响。 当初始质量浓度在 ５～２００
ｍｇ·Ｌ－１时，材料对水体中汞离子的吸附量呈线性增

长趋势，吸附率也在 ９５％以上，说明此时材料表面

还存在许多未被汞离子占据的吸附点位。 当初始

质量浓度达 ２００ ｍｇ·Ｌ－１后，ＣＯＦｓ 材料对水体中汞

离子的吸附率随初始浓度的上升迅速下降，但吸附

量仍一直上升；初始质量浓度达 ６００ ｍｇ·Ｌ－１时，吸
附量随着初始浓度的上升逐渐趋于平缓，最大吸附

量高达 ５８７􀆰 ６ ｍｇ·ｇ－１，即吸附反应已达到平衡状

态，说明 ＣＯＦｓ 材料表面的吸附位点已饱和。

图 ６　 不同初始质量浓度对吸附量和吸附率的影响

Ｆｉｇ􀆰 ６　 Ｅｆｆｅｃｔ ｏｆ ｉｎｉｔｉａｌ ｃｏｎｃｅｎｔｒａｔｉｏｎ ｏｎ ａｄｓｏｒｐｔｉｏｎ
ｃａｐａｃｉｔｙ ａｎｄ ａｄｓｏｒｐｔｉｏｎ ｒａｔｅ

２􀆰 ２􀆰 ２　 吸附等温线

用 Ｌａｎｇｍｕｉｒ 和 Ｆｒｅｕｎｄｌｉｃｈ 模型对 ＣＯＦｓ 材料进

行线性拟合分析 （图 ７），拟合方程分别为 ｙ ＝
０􀆰 ００１ ７ｘ＋ ０􀆰 ００６ ６ （Ｒ２ ＝ ０􀆰 ９９７） 和 ｙ ＝ ０􀆰 ２７０ ０ｘ ＋
２􀆰 １６４ ０（Ｒ２ ＝ ０􀆰 ５４９）。 Ｌａｎｇｍｕｉｒ 模型拟合得出饱和

吸附容量为 ５８８􀆰 ２ ｍｇ·ｇ－１，与试验所测定的饱和吸

附容量 ５８７􀆰 ６ ｍｇ·ｇ－１接近，且 Ｌａｎｇｍｕｉｒ 模型的决定

系数接近于 １，说明 ＣＯＦｓ 材料对水体中汞离子的吸

附反应更符合 Ｌａｎｇｍｕｉｒ 模型，其反应过程是一种均

质的单分子层。 此外，Ｆｒｅｕｎｄｌｉｃｈ 模型拟合的 １ ／ 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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为 ０􀆰 ２７，其值在 ０􀆰 １～０􀆰 ５ 之间，说明 ＣＯＦｓ 材料对汞 离子的吸附过程是易于进行的。

图 ７　 Ｌａｎｇｍｕｉｒ 和 Ｆｒｅｕｎｄｌｉｃｈ 吸附等温线

Ｆｉｇ􀆰 ７　 Ａｄｓｏｒｐｔｉｏｎ ｉｓｏｔｈｅｒｍ ｏｆ Ｌａｎｇｍｕｉｒ ａｎｄ Ｆｒｅｕｎｄｌｉｃｈ ｍｏｄｅｌ

２􀆰 ２􀆰 ３　 吸附动力学

由图 ８ 可知，在反应时间为 １ ｍｉｎ 时，ＣＯＦｓ 材

料对水体中汞离子的吸附量已经达到饱和，随着时

间的增长其吸附量趋于平衡，说明 ＣＯＦｓ 材料表面

及其内部的吸附点位在短时间内快速吸附汞离子，
即吸附反应已达到平衡状态。 随着时间的增加其

吸附量一直处于平稳状态。
结合试验数据，采用准一级和准二级动力学方

程拟合 ＣＯＦｓ 材料对水体中汞离子的吸附过程，其
拟合方程分别为 ｙ ＝ ０􀆰 ００３ ３ｘ－０􀆰 ４７８ ９（Ｒ２ ＝ ０􀆰 ４７０，
Ｋ１ ＝ ０􀆰 ０１２） 和 ｙ ＝ ０􀆰 ０２８ ３ｘ － ０􀆰 ００５ ４ （Ｒ２ ＝ ０􀆰 ９９９，
Ｋ２ ＝ １􀆰 １１０）。 准二级动力学方程的 Ｒ２ 值远大于准

一级动力学方程，且接近 １，同时实验测定的平衡吸

附量为 ３６􀆰 ５９ ｍｇ·ｇ－１，与准二级动力学方程拟合得

到的平衡吸附量 ３５􀆰 ３４ ｍｇ·ｇ－１相近。 说明准二级

动力学模型更符合 ＣＯＦｓ 材料对水体汞离子的吸附

过程，该吸附属于化学反应。
２􀆰 ２􀆰 ４　 ｐＨ 值对吸附率的影响

溶液 ｐＨ 值对 ＣＯＦｓ 材料吸附汞离子具有一定

的影响，探究该材料在不同 ｐＨ 值下对其吸附率的

影响。 当 ｐＨ 值为 １、３、５、７、９ 和 １０ 时，吸附率分别

为 ９７􀆰 ５％、９８􀆰 ９％、９７􀆰 ９％、９３􀆰 ９％、９８􀆰 ３％、９６􀆰 ５％。
由数据可知，当 ｐＨ 值在 １～１０ 范围内时，ＣＯＦｓ 材料

对水体中汞离子的吸附率并没有随 ｐＨ 值的改变而

产生明显变化，而是处于一个较为平缓的状态，且
吸附率均在 ９５％以上。 说明 ＣＯＦｓ 材料结构稳定，
不易受 ｐＨ 值的影响，这对去除水体的汞离子有更

广的应用。 当 ｐＨ 值＞５ 时，ＣＯＦｓ 材料对水体中汞

离子的吸附率略有波动，可能是碱性条件下水体中

的汞离子易发生水解反应，转换为 Ｈｇ （ ＯＨ） ＋ 和

Ｈｇ（ＯＨ） ２，又因其水解程度不一致，导致吸附率在

ｐＨ 值处于 ７～１０ 范围，呈现不规律性的变化。 总体

趋势表明，不同 ｐＨ 值间的吸附率无显著性差异。

图 ８　 吸附动力学拟合图

Ｆｉｇ􀆰 ８　 Ａｄｓｏｒｐｔｉｏｎ ｋｉｎｅｔｉｃｓ ｍｏｄｅｌ ｏｆ ＣＯＦｓ

２􀆰 ２􀆰 ５　 共存离子对吸附率的影响

为了考察多种金属离子共存的情况下 ＣＯＦｓ 材

料对汞离子的吸附效果，采用 ２０ ｍＬ 初始质量浓度

均为 １０ ｍｇ·Ｌ－１的混合液（Ｈｇ、Ｃｕ、Ｍｎ、Ｎｉ、Ｚｎ、Ｃｄ、
Ｐｂ），用于探究共存离子对其吸附性能的影响。 溶

液中 Ｈｇ、Ｃｕ、Ｍｎ、Ｎｉ、Ｚｎ、Ｃｄ 和 Ｐｂ 离子的吸附率分

别为 ６６􀆰 ４％、２２􀆰 １％、１２􀆰 ５％、１３􀆰 ３％、９􀆰 ８１％、１１􀆰 ７％
和 １１􀆰 ４％。 使用 ＣＯＦｓ 材料吸附水体中多种重金属

离子时，该材料仍可以相对高效快速地吸附水体中



·１０６４　 · 　 生　 态　 与　 农　 村　 环　 境　 学　 报 第 ３９ 卷

的汞离子，其吸附率可达 ６６􀆰 ４％，显著高于其他金

属离子。 一般来说，水体中共存的各种金属离子往

往会对材料的吸附过程产生一定的抑制影响［３６］，如
ＷＵ 等［３７］ 研究发现在 Ｃｕ、Ｐｂ 和 Ｃｄ ３ 种离子共存

下，对于各元素的吸附容量相对单离子溶液分别下

降了 ３１􀆰 １％、７４􀆰 ０３％和 ３７􀆰 ３５％。 水体中的共存离

子对 ＣＯＦｓ 材料吸附汞离子产生一定的影响，可能

是水体中的共存离子占据了吸附材料表面及其内

部的吸附点位，导致汞离子获得的吸附点位比单个

离子溶液少，造成其吸附率降低。 共存离子溶液

中，离子与材料发生的有效碰撞几率降低也会导致

吸附效果降低。 此外，巯基具有弱酸、易被氧化等

特性，该材料在进行吸附过程中—ＳＨ 容易氧化失

活，这也是造成其吸附率降低的重要原因之一。
２􀆰 ２􀆰 ６　 重复利用

吸附材料的重复利用可以减少资源浪费，是衡

量其吸附性能的主要指标之一。 因此，对 ＣＯＦｓ 材

料进行 ５ 次吸附－洗脱重复测试，采用低浓度盐酸

（３ ｍｏｌ·Ｌ－１）进行洗脱，考察该材料的连续重复利

用性能。 第 １ ～ ５ 次重复利用的吸附率分别为

９２􀆰 ６％、８２􀆰 １％、６６􀆰 ４％、５５􀆰 ４％和 ５４􀆰 ４％，第 ５ 次与

第 １ 次循环相比吸附率降低了 ３８􀆰 ２ 百分点。 随着

重复利用次数的增加，ＣＯＦｓ 材料的吸附性能出现降

低趋势。 第 ４ 次与第 ５ 次重复测试时的吸附率相差

较小，ＣＯＦｓ 材料的吸附性能不会随着重复利用次数

的增加而急剧下降，连续重复 ５ 次后其吸附率仍保

持原 ＣＯＦｓ 材料一半的去除效果。
２􀆰 ３　 吸附机理

材料对汞离子的吸附机理依赖于静电（金属离

子与—Ｎ２Ｈ 和—ＳＨ 官能团之间）和配位相互作用

的化学反应，同时还发生物理反应。 由吸附动力学

和吸附等温线研究可知，ＣＯＦｓ 材料吸附汞离子以化

学吸附为主且易于发生反应。 由红外谱图（图 ５）可
以看出，Ｃ—Ｈ 和—ＳＨ 基团对应的伸缩振动与吸附

前相比发生改变，这些键的移动反映了氢离子置换

汞离子与材料上的官能团（—ＮＨ２ 和—ＳＨ）之间的

静电和离子交换相互作用［３８－３９］。 巯基与汞离子有

很强的亲和力，易于发生配位作用驱动的化学吸

附。 谢婧如等［４０］利用巯基改性海泡石吸附汞离子，
是以物理吸附为主，结合化学吸附共同作用的结

果；巯基改性稻壳炭［４１］ 及生物炭［４２］ 材料使得金属

离子吸附在其表面并进一步扩散到晶格内部形成

共沉淀，达到去除污染物的效果。 狄冠丞等［４３］ 制备

含噻吩硫与单质硫的硫介孔炭去除汞离子具有显

著的效果。 此外，—ＣＯＯＨ、Ｃ􀪅Ｏ、Ｒ—ＯＨ 及—ＮＨ２

基团的存在也提升了材料对汞的结合能力，有利于

汞的吸附反应［４４－４５］。 该吸附材料含有强亲和力

的—ＳＨ 以及—Ｈ 离子，因此具有良好的吸附汞

能力。

３　 结论

（１）通过表征试验得出，合成的材料存在与汞

离子具有亲和作用的—ＨＳ、—Ｈ 和—ＮＨ２基团，这些

基团对材料吸附汞离子起到重要的作用。
（２）水体汞离子初始质量浓度为 ６００ ｍｇ·Ｌ－１

时，ＣＯＦｓ 材料对其达到最大吸附量 ５８７􀆰 ６ ｍｇ·ｇ－１。
反应过程符合 Ｌａｎｇｍｕｉｒ 吸附等温方程和准二级动

力学模型，表明该吸附是一种均质的单分子层且属

于化学吸附。
（３）ＣＯＦｓ 材料在 １ ｍｉｎ 内达到吸附平衡，且不

易受溶液 ｐＨ 值和复合金属离子的影响。 ｐＨ 值在

１～１０ 范围内时，ＣＯＦｓ 材料对水体中汞离子的吸附

率均为 ９５％左右，且在多种金属离子共存时，该材

料对水体中汞离子的吸附率仍可达 ６６％，显著高于

其他金属离子的吸附率。 同时，ＣＯＦｓ 材料进行 ５ 次

连续循环使用后，其吸附率仍保持在 ５４􀆰 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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基于土壤水分和盐分含量变化的滨海湿地
盐地碱蓬生态退化诊断

张英蕾， 吴炎慧， 刘红玉①， 李玉凤， 邱春琦， 周诗薇， 黄琬淳， 周　 永 　 （南京师范大学海洋科学与工程学

院， 江苏 南京　 ２１００２３）

摘要： 水分和盐分是滨海湿地土壤环境因子的综合表征，是控制盐地碱蓬生长的关键因子。 选取江苏盐城滨海

湿地的盐地碱蓬（Ｓｕａｅｄａ ｓａｌｓａ）为研究对象，结合野外调查和室内实验的方法，测算分析不同生长环境条件下盐地

碱蓬种群和个体形态与土壤水分和盐分含量之间的关系，诊断其生态退化程度。 结果表明：土壤水分和盐分与盐

地碱蓬的生长状态关系密切，是决定种群密度、盖度及个体高度、根长、一级分枝数、单株盖度的关键因子。 正常

状态盐地碱蓬区的土壤含水量 ｗ 稳定在 １８􀆰 ６１％～３２􀆰 １８％之间，电导率稳定在 ２􀆰 ５３～２０􀆰 ３３ ｍＳ·ｃｍ－１之间，成熟期

种群平均密度为 ４４ 株·ｍ－２，植株株高与根长分别为 １４～２３ 和 １２～２０ ｃｍ，分枝多且单株盖度高，生态指数区间为

［０􀆰 ８，１􀆰 ０）；轻度退化和中－重度退化状态盐地碱蓬区的土壤含水量为 ８􀆰 ０３％ ～ ３５􀆰 ４５％，电导率为 ０􀆰 ６９ ～ ３４􀆰 ２５
ｍＳ·ｃｍ－１，波动幅度大且稳定性差，成熟期种群平均密度可高达 １ ５１６ 株·ｍ－２，植株株高与根长分别为 １７～ ５６ 和

５～１９ ｃｍ，分枝少且单株盖度低，生态指数区间分别为［０􀆰 ６，０􀆰 ８］和［０，０􀆰 ６）。 研究结果可为滨海湿地盐地碱蓬的

生态退化诊断与恢复效果评估提供科学依据。
关键词： 滨海湿地； 盐地碱蓬； 土壤水盐； 生态退化； 熵权－灰色关联分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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１８􀆰 ６１％－３２􀆰 １８％ ａｎｄ ２􀆰 ５３－２０􀆰 ３３ ｍＳ·ｃｍ－１， ｒｅｓｐｅｃｔｉｖｅｌｙ， ｉｎ ｔｈｅ ｎｏｒｍａｌ ｓｔａｔｅ． Ｄｕｒｉｎｇ ｔｈｅ ｍａｔｕｒｉｔｙ ｐｅｒｉｏｄ， ｔｈｅ ａｖｅｒａｇｅ
ｐｌａｎｔ ｄｅｎｓｉｔｙ ｗａｓ ４４ ｐｌａｎｔｓ·ｍ－２， ａｎｄ ｐｌａｎｔ ｈｅｉｇｈｔ ａｎｄ ｒｏｏｔ ｌｅｎｇｔｈ ｗｅｒｅ ｂｅｔｗｅｅｎ １４－２３ ａｎｄ １２－２０ ｃｍ， ｒｅｓｐｅｃｔｉｖｅｌｙ， ｗｉｔｈ
ｍａｎｙ ｂｒａｎｃｈｅｓ ａｎｄ ｈｉｇｈ ｓｉｎｇｌｅ ｐｌａｎｔ ｃｏｖｅｒａｇｅ． Ｔｈｅ ｅｃｏｌｏｇｉｃａｌ ｉｎｄｅｘ ｒａｎｇｅ ｗａｓ ｂｅｔｗｅｅｎ ０􀆰 ８ ａｎｄ １． Ｔｈｅ ｓｏｉｌ ｍｏｉｓｔｕｒｅ ｏｆ
Ｓｕａｅｄａ ｓａｌｓａ ｗａｓ ｂｅｔｗｅｅｎ ８􀆰 ０３％ ａｎｄ ３５􀆰 ４５％ ａｎｄ ｔｈｅ ｓｏｉｌ ｓａｌｉｎｉｔｙ ｗａｓ ｂｅｔｗｅｅｎ ０􀆰 ６９ ａｎｄ ３４􀆰 ２５ ｍＳ·ｃｍ－１， ｉｎ ｓｌｉｇｈｔｌｙ
ｄｅｇｒａｄｅｄ ａｎｄ ｍｏｄｅｒａｔｅｌｙ ｔｏ ｓｅｖｅｒｅｌｙ ｄｅｇｒａｄｅｄ ｓｔａｔｅｓ， ｓｈｏｗｉｎｇ ａ ｌａｒｇｅ ｆｌｕｃｔｕａｔｉｏｎ ａｎｄ ｌｏｗ ｓｔａｂｉｌｉｔｙ． Ｄｕｒｉｎｇ ｔｈｅ ｍａｔｕｒｉｔｙ ｐｅ⁃
ｒｉｏｄ， ｔｈｅ ａｖｅｒａｇｅ ｐｌａｎｔ ｄｅｎｓｉｔｙ ｃａｎ ｒｅａｃｈ ｔｏ １ ５１６ ｐｌａｎｔｓ·ｍ－２， ａｎｄ ｔｈｅ ｐｌａｎｔ ｈｅｉｇｈｔ ａｎｄ ｒｏｏｔ ｌｅｎｇｔｈ ｗｅｒｅ ｂｅｔｗｅｅｎ １７－５６
ｃｍ ａｎｄ ５－１９ ｃｍ， ｒｅｓｐｅｃｔｉｖｅｌｙ， ｗｉｔｈ ｆｅｗ ｂｒａｎｃｈｅｓ ａｎｄ ｌｏｗ ｓｉｎｇｌｅ ｐｌａｎｔ ｃｏｖｅｒａｇｅ， ａｎｄ ｔｈｅ ｅｃｏｌｏｇｉｃａｌ ｉｎｄｅｘ ｒａｎｇｅｓ ｗｅｒｅ
［０􀆰 ６，０􀆰 ８］ ａｎｄ ［０， ０􀆰 ６）， ｒｅｓｐｅｃｔｉｖｅｌｙ． Ｔｈｅ ｒｅｓｕｌｔｓ ｏｆ ｔｈｅ ｓｔｕｄｙ ｃｏｕｌｄ ｐｒｏｖｉｄｅ ｓｃｉｅｎｔｉｆｉｃ ｂａｓｉｓ ｆｏｒ ｅｃｏｌｏｇｉｃａｌ ｄｅｇｒａｄａｔｉｏｎ
ｄｉａｇｎｏｓｉｓ ａｎｄ ｒｅｓｔｏｒａｔｉｏｎ ｅｆｆｅｃｔ ｅｖａｌｕａｔｉｏｎ ｏｆ ｃｏａｓｔａｌ Ｓｕａｅｄａ ｓａｌｓ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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Ｋｅｙ ｗｏｒｄｓ： ｃｏａｓｔａｌ ｗｅｔｌａｎｄｓ； Ｓｕａｅｄａ ｓａｌｓａ； ｓｏｉｌ ｍｏｉｓｔｕｒｅ ａｎｄ ｓａｌｉｎｉｔｙ； ｅｃｏｌｏｇｉｃａｌ ｄｅｇｒａｄａｔｉｏｎ； ｅｎｔｒｏｐｙ ｗｅｉｇｈｔ⁃ｇｒｅｙ ｒｅｌａ⁃
ｔｉｏｎ ａｎａｌｙｓｉｓ

　 　 盐地碱蓬（Ｓｕａｅｄａ ｓａｌｓａ）属黎科碱蓬属植物，为
一年生草本，主要分布于滨海、湖边及荒漠等各种

盐碱环境中。 较强的耐盐碱能力使盐地碱蓬成为

滨海湿地的先锋植物，并作为黑嘴鸥、丹顶鹤等鸟

类栖息、觅食的场所，是生态修复和评判湿地恢复

的重要物种［１－２］。 受互花米草（Ｓｐａｒｔｉｎａ ａｌｔｅｒｎｉｆｌｏｒａ）
入侵、滩涂围垦等影响［３］，盐地碱蓬的适宜生境发

生了改变，退化十分严重。 前人已围绕盐地碱蓬及

其生境做了大量的研究工作。 宋洪海等［４］ 研究发

现，土壤条件中水分不足导致土壤盐分含量过高是

造成盐地碱蓬死亡的主要原因。 管博等［５］ 和李珊

等［６］研究发现，水盐的交互作用对盐地碱蓬的株

高、根长以及分枝数产生显著影响。 相关研究结果

表明，水分和盐分是滨海湿地环境因子的综合体

现［７］，是直接影响盐地碱蓬生长状态与生态退化的

关键因素。 但目前相关研究以室内栽培控制变量

的实验方法为主，不能很好地反映野外复杂水盐环

境条件下的盐地碱蓬生态退化问题。 如何利用水

分和盐分这 ２ 个关键影响因子及野外实地调查数

据，以盐地碱蓬的生长状态为依据直观判断其生态

退化程度，是盐地碱蓬生态恢复与重建研究亟待解

决的科学问题。
该研究以江苏盐城滨海湿地的盐地碱蓬为研

究对象，选取了趋于原生环境、受人为干扰而处于

退化状态以及人工恢复效果较差的盐地碱蓬区，基
于野外调查和室内实验数据，以原生环境中的盐地

碱蓬作为参照，对比分析土壤水分和盐分对盐地碱

蓬生长的影响，阐明盐地碱蓬种群及植株形态变化

与生态退化的关系，合理划分退化等级。 这有助于

野外条件下直观诊断不同环境中盐地碱蓬的生态

退化程度和修复状况，为保护和恢复盐地碱蓬提供

科学参考。

１　 研究区域与方法

１􀆰 １　 研究区选择

盐城滨海湿地位于江苏海岸带中部，是我国沿

海保存最完整、面积最大的淤泥质滩涂湿地［８］，主
要植被类型为互花米草、盐地碱蓬、芦苇（Ｐｈｒａｇｍｉｔｅｓ
ａｕｓｔｒａｌｉｓ）等。 研究于 ２０２０ 年 １２ 月对盐城滨海湿地

的盐地碱蓬进行了初步采样调查，进而确定了 ５ 块

代表性典型样区（图 １）。 样区 １ 为东台条子泥南部

潮间带原生盐地碱蓬区，此区位于潮间带前缘，受人

为干扰较小，趋于自然状态，作为参照区；样区 ２ 为条

子泥南部方塘河口互花米草入侵盐地碱蓬区，此区受

互花米草入侵影响严重；样区 ３ 为弶港梁垛河口堤内

残存盐地碱蓬区，此区受海堤阻隔影响，海陆水文连

通性差；样区 ４ 为盐城保护区试验区的种植盐地碱

蓬恢复区，此区位于水塘和道路之间，是人工播种

盐地碱蓬区；样区 ５ 为南缓冲区潮间带的退渔还湿

盐地碱蓬恢复区，为人工撒种恢复的盐地碱蓬区。
１􀆰 ２　 数据来源与方法

１􀆰 ２􀆰 １　 盐地碱蓬种群调查

根据各样区大小设置不同长度的样线，每条样

线等间距设置多个 ０􀆰 ５ ｍ×０􀆰 ５ ｍ 的样方（表 １），确
保所设样方的数量能反映每个区域不同环境下盐

地碱蓬的生长状况。 各区样方设置如下：样区 １ 自

陆向海至无植被生长的光滩，样区 ２ 自陆至潮沟区

域，样区 ３ 和 ４ 自陆至水域边缘，样区 ５ 自陆至养殖

塘前缘。 对每个样点利用手持 ＧＰＳ 进行定位，分别

于 ２０２１ 年萌发期（４ 月）、生长期（６ 月）和成熟期

（１０ 月）调查样方内盐地碱蓬种群的密度、盖度，测
量植株株高、根长和一级分枝数，并计算单株盖度

（盐地碱蓬总盖度 ／数量），以便更好地反映盐地碱

蓬的生长状态。
１􀆰 ２􀆰 ２　 土壤水分和盐分测定

每个样方用铁铲采集样方内 ０ ～ １５ ｃｍ 深度土

壤，装入自封袋密封带回实验室，除去根系、枝叶

后，用烘干法测定土壤含水量［９］。 对于 ２０２０ 年 １２
月初步采样带回的土壤，以水土质量比 ５ ∶ １ 通过离

心法制备水浸提液，测定盐分含量。 相关性分析表

明，实验所测土壤盐分含量与野外所测土壤电导率

呈显著正相关（ ｒ ＝ ０􀆰 ８８５，Ｐ＜０􀆰 ０１），在后期采样中

直接 利 用 土 壤 原 位 电 导 率 仪 （ 美 国 Ｓｐｅｃｔｒｕｍ
ＥＣ４５０）测定 ０～１５ ｃｍ 深度土壤电导率，以土壤电导

率来反映土壤盐分含量［１０－１２］。
１􀆰 ２􀆰 ３　 盐地碱蓬生态退化诊断方法

综合灰色关联分析法和熵权法计算盐地碱蓬

生态指数（图 ２），从而对其生态退化状况进行诊断。
灰色关联分析实质上是对样区盐地碱蓬状态离理

想状态的远近程度做出比较客观的判断［１３－１４］，避免

人为判断的主观性。 根据生态退化诊断参照区的

选取方法［１５］，确定受干扰程度小、环境稳定、趋于自

然状态的样区 １ 作为盐地碱蓬未退化状态的参照

区，其他样区为比较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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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１　 采样区、样点位置和野外实拍图

Ｆｉｇ􀆰 １　 Ｓａｍｐｌｅ ａｒｅａ， ｓａｍｐｌｅ ｐｏｉｎｔ ｌｏｃａｔｉｏｎ ａｎｄ Ｓｕａｅｄａ ｓａｌｓａ ｆｉｅｌｄ ｐｈｏｔｏｓ

表 １　 样方设置
Ｔａｂｌｅ １　 Ｄｅｓｉｇｎ ｏｆ ｓａｍｐｌｉｎｇ ｐｌｏｔｓ

样区编号 样区名称 经纬度 时间 样方数量 样方号

样区 １ 条子泥南潮间带原生 ３２°４３′１０″～３２°４３′１６″ Ｎ， ２０２１ 年 ４ 月 ２６ １－１～１－２６
碱蓬区 １２０°５５′２７″～１２０°５５′２８″ Ｅ ２０２１ 年 ６ 月 ２６ １－１～１－２６

２０２１ 年 １０ 月 ２８ １－１～１－２８

样区 ２ 条子泥南方塘河口互 ３２°４３′１６″～３２°４３′０８″ Ｎ， ２０２１ 年 ４ 月 １８ ２－１～２－１８
花米草入侵碱蓬区 １２０°５５′２８″～１２０°５５′４０″ Ｅ ２０２１ 年 ６ 月 ２０ ２－１～２－２０

２０２１ 年 １０ 月 ２０ ２－１～２－１８

样区 ３ 弶港梁垛河口堤内残 ３２°５２′２０″～３２°５２′４１″ Ｎ， ２０２１ 年 ４ 月 ８ ３－１～３－８
存碱蓬区 １２０°５６′４２″～１２０°５６′５２″ Ｅ ２０２１ 年 ６ 月 ３ ３－１～３－３

２０２１ 年 １０ 月 ４ ３－１～３－４

样区 ４ 盐城保护区试验种植 ３３°３６′２２″～３３°３６′２３″ Ｎ， ２０２１ 年 ４ 月 ８ ４－１～４－８
碱蓬恢复区 １２０°３１′１１″～１２０°３１′１１″ Ｅ ２０２１ 年 ６ 月 ８ ４－１～４－８

２０２１ 年 １０ 月 ８ ４－１～４－８

样区 ５ 南缓冲区潮间带退渔
还湿碱蓬恢复区

３３°２３′０３″～３３°２３′０５″ Ｎ，
１２０°４２′５７″～１２０°４３′０５″ Ｅ

２０２１ 年 １０ 月 ２０ ５－１～５－２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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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用下式计算比较区 ｛ｘｉ｝ 与参照区｛ｘ０｝ 的第 ｋ 评价指标的关联系数 ξｉ（ｋ）：

ξｉ（ｋ） ＝
ｍｉｎ（ ｉ）ｍｉｎ（ｋ） ｘ０（ｋ） － ｘｉ（ｋ） ＋ ρ × ｍａｘ（ ｉ）ｍａｘ（ｋ） ｘ０（ｋ） － ｘｉ（ｋ）

ｘ０（ｋ） － ｘｉ（ｋ） ＋ ρ × ｍａｘ（ ｉ）ｍａｘ（ｋ） ｘ０（ｋ） － ｘｉ（ｋ）
。 （１）

式（１）中， ｘ０（ｋ） 为样区 １ 盐地碱蓬生态退化评价指

标所构成的数列，称为参照数列，其中“０”表示参照

区， ｋ 表示该样区生态退化评价的第 ｋ 个指标；
ｘｉ（ｋ） 为第 ｉ 个比较样区各评价指标构成的数列，称

为比较数列，由该比较数列和参照数列组成对比数

列矩阵； ρ 为分辨系数，取值范围为 ０ ～ １，通常选

择 ０􀆰 ５。

图 ２　 基于熵权－灰色关联分析法的盐地碱蓬生态退化诊断技术路线

Ｆｉｇ􀆰 ２　 Ｔｅｃｈｎｉｃａｌ ｒｏｕｔｅ ｆｏｒ ｄｉａｇｎｏｓｉｎｇ ｔｈｅ ｅｃｏｌｏｇｉｃａｌ ｄｅｇｒａｄａｔｉｏｎ ｏｆ Ｓｕａｅｄａ ｓａｌｓａ ｂａｓｅｄ ｏｎ
ｅｎｔｒｏｐｙ ｗｅｉｇｈｔ ｇｒｅｙ ｃｏｒｒｅｌａｔｉｏｎ ａｎａｌｙｓｉｓ

　 　 熵权法是判断指标离散程度的数学方法［１６］，优
点是直接采用决策矩阵信息客观测算各项指标的

权重。 首先对原始数据进行归一化处理，使其无量

纲化，计算第 ｉ 样区第 ｊ 项指标值的特征比重或贡献

度（ｐｉｊ）：

ｐｉｊ ＝
ｘｉｊ′

∑
ｎ

ｉ ＝ １
ｘｉｊ′

。 （２）

接着，计算第 ｊ 项指标的熵值（Ｅ ｊ）：

Ｅ ｊ ＝ －
１

ｌｎ ｎ∑
ｎ

ｉ ＝ １
（ｐｉｊ × ｌｎ ｐｉｊ），　 ０ ≤ Ｅ ｊ ≤ １。

（３）
然后，确定评价指标的权重 （Ｗ ｊ）：

Ｗ ｊ ＝
１ － Ｅ ｊ

∑
ｍ

ｊ ＝ １
（１ － Ｅ ｊ）

，　 ｊ ＝ １，２，３，…，ｍ 。 （４）

最终，根据 ξｉ（ｋ） 和 Ｗ ｊ 求出不同比较样区的盐

地碱蓬生态指数（Ｒ ｉ）：

Ｒ ｉ ＝ ∑
ｎ

ｊ ＝ １
Ｗ ｊξｉ（ｋ） 。 （５）

式（５）中，比较样区指数值越大，表示与参照样区盐

地碱蓬的生长状态更接近。
１􀆰 ３　 数据处理与分析

用 Ｅｘｃｅｌ 软件初步统计、处理野外调查数据和

实验数据，用 Ｏｒｉｇｉｎ 软件绘制点线图和柱状图。 利

用 Ｃａｎｏｃｏ ５ 软件进行土壤水分、盐分含量与盐地碱

蓬种群及个体形态的冗余分析（ＲＤＡ），所生成的

ＲＤＡ 排序图中，箭头长短表示盐地碱蓬与土壤水盐

的关系，箭头越长表示相关性越大，反之则越小；夹
角大小则表示两者之间的相关性，夹角小于 ９０°表
示呈正相关，夹角大于 ９０°表示呈负相关，夹角接近

９０°表示几乎不相关［１７］。

２　 结果与分析

２􀆰 １　 盐地碱蓬样区土壤水分和盐分变化及特征

各样区盐地碱蓬土壤的水盐及其稳定性存在

显著差异（图 ３）。 样区 １ 作为参照区，其水盐环境

比较稳定，３ 个时期土壤含水量 ｗ 稳定在 １８􀆰 ６１％ ～
３２􀆰 １８％之间，电导率在 ２􀆰 ５３ ～ ２０􀆰 ３３ ｍＳ·ｃｍ－１ 之

间，两者的平均值分别为 ９􀆰 １６％ 和 １０􀆰 ６７ ｍＳ·
ｃｍ－１，最大值分别为生长期的 ９􀆰 ９０％和成熟期的

１１􀆰 ９６ ｍＳ·ｃｍ－１；其中电导率在 ４ 月萌发期从陆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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海呈增大趋势，增量为 １０􀆰 ３７ ｍＳ·ｃｍ－１，其余 ２ 个

时期略有波动，含水量则表现出萌发期最低、成熟

期最高的特征。 样区 ２ 的土壤水盐含量在萌发期最

低、成熟期最高，含水量和电导率分别在 １８􀆰 ２１％ ～
３５􀆰 ４５％和 ２􀆰 １２～３４􀆰 １０ ｍＳ·ｃｍ－１之间变化，平均值

分别为 １１􀆰 ３６％和 １６􀆰 ５１ ｍＳ·ｃｍ－１，波动幅度随时

间的推移呈增大趋势，最大值分别为成熟期的

１４􀆰 ９７％和 ２８􀆰 ７１ ｍＳ·ｃｍ－１，与样区 １ 相比，样区 ２
的水盐含量波动范围更大，整体稳定性较差。 样区

３ 的土壤含水量和电导率在生长期最低，整个采样

期两者分别在 ２１􀆰 ７６％ ～ ３３􀆰 ４７％ 和 ０􀆰 ６９ ～ ２６􀆰 ０３
ｍＳ·ｃｍ－１之间变化，平均值分别为 ６􀆰 １６％和 １３􀆰 ２７
ｍＳ·ｃｍ－１，最大值均出现在萌发期，分别为 １１􀆰 ７１％
和 ２５􀆰 ３４ ｍＳ·ｃｍ－１，与样区 １ 相比，土壤水盐变化

范围大，土壤盐分的稳定性较差。 样区 ４ 土壤含水

量和电导率的波动区间分别为 ８􀆰 ０３％ ～ ２３􀆰 ８４％和

２􀆰 ０９ ～ １０􀆰 １５ ｍＳ·ｃｍ－１，平均值分别为 ６􀆰 ７４％ 和

５􀆰 ５３ ｍＳ·ｃｍ－１，最大值分别为生长期的 ６􀆰 ７２％和萌

发期的 ８􀆰 ０７ ｍＳ·ｃｍ－１；其中，土壤盐分变化较小，
土壤水分表现出 ６ 月最低、１０ 月最高的特征，与样

区 １ 相比，该区土壤表现出低盐低水且稳定的状态。
样区 ５ 成熟期的土壤含水量和电导率分别在

２１􀆰 ０９％～２９􀆰 ８４％和 ９􀆰 ３８ ～ ３４􀆰 ２５ ｍＳ·ｃｍ－１之间变

化，平均值分别为 ８􀆰 ７５％和 ２４􀆰 ８８ ｍＳ·ｃｍ－１；与同

期样区 １ 相比，样区 ５ 的水分和盐分波动幅度较大，
与同属盐地碱蓬恢复区的样区 ４ 相比，其土壤表现

出高盐高水的特征。

图 ３　 各样区土壤水分和盐分的变化

Ｆｉｇ􀆰 ３　 Ｃｈａｎｇｅｓ ｏｆ ｓｏｉｌ ｍｏｉｓｔｕｒｅ ａｎｄ ｓａｌｉｎｉｔｙ ｉｎ ｓａｍｐｌｅ ａｒｅａｓ

２􀆰 ２　 盐地碱蓬种群和个体形态变化特征

各样区不同环境下盐地碱蓬在萌发期和生长

期处于不断生长变化中，到 １０ 月成熟期时，植株生

长趋缓，其状态至枯落前基本不会发生较大改变

（图 ４）。 样区 １ 作为参照区，从萌发期至成熟期各

指标值稳定增大，其盖度、单株盖度以及株高的增

幅较为明显，分别增长 ３６􀆰 ９５ 百分点、７􀆰 ０６ 百分点

和 １１􀆰 ２５ ｃｍ；成熟期时，盐地碱蓬的种群密度达 ４４
株·ｍ－２，盖度约为 ４４％，植株株高 ２０􀆰 ２５ ｃｍ，根长

１５􀆰 ８３ ｃｍ，一级分枝数和单株盖度分别为 ９ 个和

８􀆰 １９％。 样区 ２ 盐地碱蓬各指标值呈波动变化，除
株高外的其余指标均在 ６ 月达最大值，１０ 月则有所

降低，与样区 １ 相比，株高变化幅度最大，变化量达

２９􀆰 ８６ ｃｍ；成熟期时，除株高外的指标值均小于样区

１，最终表现出低密度且植株细高的形态。 样区 ３ 从

萌发期至成熟期，盐地碱蓬的种群密度降低，每平

方米约减少 ５０８ 株，盖度、单株盖度和株高则呈显著

增长趋势，增量分别为 １８􀆰 ８２ 百分点、０􀆰 ３８ 百分点

和 ２７􀆰 ４８ ｃｍ，相比样区 １，该区株高变化最大，根长

变化最小，成熟期的盐地碱蓬表现出高密度、高植

株、短根系、无分枝的特征。 样区 ４ 从萌发期至成熟

期，盐地碱蓬的种群密度减幅最大，每平方米约减

少 １ ４０８ 株，盖度、单株盖度、株高和根长的变化趋

势与样区 ３ 相近，但整体增幅更大，分别增长 ３１􀆰 ９８
百分点、０􀆰 １４ 百分点、３０􀆰 ４６ ｃｍ 和 １􀆰 ４８ ｃｍ；至成熟

期，该区盐地碱蓬的特征与样区 ３ 相近，且更细高。
与样区 １ 相比，样区 ５ 成熟期的盐地碱蓬单株盖度、
分枝数、根长较小；而与同属恢复区的样区 ４ 相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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则表现出低密度、高盖度、长根系的特征。

图 ４　 各样区盐地碱蓬种群和个体形态变化特征

Ｆｉｇ􀆰 ４　 Ｍｏｒｐｈｏｌｏｇｉｃａｌ ｃｈａｎｇｅｓ ａｎｄ ｃｈａｒａｃｔｅｒｉｓｔｉｃｓ ｏｆ ｐｏｐｕｌａｔｉｏｎｓ ａｎｄ ｉｎｄｉｖｉｄｕａｌｓ ｏｆ Ｓｕａｅｄａ ｓａｌｓａ ｉｎ ｓａｍｐｌｅ ａｒｅａｓ

２􀆰 ３　 盐地碱蓬种群和个体形态与土壤水分和盐分

的关系

　 　 对土壤水盐数据和盐地碱蓬各指标值进行冗

余分析（ＲＤＡ），结果如图 ５ 所示。 比较发现，研究

区土壤水分和盐分与盐地碱蓬的生长状态相关性

极强。 其中，萌发期土壤水盐与盐地碱蓬种群密度

和盖度呈负相关，与单株盖度呈正相关，株高与土

壤含水量呈正相关，与盐分的相关性较小；生长期

土壤水盐与种群密度和盖度呈负相关，与其余个体

形态指标呈正相关；成熟期时，土壤水盐与盐地碱

蓬种群密度和盖度依旧存在负相关关系，与根长、

单株盖度呈正相关，株高与盐度呈正相关，与含水

量的相关性较小，一级分枝数则相反。 分析显示，
土壤水盐对盐地碱蓬的种群和个体形态具有极大

的影响，萌发期间过高的土壤水盐会对盐地碱蓬的

萌发定植起抑制作用，并且在低盐胁迫环境中，土
壤含水量在一定范围内的升高会促进盐地碱蓬幼

苗株高增长，进而促使单株盖度增大；生长期和成

熟期的土壤水盐会促进盐地碱蓬形态改变，在一定

范围内形态指标会随两者的增加而增大，但两者过

高会导致盐地碱蓬植株死亡，降低种群密度和盖度。

Ｗ—土壤含水量； ＥＣ—土壤电导率； ＰＤ—盐地碱蓬密度； ＦＶＣ—盐地碱蓬盖度； Ｆ ／ Ｎ—盐地碱蓬单株盖度；

ＦＢ—盐地碱蓬一级分枝数； Ｈ—盐地碱蓬株高； ＲＬ—盐地碱蓬根长。

图 ５　 盐地碱蓬种群和个体形态与土壤水盐的 ＲＤＡ 排序图

Ｆｉｇ􀆰 ５　 ＲＤＡ ｏｒｄｉｎａｔｉｏｎ ｄｉａｇｒａｍｓ ｏｆ ｓｏｉｌ ｍｏｉｓｔｕｒｅ ａｎｄ ｓａｌｉｎｉｔｙ ａｎｄ ｔｈｅ Ｓｕａｅｄａ ｓａｌｓａ

２􀆰 ４　 基于熵权－灰色关联分析法的盐地碱蓬生态

退化诊断

　 　 前述分析表明，土壤水盐与盐地碱蓬的生长状

态关系密切，即盐地碱蓬的种群状态和个体形态是

土壤水盐环境影响下的外在表现。 因此，可以通过

盐地碱蓬的外在生长状态直观诊断其生态退化程

度。 结合野外实地调查和相关分析，萌发期与生长

期的盐地碱蓬还处于生长阶段，其种群和个体形态



　 第 ８ 期 　 张英蕾等： 基于土壤水分和盐分含量变化的滨海湿地盐地碱蓬生态退化诊断 ·１０７３　 ·

变化速度快，不能作为盐地碱蓬的最终状态进行生

态退化诊断，１０ 月盐地碱蓬转入以生殖生长为主的

成熟期，其形态至枯落前基本不会发生较大改变；

因此选取该时期各样区盐地碱蓬种群及个体形态

指标均值构建生态退化评价指标体系（表 ２），并计

算生态指数。

表 ２　 成熟期各样区盐地碱蓬生态退化评价指标均值

Ｔａｂｌｅ ２　 Ｍｅａｎ ｖａｌｕｅ ｏｆ ｅｃｏｌｏｇｉｃａｌ ｄｅｇｒａｄａｔｉｏｎ ｉｎｄｉｃａｔｏｒｓ ｏｆ Ｓｕａｅｄａ ｓａｌｓａ ａｔ ｍａｔｕｒｉｔｙ

样区编号 密度 ／ （株·ｍ－２） 盖度 ／ ％ 株高 ／ ｃｍ 根长 ／ ｃｍ 单株盖度 ／ ％ 一级分枝数

样区 １（ＣＫ） ４４ ４４􀆰 ０９ ２０􀆰 ２５ １５􀆰 ８３ ８􀆰 １９ ９
样区 ２ ２０ ３３􀆰 ２６ ３８􀆰 ７８ １３􀆰 ００ ２􀆰 ９０ ７
样区 ３ ５０８ ５１􀆰 ２２ ２８􀆰 ８８ ７􀆰 ２５ ０􀆰 ５５ ０
样区 ４ １ ５１６ ５５􀆰 ２３ ３２􀆰 ２１ ６􀆰 １０ ０􀆰 １８ ０
样区 ５ １４４ ４９􀆰 ４２ ３０􀆰 ５３ １１􀆰 ０６ １􀆰 ９７ ３

　 　 根据灰色关联法和熵权法得到各样区盐地碱

蓬生态退化评价指标的灰色关联系数和权重，结果

见表 ３。

表 ３　 各样区盐地碱蓬生态退化评价指标的灰色关联系数及权重

Ｔａｂｌｅ ３　 Ｇｒｅｙ ｃｏｒｒｅｌａｔｉｏｎ ｃｏｅｆｆｉｃｉｅｎｔ ａｎｄ ｗｅｉｇｈｔ ｏｆ Ｓｕａｅｄａ ｓａｌｓａ ｅｃｏｌｏｇｉｃａｌ ｄｅｇｒａｄａｔｉｏｎ ｉｎｄｉｃａｔｏｒｓ

样区编号
灰色关联系数

密度 盖度 株高 根长 单株盖度 一级分枝数

样区 １（ＣＫ） １􀆰 ０００ １􀆰 ０００ １􀆰 ０００ １􀆰 ０００ １􀆰 ０００ １􀆰 ０００
样区 ２ ０􀆰 ９６８ ０􀆰 ８７７ ０􀆰 ７２８ ０􀆰 ７５８ ０􀆰 ８６１ ０􀆰 ４６２
样区 ３ ０􀆰 ６１３ ０􀆰 ９１５ ０􀆰 ８５２ ０􀆰 ４１０ ０􀆰 ６７２ ０􀆰 ３７３
样区 ４ ０􀆰 ３３３ ０􀆰 ８７３ ０􀆰 ８０６ ０􀆰 ４１０ ０􀆰 ６４３ ０􀆰 ３６２
样区 ５ ０􀆰 ８８０ ０􀆰 ９３５ ０􀆰 ８２９ ０􀆰 ５１１ ０􀆰 ７８６ ０􀆰 ４２２

权重 ０􀆰 ２７４ ０􀆰 ０８６ ０􀆰 ０９０ ０􀆰 ２０８ ０􀆰 １３６ ０􀆰 ２０６

　 　 各样区的盐地碱蓬生态指数由大到小依次为

样区 １（１􀆰 ０００）、样区 ２（０􀆰 ７７６）、样区 ５（０􀆰 ６９６）、样
区 ３（０􀆰 ５７７）、样区 ４（０􀆰 ４８７），可见不同样区的盐地

碱蓬具有较大差异。 由此可以判定样区 ２、样区 ５
与参照状态样区 １ 的盐地碱蓬生长状态更为接近，
样区 ４ 与样区 １ 差距最大。

盐地碱蓬生态退化等级划分如下：参照状态

（０􀆰 ８，１􀆰 ０］，轻度退化状态［０􀆰 ６，０􀆰 ８］，中－重度退化

状态［０，０􀆰 ６）。 据此将 ５ 个样区的盐地碱蓬划分为

３ 个等级，样区 １ 为参照状态，样区 ２、样区 ５ 为轻度

退化状态，样区 ３、样区 ４ 为中－重度退化状态。
不同退化程度的盐地碱蓬所对应的土壤水分

和盐分与植株数据见表 ４。

表 ４　 成熟期盐地碱蓬的土壤水盐与植株状态

Ｔａｂｌｅ ４　 Ｓｏｉｌ ｍｏｉｓｔｕｒｅ ａｎｄ ｓａｌｉｎｉｔｙ ａｎｄ ｐｌａｎｔ ｓｔａｔｕｓ ｏｆ Ｓｕａｅｄａ ｓａｌｓａ ｉｎ ｓａｍｐｌｅ ａｒｅａｓ ａｔ ｍａｔｕｒｉｔｙ ｐｅｒｉｏｄ

样区
含水量 ／

％
土壤电导率 ／
（ｍＳ·ｃｍ－１）

密度 ／
（株·ｍ－２）

盖度 ／
％

株高 ／
ｃｍ

根长 ／
ｃｍ

单株盖度 ／
％ 一级分枝数

范围 均值 范围 均值 范围 均值 范围 均值 范围 均值 范围 均值 范围 均值 范围 均值

样区 １ ２４～３２ ２９􀆰 ４ ８～２０ １２􀆰 ０ ８～２０８ 　 ４４ ２９􀆰 ３～５７􀆰 ８ ４４􀆰 １ １４～２３ ２０􀆰 ３ １２～２０ １５􀆰 ８ ０􀆰 ７～２７􀆰 ８ ８􀆰 ２ ５～１９ ９
样区 ２ ２０～３５ ２８􀆰 １ ５～３４ １１􀆰 ０ １６～８０ ２０ ２１􀆰 ０～４２􀆰 １ ３３􀆰 ３ １７～５６ ３８􀆰 ８ ８～１９ １３􀆰 ０ ０􀆰 ５～８􀆰 ６ ２􀆰 ９ ３～１５ ７
样区 ５ ２１～３０ ２５􀆰 ０ ９～３５ ２０􀆰 ８ ３２～４００ １４４ ３６􀆰 ７～６６􀆰 ７ ４９􀆰 ４ ２１～３９ ３０􀆰 ５ ７～１６ １１􀆰 １ ０􀆰 ５～４􀆰 ９ ２􀆰 ０ ２～４ ３
样区 ３ ２５～３０ ２７􀆰 ９ １０～１８ １３􀆰 ４ １７２～８３２ ５０８ ４４􀆰 １～５９􀆰 ０ ５１􀆰 ２ １８～３７ ２８􀆰 ９ ６～８ ７􀆰 ３ ≤１ — —
样区 ４ １７～２４ ２０􀆰 ８ ２～１０ ５􀆰 ８ ４７２～２ ２２４ １ ５１６ ３９􀆰 ０～６０􀆰 ４ ５５􀆰 ２ ２８～４２ ３２􀆰 ２ ５～７ ６􀆰 １ ≤１ — —
“—”表示无分枝数。

　 　 作为参照状态的样区 １ 土壤含水量和电导率波

动区间的极差值分别为 ９％和 １３ ｍＳ·ｃｍ－１，水盐含

量较稳定；盐地碱蓬密度和盖度均值相近，植株形

态总体差异度小，株高和根长的极差值分别为 ９ 和

８ ｃｍ，分枝数多且单株盖度高。 轻度退化状态的土

壤含水量均值小于参照状态，电导率的极差值大于

２６ ｍＳ·ｃｍ－１，为参照状态波动区间极差值的 ２ 倍；
盐地碱蓬密度和盖度差异较大，植株形态差异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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著，其中样区 ２ 株高和根长的极差值最大，分别为

４０ 和 １１ ｃｍ，平均株高约为参照状态的 ２ 倍，但根系

较短，单株盖度低且一级分枝数少。 中－重度退化

状态的土壤含水量和电导率值普遍较低，且极差值

小；盐地碱蓬种群表现出高密度、低盖度的特征，植
株高、根系短，株高和根长的最大极差值分别为 １９
和 ２ ｃｍ，没有一级分枝，单株盖度最低。 与参照状

态相比，退化的盐地碱蓬土壤水盐异常且稳定性

差，株高与其余个体形态指标成反比，通常表现为

高植株、短根系、单株盖度低、一级分枝数少或不分

枝的形态，特别是在碱蓬密度大的情况下该特征更

为明显，如中－重度退化的样区 ３ 和样区 ４。 最终成

熟期盐地碱蓬表现出的形态为参照状态呈“矮胖树

形”，退化状态呈“高瘦形”。

３　 讨论

３􀆰 １　 盐地碱蓬区土壤水分和盐分变化的原因

人类活动使滨海湿地的外围环境不断改变，导
致土壤水分和盐分发生变化［１８－１９］，进而直接影响盐

地碱蓬生长，造成生态退化。 轻度退化状态的样区

２、５ 通过潮沟与外围海域相连。 其中，样区 ２ 沿潮

沟成片分布的互花米草形成生物堤，阻断了潮汐水

的周期性滋养，使得盐地碱蓬土壤水盐格局发生改

变，同时由于盐地碱蓬群落的盖度低于互花米草群

落，土壤蒸发返盐强度大，致使盐地碱蓬区土壤往

往出现高盐低水的现象；样区 ５ 由于恢复盐地碱蓬

区两侧的地势低矮，导致沿潮沟流进的海水易发生

囤积现象，使该区长时间维持较高的土壤盐分。
中－重度退化状态的样区 ３ 土壤水分和盐分主

要源于受闸坝控制的外围水环境，很大程度上受闸

坝放水周期的影响，同时较大面积的盐地碱蓬受外

围水域的作用程度不一致，使得土壤水盐的差异性

显著；与其他样区相比，保护区管理恢复的样区 ４ 地

距海较远（约 ８ ｋｍ），难以接受潮汐水流的影响，并
且该区从陆向临近水域的地形坡度大（４􀆰 １４％），该
区土壤水分快速下渗流失的同时又得不到及时补

充，导致土壤水分和盐分偏少。 因此，导致退化盐

地碱蓬区土壤水分和盐分存在差异的原因各不相

同，但可以通过互花米草区刈割［２０］、建立良好的排

水灌溉系统等水盐调控方式恢复退化区的土壤水

盐环境，以更好地恢复盐地碱蓬。
３􀆰 ２　 土壤水分和盐分对盐地碱蓬生长的影响

分析土壤水分和盐分与盐地碱蓬的生长关系

发现，水分和盐分的变化对盐地碱蓬的生长产生一

定影响，并且水盐环境的不稳定性和不适宜性会造

成早期已萌发生长的植株死亡，这与孙旭等［２１］ 通过

室内栽培实验得到的研究结果相一致。 结合熵权－
灰色关联分析诊断得到的盐地碱蓬退化结果可以

看出，在土壤电导率高、含水量少或 ２ 个指标值都较

低的区域，盐地碱蓬密度大，植株高，根长短，单株

盖度低。 王摆等［２２］的研究表明，野外条件下盐地碱

蓬的生长具有适宜的水盐生态阈值区间。 在一定

含量的水盐条件下，盐地碱蓬的分支数、根长以及

开花数目增多［２３－２５］。 但当土壤水分或盐分超出盐

地碱蓬生态阈值的上下限时［２６－２７］，植株生长受限。
夏宁等［２８］研究发现，当土壤含盐量达 １１ ｇ·ｋｇ－１时，
盐地碱蓬的植株颜色、茎粗、叶片肉质化程度发生

改变，达 １９􀆰 ５ ｇ·ｋｇ－１时出现枯萎死亡现象。 李悦

等［２９］研究发现，较低的土壤水分会使植物出现生理

干旱从而限制其生长。 土壤含水量过高时，植物的

叶片又会出现萎蔫、老化、茎基变粗等现象［３０］。 以

上研究均表明，一定含量的土壤水分和盐分对盐地

碱蓬的生长具有促进作用，而过高或过低的水分和

盐分会改变盐地碱蓬的生长形态，并最终导致植株

处于退化状态。
３􀆰 ３　 其他因素对盐地碱蓬生长的影响

野外条件下盐地碱蓬的生长受多重环境因素

的共同影响，为了评价土壤水分和盐分及其交互作

用对盐地碱蓬种群及个体形态的影响，运用方差分

解（ＶＰＡ）进行解析。 分析结果显示，在盐地碱蓬的

生长过程中，土壤水分和盐分及其交互作用对其的

贡献度分别为 ２５􀆰 ４％、１８􀆰 １％和 １６􀆰 ８％，未解释部分

占 ３９􀆰 ７％，表明野外环境中除水盐这 ２ 种主要影响

因素外，盐地碱蓬的生长还受到其他因素的影响 􀆰
已有室内研究表明，光照、温度、碱胁迫和重金属含

量等因素对黎科碱蓬属的植被生长有一定影响［３１］，
而野外环境中这些因素对盐地碱蓬生长的具体影

响还需要进一步开展研究。

４　 结论

对盐城滨海湿地的 ５ 块代表性盐地碱蓬样区进

行了土壤水分和盐分以及植株生长状态的调查与

分析，在此基础上诊断了盐地碱蓬的生态退化程度

和修复状况，得出以下结论：
（１）土壤水盐与盐地碱蓬的生长状态关系紧

密，是导致研究区盐地碱蓬种群和个体形态差异以

及生态退化的主要因素。 研究区土壤水盐含量与

种群密度、盖度呈负相关，与株高、根长、一级分枝

数、单株盖度呈正相关。
（２）利用盐地碱蓬生态指数可以直接诊断盐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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碱蓬的生态退化程度。 适宜环境参照状态下的盐

地碱蓬生态指数值介于（０􀆰 ８，１􀆰 ０］之间，所对应的

土壤含水量和电导率分别在 １８􀆰 ６１％ ～ ３２􀆰 １８％和

２􀆰 ５３～２０􀆰 ３３ ｍＳ·ｃｍ－１之间，成熟期种群平均密度

为 ４４ 株·ｍ－２，植株株高和根长均值分别为 ２０􀆰 ２５
和 １５􀆰 ８３ ｃｍ，分枝数多且单株盖度均值达 ８􀆰 １９％，
呈“矮胖树形”。 轻度退化和中－重度退化状态的盐

地碱蓬生态指数值分别在［０􀆰 ６，０􀆰 ８］和［０，０􀆰 ６）之
间，所对应的土壤含水量和电导率介于 ８􀆰 ０３％ ～
３５􀆰 ４５％和 ０􀆰 ６９～３４􀆰 ２５ ｍＳ·ｃｍ－１之间，成熟期种群

密度高，平均株高大于 ２８ ｃｍ，根长短于 １３ ｃｍ，分枝

数少或不分枝，单株盖度均值低于 ３％，呈 “高瘦

形”。
（３）盐地碱蓬具有较强的抗逆能力，但长时间

处于逆境中的植株会发生退化甚至死亡。 通常近

海、水文连通性强、受人为干扰程度小的区域土壤

环境更稳定，水盐含量更均衡，更适宜盐地碱蓬

生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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Ｓｔｒｅｓｓｅｓ［Ｊ］ ． Ｔｒａｎｓａｃｔｉｏｎｓ ｏｆ Ｏｃｅａｎｏｌｏｇｙ ａｎｄ Ｌｉｍｎｏｌｏｇｙ，２０２２，４４
（３）：３１－４０．］

［７］ 　 田晓燕，高楠，陆冠茹，等．黄河三角洲两种水盐生境下芦苇植

被根系特征差异研究［Ｊ］ ．生态科学，２０２１，４０（２）：１－８．［ ＴＩＡＮ
Ｘｉａｏ⁃ｙａｎ，ＧＡＯ Ｎａｎ，ＬＵ Ｇｕａｎ⁃ｒｕ，ｅｔ ａｌ．Ｓｔｕｄｙ ｏｎ ｔｈｅ Ｄｉｆｆｅｒｅｎｃｅｓ ｏｆ
Ｒｏｏｔ Ｓｐａｔｉａｌ Ｄｉｓｔｒｉｂｕｔｉｏｎ Ｃｈａｒａｃｔｅｒｉｓｔｉｃｓ ｏｆ Ｐｈｒａｇｍｉｔｅｓ ａｕｓｔｒａｌｉｓ ｉｎ
Ｔｗｏ Ｄｉｆｆｅｒｅｎｔ Ｗａｔｅｒ⁃ｓａｌｔ Ｈａｂｉｔａｔｓ ｉｎ ｔｈｅ Ｙｅｌｌｏｗ Ｒｉｖｅｒ Ｄｅｌｔａ［ Ｊ］ ．
Ｅｃｏｌｏｇｉｃａｌ Ｓｃｉｅｎｃｅ，２０２１，４０（２）：１－８．］

［８］ 　 刘红玉，周奕，郭紫茹，等．盐沼湿地大规模恢复的概念生态模

型：以盐城为例［Ｊ］ ．生态学杂志，２０２１，４０（１）：２７８－２９１．［ ＬＩＵ
Ｈｏｎｇ⁃ｙｕ，ＺＨＯＵ Ｙｉ， ＧＵＯ Ｚｉ⁃ｒｕ， ｅｔ ａｌ． Ａ Ｃｏｎｃｅｐｔｕａｌ Ｅｃｏｌｏｇｉｃａｌ
Ｍｏｄｅｌ ｆｏｒ Ｌａｒｇｅ⁃ｓｃａｌｅ Ｓａｌｔ Ｍａｒｓｈ Ｒｅｓｔｏｒａｔｉｏｎ： Ａ Ｃａｓｅ Ｓｔｕｄｙ ｏｆ
Ｙａｎｃｈｅｎｇ ［ Ｊ ］ ． Ｃｈｉｎｅｓｅ Ｊｏｕｒｎａｌ ｏｆ Ｅｃｏｌｏｇｙ， ２０２１， ４０ （ １ ）：
２７８－２９１．］

［９］ 　 鲁如坤．土壤农业化学分析方法［Ｍ］．北京：中国农业科技出版

社，２０００：２８９－２９２．［ＬＵ Ｒｕ⁃ｋｕｎ．Ｍｅｔｈｏｄｓ ｏｆ Ｓｏｉｌ Ａｇｒｏｃｈｅｍｉｃａｌ Ａ⁃
ｎａｌｙｓｉｓ［ Ｍ］． Ｂｅｉｊｉｎｇ： Ｃｈｉｎａ Ａｇｒｉｃｕｌｔｕｒｅ Ｓｃｉｅｎｔｅｃｈ Ｐｒｅｓｓ， ２０００：
２８９－２９２．］

［１０］ 戚志伟．崇明东滩滨海围垦湿地芦苇光合和生长对土壤水盐

因子的响应［Ｄ］．上海：华东师范大学，２０１７．［ＱＩ Ｚｈｉ⁃ｗｅｉ．Ｅｆｆｅｃｔｓ
ｏｆ Ｓｏｉｌ Ｗａｔｅｒ⁃ｓａｌｔ Ｉｎｄｉｃａｔｏｒｓ ｏｎ ｔｈｅ Ｐｈｏｔｏｓｙｎｔｈｅｓｉｓ ａｎｄ Ｇｒｏｗｔｈ ｏｆ
Ｐｈｒａｇｍｉｔｅｓ ａｕｓｔｒａｌｉａｓ ｉｎ ｔｈｅ Ｃｏａｓｔａｌ Ｒｅｃｌａｉｍｅｄ Ｗｅｔｌａｎｄ ａｔ Ｄｏｎｇｔａｎ
ｏｆ Ｃｈｏｎｇｍｉｎｇ Ｉｓｌａｎｄ，Ｃｈｉｎａ［Ｄ］．Ｓｈａｎｇｈａｉ：Ｅａｓｔ Ｃｈｉｎａ Ｎｏｒｍａｌ Ｕ⁃
ｎｉｖｅｒｓｉｔｙ，２０１７．］

［１１］ 吴迪，张卓栋，陈思宇，等．基于 ＥＣ⁃Ｐｒｏｂｅ 仪器的土壤盐分原位

测定及其在河北坝上地区的应用研究 ［ Ｊ］ ．中国农学通报，
２０１５，３１（１６）：２０１－２０６．［ＷＵ Ｄｉ，ＺＨＡＮＧ Ｚｈｕｏ⁃ｄｏｎｇ，ＣＨＥＮ Ｓｉ⁃
ｙｕ，ｅｔ ａｌ． Ｕｓｉｎｇ ｔｈｅ ＥＣ⁃Ｐｒｏｂｅ Ｉｎｓｔｒｕｍｅｎｔ ｆｏｒ Ｉｎ⁃ｓｉｔｕ Ｓｏｉｌ Ｓａｌｉｎｉｔｙ
Ｍｅａｓｕｒｅｍｅｎｔ ａｎｄ Ｉｔｓ Ａｐｐｌｉｃａｔｉｏｎ ｉｎ Ｂａｓｈａｎｇ Ｒｅｇｉｏｎ ｏｆ Ｈｅｂｅｉ
Ｐｒｏｖｉｎｃｅ ［ Ｊ ］ ． Ｃｈｉｎｅｓｅ Ａｇｒｉｃｕｌｔｕｒａｌ Ｓｃｉｅｎｃｅ Ｂｕｌｌｅｔｉｎ， ２０１５， ３１
（１６）：２０１－２０６．］

［１２］ 邢佳．污泥基生物炭的制备优化及其对重金属污染土壤的修

复［Ｄ］．哈尔滨：哈尔滨工业大学，２０２１．［ＸＩＮＧ Ｊｉａ．Ｒｅｓｅａｒｃｈ ｏｎ
Ｐｒｅｐａｒａｔｉｏｎ ａｎｄ Ｏｐｔｉｍｉｚａｔｉｏｎ ｏｆ Ｓｌｕｄｇｅ⁃ｂａｓｅｄ Ｂｉｏｃｈａｒ ａｎｄ Ｉｔｓ Ｒｅ⁃
ｍｅｄｉａｔｉｏｎ ｏｆ Ｈｅａｖｙ Ｍｅｔａｌ Ｃｏｎｔａｍｉｎａｔｅｄ Ｓｏｉｌ［ Ｄ］．Ｈａｒｂｉｎ：Ｈａｒｂｉｎ
Ｉｎｓｔｉｔｕｔｅ ｏｆ Ｔｅｃｈｎｏｌｏｇｙ，２０２１．］

［１３］ 唐柄哲，何丙辉，闫建梅．川中丘陵区土地利用方式对土壤理

化性质影响的灰色关联分析［Ｊ］ ．应用生态学报，２０１６，２７（５）：
１４４５－ １４５２． ［ ＴＡＮＧ Ｂｉｎｇ⁃ｚｈｅ，ＨＥ Ｂｉｎｇ⁃ｈｕｉ，ＹＡＮ Ｊｉａｎ⁃ｍｅｉ． Ｇｒａｙ
Ｃｏｒｒｅｌａｔｉｏｎ Ａｎａｌｙｓｉｓ ｏｆ ｔｈｅ Ｉｍｐａｃｔ ｏｆ Ｌａｎｄ Ｕｓｅ Ｔｙｐｅ ｏｎ Ｓｏｉｌ Ｐｈｙｓｉ⁃
ｃａｌ ａｎｄ Ｃｈｅｍｉｃａｌ Ｐｒｏｐｅｒｔｉｅｓ ｉｎ ｔｈｅ Ｈｉｌｌｙ Ａｒｅａ ｏｆ Ｃｅｎｔｒａｌ Ｓｉｃｈｕａｎ，
Ｃｈｉｎａ［ Ｊ］ ． Ｃｈｉｎｅｓｅ Ｊｏｕｒｎａｌ ｏｆ Ａｐｐｌｉｅｄ Ｅｃｏｌｏｇｙ， ２０１６， ２７ （ ５）：
１４４５－１４５２．］

［１４］ ＬＩＵ Ｆ Ｘ，ＺＨＵ Ｐ Ｙ，ＬＩＡＮＧ Ｈ Ｑ，ｅｔ ａｌ．Ｅｖａｌｕａｔｉｏｎ Ｍｏｄｅｌ ｏｆ Ｗａｔｅｒ
Ｒｅｓｏｕｒｃｅｓ Ｃｏｍｐｒｅｈｅｎｓｉｖｅ Ｉｎｄｅｘ Ｂａｓｅｄ ｏｎ Ｇｒｅｙ Ｃｏｒｒｅｌａｔｉｏｎ
Ａｎａｌｙｓｉｓ ａｎｄ ＧＭ （１，１） Ｐｒｅｄｉｃｔｉｏｎ［ Ｊ］ ．Ｉｎｔｅｒｎａｔｉｏｎａｌ Ｃｏｒｅ Ｊｏｕｒｎａｌ
ｏｆ Ｅｎｇｉｎｅｅｒｉｎｇ，２０２２，８（５）：３６４－３８１．

［１５］ 庞博，崔保山，蔡燕子，等．我国滨海湿地生态修复参照区选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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方法研究［Ｊ］ ．环境生态学，２０２０，２（１）：１－ ９，２５． ［ ＰＡＮＧ Ｂｏ，
ＣＵＩ Ｂａｏ⁃ｓｈａｎ，ＣＡＩ Ｙａｎ⁃ｚｉ， ｅｔ ａｌ． Ｓｔｕｄｉｅｓ ｏｎ Ｓｅｌｅｃｔｉｏｎ Ｍｅｔｈｏｄ ｏｆ
Ｒｅｆｅｒｅｎｃｅ Ｃｏｎｄｉｔｉｏｎ ｆｏｒ Ｅｃｏｌｏｇｉｃａｌ Ｒｅｓｔｏｒａｔｉｏｎ ｏｆ Ｃｏａｓｔａｌ Ｗｅｔｌａｎｄｓ
ｉｎ Ｃｈｉｎａ［Ｊ］ ．Ｅｎｖｉｒｏｎｍｅｎｔａｌ Ｅｃｏｌｏｇｙ，２０２０，２（１）：１－９，２５．］

［１６］ 高翔，黄娉婷，王可．宁夏沙坡头干旱沙漠自然保护区生态系

统稳定性评估［Ｊ］ ．生态学报，２０１９，３９（１７）：６３８１－６３９２．［ＧＡＯ
Ｘｉａｎｇ，ＨＵＡＮＧ Ｐｉｎｇ⁃ｔｉｎｇ，ＷＡＮＧ Ｋｅ．Ａｓｓｅｓｓｍｅｎｔ ｏｆ ｔｈｅ Ｅｃｏｓｙｓｔｅｍ
Ｓｔａｂｉｌｉｔｙ ｏｆ Ｓｈａｐｏｔｏｕ Ａｒｉｄ Ｄｅｓｅｒｔ Ｎａｔｕｒｅ Ｒｅｓｅｒｖｅ ｉｎ Ｎｉｎｇｘｉａ，Ｃｈｉｎａ
［Ｊ］ ．Ａｃｔａ Ｅｃｏｌｏｇｉｃａ Ｓｉｎｉｃａ，２０１９，３９（１７）：６３８１－６３９２．］

［１７］ ＭＯＲＲＩＳ Ｃ．Ｍｕｌｔｉｖａｒｉａｔｅ Ａｎａｌｙｓｉｓ ｏｆ Ｅｃｏｌｏｇｉｃａｌ Ｄａｔａ Ｕｓｉｎｇ Ｃａｎｏｃｏ
５，２ｎｄ Ｅｄｉｔｉｏｎ ［ Ｊ］ ． Ａｆｒｉｃａｎ Ｊｏｕｒｎａｌ ｏｆ Ｒａｎｇｅ ＆ Ｆｏｒａｇｅ Ｓｃｉｅｎｃｅ，
２０１５，３２（４）：２８９－２９０．

［１８］ 郭紫茹，王刚，吴玉琴，等．人类活动对盐城海岸线与滨海湿地

的影响研究［Ｊ］ ．生态与农村环境学报，２０２１，３７（３）：２９５－３０４．
［ＧＵＯ Ｚｉ⁃ｒｕ，ＷＡＮＧ Ｇａｎｇ，ＷＵ Ｙｕ⁃ｑｉｎ， ｅｔ ａｌ． Ｉｍｐａｃｔ ｏｆ Ｈｕｍａｎ
Ａｃｔｉｖｉｔｉｅｓ ｏｎ Ｙａｎｃｈｅｎｇ Ｃｏａｓｔｌｉｎｅ ａｎｄ Ｃｏａｓｔａｌ Ｗｅｔｌａｎｄｓ［Ｊ］ ．Ｊｏｕｒｎａｌ
ｏｆ Ｅｃｏｌｏｇｙ ａｎｄ Ｒｕｒａｌ Ｅｎｖｉｒｏｎｍｅｎｔ，２０２１，３７（３）：２９５－３０４．］

［１９］ 丁珊珊，于晓菲，王国平，等．水盐条件变化对盐沼湿地植物生

理生态特性及土壤环境的影响［ Ｊ］ ．土壤与作物，２０１９，８（２）：
１６６－１７７．［ＤＩＮＧ Ｓｈａｎ⁃ｓｈａｎ，ＹＵ Ｘｉａｏ⁃ｆｅｉ，ＷＡＮＧ Ｇｕｏ⁃ｐｉｎｇ，ｅｔ ａｌ．
Ｔｈｅ Ｅｆｆｅｃｔｓ ｏｆ Ｈｙｄｒｏｌｏｇｙ ａｎｄ Ｓａｌｉｎｉｔｙ ｏｎ Ｐｌａｎｔ Ｅｃｏ⁃ｐｈｙｓｉｏｌｏｇｙ ａｎｄ
Ｓｏｉｌ Ｅｎｖｉｒｏｎｍｅｎｔ ｉｎ Ｓａｌｉｎｅ Ｗｅｔｌａｎｄｓ： Ａ Ｒｅｖｉｅｗ ［ Ｊ］ ． Ｓｏｉｌｓ ａｎｄ
Ｃｒｏｐｓ，２０１９，８（２）：１６６－１７７．］

［２０］ 李飞飞，高珂晓，朱金方，等．综合物理防控技术对盐城大丰港

互花米草的控制效果 ［ Ｊ］ ．生态学报，２０２１，４１ （ ２４）：９６３７ －

９６４４． ［ ＬＩ Ｆｅｉ⁃ｆｅｉ， ＧＡＯ Ｋｅ⁃ｘｉａｏ， ＺＨＵ Ｊｉｎ⁃ｆａｎｇ， ｅｔ ａｌ． Ｅｆｆｅｃｔ ｏｆ
Ｃｏｍｐｒｅｈｅｎｓｉｖｅ Ｐｈｙｓｉｃａｌ Ｃｏｎｔｒｏｌ Ｔｅｃｈｎｏｌｏｇｉｅｓ ｏｎ Ｓｐａｒｔｉｎａ ａｌｔｅｒｎｉ⁃
ｆｌｏｒａ ｉｎ Ｄａｆｅｎｇ Ｐｏｒｔ，Ｙａｎｃｈｅｎｇ［ Ｊ］ ．Ａｃｔａ Ｅｃｏｌｏｇｉｃａ Ｓｉｎｉｃａ，２０２１，
４１（２４）：９６３７－９６４４．］

［２１］ 孙旭．水盐调控下翅碱蓬生长特征研究［Ｄ］．沈阳：沈阳农业大

学，２０１８．［ＳＵＮ Ｘｕ．Ｓｔｕｄｙ ｏｎ Ｇｒｏｗｔｈ Ｃｈａｒａｃｔｅｒｉｓｔｉｃｓ ｏｆ Ｓ． ｓａｌｓａ ｕｎ⁃
ｄｅｒ Ｗａｔｅｒ ａｎｄ Ｓａｌｉｎｉｔｙ Ｒｅｇｕｌａｔｉｏｎ［Ｄ］． Ｓｈｅｎｙａｎｇ：Ｓｈｅｎｙａｎｇ Ａｇｒｉ⁃
ｃｕｌｔｕｒａｌ Ｕｎｉｖｅｒｓｉｔｙ，２０１８．］

［２２］ 王摆，韩家波，周遵春，等．大凌河口湿地水盐梯度下翅碱蓬的

生态阈值［ Ｊ］ ．生态学杂志，２０１４，３３（１）：７１－７５．［ＷＡＮＧ Ｂａｉ，
ＨＡＮ Ｊｉａ⁃ｂｏ， ＺＨＯＵ Ｚｕｎ⁃ｃｈｕｎ， ｅｔ ａｌ． Ｅｃｏｌｏｇｉｃａｌ Ｔｈｒｅｓｈｏｌｄｓ ｏｆ
Ｓｕａｄｅａ ｈｅｔｅｒｏｐｔｅｒａ ｕｎｄｅｒ Ｇｒａｄｉｅｎｔｓ ｏｆ Ｓｏｉｌ Ｓａｌｉｎｉｔｙ ａｎｄ Ｍｏｉｓｔｕｒｅ ｉｎ
Ｄａｌｉｎｇ Ｒｉｖｅｒ Ｅｓｔｕａｒｉｎｅ Ｗｅｔｌａｎｄ［ Ｊ］ ． Ｃｈｉｎｅｓｅ Ｊｏｕｒｎａｌ ｏｆ Ｅｃｏｌｏｇｙ，
２０１４，３３（１）：７１－７５．］

［２３］ 贾林，刘璐瑶，王鹏山，等．盐地碱蓬的耐盐机理及改良土壤机

理研究进展［Ｊ］ ．中国农学通报，２０２１，３７（３）：７３－８０．［ ＪＩＡ Ｌｉｎ，
ＬＩＵ Ｌｕ⁃ｙａｏ，ＷＡＮＧ Ｐｅｎｇ⁃ｓｈａｎ， ｅｔ ａｌ． Ｓａｌｔ⁃ｔｏｌｅｒａｎｃｅ ａｎｄ Ｓｏｉｌ Ｉｍ⁃
ｐｒｏｖｅｍｅｎｔ Ｍｅｃｈａｎｉｓｍ ｏｆ Ｓｕａｅｄａ ｓａｌｓａ：Ｒｅｓｅａｒｃｈ Ｐｒｏｇｒｅｓｓ［Ｊ］ ．Ｃｈ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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长三角工业园区土壤中多环芳烃和邻苯二甲酸酯的
污染现状及来源解析

张馥颖， 许　 明， 周增幸， 孙露露， 林超霸， 朱雪竹① 　 （南京农业大学资源与环境科学学院， 江苏 南京 　
２１００９５）

摘要： 为评估长三角地区工业土壤中典型有机污染物的污染现状，选择具有代表性的工业园区采集土壤样品，利
用气相色谱－质谱（ＧＣ－ＭＳ）联用仪分析土壤中半挥发性有机污染物含量，并分析主要污染物来源。 在代表性工业

园区共设置 ４５ 个采样点位，采样点周边企业涵盖了计算机、通信及其他电子设备制造业、化学原料和化学制品制

造业、橡胶及塑料制品制造业、汽车制造业以及纺织服装业。 结果表明：（１）工业园区土壤中多环芳烃（ＰＡＨｓ）和
邻苯二甲酸酯（ＰＡＥｓ）为土壤中主要的半挥发性有机污染物，检出率分别为 １００􀆰 ０％及 ７５􀆰 ６％，含量范围分别为

２􀆰 １９～１５ ２００􀆰 ９０ μｇ·ｋｇ－１、未检出～４ １６８􀆰 ５６ μｇ·ｋｇ－１。 （２）２０ 世纪 ９０ 年代建设的工业园区土壤中 ４～６ 环 ＰＡＨｓ
占∑１６ＰＡＨｓ 比例高于新建工业园区，此外工业园区内汽车制造业、橡胶与塑料制造业、化学原料及化学制品制造

业存在对土壤造成 ＰＡＨｓ 和 ＰＡＥｓ 污染的工艺过程。 （３）工业园区土壤 ＰＡＨｓ 主要来源于燃烧源，应着重关注园区

企业燃煤燃油过程的污染物排放，加强橡胶与塑料制造业、化学原料及化学制品制造业生产过程中 ＰＡＥｓ 管控。
关键词： 长三角； 土壤； 有机污染物； 多环芳烃； 邻苯二甲酸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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ｐｈｔｈａｌａｔｅｓ （ＰＡＥｓ） ｗｅｒｅ １００％ ａｎｄ ７５􀆰 ６％， ｒｅｓｐｅｃｔｉｖｅｌｙ， ａｎｄ ｔｈｅ ｃｏｎｃｅｎｔｒａｔｉｏｎｓ ｗｅｒｅ ２􀆰 １９－１５ ２００􀆰 ９０ μｇ·ｋｇ－１ ａｎｄ
ｎ．ｄ． －４ １６８􀆰 ５６ μｇ·ｋｇ－１， ｒｅｓｐｅｃｔｉｖｅｌｙ． （２） Ｔｈｅ ｃｏｎｃｅｎｔｒａｔｉｏｎｓ ｏｆ ４－６ ｒｉｎｇｓ ＰＡＨｓ ｉｎ ｔｈｅ ｏｌｄ ｉｎｄｕｓｔｒｉａｌ ｐａｒｋｓ ａｒｅ ｈｉｇｈｅｒ
ｔｈａｎ ｔｈｏｓｅ ｉｎ ｔｈｅ ｎｅｗ ｉｎｄｕｓｔｒｉａｌ ｐａｒｋｓ． Ｉｎ ａｄｄｉｔｉｏｎ， ａｔｔｅｎｔｉｏｎ ｓｈｏｕｌｄ ｂｅ ｐａｉｄ ｔｏ ｔｈｅ ｐｒｏｃｅｓｓ ｏｆ ｓｏｉｌ ｐｏｌｌｕｔｉｏｎ ｃａｕｓｅｄ ｂｙ ａｕｔｏ⁃
ｍｏｂｉｌｅ ｍａｎｕｆａｃｔｕｒｉｎｇ， ｒｕｂｂｅｒ ａｎｄ ｐｌａｓｔｉｃ ｍａｎｕｆａｃｔｕｒｉｎｇ， ｃｏｍｐｕｔｅｒ ｃｏｍｍｕｎｉｃａｔｉｏｎ ａｎｄ ｏｔｈｅｒ ｍａｎｕｆａｃｔｕｒｉｎｇ ｉｎｄｕｓｔｒｉｅｓ ｉｎ
ｔｈｅ ｉｎｄｕｓｔｒｉａｌ ｐａｒｋｓ． （３） Ｔｈｅ ＰＡＨｓ ｉｎ ｓｏｉｌ ｏｆ ｉｎｄｕｓｔｒｉａｌ ｐａｒｋｓ ｍａｉｎｌｙ ｃａｍｅ ｆｒｏｍ ｃｏｍｂｕｓｔｉｏｎ ｓｏｕｒｃｅｓ． Ｉｔ ｉｓ ｎｅｃｅｓｓａｒｙ ｔｏ ｐａｙ
ｍｏｒｅ ａｔｔｅｎｔｉｏｎ ｔｏ ｔｈｅ ｐｏｌｌｕｔａｎｔ ｄｉｓｃｈａｒｇｅ ｉｎ ｔｈｅ ｐｒｏｃｅｓｓ ｏｆ ｃｏａｌ ａｎｄ ｆｕｅｌ ｏｉｌ ｂｕｒｎｉｎｇ ｏｆ ｅｎｔｅｒｐｒｉｓｅｓ ｉｎ ｔｈｅ ｐａｒｋｓ， ａｎｄ ｔｏ
ｓｔｒｅｎｇｔｈｅｎ ｔｈｅ ｃｏｎｔｒｏｌ ｏｆ ＰＡＥｓ ｉｎ ｔｈｅ ｐｒｏｄｕｃｔｉｏｎ ｐｒｏｃｅｓｓ ｏｆ ｒｕｂｂｅｒ ａｎｄ ｐｌａｓｔｉｃ ｍａｎｕｆａｃｔｕｒｉｎｇ ａｎｄ ｃｈｅｍｉｃａｌ ｒａｗ ｍａｔｅｒｉａｌｓ
ａｎｄ ｃｈｅｍｉｃａｌ ｐｒｏｄｕｃｔｓ ｍａｎｕｆａｃｔｕｒｉｎ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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Ｋｅｙ ｗｏｒｄｓ： Ｙａｎｇｔｚｅ Ｒｉｖｅｒ Ｄｅｌｔａ； ｓｏｉｌ； ｏｒｇａｎｉｃ ｐｏｌｌｕｔａｎｔｓ； ｐｏｌｙｃｙｃｌｉｃ ａｒｏｍａｔｉｃ ｈｙｄｒｏｃａｒｂｏｎｓ； ｐｈｔｈａｌａｔｅｓ

　 　 随着社会经济的迅速发展，城市化进程加快，
产业结构深入调整，工业园区土壤污染问题也日渐

严峻。 据 ２０１４ 年全国土壤污染状况调查公报，长三

角区域土壤污染问题突出，重污染企业周边土壤的

点位超标率达 ３６􀆰 ３％［１］。
多环芳烃（ＰＡＨｓ）和邻苯二甲酸酯（ＰＡＥｓ）是广

泛存在于工业园区周边土壤中的典型持久性有机

污染物，ＰＡＨｓ 主要来源于人为活动，如煤炭、焦炭、
原油、汽油、煤油、柴油、天然气和生物质等有机物

的不完全燃烧或热解［２－４］。 土壤中聚积的 ＰＡＨｓ 会

通过食物链积累，最终对人类产生致畸、致突变甚

至致癌的影响［５－７］。 ＰＡＥｓ 广泛用于工业溶剂、塑
料、建筑材料、纺织品、化妆品和医药产品的生

产［８－９］，从而增加产品柔韧性，提高低温性能和阻燃

性能。 我国已成为世界最大的塑料消费国之一，需
求量居全球第 ２［１０］，ＰＡＥｓ 年产量占全球的 ４２％［１１］。
大量研究显示，ＰＡＥｓ 具有内分泌干扰效应，会对人

类和动物生长发育及生殖能力造成严重影响，且具

有“三致”风险，已被国际癌症研究机构（ ＩＡＲＣ）列

为潜在致癌物质［１０， １２］。
迄今为止，国内外学者对工业场地周边土壤中

有机污染开展了大量研究。 冯嫣等［１３］ 检测到某废

旧焦化厂的不同车间表层土壤中∑ＰＡＨｓ 含量为

６７２􀆰 ８～１４４ ８１４􀆰 ３ ｎｇ·ｇ－１，部分土壤甚至达到重度

污染。 ＪＩＡＯ 等［１４］报道一家化工厂周围土壤检出超

过 １ ｍｇ·ｋｇ－１的 ＰＡＨｓ，达到严重污染水平。 杨帆

等［１５］报道某化工基地表层土壤 ΣＰＡＨｓ 含量介于未

检出 ～ １２３􀆰 １２ ｍｇ·ｋｇ－１之间，平均值竟高达 １０􀆰 １９
ｍｇ·ｋｇ－１。 对于工业场地周边土壤中 ＰＡＥｓ 的研究

大多集中于电子制造业和塑料制品制造业。 ＷＵ
等［１６］研究报道了我国电子制造业附近土壤∑ＰＡＥｓ
总量为 ８􀆰 ６３～ １７１􀆰 ６４ ｍｇ·ｋｇ－１，其中 ＤＥＨＰ 含量居

于首位；ＬＩＵ 等［１７］对某电子垃圾拆解场土壤中调查

发现，ＰＡＥｓ 含量为 １１􀆰 ８～１７􀆰 ９ ｍｇ·ｋｇ－１，主要 ＰＡＥｓ
为 ＤＥＨＰ 和 ＤＢＰ。 大多数研究聚焦于单一类型有

机污染的含量与来源，对 ＰＡＨｓ、ＰＡＥｓ 这类有机复

合污染及与污染型企业的潜在关系却鲜有研究。
长三角地区是世界上人口最密集、经济最繁荣

的地区之一，工业企业分布较广，产业类型丰富，现
有工业园区 １００ 余个，占全国 １ ／ ６ 以上［１８－２２］。 针对

长三角地区的江苏、浙江两省主要污染型产业（计
算机通信及电子设备制造业、化学原料和化学制品

制造业、橡胶及塑料制品制造业、汽车制造业、纺织

服装制造业），选择具有代表性的工业园区进行土

壤样品采集，分析比较不同工业园区周边土壤中半

挥发性有机污染物含量，并对其主要污染物组成及

来源进行解析，为土壤环境管理和污染削减控制提

供依据，从而促进长三角地区生态安全和高质量

发展。

１　 材料与方法

１􀆰 １　 土壤样品采集及保存

选择 ４ 个位于长三角不同区域的城市（盐城、
南京、宁波和绍兴）作为研究对象，盐城、南京分别

位于长三角的北部和西南地区，宁波和绍兴位于东

南地区。 ４ 个城市均属于亚热带季风气候区，并且

土壤类型以黄棕壤为主。 这些城市工业发展存在

差异，南京、宁波工业发展较早并且以煤炭石油、橡
塑制造业、化学原料及化学制品制造业为主，而盐

城和绍兴工业区建设较晚，主要以汽车制造业和纺

织服装业等产业为主。
土壤样品采集时间为 ２０２１ 年 ４—５ 月，采样区

域为长三角地区 ４ 个城市的 ９ 个主要工业园区，共
４５ 个采样点，工业园区的布设如图 １ 所示，主要包

括盐城市亭湖区电子产业园（Ｙａ）、盐城市陈家港化

学工业园区（Ｙｂ）、盐城市射阳染整产业园（Ｙｃ）；南
京市江宁经济技术开发区（Ｎａ）、南京化学工业园区

（Ｎｂ）；宁波经济技术开发区（Ｂａ）、宁波石化经济技

术开发区（Ｂｂ）；绍兴上虞经济技术开发区（Ｘａ）、绍
兴袍江工业区（Ｘｂ）。 共计 ９０ 份土壤样品，涵盖了

计算机通信及电子设备制造业（１１ 个点位）、化学原

料和化学制品制造业（１４ 个点位）、橡胶及塑料制品

制造业（９ 个点位）、汽车制造业（５ 个点位）及纺织

服装制造业（６ 个点位）。
根据工业园区特点，参照 ＨＪ ／ Ｔ ２５􀆰 ２—２０１９《建

设用地土壤污染风险管控和修复检测技术导则》设
置采样点。 每个样点分别采集 ０ ～ ２０ 及＞２０ ～ ４０ ｃｍ
不同深度的土壤样品，置于 ４０ ｍＬ 棕色试剂瓶，４ ℃
以下低温运输至实验室后－４０ ℃冷冻保存。
１􀆰 ２　 样品测试

取 ５ ｇ 研磨后过 ０􀆰 ２３ ｍｍ 孔径筛的冷冻干燥的

土壤样品于 ４０ ｍＬ 棕色玻璃离心管中，加入 １００ μＬ
４，４′－三联苯－ｄ１４替代物（２００ μｇ·ｍＬ－１），之后加入

１０ ｍＬ 正己烷和二氯甲烷（体积比 １ ∶ １）溶液涡旋

（２ ０００ ｒ·ｍｉｎ－１）１０ ｍｉｎ，超声萃取 ３０ ｍｉｎ，以 ２ ５００
ｒ·ｍｉｎ－１离心 １０ ｍｉｎ（离心半径 １０ ｃｍ），用玻璃滴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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吸取上清液后过无水硫酸钠－硅胶柱（上层 １ ｇ 无水

硫酸钠，中层 ２ ｇ 硅胶，下层 １ ｇ 无水硫酸钠），提取

过程重复 ３ 次。 最后用 ５ ｍＬ 正己烷洗脱无水硫酸

钠－硅胶柱 ３ 次，收集所有萃取液和洗脱液于烧瓶

中，４０ ℃恒温下旋转蒸发至近干，在旋蒸瓶中加入

１００ μＬ 内标溶液（２００ μｇ·ｍＬ－１），并用二氯甲烷定

容至 ２ ｍＬ，过 ０􀆰 ２２ μｍ 孔径滤膜后，取 １ ｍＬ 于 ２
ｍＬ 棕色进样瓶中，－４０ ℃保存待测。 ４，４′－三联苯－
ｄ１４替代物作为回收率指示物。 半挥发性有机物混

标（包含优先管控的 １６ 种 ＰＡＨｓ 及 ６ 种 ＰＡＥｓ 的混

合液）、内标溶液（１，４－二氯苯－ｄ４、萘－ｄ８、苊－ｄ１０、
菲－ｄ１０、 －ｄ１２和苝－ｄ１２）均购于 ＡｃｃｕＳｔａｎｄａｒｄ 公司。

Ｙａ—盐城市亭湖区电子产业园，Ｙｂ—盐城市陈家港化学工业园区，

Ｙｃ—盐城市射阳染整产业园，Ｎａ—南京市江宁经济技术开发区，

Ｎｂ—南京化学工业园区，Ｂａ—宁波经济技术开发区，Ｂｂ—宁波石化

经济技术开发区，Ｘａ—绍兴上虞经济技术开发区，Ｘｂ—绍兴袍江工业区。

审图号：ＧＳ（２０２３）２８１６。

图 １　 长三角地区各工业园采样区分布

Ｆｉｇ􀆰 １　 Ｄｉｓｔｒｉｂｕｔｉｏｎ ｏｆ ｓａｍｐｌｉｎｇ ｓｉｔｅｓ ｉｎ
ｔｈｅ Ｙａｎｇｔｚｅ Ｒｉｖｅｒ Ｄｅｌｔａ

土壤中半挥发性有机物利用气相色谱－质谱

（ＧＣ－ＭＳ）联用仪（岛津 ＧＣ－ＭＳ ＱＰ２０１０ ＳＥ）分析。
气相色谱条件：载气为高纯氦气（Ｈｅ），不分流进样，
柱流量为 １􀆰 ０ ｍＬ·ｍｉｎ－１，进样量 １􀆰 ０ μＬ。 质谱条

件：ＥＩ 电离源 ７０ ｅＶ，质量范围 ３５～４５０ ａｍｕ，离子源

温度 ２３０ ℃，接口温度 ２８０ ℃，四级杆温度 １５０ ℃，
溶剂延迟时间为 ５ ｍｉｎ。

每 ２０ 个样品做一个空白试验，即在棕色玻璃离

心管中加入 ５ ｇ 石英砂，其余步骤与土壤样品一致。
所有测试数据均为 ３ 个平行样的平均值，平行样的

标准差均小于其平均值的 １５􀆰 ０％。 替代物回收率

为 ６８􀆰 ０％～８６􀆰 ０％，检出限为 １􀆰 ００～１２􀆰 ００ μｇ·ｋｇ－１。

１􀆰 ３　 源解析方法

采用特征比值法来确定 ＰＡＨｓ 的可能来源［２３］。
特征比值法由于其自身受环境影响较小，所以被广

泛用于 ＰＡＨｓ 来源解析［２４－２５］。 选用的特征比值为

ＢａＡ ／ （ＢａＡ ＋ Ｃｈｒ）、 Ｆｌａ ／ （ Ｆｌａ ＋ Ｐｒｙ ） 和 Ａｎｔ ／ （ Ａｎｔ ＋
Ｐｈｅ）。
１􀆰 ４　 数据处理与分析方法

实验数据分析和作图采取 Ｏｒｉｇｉｎ ２０１９、ＡｒｃＧＩＳ
１０􀆰 ６ 等软件。 运用 ＳＰＳＳ ２６􀆰 ０ 软件进行相关性

分析。

２　 结果与分析

２􀆰 １　 工业园区土壤中 ＰＡＨｓ 和 ＰＡＥｓ 污染特征

２􀆰 １􀆰 １　 工业园区不同深度土壤中有机污染物检出

率与含量范围

针对不同深度采集的 ４５ 个点位的 ９０ 份工业园

区土壤样品中有机污染物检出率达 １００􀆰 ０％，共检

测出 ２３ 种半挥发性有机污染物，包含了美国环保局

（ＵＳＥＰＡ）列出的 １６ 种优先控制 ＰＡＨｓ，３ 种 ＰＡＥｓ
（ＤＥＨＰ、ＤＢＰ 和 ＤＭＰ） 以及 ＤＢＦ、 Ｃａｒ、 ３ － ＮＡ、２ －
ＭＮａｐ。 ２３ 种半挥发性有机污染物均未超过标准中

的第 ２ 类用地筛选值。 根据一类建设用地标准计算

内梅罗综合污染指数发现，１􀆰 １％为尚清洁但处于警

戒线的用地，２􀆰 ２％为轻污染用地。 ＰＡＨｓ 与 ＰＡＥｓ
为检出率最高的污染物，检出率分别达 １００􀆰 ０％和

７５􀆰 ６％，含量范围为 ２􀆰 １９ ～ １５ ２００􀆰 ９０ μｇ·ｋｇ－１和未

检出 ～ ４ １６８􀆰 ５６ μｇ·ｋｇ－１。 前人研究结果与之类

似，如 ＬÜ 等［２６］在对浙江省表层土壤 ＰＡＥｓ 空间分

布特征进行分析时发现， ＰＡＥｓ 的总含量范围为

３４２～２５ ２１９ ｎｇ·ｇ－１。 ＬＩ 等［２０］调查了长三角城市土

壤中 １６ 种优先管控多环芳烃∑１６ＰＡＨｓ 的分布、组
成和来源，∑１６ＰＡＨｓ 含量范围为 ２１～２ ０３４ ｎｇ·ｇ－１，
中值为（１２４±３３８） ｎｇ·ｇ－１。

不同深度土壤中有机污染物的检出率和平均

含量如图 ２ 所示，随着土壤深度的变化，土壤中有机

污染物检出种类一致，但检出率及平均含量发生了

变化。 Ａｎｔ、Ｆｌａ、ＢｋＦ、ＢａＰ、ＩｎＰ、ＤＢＡ、ＤＥＨＰ ７ 种致癌

性有机污染物在 ２０～４０ ｃｍ 土壤中的检出率超过了

０～２０ ｃｍ 土壤。 ６８􀆰 ４％的有机污染物在＞２０ ～ ４０ ｃｍ
土壤中的平均含量低于 ０～２０ ｃｍ 土壤，降低幅度达

２􀆰 ２％ ～ ６１􀆰 ８％， 而 Ｐｙｒ、 ＢａＰ、 ＩｎＰ、 ＢｇｈｉＰ、 ＤＭＰ 在

＞２０～４０ ｃｍ 土壤中的平均含量高于 ０～２０ ｃｍ 土壤，
特别是 ＤＭＰ 在＞２０ ～ ４０ ｃｍ 土壤中的平均含量较

０～２０ ｃｍ 增加了 ２０ 倍。 推测高环 ＰＡＨｓ 更易在土

壤下层聚集，原因是低环 ＰＡＨｓ 溶解度高，高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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ＰＡＨｓ 亲脂性强。 在不断的水 ／土分配过程中，低环

ＰＡＨｓ 在向下迁移的同时更易被土壤微生物降解，
而高环 ＰＡＨｓ 易被土壤中的有机质吸附，最终造成

土层间 ＰＡＨｓ 组成的规律性变化［２７］。

Ｎａｐ—萘； Ａｃｙ—苊烯； Ａｃｅ—苊； Ｆｌｕ—芴； Ｐｈｅ—菲； Ａｎｔ—蒽； Ｆｌａ—荧蒽； Ｐｙｒ—芘； ＢａＡ—苯并（ａ）蒽； Ｃｈｒｙ— ； ＢｂＦ—苯并（ｂ）荧蒽； ＢｋＦ—苯并（ｋ）荧蒽；

ＢａＰ—苯并（ａ）芘； ＩｎＰ—茚（１，２，３－ｃｄ）芘； ＤＢＡ—二苯并（ａ，ｈ）蒽； ＢｇｈｉＰ—苯并（ｇｈｉ）芘； ＤＥＨＰ—邻苯二甲酸二（２－二乙基己基）酯；

ＤＢＰ—邻苯二甲酸二丁酯； ＤＭＰ—邻苯二甲酸二甲酯； ＤＢＦ—二苯并呋喃； Ｃａｒ—咔唑； ３－ＮＡ—３－硝基苯胺； ２－ＭＮａｐ—２－甲基萘。

图 ２　 工业园区不同深度土壤中有机污染物的检出率和平均含量

Ｆｉｇ􀆰 ２　 Ｄｅｔｅｃｔｉｏｎ ｒａｔｅｓ ａｎｄ ａｖｅｒａｇｅ ｃｏｎｃｅｎｔｒａｔｉｏｎｓ ｏｆ ｏｒｇａｎｉｃ ｐｏｌｌｕｔａｎｔｓ ｉｎ ｓｏｉｌｓ ｏｆ ０－２０ ａｎｄ ＞２０－４０ ｃｍ ｄｅｐｔｈ

２􀆰 １􀆰 ２　 工业园区土壤中 ＰＡＨｓ、ＰＡＥｓ 组分特征

除 Ｙｃ 及 Ｎａ 外，其余工业园区均检测出 ＤＥＨＰ，
且 Ｂａ、Ｂｂ 工业园区土壤中 ＤＥＨＰ 检出含量最高，平
均含量分别为 １ ２７２􀆰 ７０ 和 ２ ００３􀆰 １６ μｇ·ｋｇ－１（图
３）。 这与 ＬÜ 等［２６］研究结果一致，浙江省表层土壤

中主要的 ＰＡＥ 同源物为 ＤＥＨＰ （平均值为 １ ７２７

ｎｇ·ｇ－１）。 土壤 ＤＥＨＰ 一般是通过比化学键作用弱

的氢键和范德华力连接，易从聚合物上迁移，随之

释放到环境中［２８］。 ＤＥＨＰ 这类 ＰＡＥｓ 的辛醇－水分

配系数较大，较难被生物降解，易被土壤颗粒吸附，
从而导致土壤中含量较高［２９－３０］。

各工业园区名称代码见图 １，有机污染物名称见图 ２。

图 ３　 不同工业园区土壤中 ＰＡＨｓ 及 ＰＡＥｓ 含量范围及平均值

Ｆｉｇ􀆰 ３　 Ｃｏｎｃｅｎｔｒａｔｉｏｎｓ ｏｆ ＰＡＨｓ ａｎｄ ＰＡＥｓ ｉｎ ｓｏｉｌｓ ｏｆ ｄｉｆｆｅｒｅｎｔ ｉｎｄｕｓｔｒｉａｌ ｐａｒｋ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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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采样点周边的工业行业差异导致每个工业园

区土壤的特征污染物存在差异。 Ｙａ 工业园区土壤

最高检出含量污染物为 Ｆｌａ，平均含量为 １０２􀆰 ３４
μｇ·ｋｇ－１；Ｙｃ 工业园区土壤最高检出含量污染物为

ＢａＰ，平均含量为 ６􀆰 ５９ μｇ·ｋｇ－１；Ｎａ 工业园区土壤

最高检出浓度污染物为 ＢｂＦ，平均含量为 ８２􀆰 ６８
μｇ·ｋｇ－１。 参照土壤∑１６ ＰＡＨｓ 含量污染分级标

准［３１］，土壤样品中 ５３􀆰 ３％属于清洁土壤（＜２００ μｇ·
ｋｇ－１），２２􀆰 ２％ 属于轻污染土壤 （ ２００ ～ ６００ μｇ ·
ｋｇ－１），１１􀆰 １％属于中污染土壤（ ＞６００ ～ １ ０００ μｇ·
ｋｇ－１），１３􀆰 ３％属于重污染土壤（ ＞１ ０００ μｇ·ｋｇ－１）。
按照工业园区划分来看（图 ４），Ｙｂ、Ｙｃ、Ｘａ 土壤中

∑１６ＰＡＨｓ 含量均小于 １００ μｇ·ｋｇ－１，属于清洁土

壤。 Ｙａ、Ｎａ、Ｎｂ、Ｂｂ、Ｘｂ 工业园区土壤中∑１６ ＰＡＨｓ
含量 为 ５１８􀆰 １０、 ４７９􀆰 ３１、 ２４９􀆰 ４０、 ３７６􀆰 ６２、 ２６９􀆰 ２０
μｇ·ｋｇ－１，属于轻污染土壤；而 Ｂａ 工业园区土壤中

∑１６ＰＡＨｓ 含量为 ２ ６５９􀆰 ７３ μｇ·ｋｇ－１，属于重污染土

壤，并且 ７ 种致癌性 ＰＡＨｓ（∑７ＰＡＨｓ）的均值高达

１ ２２９􀆰 ７８ μｇ·ｋｇ－１，高含量的 ＰＡＨｓ 污染可归因于

工业的迅猛发展［２０］。 将 ＤＥＨＰ、ＤＢＰ、ＤＭＰ 与美国

ＰＡＥｓ 化合物控制标准相比，本次调查的 ９０ 个土壤

样品中有 ７ 个样品的 ＤＢＰ 含量超过 ８１ μｇ·ｋｇ－１的

控制标准，超标率达 ７􀆰 ８％；３ 个样品的 ＤＭＰ 含量超

过 ２０ μｇ·ｋｇ－１的控制标准，超标率达 ３􀆰 ３％；并未有

土壤样品 ＤＥＨＰ 含量超过控制标准。 其中 ＤＢＰ 含

量的超标点位均位于 Ｂａ、Ｂｂ 工业园区内，应加强园

区对于 ＤＢＰ 的管控。
２􀆰 ２　 工业园区 ＰＡＨｓ、ＰＡＥｓ 组成特征、来源解析及

相关性分析

２􀆰 ２􀆰 １　 工业园区不同深度土壤 ＰＡＨｓ、ＰＡＥｓ 组成特

征及来源解析

根据 ＰＡＨｓ 性质和分子量的大小将其分为

ＬＰＡＨｓ （ ２ ～ ３ 环 ＰＡＨｓ）、 ＭＰＡＨｓ （ ４ 环 ＰＡＨｓ）、
ＨＰＡＨｓ（５～６ 环 ＰＡＨｓ） ［２４，３２］。 各工业园区不同深度

土壤中 ＰＡＨｓ 组成特征如图 ５ 所示，盐城地区（Ｙａ、
Ｙｂ、Ｙｃ）表层土壤中 ＬＰＡＨｓ 占比偏高，尤其是 Ｙｂ 工

业园区土壤中 ２ 环 ＰＡＨｓ 占比达 ５６􀆰 ２％；其余 ３ 地

的工业园区土壤中 ＰＡＨｓ 组成以 ＨＰＡＨｓ 为主，占
∑１６ＰＡＨｓ 的 ３７􀆰 ８％ ～ ６５􀆰 ５％。 冉宗信等［３２］ 对典型

工业区土壤多环芳烃污染特征分析时发现，各工业

区土壤 ＰＡＨｓ 主要以 ＭＰＡＨｓ 和 ＨＰＡＨｓ 为主，总体

呈现出 ＨＰＡＨｓ＞ＭＰＡＨｓ＞ＬＰＡＨｓ 的规律。 有研究表

明，ＨＰＡＨｓ 主要产生于高温燃烧过程（如汽油和煤

炭燃烧），且普遍具有强致癌性［３２］。 与此相比，Ｘａ、
Ｘｂ、Ｙａ、Ｙｂ 为新兴工业园区，受污染程度尚浅，但由

于众多工业企业搬迁至此，也应做好预防，加强管

理。 除此之外，除 Ｙｂ 工业园区外，其余工业园区＞
２０～４０ ｃｍ 土壤中 ＨＰＡＨｓ 占比均超过 ４０％。 推测

原因是 ＬＰＡＨｓ 挥发性强，饱和蒸气压高，更易以气

态形式存在于大气中进行长距离输送（即外源输

入），而 ＨＰＡＨｓ 不易挥发，多结合在颗粒物上易伴

随干、湿沉降进入地表，甚至往土壤下层迁移［２４，３３］。

各工业园区名称见图 １。 ∑７ＰＡＨｓ—７ 种致癌性 ＰＡＨｓ 总量；

∑１６ＰＡＨｓ—１６ 种优先管控 ＰＡＨｓ 总量。

图 ４　 各工业园区∑７ＰＡＨｓ 及∑１６ＰＡＨｓ 平均含量

Ｆｉｇ􀆰 ４　 Ｃｏｎｃｅｎｔｒａｔｉｏｎｓ ｏｆ ∑７ＰＡＨｓ ａｎｄ ∑１６ＰＡＨｓ ｉｎ

ｓｏｉｌｓ ｏｆ ｄｉｆｆｅｒｅｎｔ ｉｎｄｕｓｔｒｉａｌ ｐａｒｋｓ

不同深度土壤中 ＰＡＥｓ 组成特征如图 ３ 所示，
除 Ｙｃ、Ｎａ 工业园区外，其余工业园区土壤中 ＤＥＨＰ
占∑３ＰＡＥｓ 的比例高达 ６２􀆰 ５％～９８􀆰 ３％，且 ０～２０ ｃｍ
土壤中 ＤＢＰ 和 ＤＥＨＰ 浓度均高于 ＤＭＰ。 据报道，
高分子量的 ＤＢＰ 和 ＤＥＨＰ 更易在土壤中长期残

留［３４］。 不同 ＰＡＥｓ 来源也有所不同，ＤＭＰ 主要来自

燃煤，ＤＢＰ 主要来自塑料制品和各种工业燃料的排

放，ＤＥＨＰ 主要来自塑料生产加工过程的排放［３５］。
由此可见，Ｙｃ、Ｎａ 工业园区土壤中 ＰＡＥｓ 主要来自

于煤炭燃烧，其余工业园区土壤 ＰＡＥｓ 主要来源于

塑料生产加工过程。 特别是 Ｂａ 工业园区周边分布

着较多的橡胶与塑料制品制造业，Ｂｂ 工业园分布着

较多化学原料及化学制品制造业，在橡胶及塑料制

品及化学制品的生产加工过程中会使用 ＰＡＥｓ 作为

添加剂，从而提高产品的柔韧性和阻燃性，因此应

加强关注橡胶及塑料制品制造业和化学原料及化

学制品制造业对工业园区土壤造成的 ＰＡＥｓ 污染

问题。
２􀆰 ２􀆰 ２　 不同企业类型周边土壤 ＰＡＨｓ 来源解析

利用特征比值法对不同行业周边土壤中 ＰＡＨｓ
的来源进行分析，结果如图 ６ 所示。 汽车制造业周

边土壤中近 ６０􀆰 ０％ＰＡＨｓ 来自石油源；计算机、电子

及其制造业周边土壤有 ５０􀆰 ０％ＰＡＨｓ 来自石油源。
除此之外，其他行业以燃烧源为主，如化学原料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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化学制品制造业周边土壤有 ７１􀆰 ４％ＰＡＨｓ 来自燃烧

源，其中 ４０􀆰 ０％来源于煤、生物质燃烧，２０􀆰 ０％来自

液体化石燃料燃烧；纺织服装业周边土壤 ＰＡＨｓ 全

部来自燃烧源，其中 ６６􀆰 ７％来源于煤、生物质燃烧，
３３􀆰 ３％来自液体化石燃料燃烧；橡胶和塑料制品制

造业周边土壤 ＰＡＨｓ 全部来自燃烧源，其中 １００􀆰 ０％
存在煤、生物质燃烧，４４􀆰 ４％存在液体化石燃料燃

烧。 能源消耗型行业大量化石燃料的燃烧或高温

裂解导致 ＰＡＨｓ 等污染物大量释放，造成周边土壤

的污染［３６］。 因此确定土壤中 ＰＡＨｓ 来源是探究

ＰＡＨｓ 迁移转化的重要环节。 源解析表明，对于橡

胶和塑料制品制造业、汽车制造业和计算机、电子

及其制造业需要关注石油的使用、燃烧过程中的

ＰＡＨｓ 排放，减少其对周边土壤的 ＰＡＨｓ 污染胁迫。

各工业园区名称见图 １。

ＬＰＡＨｓ—２～３ 环 ＰＡＨｓ； ＭＰＡＨｓ—４ 环 ＰＡＨｓ； ＨＰＡＨｓ—５～６ 环 ＰＡＨｓ。

图 ５　 各工业园区不同深度土壤中 ＰＡＨｓ、ＰＡＥｓ 组成特征

Ｆｉｇ􀆰 ５　 Ｃｏｍｐｏｓｉｔｉｏｎ ｃｈａｒａｃｔｅｒｉｓｔｉｃｓ ｏｆ ＰＡＨｓ ａｎｄ ＰＡＥｓ ｉｎ ｓｏｉｌ ａｔ ｄｉｆｆｅｒｅｎｔ ｄｅｐｔｈｓ ｏｆ ｖａｒｉｏｕｓ ｉｎｄｕｓｔｒｉａｌ ｐａｒｋｓ

图 ６　 不同行业周边土壤中 ＢａＡ ／ （ＢａＡ＋Ｃｈｒ）与 Ｆｌａ ／ （Ｆｌａ＋Ｐｒｙ）、Ａｎｔ ／ （Ａｎｔ＋Ｐｈｅ）与 Ｆｌａ ／ （Ｆｌａ＋Ｐｒｙ）比值分布

Ｆｉｇ􀆰 ６　 Ｒａｔｉｏ ｏｆ ＢａＡ ／ （ＢａＡ＋Ｃｈｒ） ｔｏ Ｆｌａ ／ （Ｆｌａ＋Ｐｒｙ）， Ａｎｔ ／ （Ａｎｔ＋Ｐｈｅ） ｔｏ Ｆｌａ ／ （Ｆｌａ＋Ｐｒｙ） ｉｎ
ｓｏｉｌ ｓｕｒｒｏｕｎｄｉｎｇ ｄｉｆｆｅｒｅｎｔ ｉｎｄｕｓｔｒｉｅｓ

　 　 Ｙｂ 工业园区分布着大量的汽车制造业，Ｙｃ 则

以纺织服装业占主导，其余各工业园区不同企业类

型占比见表 １。 Ｙａ、Ｎａ 工业园区分布着较多的汽车

制造业和计算机、电子及其制造业，汽车制造业对

石油类产品的消耗逐渐增多，汽车尾气排放及石油

类产品在使用过程中的泄露对土壤中 ＰＡＨｓ 的贡献

也占较大比例［３７］。 李春平等［３８］ 报道汽车制造业的

ＰＡＨｓ 污染主要是由于油漆过程中的溢漏、生产区

域存储罐泄漏、场地上废物清洁剂或油漆污泥的处

置导致。 Ｎｂ、Ｂａ、Ｂｂ 工业园区分布着较多的橡胶及

塑料制品制造业、化学原料及化学制品制造业以及

其他重工业企业，土壤中 ＰＡＨｓ 主要以 ＨＰＡＨｓ 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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多，其来源以燃烧源为主，且以煤、生物质燃料燃烧

居多。 分析发现，土壤中有机污染状况不仅与其周

边的企业类型有关，还与当地的工业发展情况、燃
煤燃油量及企业建设年代存在一定联系，如 Ｂａ 与

Ｎｂ 工业园区分布的企业类型相似，但其土壤中

ＰＡＨｓ 污染程度差异很大，Ｎｂ 土壤中∑１６ＰＡＨｓ 平均

含量为 ２４９􀆰 ４０ μｇ·ｋｇ－１，属于轻污染土壤，而 Ｂａ 土

壤中∑１６ＰＡＨｓ 平均含量为 ２ ６５９􀆰 ７３ μｇ·ｋｇ－１，属于

重污染土壤。 Ｂａ 工业园区为 ２０ 世纪 ９０ 年代建设

的一批老工业园区，Ｎｂ 工业园区为 ２０００ 年以后投

入生产的，因此 Ｂａ 工业园区较 Ｎｂ 工业园区生产时

间长，其土壤受有机污染严重。

表 １　 各工业园区不同企业类型的占比

Ｔａｂｌｅ １　 Ｐｒｏｐｏｒｔｉｏｎ ｏｆ ｄｉｆｆｅｒｅｎｔ ｔｙｐｅｓ ｏｆ ｅｎｔｅｒｐｒｉｓｅｓ ｉｎ ｅａｃｈ
ｉｎｄｕｓｔｒｉａｌ ｐａｒｋ ％

工业
园区

计算机、
通信及其

电子制造业

汽车制
造业

橡胶及塑
料制品制

造业

化学原料
及化学制
品制造业

纺织服
装业

Ｙａ ５０􀆰 ０ ３７􀆰 ５ １２􀆰 ５ ０ ０
Ｙｂ ０ ０􀆰 ０ ０ １００ ０
Ｙｃ ０ ０􀆰 ０ ０ ０ １００
Ｎａ ５０􀆰 ０ ２５􀆰 ０ ２５􀆰 ０ ０ ０
Ｎｂ ０ ０􀆰 ０ ３３􀆰 ３ ６６􀆰 ７ ０
Ｂａ １２􀆰 ５ １２􀆰 ５ ３７􀆰 ５ ２５􀆰 ０ １２􀆰 ５
Ｂｂ ２０􀆰 ０ ０ ２０􀆰 ０ ４０􀆰 ０ ２０􀆰 ０
Ｘａ ２８􀆰 ６ ０ １４􀆰 ３ ４２􀆰 ９ １４􀆰 ３
Ｘｂ ３３􀆰 ３ ０ ０ ３３􀆰 ３ ３３􀆰 ３

各工业园区名称代码见图 １。

２􀆰 ２􀆰 ３　 土壤中 ＰＡＨｓ、ＰＡＥｓ 相关性分析

将土壤中各类 ＰＡＨｓ 和 ＰＡＥｓ 进行相关性分析，
结果如图 ７ 所示，不同环数 ＰＡＨｓ 之间均呈现极显

著相关性（Ｐ＜０􀆰 ０１），尤其 ＬＰＡＨｓ 与 ＭＰＡＨｓ 之间相

关性更强，相关系数为 ０􀆰 ９８，这可能是由于低中环

ＰＡＨｓ 的来源及归趋存在类似性［３９］。 ＤＥＨＰ 与 ＤＢＰ
呈显著相关 （Ｐ ＜ ０􀆰 ０５），相关系数为 ０􀆰 ３４。 此外

ＰＡＥｓ 与 ＰＡＨｓ 之间并不存在明显相关性，这种相关

性从另一方面也反映出以 ＰＡＨｓ 为代表的工业污染

与以 ＰＡＥｓ 为代表的工业污染可能不具有同源性。

３　 结论

（１）工业园区土壤中 ＰＡＨｓ 和 ＰＡＥｓ 主要为半

挥发性有机污染物， 其检出率分别为 １００％ 及

７５􀆰 ６％，含量分别为 ２􀆰 １９ ～ １５ ２００􀆰 ９０ μｇ·ｋｇ－１、未
检出～４ １６８􀆰 ５６ μｇ·ｋｇ－１。 以土壤中∑１６ＰＡＨｓ 总量

进行分级，长三角地区工业园区 １３􀆰 ３％土壤属于重

污染。 根据美国 ＰＡＥｓ 化合物控制标准，ＤＢＰ 超标

率达 ７􀆰 ８％，ＤＭＰ 超标率达 ３􀆰 ３％。

红色表示正相关，蓝色表示负相关，圆圈大小表示相关系数绝对值。

∗表示显著相关（Ｐ＜０􀆰 ０５），∗∗表示极显著相关（Ｐ＜０􀆰 ０１）。

ＬＰＡＨｓ—２～３ 环 ＰＡＨｓ； ＭＰＡＨｓ—４ 环 ＰＡＨｓ； ＨＰＡＨｓ—５～６ 环 ＰＡＨｓ。

图 ７　 土壤中 ＰＡＨｓ 和 ＰＡＥｓ 的相关性分析

Ｆｉｇ􀆰 ７　 Ｃｏｒｒｅｌａｔｉｏｎ ａｎａｌｙｓｉｓ ｏｆ ＰＡＨｓ ａｎｄ ＰＡＥｓ ｉｎ ｓｏｉｌｓ

（２）多数工业园区土壤 ＰＡＨｓ 主要来源于燃烧

源。 不同工业园区的土壤有机污染不仅与其分布

的企业类型有关，还与当地的工业发达程度、燃煤

燃油量及建设年代有一定的关系。 新建工业园区

土壤环境好于 ２０ 世纪 ９０ 年代建设的工业园区。
（３）ＬＰＡＨｓ 与 ＭＰＡＨｓ 之间的来源及归趋存在

类似性，但以 ＰＡＨｓ 为代表的工业污染与以 ＰＡＥｓ 为
代表的工业污染不具有同源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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２００９，４（３）：３９９－４０７．］

［１４］ ＪＩＡＯ Ｈ Ｈ，ＷＡＮＧ Ｑ，ＺＨＡＯ Ｎ Ｎ，ｅｔ ａｌ．Ｄｉｓｔｒｉｂｕｔｉｏｎｓ ａｎｄ Ｓｏｕｒｃｅｓ
ｏｆ Ｐｏｌｙｃｙｃｌｉｃ Ａｒｏｍａｔｉｃ Ｈｙｄｒｏｃａｒｂｏｎｓ （ ＰＡＨｓ） ｉｎ Ｓｏｉｌｓ ａｒｏｕｎｄ ａ
Ｃｈｅｍｉｃａｌ Ｐｌａｎｔ ｉｎ Ｓｈａｎｘｉ，Ｃｈｉｎａ［Ｊ］ ．Ｉｎｔｅｒｎａｔｉｏｎａｌ Ｊｏｕｒｎａｌ ｏｆ Ｅｎｖｉ⁃
ｒｏｎｍｅｎｔａｌ Ｒｅｓｅａｒｃｈ ａｎｄ Ｐｕｂｌｉｃ Ｈｅａｌｔｈ，２０１７，１４（１０）：１１９８．

［１５］ 杨帆，罗红雪，钟艳霞，等．宁东能源化工基地核心区表层土壤

中多环芳烃的空间分布特征、源解析及风险评价［ Ｊ］ ．环境科

学，２０２１， ４２ （ ５ ）： ２４９０ － ２５０１． ［ ＹＡＮＧ Ｆａｎ， ＬＵＯ Ｈｏｎｇ⁃ｘｕｅ，
ＺＨＯＮＧ Ｙａｎ⁃ｘｉａ，ｅｔ ａｌ． Ｓｐａｔｉａｌ Ｄｉｓｔｒｉｂｕｔｉｏｎ Ｃｈａｒａｃｔｅｒｉｓｔｉｃｓ，Ｓｏｕｒｃｅ
Ａｐｐｏｒｔｉｏｎｍｅｎｔ，ａｎｄ Ｒｉｓｋ Ａｓｓｅｓｓｍｅｎｔ ｏｆ Ｔｏｐｓｏｉｌ ＰＡＨｓ ｉｎ ｔｈｅ Ｃｏｒｅ
Ａｒｅａ ｏｆ ｔｈｅ Ｎｉｎｇｄｏｎｇ Ｅｎｅｒｇｙ ａｎｄ Ｃｈｅｍｉｃａｌ Ｉｎｄｕｓｔｒｙ Ｂａｓｅ［ Ｊ］ ．Ｅｎ⁃
ｖｉｒｏｎｍｅｎｔａｌ Ｓｃｉｅｎｃｅ，２０２１，４２（５）：２４９０－２５０１．］

［１６］ ＷＵ Ｗ，ＨＵ Ｊ，ＷＡＮＧ Ｊ Ｑ，ｅｔ ａｌ． Ａｎａｌｙｓｉｓ ｏｆ Ｐｈｔｈａｌａｔｅ Ｅｓｔｅｒｓ ｉｎ
Ｓｏｉｌｓ ｎｅａｒ ａｎ Ｅｌｅｃｔｒｏｎｉｃｓ Ｍａｎｕｆａｃｔｕｒｉｎｇ Ｆａｃｉｌｉｔｙ ａｎｄ ｆｒｏｍ ａ Ｎｏｎ⁃
Ｉｎｄｕｓｔｒｉａｌｉｚｅｄ Ａｒｅａ ｂｙ Ｇａｓ Ｐｕｒｇｅ Ｍｉｃｒｏｓｙｒｉｎｇｅ Ｅｘｔｒａｃｔｉｏｎ ａｎｄ Ｇａｓ
Ｃｈｒｏｍａｔｏｇｒａｐｈｙ［Ｊ］ ．Ｓｃｉｅｎｃｅ ｏｆ ｔｈｅ Ｔｏｔａｌ Ｅｎｖｉｒｏｎｍｅｎｔ，２０１５，５０８：
４４５－４５１．

［１７］ ＬＩＵ Ｓ Ｓ，ＰＥＮＧ Ｙ Ｆ，ＬＩＮ Ｑ Ｔ，ｅｔ ａｌ．Ｄｉ⁃（２⁃Ｅｔｈｙｌｈｅｘｙｌ） Ｐｈｔｈａｌａｔｅ
ａｓ ａ Ｃｈｅｍｉｃａｌ Ｉｎｄｉｃａｔｏｒ ｆｏｒ Ｐｈｔｈａｌｉｃ Ａｃｉｄ Ｅｓｔｅｒｓ：Ａｎ Ｉｎｖｅｓｔｉｇａｔｉｏｎ
ｉｎｔｏ Ｐｈｔｈａｌｉｃ Ａｃｉｄ Ｅｓｔｅｒｓ ｉｎ Ｃｕｌｔｉｖａｔｅｄ Ｆｉｅｌｄｓ ａｎｄ Ｅ⁃ｗａｓｔｅ Ｄｉｓｍａｎ⁃
ｔｌｉｎｇ Ｓｉｔｅｓ［ Ｊ］ ． Ｅｎｖｉｒｏｎｍｅｎｔａｌ Ｔｏｘｉｃｏｌｏｇｙ ａｎｄ Ｃｈｅｍｉｓｔｒｙ，２０１９，３８

（５）：１１３２－１１４１．
［１８］ ＪＩＡ Ｔ Ｑ，ＧＵＯ Ｗ，ＸＩＮＧ Ｙ，ｅｔ ａｌ．Ｓｐａｔｉａｌ Ｄｉｓｔｒｉｂｕｔｉｏｎｓ ａｎｄ Ｓｏｕｒｃｅｓ

ｏｆ ＰＡＨｓ ｉｎ Ｓｏｉｌ ｉｎ Ｃｈｅｍｉｃａｌ Ｉｎｄｕｓｔｒｙ Ｐａｒｋｓ ｉｎ ｔｈｅ Ｙａｎｇｔｚｅ Ｒｉｖｅｒ
Ｄｅｌｔａ，Ｃｈｉｎａ［Ｊ］ ．Ｅｎｖｉｒｏｎｍｅｎｔａｌ Ｐｏｌｌｕｔｉｏｎ，２０２１，２８３：１１７１２１．

［１９］ ＦＡＮＧ Ｇ Ｃ，ＷＡＮＧ Ｑ Ｌ，ＴＩＡＮ Ｌ Ｘ．Ｇｒｅｅｎ Ｄｅｖｅｌｏｐｍｅｎｔ ｏｆ Ｙａｎｇｔｚｅ
Ｒｉｖｅｒ Ｄｅｌｔａ ｉｎ Ｃｈｉｎａ ｕｎｄｅｒ Ｐｏｐｕｌａｔｉｏｎ⁃ｒｅｓｏｕｒｃｅｓ⁃ｅｎｖｉｒｏｎｍｅｎｔ⁃ｄｅ⁃
ｖｅｌｏｐｍｅｎｔ⁃ｓａｔｉｓｆａｃｔｉｏｎ Ｐｅｒｓｐｅｃｔｉｖｅ［ Ｊ］ ． Ｓｃｉｅｎｃｅ ｏｆ ｔｈｅ Ｔｏｔａｌ Ｅｎｖｉ⁃
ｒｏｎｍｅｎｔ，２０２０，７２７：１３８７１０．

［２０］ ＬＩ Ｙ，ＬＩＵ Ｍ，ＬＩ Ｒ Ｋ，ｅｔ ａｌ． Ｐｏｌｙｃｙｃｌｉｃ Ａｒｏｍａｔｉｃ Ｈｙｄｒｏｃａｒｂｏｎｓ ｉｎ
ｔｈｅ Ｓｏｉｌｓ ｏｆ ｔｈｅ Ｙａｎｇｔｚｅ Ｒｉｖｅｒ Ｄｅｌｔａ Ｕｒｂａｎ Ａｇｇｌｏｍｅｒａｔｉｏｎ，Ｃｈｉｎａ：
Ｉｎｆｌｕｅｎｃｅ ｏｆ Ｌａｎｄ Ｃｏｖｅｒ Ｔｙｐｅｓ ａｎｄ Ｕｒｂａｎｉｚａｔｉｏｎ［Ｊ］ ．Ｓｃｉｅｎｃｅ ｏｆ ｔｈｅ
Ｔｏｔａｌ Ｅｎｖｉｒｏｎｍｅｎｔ，２０２０，７１５：１３７０１１．

［２１］ ＺＨＡＮ Ｙ，ＳＵＮ Ｊ Ｔ，ＬＵＯ Ｙ Ｚ，ｅｔ ａｌ．Ｅｓｔｉｍａｔｉｎｇ Ｅｍｉｓｓｉｏｎｓ ａｎｄ Ｅｎｖｉ⁃
ｒｏｎｍｅｎｔａｌ Ｆａｔｅ ｏｆ Ｄｉ⁃（２⁃Ｅｔｈｙｌｈｅｘｙｌ） Ｐｈｔｈａｌａｔｅ ｉｎ Ｙａｎｇｔｚｅ Ｒｉｖｅｒ
Ｄｅｌｔａ，Ｃｈｉｎａ：Ａｐｐｌｉｃａｔｉｏｎ ｏｆ Ｉｎｖｅｒｓｅ Ｍｏｄｅｌｉｎｇ ［ Ｊ］ ． Ｅｎｖｉｒｏｎｍｅｎｔａｌ
Ｓｃｉｅｎｃｅ ＆ Ｔｅｃｈｎｏｌｏｇｙ，２０１６，５０（５）：２４５０－２４５８．

［２２］ 朱永慧，王倩，黄凌，等．长江三角洲 ２０１０—２０１８ 年生物质燃烧

中等挥发性有机物（ ＩＶＯＣｓ）排放清单［ Ｊ］ ．环境科学，２０２０，４１
（８）：３５１１－３５１７．［ＺＨＵ Ｙｏｎｇ⁃ｈｕｉ，ＷＡＮＧ Ｑｉａｎ，ＨＵＡＮＧ Ｌｉｎｇ，ｅｔ
ａｌ． Ｅｍｉｓｓｉｏｎ Ｉｎｖｅｎｔｏｒｙ ｏｆ Ｉｎｔｅｒｍｅｄｉａｔｅ Ｖｏｌａｔｉｌｉｔｙ Ｏｒｇａｎｉｃ
Ｃｏｍｐｏｕｎｄｓ（ ＩＶＯＣｓ） ｆｒｏｍ Ｂｉｏｍａｓｓ Ｂｕｒｎｉｎｇ ｉｎ ｔｈｅ Ｙａｎｇｔｚｅ Ｒｉｖｅｒ
Ｄｅｌｔａ ｄｕｒｉｎｇ ２０１０ － ２０１８ ［ Ｊ］ ． Ｅｎｖｉｒｏｎｍｅｎｔａｌ Ｓｃｉｅｎｃｅ， ２０２０， ４１
（８）：３５１１－３５１７．］

［２３］ ＺＨＡＮＧ Ｍ Ｎ，ＴＡＮＧ Ｚ Ｗ，ＹＩＮ Ｈ Ｍ，ｅｔ ａｌ．Ｃｏｎｃｅｎｔｒａｔｉｏｎｓ，Ｄｉｓｔｒｉ⁃
ｂｕｔｉｏｎ ａｎｄ Ｒｉｓｋ ｏｆ Ｐｏｌｙｃｙｃｌｉｃ Ａｒｏｍａｔｉｃ Ｈｙｄｒｏｃａｒｂｏｎｓ ｉｎ Ｓｅｄｉｍｅｎｔｓ
ｆｒｏｍ Ｓｅｖｅｎ Ｍａｊｏｒ Ｒｉｖｅｒ Ｂａｓｉｎｓ ｉｎ Ｃｈｉｎａ ｏｖｅｒ ｔｈｅ Ｐａｓｔ ２０ Ｙｅａｒｓ
［Ｊ］ ．Ｊｏｕｒｎａｌ ｏｆ Ｅｎｖｉｒｏｎｍｅｎｔａｌ Ｍａｎａｇｅｍｅｎｔ，２０２１，２８０：１１１７１７．

［２４］ 李静雅，吴迪，许芸松，等．长江三角洲区域表土中多环芳烃的

近期分布与来源［ Ｊ］ ．环境科学，２０１６，３７ （ １）：２５３ － ２６１． ［ ＬＩ
Ｊｉｎｇ⁃ｙａ，ＷＵ Ｄｉ， ＸＵ Ｙｕｎ⁃ｓｏｎｇ， ｅｔ ａｌ． Ｒｅｃｅｎｔ Ｄｉｓｔｒｉｂｕｔｉｏｎ ａｎｄ
Ｓｏｕｒｃｅｓ ｏｆ Ｐｏｌｙｃｙｃｌｉｃ Ａｒｏｍａｔｉｃ Ｈｙｄｒｏｃａｒｂｏｎｓ ｉｎ Ｔｏｐｓｏｉｌ ｏｆ Ｙａｎｇｔｚｅ
Ｒｉｖｅｒ Ｄｅｌｔａ Ｒｅｇｉｏｎ ［ Ｊ］ ． Ｅｎｖｉｒｏｎｍｅｎｔａｌ Ｓｃｉｅｎｃｅ， ２０１６， ３７ （ １）：
２５３－２６１．］

［２５］ 葛祥，吴健，高松，等．典型化工集中区环境空气 ＳＶＯＣｓ 污染特

征及来源解析［ Ｊ］ ．环境科学，２０２１，４２（１２）：５６６３－５６７２． ［ＧＥ
Ｘｉａｎｇ，ＷＵ Ｊｉａｎ， ＧＡＯ Ｓｏｎｇ， ｅｔ ａｌ． Ｐｏｌｌｕｔｉｏｎ Ｃｈａｒａｃｔｅｒｉｓｔｉｃｓ ａｎｄ
Ｓｏｕｒｃｅ Ａｎａｌｙｓｉｓ ｏｆ Ａｍｂｉｅｎｔ Ａｉｒ ＳＶＯＣｓ ｉｎ Ｔｙｐｉｃａｌ Ｃｈｅｍｉｃａｌ Ｃｏｎ⁃
ｃｅｎｔｒａｔｉｏｎ Ａｒｅａｓ ［ Ｊ ］ ． Ｅｎｖｉｒｏｎｍｅｎｔａｌ Ｓｃｉｅｎｃｅ， ２０２１， ４２ （ １２ ）：
５６６３－５６７２．］

［２６］ ＬÜ Ｍ Ｚ， ＧＡＯ Ｗ， ＬＩ Ｊ Ｃ， ｅｔ ａｌ． Ｉｄｅｎｔｉｆｉｃａｔｉｏｎ ｏｆ Ｚｏｎｅｓ
Ｃｏｎｔａｍｉｎａｔｅｄ ｗｉｔｈ Ｐｈｔｈａｌａｔｅｓ ａｎｄ Ｐｏｌｙｃｙｃｌｉｃ Ａｒｏｍａｔｉｃ
Ｈｙｄｒｏｃａｒｂｏｎｓ ｂｙ Ｃｏｎｃｅｎｔｒａｔｉｏｎｓ ｉｎ Ｇｒｉｄｄｅｄ Ｓｏｉｌ ｗｉｔｈ １ ／ ６°
Ｌａｔｉｔｕｄｅ ｂｙ １ ／ ４° Ｌｏｎｇｉｔｕｄｅ Ｒｅｓｏｌｕｔｉｏｎ：Ａ Ｃａｓｅ Ｓｔｕｄｙ ｏｆ Ｚｈｅｊｉａｎｇ，
Ｃｈｉｎａ［Ｊ］ ．Ｊｏｕｒｎａｌ ｏｆ Ｓｏｉｌｓ ａｎｄ Ｓｅｄｉｍｅｎｔｓ，２０２２，２２（１）：６７－７８．

［２７］ 姚林林，张彩香，李佳乐，等．污灌区土壤中多环芳烃的垂直分

布及可能来源［ Ｊ］ ．环境科学，２０１３，３４（４）：１５５３－１５６０．［ＹＡＯ
Ｌｉｎ⁃ｌｉｎ，ＺＨＡＮＧ Ｃａｉ⁃ｘｉａｎｇ，ＬＩ Ｊｉａ⁃ｌｅ，ｅｔ ａｌ．Ｖｅｒｔｉｃａｌ Ｄｉｓｔｒｉｂｕｔｉｏｎ ａｎｄ
Ｐｏｓｓｉｂｌｅ Ｓｏｕｒｃｅｓ ｏｆ Ｐｏｌｙｃｙｃｌｉｃ Ａｒｏｍａｔｉｃ Ｈｙｄｒｏｃａｒｂｏｎ ｉｎ Ｓｅｗａｇｅ
Ａｒｅａ Ｓｏｉｌ［Ｊ］ ．Ｅｎｖｉｒｏｎｍｅｎｔａｌ Ｓｃｉｅｎｃｅ，２０１３，３４（４）：１５５３－１５６０．］

［２８］ ＷＡＮＧ Ｘ Ｔ，ＭＩＡＯ Ｙ，ＺＨＡＮＧ Ｙ，ｅｔ ａｌ． Ｐｏｌｙｃｙｃｌｉｃ Ａｒｏｍａｔｉｃ Ｈｙ⁃
ｄｒｏｃａｒｂｏｎｓ （ＰＡＨｓ） ｉｎ Ｕｒｂａｎ Ｓｏｉｌｓ ｏｆ ｔｈｅ Ｍｅｇａｃｉｔｙ Ｓｈａｎｇｈａｉ：Ｏｃ⁃
ｃｕｒｒｅｎｃｅ，Ｓｏｕｒｃｅ Ａｐｐｏｒｔｉｏｎｍｅｎｔ ａｎｄ Ｐｏｔｅｎｔｉａｌ Ｈｕｍａｎ Ｈｅａｌｔｈ Ｒｉｓｋ
［Ｊ］ ．Ｓｃｉｅｎｃｅ ｏｆ ｔｈｅ Ｔｏｔａｌ Ｅｎｖｉｒｏｎｍｅｎｔ，２０１３，４４７：８０－８９．



　 第 ８ 期 　 张馥颖等： 长三角工业园区土壤中多环芳烃和邻苯二甲酸酯的污染现状及来源解析 ·１０８５　 ·

［２９］ 张海光，孙国帅，孙磊，等．典型覆膜作物土壤中邻苯二甲酸酯

污染的初步研究 ［ Ｊ］ ．中国环境监测，２０１３，２９ （ ４）：６０ － ６３．
［ＺＨＡＮＧ Ｈａｉ⁃ｇｕａｎｇ，ＳＵＮ Ｇｕｏ⁃ｓｈｕａｉ，ＳＵＮ Ｌｅｉ，ｅｔ ａｌ． Ｐｒｅｌｉｍｉｎａｒｙ
Ｓｔｕｄｙ ｏｎ Ｐｈｔｈａｌｉｃ Ａｃｉｄ Ｅｓｔｅｒｓ Ｐｏｌｌｕｔｉｏｎ ｏｆ Ｔｙｐｉｃａｌ Ｐｌａｓｔｉｃ Ｍｕｌｃｈｅｄ
Ｃｒｏｐｓ Ｓｏｉｌｓ［Ｊ］ ．Ｅｎｖｉｒｏｎｍｅｎｔａｌ Ｍｏｎｉｔｏｒｉｎｇ ｉｎ Ｃｈｉｎａ，２０１３，２９（４）：
６０－６３．］

［３０］ ＣＡＲＴＷＲＩＧＨＴ Ｃ Ｄ，ＴＨＯＭＰＳＯＮ Ｉ Ｐ，ＢＵＲＮＳ Ｒ Ｇ．Ｄｅｇｒａｄａｔｉｏｎ
ａｎｄＩｍｐａｃｔ ｏｆ Ｐｈｔｈａｌａｔｅ Ｐｌａｓｔｉｃｉｚｅｒｓ ｏｎ Ｓｏｉｌ Ｍｉｃｒｏｂｉａｌ Ｃｏｍｍｕｎｉｔｉｅ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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聚氨酯微塑料和秸秆添加对滨海脱盐潮土
有机碳矿化及其组分的影响

周巧林１，２，３， 汪吉东１，２， 尚昊林３， 梁　 栋１，２①， 焦加国３② 　 〔１􀆰 江苏省农业科学院农业资源与环境研究所 ／ 农业农

村部江苏耕地保育科学观测站， 江苏 南京　 ２１００１４； ２􀆰 农业农村部盐碱土改良与利用（滨海盐碱地）重点实验室， 江苏 南

京　 ２１００１４； ３􀆰 南京农业大学资源与环境科学学院， 江苏 南京　 ２１００９５〕

摘要： 为模拟研究聚氨酯包膜控释肥微塑料残膜对土壤有机碳矿化及秸秆降解的影响，采集江苏省滨海地区脱

盐潮土，进行为期 ３５ ｄ 的室内培养试验。 设置未添加物料（ＣＫ）、添加 ０􀆰 １％（质量分数 ｗ，下同）微塑料（Ｔ１）、
０􀆰 ３％微塑料（ Ｔ２）、１％微塑料（Ｔ３）、１％秸秆（Ｓ）、０􀆰 １％微塑料＋１％秸秆混施（Ｔ１＋Ｓ）、０􀆰 ３％微塑料＋１％秸秆混施

（Ｔ２＋Ｓ）、１％微塑料＋１％秸秆混施（Ｔ３＋Ｓ）共 ８ 个处理，分析微塑料及其与秸秆混施条件下土壤有机碳矿化速率、
有机碳组分和酶活性的变化特征。 结果表明，Ｔ３、Ｔ１＋Ｓ、Ｔ２＋Ｓ、Ｔ３＋Ｓ 处理可显著促进土壤有机碳矿化，Ｔ１、Ｔ２ 处理

对有机碳矿化无显著影响。 与对照相比，Ｔ１、Ｔ２、Ｔ３ 处理显著提高了土壤累积矿化量，增幅为 ７２􀆰 ７７％ ～ ８０􀆰 ００％。
微塑料和秸秆添加处理均增加了土壤可溶性有机碳（ＤＯＣ）、微生物量碳（ＭＢＣ）、易氧化有机碳（ＲＯＣ）含量。 与对

照相比，微塑料处理的 ＤＯＣ、ＭＢＣ、ＲＯＣ 含量分别增加 ５􀆰 ７０％ ～ ５７􀆰 ４３％、９􀆰 １４％ ～ ４１􀆰 ９２％和 ２􀆰 ８７％ ～ ５７􀆰 ３４％；与单

施秸秆相比，微塑料＋秸秆处理的 ＤＯＣ、ＭＢＣ、ＲＯＣ 含量在培养期间分别增加 １３􀆰 ７４％ ～ ７５􀆰 ８２％、１０􀆰 ３８％ ～ ６０􀆰 １９％
和 ２􀆰 ２１％～３４􀆰 ７６％。 微塑料和秸秆添加处理均显著提高了土壤 β－葡萄糖苷酶和过氧化氢酶活性。 微塑料添加条

件下土壤有机碳矿化速率与 ＤＯＣ、ＭＢＣ、ＲＯＣ 含量及 β－葡萄糖苷酶活性均呈显著正相关，而与土壤过氧化氢酶活

性无显著相关性。 结果表明，聚氨酯微塑料短期内可以增加土壤活性碳组分，促进土壤有机碳矿化，聚氨酯微塑

料和秸秆对有机碳矿化和酶活性的影响具有交互作用。
关键词： 微塑料； 包膜控释肥； 秸秆； 有机碳矿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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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微塑料污染已成为全球环境问题［１］。 颗粒直

径小于 ５ ｍｍ 的塑料被定义为微塑料［２］。 微塑料主

要通过地膜覆盖、污水灌溉、污泥堆肥和包膜控释

肥使用等方式进入农业土壤［３］。 近年来，包膜控释

肥残膜在土壤中的环境效应引起了广泛关注［４］。
包膜控释肥具有提高化肥利用率、节省劳力、增产

增效以及减少环境污染等优点，已广泛运用于农业

生产［５］。 控释肥的关键是外包膜，其种类繁多，主
要包括聚烯经、聚乙烯、聚酯、聚丙烯酰胺和聚氨酯

等［６］。 其中，聚氨酯因成本低、性能优良以及良好

的生物降解特性等优势被认为是最有前景的膜材

类别，约占全国包膜控释肥数量的 ３５％［７］。
包膜控释肥残膜颗粒粒径通常小于 ２􀆰 ５ ｍｍ，是

典型的微塑料［８］。 然而，在肥料养分彻底释放后，
包膜控释肥残膜残留在土壤中，导致土壤中微塑料

持续积累，可能对土壤结构和环境带来潜在危

险［９］。 ＫＡＴＳＵＭＩ 等［１０］ 报告了日本 １９ 个稻田的土

壤中聚乙烯包膜控释肥来源微塑料含量范围为 ６ ～
３６９ ｍｇ·ｋｇ－１（平均 １４４ ｍｇ·ｋｇ－１），远高于其他国

家农田中的微塑料含量。 农田环境中，在阳光、温
度、水分等多种因素综合作用下，这些聚合物残膜

会发生一定程度的降解［１１］，但因其结构复杂，在自

然环境下降解速度很慢，且具有极强的残留性，会
对土壤生态系统造成长期影响［１２］。 目前，国内外学

者主要从土壤理化特性、土壤微生物等方面来研究

包膜控释肥残膜对土壤环境的影响。 鄂玉联等［１３］

发现，聚丙烯酰胺残膜进入土壤后，可以改善土壤

结构，提高 ０􀆰 ０５３～２􀆰 ０００ ｍｍ 团聚体含量，提高土壤

孔隙度和通气透水能力。 李晶晶等［１４］ 研究发现，聚
丙烯酰胺残膜进入土壤中可提高土壤水分入渗能

力，减少地表径流。 王学霞等［１５］ 发现，聚氨酯残膜

施入土壤 １２０ ｄ 后，土壤 ＤＯＣ 含量增加，土壤细菌

群落多样性显著提高。 有机碳矿化即土壤中活性

有机碳组分被微生物分解和利用从而释放出 ＣＯ２的

过程，受土壤理化性质、土壤有机质的化学组成和

土壤微生物种群活性等诸多因子影响［１６］。 然而，包
膜控释肥残膜导致土壤团聚体、通气透水性等土壤

物理性质以及微生物多样性发生改变，可能对土壤

有机碳矿化速率及 ＣＯ２排放造成影响，而关于这方

面的研究鲜见系统报道，更多特征及机制还有待深

入研究。
有机碳周转是土壤肥力的重要特征，而秸秆还

田可显著提升土壤有机碳含量。 研究控释肥残膜

对土壤中有机碳转化及秸秆降解过程的影响具有

重要意义。 盐碱土是我国重要的后备土壤资源，而
滨海地区是盐碱土集中分布地区之一［１７］。 长期以

来，滨海区域土地利用方式以耕地为主，但因土壤

贫瘠且结构差，土壤有机质含量低，农业生产能力

弱［１８］。 因此，近年来当地主要通过秸秆还田、增施

包膜控释肥等改善土壤结构和提升土壤产出。 生

态安全评价表明，只有当土壤资源处于无污染、无
威胁和未破坏的健康状态下时，土地资源才能被持

续利用［１９］。 然而，控释肥残膜微塑料残留在土壤

中，导致土壤中的微塑料持续积累。 同时，秸秆输

入后微塑料对土壤有机碳转化的影响规律尚不清

楚。 因此，该研究通过添加不同量的聚氨酯微塑料

和秸秆，研究不同处理对土壤有机碳矿化和碳组分

的影响，探究微塑料和秸秆添加下土壤碳转化特

征，重点解析微塑料对土壤有机碳矿化的影响方式

和作用机理，为科学了解聚氨酯残膜微塑料对土壤

碳循环、土壤健康等方面的影响提供理论依据。

１　 材料与方法

１􀆰 １　 供试材料

１􀆰 １􀆰 １　 土壤

供试土壤来自江苏省盐城市滨海县界牌镇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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河湾绿色科技产业园（３４􀆰 １０６° Ｎ，１１９􀆰 ８６８° Ｅ），该
地区属于温带湿润季风气候区，年均降水量 ９００ ～
１ ０６６ ｍｍ，年均气温 １３􀆰 ７ ～ １４􀆰 ４ ℃，土壤类型为黄

河冲积物发育形成的典型潮土，质地为壤质砂土。
种植制度为小麦－玉米轮作，２０２２ 年 ３ 月 １ 日采集

０～２０ ｃｍ 深度土壤，剔除大型土壤动植物残体，过 ２
ｍｍ 孔径筛。 土壤基本理化性质如下：ｐＨ 值 ８􀆰 ０８，
电导率（ＥＣ）为 ３５０􀆰 ５ μＳ·ｃｍ－１，有机质和全氮含量

分别为 ５􀆰 ３８ 和 ０􀆰 ３２ ｇ·ｋｇ－１，有效磷和速效钾含量

分别为 ７􀆰 ９２ 和 １３４􀆰 ６７ ｍｇ·ｋｇ－１。
１􀆰 １􀆰 ２　 供试包膜材料

微塑料为聚氨酯（ＰＵ）粉末，来源于聚氨酯包

膜，由异氰酸酯和植物油基多元醇制成。 将包膜肥

料用蒸馏水浸泡，使其表层产生细缝，用自来水浸

泡并将所有的核芯肥料清洗干净，然后再用蒸馏水

清洗 ３ 遍残膜，置于干燥箱中 ４０ °Ｃ 烘干，用电动粉

碎机粉碎，过 ０􀆰 ０５３ ｍｍ 孔径筛，备用。
１􀆰 １􀆰 ３　 供试秸秆

于 ２０２０ 年夏季采集小麦秸秆，将成熟小麦植株

去除地下部分后采回，地上部分（不含穗）在干燥箱

中 ７５ °Ｃ 烘干，粉碎后过 １ ｍｍ 孔径筛，秸秆总碳和

总氮含量分别为 ４７１􀆰 ６ 和 ８􀆰 ４３ ｇ·ｋｇ－１。
１􀆰 ２　 试验设计

矿化培养在室内恒温条件下进行，共设置 ８ 个

处理。 （１） ＣＫ：空白对照（不添加微塑料、秸秆）；
（２）Ｔ１：添加 ｗ ＝ ０􀆰 １％（以干土计，下同）微塑料；
（３）Ｔ２：添加 ｗ ＝ ０􀆰 ３％微塑料；（４） Ｔ３：添加 ｗ ＝ １％
微塑料；（５）Ｓ：添加 ｗ＝ １％秸秆；（６）Ｔ１＋Ｓ：添加 ｗ ＝
０􀆰 １％微塑料和 ｗ ＝ １％秸秆；（７） Ｔ２ ＋Ｓ：添加 ｗ ＝
０􀆰 ３％微塑料和 ｗ＝ １％秸秆；（８）Ｔ３＋Ｓ：添加 ｗ ＝ １％
微塑料和ｗ＝ １％秸秆。 每个处理重复 ３ 次。

称取 ５０ ｇ 风干土壤样品于 ５００ ｍＬ 培养瓶中，
加入去离子水调节含水量为田间持水量的 ６０％，置
于 ２５ ℃恒温培养箱中预培养 ２ 周以活化土壤微生

物。 在预培养结束后，按照以上比例将微塑料和秸

秆与土壤进行充分混合，并调节含水量至田间持水

量的 ６０％。 密封好后在 ２５ ℃ 恒温培养箱中暗培

养。 在试验 １、３、５、７、１０、１４、２１、２８、３５ ｄ 进行有机

碳矿化测定。 同时，在试验 １、７、１４ 和 ３５ ｄ 采集土

壤样品进行分析。
１􀆰 ３　 测定指标及方法

（１）土壤有机碳矿化量：采用 ＮａＯＨ 吸收滴定

法测定土壤有机碳矿化量［２０］。 将盛有 １０ ｍＬ ０􀆰 ５
ｍｏｌ·Ｌ－１ＮａＯＨ 溶液的吸收杯悬挂于培养瓶中，测定

时用镊子小心更换碱液吸收杯，向换出的吸收杯中

加入 ２ ｍＬ 的 １ ｍｏｌ·Ｌ－１ＢａＣｌ２溶液，再滴加 ２ 滴酚酞

指示剂，用 ０􀆰 ５ ｍｏｌ·Ｌ－１ＨＣｌ（每次滴定前用硼砂进

行标定）滴定至红色消失。 根据 ＨＣｌ 滴定量计算培

养期内全土中有机碳的矿化量。
（２）有机碳组成及酶活性：土壤可溶性有机碳

（ＤＯＣ）含量采用 ０􀆰 ０５ ｍｏｌ·Ｌ－１Ｋ２ＳＯ４溶液提取，有
机碳分析仪测定［２１］。 土壤微生物量碳（ＭＢＣ）含量

采用氯仿熏蒸－Ｋ２ＳＯ４浸提法测定［２２］。 土壤易氧化

有机碳（ＲＯＣ）含量采用 ０􀆰 ３３３ ｍｏｌ·Ｌ－１ ＫＭｎＯ４氧

化法测定［２３］。 土壤 β－葡萄糖苷酶（ＧＬＵ）以及土壤

过氧化氢酶（ＣＡＴ）活性采用索莱宝试剂盒测定。
１􀆰 ４　 数据统计分析

土壤有机碳矿化量计算公式为

ＭＳＯＣ ＝ＣＨＣｌ×（Ｖ０－Ｖ１）×２２ ／ ０􀆰 ０２。 （１）
式（１）中，ＭＳＯＣ为土壤有机碳矿化量，以生成的 ＣＯ２

量计，ｍｇ·ｋｇ－１；ＣＨＣｌ为盐酸浓度，ｍｏｌ·Ｌ－１；Ｖ０为空

白对照消耗的盐酸体积，ｍＬ；Ｖ１为试验处理消耗的

盐酸体积，ｍＬ。
土壤有机碳矿化速率为培养期间有机碳矿化

量除以培养天数。 数据统计及分析采用 ＳＰＳＳ ２５􀆰 ０
软件，采用 Ｄｕｎｃａｎ 检验进行差异显著性分析（Ｐ＜
０􀆰 ０５），用 ＯｒｉｇｉｎＰｒｏ ２０１９ｂ 和 Ｅｘｃｅｌ ２０１６ 软件进行

数据处理和绘图。

２　 结果与分析

２􀆰 １　 微塑料和秸秆添加对土壤有机碳矿化和组分

的影响

２􀆰 １􀆰 １　 土壤有机碳矿化速率的动态变化

如图 １ 所示，高浓度微塑料（Ｔ３）和秸秆添加处

理（Ｔ１＋Ｓ、Ｔ２＋Ｓ、Ｔ３＋Ｓ）显著提高了土壤有机碳矿化

速率（Ｐ＜０􀆰 ０５），而低、中浓度微塑料（Ｔ１、Ｔ２）对土

壤有机碳矿化无显著影响。 添加不同浓度微塑料

处理的有机碳矿化速率在培养 ３ ｄ 时达到峰值，随
后快速下降，１０ ｄ 时达最低值，在 １４ ｄ 时略有回升

后继续下降。 在培养 ３ ｄ 时，未添加秸秆条件下，添
加 ０􀆰 １％、０􀆰 ３％和 １％微塑料处理的土壤有机碳矿化

速率分别是 ＣＫ 的 １􀆰 ３９、１􀆰 ６６ 和 ２􀆰 ９９ 倍，秸秆添加

处理差异不显著。
２􀆰 １􀆰 ２　 微塑料和秸秆添加对土壤有机碳累积矿化

量的影响

Ｔ１、Ｔ２、Ｔ３ 处理的有机碳累积矿化量较 ＣＫ 分

别提高 ７２􀆰 ７３％、７４􀆰 ３３％、７９􀆰 ９７％（Ｐ＜０􀆰 ０５）（图 ２）。
与 Ｓ 处理相比，Ｔ１＋Ｓ 和 Ｔ２＋Ｓ 处理对有机碳累积矿

化量无显著影响，Ｔ３＋Ｓ 处理有机碳累积矿化量增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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７􀆰 ８０％（Ｐ＜０􀆰 ０５）。 微塑料、秸秆添加处理及两者交 互作用均显著影响土壤有机碳累积矿化量（表 １）。

ＣＫ—空白对照； Ｔ１—添加 ０􀆰 １％（质量分数 ｗ，下同）微塑料； Ｔ２—添加 ０􀆰 ３％微塑料； Ｔ３—添加 １％微塑料； Ｓ—添加 １％秸秆；

Ｔ１＋Ｓ—添加 ０􀆰 １％微塑料和 １％秸秆； Ｔ２＋Ｓ—添加 ０􀆰 ３％微塑料和 １％秸秆； Ｔ３＋Ｓ—添加 １％微塑料和 １％秸秆。

图 １　 不同处理土壤有机碳矿化速率

Ｆｉｇ􀆰 １　 Ｒａｔｅ ｏｆ ｓｏｉｌ ｏｒｇａｎｉｃ ｃａｒｂｏｎ ｍｉｎｅｒａｌｉｚａｔｉｏｎ ｉｎ ｄｉｆｆｅｒｅｎｔ ｔｒｅａｔｍｅｎｔｓ

ＣＫ—空白对照； Ｔ１—添加 ０􀆰 １％（质量分数 ｗ，下同）微塑料；

Ｔ２—添加 ０􀆰 ３％微塑料； Ｔ３—添加 １％微塑料； Ｓ—添加 １％秸秆；

Ｔ１＋Ｓ—添加 ０􀆰 １％微塑料和 １％秸秆； Ｔ２＋Ｓ—添加 ０􀆰 ３％微塑料和 １％秸秆；

Ｔ３＋Ｓ—添加 １％微塑料和 １％秸秆。

直方柱上方英文小写字母不同表示不同处理间差异显著（Ｐ＜０􀆰 ０５）。

图 ２　 不同处理土壤有机碳累积矿化量

Ｆｉｇ􀆰 ２　 Ｃｕｍｕｌａｔｉｖｅ ｍｉｎｅｒａｌｉｚａｔｉｏｎ ｏｆ ｓｏｉｌ ｏｒｇａｎｉｃ
ｃａｒｂｏｎ ｕｎｄｅｒ ｄｉｆｆｅｒｅｎｔ ｔｒｅａｔｍｅｎｔｓ

表 １　 微塑料、秸秆及两者交互作用对土壤有机碳累积矿化

量的影响

Ｔａｂｌｅ １　 Ｅｆｆｅｃｔ ｏｆ ｍｉｃｒｏｐｌａｓｔｉｃｓ， ｓｔｒａｗ ａｎｄ ｔｈｅｉｒ ｉｎｔｅｒａｃｔｉｏｎ
ｏｎ ｓｏｉｌ ｏｒｇａｎｉｃ ｃａｒｂｏｎ ｍｉｎｅｒａｌｉｚａｔｉｏｎ

处理 自由度 ｄｆ Ｆ 值

微塑料 ３ １３􀆰 ０８０∗∗

秸秆 １ ７ ０５３􀆰 ６３８∗∗

微塑料＋秸秆 ３ ３􀆰 ２８７∗

∗表示 Ｐ＜０􀆰 ０５，∗∗表示 Ｐ＜０􀆰 ０１。

２􀆰 １􀆰 ３　 微塑料和秸秆添加对土壤 ＤＯＣ 的影响

不同浓度微塑料和秸秆添加处理土壤 ＤＯＣ 含

量呈现先下降后上升的变化趋势（图 ３）。 在培养 １
ｄ 时，Ｔ３ 处理的土壤 ＤＯＣ 含量较 ＣＫ 显著提高，增
幅达 ３１􀆰 ７０％（Ｐ＜０􀆰 ０５）；在培养 １４ ｄ 时，Ｔ１、Ｔ２、Ｔ３
处理 的 土 壤 ＤＯＣ 含 量 分 别 显 著 提 高 ７􀆰 ２１％、
１８􀆰 ２６％和 ４５􀆰 ６５％（Ｐ＜０􀆰 ０５）；在培养 ７ 和 ３５ ｄ 时，

Ｔ１、Ｔ２、Ｔ３ 处理的土壤 ＤＯＣ 含量无显著性差异。
在培养期间，Ｓ 处理的土壤 ＤＯＣ 含量较 ＣＫ 显

著提高（Ｐ＜０􀆰 ０５）。 与 Ｓ 处理相比，在培养 １、７ 和 １４
ｄ 时，Ｔ１＋Ｓ、Ｔ２＋Ｓ 和 Ｔ３＋Ｓ 处理土壤 ＤＯＣ 含量均有

显著提高（Ｐ＜０􀆰 ０５），分别提高 １９􀆰 ８９％ ～ ５６􀆰 ７１％、
１３􀆰 ７４％ ～ ３７􀆰 ９０％和 ６５􀆰 ９４％ ～ ７５􀆰 ８２％；培养 ３５ ｄ
时，各添加秸秆处理间土壤 ＤＯＣ 含量无显著性差

异。 微塑料、秸秆添加及两者交互作用在培养 １ 和

１４ ｄ 时对土壤 ＤＯＣ 含量影响显著（表 ２）。

ＣＫ—空白对照； Ｔ１—添加 ０􀆰 １％（质量分数 ｗ，下同）微塑料；

Ｔ２—添加 ０􀆰 ３％微塑料； Ｔ３—添加 １％微塑料； Ｓ—添加 １％秸秆；

Ｔ１＋Ｓ—添加 ０􀆰 １％微塑料和 １％秸秆； Ｔ２＋Ｓ—添加 ０􀆰 ３％微塑料和 １％秸秆；

Ｔ３＋Ｓ—添加 １％微塑料和 １％秸秆。

同一组直方柱上方英文小写字母不同表示不同处理间差异显著（Ｐ＜０􀆰 ０５）。

图 ３　 不同处理土壤 ＤＯＣ 含量

Ｆｉｇ􀆰 ３　 ＤＯＣ ｃｏｎｔｅｎｔ ｉｎ ｄｉｆｆｅｒｅｎｔ ｓｏｉｌ ｔｒｅａｔｍｅｎｔｓ

２􀆰 １􀆰 ４　 微塑料和秸秆添加对土壤 ＭＢＣ 的影响

在整个培养过程中，土壤 ＭＢＣ 含量呈现先下降

后上升的趋势（图 ４）。 与 ＣＫ 相比，培养 １ ｄ 时，Ｔ１、
Ｔ２、Ｔ３ 处理显著提高了土壤 ＭＢＣ 含量（Ｐ＜０􀆰 ０５），
分别提高 １７􀆰 ０５％、２８􀆰 ９１％和 ４１􀆰 ９２％；在培养 ７ ｄ
时，Ｔ３ 处理土壤 ＭＢＣ 含量提高 ４６􀆰 ８３％（Ｐ＜０􀆰 ０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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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培养 １４ ｄ 时，不同浓度微塑料处理土壤 ＭＢＣ 含

量无显著性差异；在培养 ３５ ｄ 时，Ｔ１、Ｔ３ 处理土壤

ＭＢＣ 含量分别提高 ９􀆰 １４％和 １４􀆰 ７２％（Ｐ＜０􀆰 ０５）。

表 ２　 微塑料、秸秆及两者交互作用对土壤 ＤＯＣ、ＭＢＣ 和 ＲＯＣ 的影响

Ｔａｂｌｅ ２　 Ｅｆｆｅｃｔｓ ｏｆ ｍｉｃｒｏｐｌａｓｔｉｃｓ， ｓｔｒａｗ ａｎｄ ｔｈｅｉｒ ｉｎｔｅｒａｃｔｉｏｎ ｏｎ ＤＯＣ， ＭＢＣ ａｎｄ ＲＯＣ ｉｎ ｓｏｉｌ

指标 处理
不同培养时间的 Ｆ 值

１ ｄ ７ ｄ １４ ｄ ３５ ｄ
ＤＯＣ 微塑料 １６􀆰 ４２２∗∗ １６􀆰 ２８２ ４４３􀆰 ０４８∗∗ ０􀆰 ６８０

秸秆 ６９７􀆰 ８０４∗∗ ３１３􀆰 ５９５∗∗ ８ ２００􀆰 １９３∗∗ ５􀆰 ２８５∗

微塑料＋秸秆 ７􀆰 ５３５∗∗ １６􀆰 ０４６∗ ５８１􀆰 ５７３∗∗ ０􀆰 ２３１

ＭＢＣ 微塑料 １１􀆰 ３０５∗∗ １ ４５８􀆰 ６３１∗ ７３􀆰 ９３１ ６０􀆰 ８５９∗∗

秸秆 １７６７􀆰 ４４２∗∗ ５􀆰 ７７６∗∗ １􀆰 ４７６∗∗ ５ ６６９􀆰 ６５１∗∗

微塑料＋秸秆 １９􀆰 ８８１∗∗ ３７􀆰 ４０７∗∗ １􀆰 ０５５ １６􀆰 １３６∗∗

ＲＯＣ 微塑料 ２９􀆰 １５６∗∗ １３７􀆰 ９９５∗∗ １３４􀆰 ６４８∗∗ ３３􀆰 ８４３∗∗

秸秆 １０ ９７３􀆰 ７９７∗∗ ３ ９８９􀆰 １１６∗∗ １ ５０４􀆰 ９１０∗∗ １５􀆰 ２０８∗∗

微塑料＋秸秆 ２９􀆰 ８２２∗∗ １７􀆰 １２０∗∗ ７４􀆰 ３１３∗∗ ６􀆰 ００４∗∗

∗表示 Ｐ＜０􀆰 ０５，∗∗表示 Ｐ＜０􀆰 ０１。

　 　 与 ＣＫ 相比，培养期间 Ｓ 处理显著提高了土壤

ＭＢＣ 含量。 与 Ｓ 处理相比，在培养 １、７ ｄ 时，Ｔ２＋Ｓ、
Ｔ３＋ Ｓ 处理土壤 ＭＢＣ 含量分别提高 １０􀆰 ４２％ ～
１４􀆰 ０５％和 １４􀆰 ０７％～２１􀆰 ８２％（Ｐ＜０􀆰 ０５）；在培养 １４ ｄ
时，Ｔ１ ＋ Ｓ 处理土壤 ＭＢＣ 含量提高 ６０􀆰 １９％ （ Ｐ ＜
０􀆰 ０５）；在培养 ３５ ｄ 时，添加秸秆处理土壤 ＭＢＣ 含

量分别提高 １２􀆰 ９１％、１０􀆰 ３８％和 ２２􀆰 ２０％（Ｐ＜０􀆰 ０５）。
微塑料、秸秆添加及两者交互作用在培养 １、７ 和 ３５
ｄ 时对土壤 ＭＢＣ 含量影响显著（表 ２）。

ＣＫ—空白对照； Ｔ１—添加 ０􀆰 １％（质量分数 ｗ，下同）微塑料；

Ｔ２—添加 ０􀆰 ３％微塑料； Ｔ３—添加 １％微塑料； Ｓ—添加 １％秸秆；

Ｔ１＋Ｓ—添加 ０􀆰 １％微塑料和 １％秸秆； Ｔ２＋Ｓ—添加 ０􀆰 ３％微塑料和 １％秸秆；

Ｔ３＋Ｓ—添加 １％微塑料和 １％秸秆。

同一组直方柱上方英文小写字母不同表示不同处理间差异显著（Ｐ＜０􀆰 ０５）。

图 ４　 不同处理土壤 ＭＢＣ 含量

Ｆｉｇ􀆰 ４　 ＭＢＣ ｃｏｎｔｅｎｔ ｉｎ ｄｉｆｆｅｒｅｎｔ ｔｒｅａｔｍｅｎｔｓ

２􀆰 １􀆰 ５　 微塑料和秸秆添加对土壤 ＲＯＣ 的影响

在培养 １、７ 和 １４ ｄ 时，Ｔ１、Ｔ２、Ｔ３ 处理土壤

ＲＯＣ 含量均有显著提高（Ｐ＜０􀆰 ０５），较 ＣＫ 分别提高

１７􀆰 ９７％ ～ ５１􀆰 ８０％、１１􀆰 １３％ ～ ２９􀆰 ３１％和 ４４􀆰 ４９％ ～

５７􀆰 ３４％。 在培养 ３５ ｄ 时，Ｔ１、Ｔ２、Ｔ３ 处理土壤 ＲＯＣ
含量较 ＣＫ 分别提高 １２􀆰 ９２％、１６􀆰 １６％和 ９􀆰 ３９％（Ｐ＜
０􀆰 ０５）（图 ５）。

ＣＫ—空白对照； Ｔ１—添加 ０􀆰 １％（质量分数 ｗ，下同）微塑料；

Ｔ２—添加 ０􀆰 ３％微塑料； Ｔ３—添加 １％微塑料； Ｓ—添加 １％秸秆；

Ｔ１＋Ｓ—添加 ０􀆰 １％微塑料和 １％秸秆； Ｔ２＋Ｓ—添加 ０􀆰 ３％微塑料和 １％秸秆；

Ｔ３＋Ｓ—添加 １％微塑料和 １％秸秆。

同一组直方柱上方英文小写字母不同表示不同处理间差异显著（Ｐ＜０􀆰 ０５）。

图 ５　 不同处理土壤 ＲＯＣ 含量

Ｆｉｇ􀆰 ５　 ＲＯＣ ｃｏｎｔｅｎｔ ｉｎ ｄｉｆｆｅｒｅｎｔ ｔｒｅａｔｍｅｎｔｓ

与 ＣＫ 相比，培养期间 Ｓ 处理土壤 ＲＯＣ 含量显

著提高。 与 Ｓ 处理相比，在培养 １ ｄ 时，Ｔ１＋Ｓ、Ｔ２＋Ｓ
和 Ｔ３＋Ｓ 处理土壤 ＲＯＣ 含量均显著提高（Ｐ＜０􀆰 ０５），
分别提高 ２􀆰 ２１％、６􀆰 ９１％和 ４􀆰 ５２％；在培养 ７ ｄ 时，
Ｔ１＋Ｓ、Ｔ２＋Ｓ 和 Ｔ３＋Ｓ 处理土壤 ＲＯＣ 含量分别提高

１２􀆰 ４２％、６􀆰 ５２％和 １７􀆰 ６４％（Ｐ＜０􀆰 ０５）；在培养 １４ ｄ
时，Ｔ１＋Ｓ 和 Ｔ３ ＋ Ｓ 处理土壤 ＲＯＣ 含量分别提高

１４􀆰 ８４％和 ３４􀆰 ７６％（Ｐ＜０􀆰 ０５）；在培养 ３５ ｄ 时，Ｔ３＋Ｓ
处理土壤 ＲＯＣ 含量提高 ２４􀆰 ３２％（Ｐ＜０􀆰 ０５）。 微塑

料、秸秆添加及两者交互作用在培养 １、７、１４ 和 ３５ 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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时对土壤 ＲＯＣ 含量均影响显著（表 ２）。
２􀆰 １􀆰 ６　 微塑料和秸秆添加对土壤有机碳含量变化

的影响

培养末期 ３５ ｄ 时，Ｔ１＋Ｓ、Ｔ２＋Ｓ 和 Ｔ３＋Ｓ 处理土

壤有机碳净累积矿化量分别为 ８􀆰 ２２、８􀆰 ４７ 和 ８􀆰 ８５
ｇ·ｋｇ－１。 与 ＣＫ 相比，Ｔ１＋Ｓ 处理的土壤 ＤＯＣ、ＭＢＣ、
ＲＯＣ 含量分别增加 ５􀆰 ７６、 ２５０􀆰 ９８ 和 １ ２７０ ｍｇ·
ｋｇ－１，Ｔ２＋Ｓ 处理分别增加 ５􀆰 ３８、２４１􀆰 ０８ 和 ９９０ ｍｇ·
ｋｇ－１，Ｔ３ ＋ Ｓ 处理分别增加 ５􀆰 ６５、 ２８７􀆰 ２１ 和 １ ７２０
ｍｇ·ｋｇ－１。
２􀆰 ２　 微塑料和秸秆添加对土壤酶活性的影响

２􀆰 ２􀆰 １　 微塑料和秸秆添加对土壤 β－葡萄糖苷酶活

性的影响

如图 ６ 所示，与 ＣＫ 相比，在培养 １ ｄ 时，Ｔ１、
Ｔ２、Ｔ３ 处理显著提高了土壤 β－葡萄糖苷酶活性（Ｐ＜
０􀆰 ０５），分别是 ＣＫ 的 １􀆰 ４６、１􀆰 ２９ 和 １􀆰 ５２ 倍；在培养

７ ｄ 时，Ｔ１、Ｔ２、Ｔ３ 处理土壤 β－葡萄糖苷酶活性分别

提高 ４３􀆰 ９６％、２７􀆰 ６６％和 ２８􀆰 ３０％（Ｐ＜０􀆰 ０５）；在培养

１４ ｄ 时，Ｔ３ 处理土壤 β－葡萄糖苷酶活性显著提高

６１􀆰 １９％（Ｐ＜０􀆰 ０５）；在培养 ３５ ｄ 时，不同浓度微塑料

处理无显著性差异。
秸秆对 β－葡萄糖苷酶活性有显著促进作用，Ｓ

处理 β－葡萄糖苷酶活性在 １、７、１４ 和 ３５ ｄ 时分别是

ＣＫ 的 ２１􀆰 ９３、７􀆰 ８１、３􀆰 ８４ 和 １０􀆰 ０５ 倍。 与 Ｓ 处理相

比，在培养 １ ｄ 时，Ｔ３＋Ｓ 处理土壤 β－葡萄糖苷酶活

性提高 ５􀆰 ４０％（Ｐ＜０􀆰 ０５）；在培养 ７ ｄ 时，Ｔ１＋Ｓ、Ｔ２＋
Ｓ 和 Ｔ３＋Ｓ 处理土壤 β－葡萄糖苷酶活性分别提高

２６􀆰 ９１％、２７􀆰 ９８％和 ２１􀆰 ５０％（Ｐ＜０􀆰 ０５）；在培养 １４ ｄ
时，Ｔ２＋Ｓ 和 Ｔ３＋Ｓ 处理分别提高 １９􀆰 ６０％和 ３３􀆰 ２９％
（Ｐ＜０􀆰 ０５）；在培养 ３５ ｄ 时，Ｔ２＋Ｓ 和 Ｔ３＋Ｓ 处理分别

提高 ４０􀆰 ８０％和 １６􀆰 ６６％（Ｐ＜０􀆰 ０５）。 微塑料、秸秆添

加及两者交互作用在培养 １、７ 和 １４ ｄ 时对土壤 β－
葡萄糖苷酶活性影响显著（表 ３）。

ＣＫ—空白对照； Ｔ１—添加 ０􀆰 １％（质量分数 ｗ，下同）微塑料；

Ｔ２—添加 ０􀆰 ３％微塑料； Ｔ３—添加 １％微塑料； Ｓ—添加 １％秸秆；

Ｔ１＋Ｓ—添加 ０􀆰 １％微塑料和 １％秸秆； Ｔ２＋Ｓ—添加 ０􀆰 ３％微塑料和 １％秸秆；

Ｔ３＋Ｓ—添加 １％微塑料和 １％秸秆。

同一组直方柱上方英文小写字母不同表示不同处理间差异显著（Ｐ＜０􀆰 ０５）。

图 ６　 微塑料和秸秆对土壤 β－葡萄糖苷酶活性的影响

Ｆｉｇ􀆰 ６　 Ｅｆｆｅｃｔ ｏｆ ｍｉｃｒｏｐｌａｓｔｉｃｓ ａｎｄ ｓｔｒａｗ ｏｎ
ｓｏｉｌ β⁃ｇｌｕｃｏｓｉｄａｓｅ ａｃｔｉｖｉｔｙ

表 ３　 微塑料、秸秆及两者交互作用对土壤 β－葡萄糖苷酶和过氧化氢酶活性的影响

Ｔａｂｌｅ ３　 Ｅｆｆｅｃｔｓ ｏｆ ｍｉｃｒｏｐｌａｓｔｉｃｓ， ｓｔｒａｗ ａｎｄ ｔｈｅｉｒ ｉｎｔｅｒａｃｔｉｏｎ ｏｎ ｓｏｉｌ β⁃ｇｌｕｃｏｓｉｄａｓｅ ａｎｄ ｃａｔａｌａｓｅ ａｃｔｉｖｉｔｙ

酶活性 处理　
不同培养时间的 Ｆ 值

１ ｄ ７ ｄ １４ ｄ ３５ ｄ
β－葡萄糖苷酶 微塑料 ６４􀆰 ３６７∗∗ ５９􀆰 ８６１∗∗ ６􀆰 ３７４∗ ３􀆰 ２４３

秸秆 ５ ５３７􀆰 ７８１∗∗ １２ ０２２􀆰 ９７６∗∗ ４６４􀆰 ６７９∗∗ ２５１􀆰 ３４９∗∗

微塑料＋秸秆 ５５􀆰 ２１３∗∗ ６３􀆰 ９４５∗∗ １􀆰 ９７６∗ ５􀆰 ２７６∗

过氧化氢酶 微塑料 ２７􀆰 ８６７ ２１􀆰 ０２８∗∗ ２􀆰 ３５９ １􀆰 ２９８
秸秆 １０６􀆰 ５４７∗∗ ２３１􀆰 ９７７∗∗ ３􀆰 ７２２ ２０􀆰 １８９∗

微塑料＋秸秆 ４􀆰 ２２７ ２􀆰 ８７８∗ ０􀆰 ５９４ ０􀆰 ８３９
∗表示 Ｐ＜０􀆰 ０５，∗∗表示 Ｐ＜０􀆰 ０１。

２􀆰 ２􀆰 ２　 微塑料和秸秆添加对土壤过氧化氢酶活性

的影响

与 ＣＫ 相比，在培养 １、１４ 和 ３５ ｄ 时，Ｔ１、Ｔ２、Ｔ３
处理土壤过氧化氢酶活性上升，但差异未达显著水

平；在培养 ７ ｄ 时，Ｔ１、Ｔ２、Ｔ３ 处理土壤过氧化氢酶

活性分别提高 ２７􀆰 １０％、 ２９􀆰 １３％ 和 ３５􀆰 ９５％ （ Ｐ ＜
０􀆰 ０５）（图 ７）。

在培养 １、７ 和 ３５ ｄ 时，添加秸秆对土壤过氧化

氢酶活性有显著促进作用，Ｓ 处理土壤过氧化氢酶

活性较 ＣＫ 分别提高 ６４􀆰 １２％、７３􀆰 ５０％和 １３􀆰 ９０％
（Ｐ＜０􀆰 ０５）。 与 Ｓ 处理相比，在培养 １ ｄ 时，Ｔ１＋Ｓ、
Ｔ２＋Ｓ 和 Ｔ３＋Ｓ 处理土壤过氧化氢酶活性均有显著

提高，分别提高 １０􀆰 １３％、１９􀆰 ３９％ 和 ３８􀆰 ８６％ （Ｐ ＜
０􀆰 ０５）；在培养 ７ ｄ 时，Ｔ２＋Ｓ、Ｔ３＋Ｓ 处理土壤过氧化

氢酶活性分别提高 １９􀆰 ３９％和 ３７􀆰 ６５％（Ｐ＜０􀆰 ０５）；在
培养 １４ ｄ 时，Ｔ３＋Ｓ 处理提高 ７８􀆰 ８９％（Ｐ＜０􀆰 ０５）；在
培养 ３５ ｄ 时，Ｔ２＋Ｓ、Ｔ３＋Ｓ 处理分别提高 ３３􀆰 ７５％和

４９􀆰 ７５％（Ｐ＜０􀆰 ０５）。 微塑料、秸秆添加及其交互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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用在培养 ７ ｄ 时对土壤过氧化氢酶活性影响显著。

ＣＫ—空白对照； Ｔ１—添加 ０􀆰 １％（质量分数 ｗ，下同）微塑料；

Ｔ２—添加 ０􀆰 ３％微塑料； Ｔ３—添加 １％微塑料； Ｓ—添加 １％秸秆；

Ｔ１＋Ｓ—添加 ０􀆰 １％微塑料和 １％秸秆； Ｔ２＋Ｓ—添加 ０􀆰 ３％微塑料和 １％秸秆；

Ｔ３＋Ｓ—添加 １％微塑料和 １％秸秆。

同一组直方柱上方英文小写字母不同表示不同处理间差异显著（Ｐ＜０􀆰 ０５）。

图 ７　 微塑料和秸秆对土壤过氧化氢酶活性的影响

Ｆｉｇ􀆰 ７　 Ｅｆｆｅｃｔ ｏｆ ｍｉｃｒｏｐｌａｓｔｉｃｓ ａｎｄ ｓｔｒａｗ ｏｎ
ｓｏｉｌ ｃａｔａｌａｓｅ ａｃｔｉｖｉｔｙ

２􀆰 ３　 有机碳矿化速率与土壤活性有机碳含量和酶

活性的相关性分析

　 　 有机碳矿化速率与土壤活性有机碳含量和酶

活性的相关性分析如表 ４ 所示。 由表 ４ 可知，有机

碳矿化速率与 ＤＯＣ、ＭＢＣ、ＲＯＣ 含量和 β⁃葡萄糖苷

酶活性呈显著正相关。 ＭＢＣ 与 ＲＯＣ 含量呈显著正

相关，而 ＤＯＣ 与 ＭＢＣ、ＲＯＣ 含量无显著相关性。
ＤＯＣ、ＭＢＣ、ＲＯＣ 含量均与 β⁃葡萄糖苷酶活性呈显

著正相关。 过氧化氢酶活性与 ＲＯＣ 含量呈显著正

相关，与有机碳矿化速率、ＤＯＣ 含量、ＭＢＣ 含量、
ＲＯＣ 含量和 β⁃葡萄糖苷酶活性均无显著相关性。

表 ４　 土壤有机碳矿化速率与 ＤＯＣ、ＭＢＣ、ＲＯＣ 含量及

ＧＬＵ、ＣＡＴ 酶活性的相关系数

Ｔａｂｌｅ ４　 Ｃｏｒｒｅｌａｔｉｏｎ ｏｆ ｓｏｉｌ ｏｒｇａｎｉｃ ｃａｒｂｏｎ ｍｉｎｅｒａｌｉｚａｔｉｏｎ
ｗｉｔｈ ＤＯＣ， ＭＢＣ， ＲＯＣ， ＧＬＵ ａｎｄ ＣＡＴ

指标 ＤＯＣ 含量 ＭＢＣ 含量 ＲＯＣ 含量 ＧＬＵ 活性 ＣＡＴ 活性

ＳＯＣ－ＣＯ２ ０􀆰 ５１∗ ０􀆰 ４９∗ ０􀆰 ７２∗∗ ０􀆰 ８０∗∗ ０􀆰 ２４
ＤＯＣ 含量 ０􀆰 ２２ ０􀆰 １７ ０􀆰 ４１∗ －０􀆰 ０８
ＭＢＣ 含量 ０􀆰 ５１∗ ０􀆰 ４９∗ ０􀆰 ３２
ＲＯＣ 含量 ０􀆰 ６４∗∗ ０􀆰 ５２∗∗

ＧＬＵ 活性 ０􀆰 ２６
ＳＯＣ－ＣＯ２为有机碳矿化速率； ＤＯＣ 为可溶性有机碳； ＭＢＣ 为微生

物量碳； ＲＯＣ 为易氧化有机碳； ＧＬＵ 为 β－葡萄糖苷酶； ＣＡＴ 为过

氧化氢酶。 ∗表示 Ｐ＜０􀆰 ０５；∗∗表示 Ｐ＜０􀆰 ０１。

３　 讨论

３􀆰 １　 微塑料和秸秆添加对土壤有机碳矿化的影响

土壤有机碳矿化是土壤中的活性有机碳组分

在微生物的作用下矿化释放 ＣＯ２等气体的过程［２４］。
该试验中，培养初期各处理的 ＣＯ２释放速率较快，随
着培养时间的延长逐渐减缓，最终达到稳定状态。
郝瑞军等［２５］ 研究发现，土壤有机碳矿化与 ＭＢＣ 和

ＤＯＣ 含量呈显著正相关，笔者研究结果与其相似。
培养初期，土壤中存在较多活性有机碳和营养物

质，能为微生物提供充足的养分和碳源，微生物活

性增强，因此有机碳分解速率较快。 随着培养时间

的延长，土壤中的活性有机碳含量下降，微生物增

殖和活性减弱，矿化速率逐渐降低并达到稳定。
该研究中，仅添加微塑料处理土壤有机碳累积

矿化量随微塑料浓度的增加逐渐上升。 这说明添

加微塑料后，微塑料中所含的部分碳可以被微生物

分解利用，并且可以通过微生物的分解来促进有机

碳的矿化，进而提高土壤有机碳累积矿化量。 张秀

玲等［２６］研究发现，添加 ｗ＝ １％聚乙烯微塑料可以显

著提高 ８􀆰 ２０％的有机碳累积矿化量。 该试验中，添
加秸秆处理可显著提高土壤有机碳的矿化速率和

累积矿化量，这可能与供试土壤本身性质有关，黄
河故道属于典型盐碱地土壤，土壤中有机碳含量较

低，某些微生物的“代谢警觉”能力较强，对基质的

响应要快于休眠细胞，加入养分可以加速细菌的更

替，从而触发正激发效应［２７］，提高有机碳矿化速率

和累积矿化量。
３􀆰 ２　 微塑料和秸秆添加对土壤活性有机碳组分的

影响

　 　 ＹＵ 等［２８］采集北京上庄潮土进行为期 ３６５ ｄ 的

矿化培养试验，发现 ｗ ＝ １０％的聚乙烯微塑料或聚

乙烯微塑料与 ｗ ＝ １％的秸秆混施，均可增加土壤活

性有机碳含量。 笔者研究结果表明，微塑料或微塑

料与秸秆混施处理都可增加土壤活性有机碳含量，
这是因为聚氨酯微塑料含碳量丰富。 试验中添加

的聚氨酯微塑料由聚氰酸酯与植物油基多元醇反

应形成，这在一定程度上增加了土壤中的碳含量。
以大豆油、甘油等作为主要物质制备的包膜，微生

物可以轻易分解和利用［２９］，从而为细菌生长和繁殖

提供充足基质，促进微生物在短时间内迅速繁殖，
促使有机质向土壤活性碳库输送。 此外，微塑料还

可以通过吸收营养物质为微生物创造一个塑料层，
改善微生物附着性，提高微生物活性，以促进大分

子有机物质分解成有机碳［３０］。 ＡＢＯＢＡＴＴＡ［３１］ 研究

发现，聚丙烯酰胺残膜进入土壤后，短期内可以在

土壤周围形成一个具有充足水分和营养物质的微

环境，增加微环境中微生物数量和活性。
刘聪慧［３２］研究发现，在存在秸秆的土壤中加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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微塑料残膜，会在土壤中形成一种独特的“秸秆－残
膜－土壤”共同体，残膜具有疏水性且表面粗糙，能
吸附不同电荷及多种有机、无机物，使该“秸秆－残
膜－土壤”共同体的孔隙度、透气性及含水量都不同

于没有残膜存在的土壤，从而为微生物创造特殊的

活动热点和定殖条件。 秸秆中还含有大量纤维素、
半纤维素等容易被微生物分解的有机碳，微塑料的

存在还可以加速秸秆分解［３３］，能为土壤中的微生物

提供更多的可利用碳源，从而提高微生物的活力，
促进土壤本底有机碳的转化［３４］。 另一方面，秸秆改

良了原生盐碱土［３５］，改善了土壤结构和微生物生存

环境，进而提高土壤微生物活性，进一步提高土壤

活性有机碳含量［３６］。 同时，活性有机碳在 ｐＨ 适宜

的土壤中更容易迁移，也能够在一定程度上提高土

壤活性有机碳含量［３７］。
３􀆰 ３　 微塑料和秸秆添加对土壤酶活性的影响

土壤碳降解相关酶与土壤有机碳转化或形成

过程密切相关［３８］。 外源碳进入土壤后，在土壤碳降

解酶的作用下，可以为微生物提供满足自身生长代

谢所需能源，同时对于土壤微生物呼吸还具有一定

的激发效应，而微生物活性增加又有利于酶活性

提高。
王琼瑶等［３９］ 研究表明，土壤 β－葡萄糖苷酶是

显著影响土壤有机碳或可溶性有机碳含量的正向

因子。 相关性分析也表明，土壤 β－葡萄糖苷酶活性

与土壤可溶性有机碳含量呈显著正相关。 土壤 β－
葡萄糖苷酶可以对纤维素降解起促进作用，进而增

加有机碳矿化可利用底物。 在该研究中，不同浓度

微塑料和秸秆添加处理显著提高了土壤 β－葡萄糖

苷酶活性，这与 ＬＩＵ 等［４０］的研究结果一致。 这可能

是由于聚氨酯微塑料和秸秆的存在增加了土壤有

机物质，为微生物生长提供了所需的能量，促进了

微生物的增殖，进而提高了土壤酶活性。 土壤过氧

化氢酶是一种重要的氧化还原酶，可以表征土壤微

生物活性强度。 徐寓军［４１］ 利用偏小二乘路径模型

将土壤活性有机碳与酶活性进行分析得知，土壤氧

化酶活性的增加更有利于土壤活性有机碳的形成。
笔者研究表明，不同浓度微塑料处理显著提高了土

壤过氧化氢酶活性，这与 ＨＵＡＮＧ 等［４２］ 的研究结果

一致。 这可能是因为聚氨酯微塑料的存在增加了

土壤孔隙度，提高了土壤的有氧呼吸效率，需氧微

生物活性得到提高，进而导致酶活性增加。 ＺＨＡＮＧ
等［４３］研究表明，土壤中添加 ｗ＝ ０􀆰 ３％的聚酯微纤维

可以显著增加土壤孔隙度。 ＣＨＥＮ 等［４４］ 研究发现，
ｗ＝ ２％的聚乳酸微塑料与 ｗ＝ ２％的秸秆残渣混施可

显著提高土壤过氧化氢酶活性。 笔者研究表明，聚
氨酯微塑料与秸秆混施处理也同样显著提高了土

壤过氧化氢酶活性。 这可能是因为微塑料与秸秆

混施处理一定程度上改变了土壤微生物多样性，使
得绿弯菌门、拟杆菌门和变形菌门等成为优势菌

门，这些菌门丰度与土壤过氧化氢酶活性呈正

相关［４４］。
综上，聚氨酯微塑料短期内的积累与降解促进

了土壤有机碳的矿化，并且对土壤活性有机碳组分

和土壤酶活性产生了一定的积极影响。 由于该研

究的局限性，未能够对土壤中微生物群落结构及其

多样性等相关指标进行系统分析，有关聚氨酯残膜

微塑料对土壤有机碳矿化作用的具体影响机制还

不够明确。 同时，控释肥残膜微塑料在土壤中的降

解是一个长期过程，受土壤容重、质地、水分和温度

等诸多因素影响，而且在降解过程中残膜结构、降
解产物及其对土壤理化性质的影响仍有待于更深

入的研究，以便更好地理解和评价控释肥料残膜的

生态环境效应。

４　 结论

（１）低、中浓度聚氨酯微塑料处理对土壤有机

碳矿化无显著影响，高浓度微塑料处理显著促进土

壤有机碳矿化，添加秸秆处理进一步显著促进土壤

有机碳矿化。
（２）与 ＣＫ 相比，培养期间不同浓度微塑料处理

ＤＯＣ、 ＭＢＣ、 ＲＯＣ 含 量 分 别 显 著 增 加 ５􀆰 ７０％ ～
５７􀆰 ４３％、９􀆰 １４％ ～ ４１􀆰 ９２％和 ２􀆰 ８７％ ～ ５７􀆰 ３４％ （Ｐ ＜
０􀆰 ０５）；与 Ｓ 处理相比，微塑料 ＋秸秆处理 ＤＯＣ、
ＭＢＣ、ＲＯＣ 含量分别显著增加 １３􀆰 ７４％ ～ ７５􀆰 ８２％、
１０􀆰 ３８％～ ６０􀆰 １９％和 ２􀆰 ２１％ ～ ３４􀆰 ７６％ （Ｐ ＜ ０􀆰 ０５）。
聚氨酯微塑料与秸秆单独存在及共存均能够提升

土壤活性有机碳含量，且共存的提高效应优于聚氨

酯微塑料单独作用。
（３）微塑料和微塑料＋秸秆处理显著提高了土

壤 β－葡萄糖苷酶活性和土壤过氧化氢酶活性，对土

壤酶的分泌产生了正向反馈作用，提高了土壤微生

物的纤维素分解能力和氧化能力。

参考文献：

［１］ 　 ＦＲＡＮＺＥＬＬＩＴＴＩ Ｓ． Ｅｄｉｔｏｒｉａｌ Ｏｖｅｒｖｉｅｗ： Ｐｌａｓｔｉｃ Ｐｏｌｌｕｔｉｏｎ ａｎｄ
Ｈｕｍａｎ Ｈｅａｌｔｈ：Ｗｈａｔ Ｗｅ Ｋｎｏｗ ａｎｄ Ｗｈａｔ Ｗｅ ｓｈｏｕｌｄ Ｆｏｃｕｓ ｏｎ
［Ｊ］ ．Ｃｕｒｒｅｎｔ Ｏｐｉｎｉｏｎ ｉｎ Ｔｏｘｉｃｏｌｏｇｙ，２０２１，２８：８４－８６．

［２］ 　 骆永明，周倩，章海波，等．重视土壤中微塑料污染研究 防范生

态与食物链风险［ Ｊ］ ．中国科学院院刊，２０１８，３３（１０）：１０２１－

１０３０．［ＬＵＯ Ｙｏｎｇ⁃ｍｉｎｇ，ＺＨＯＵ Ｑｉａｎ，ＺＨＡＮＧ Ｈａｉ⁃ｂｏ， ｅｔ ａｌ． Ｐａｙ



·１０９４　 · 　 生　 态　 与　 农　 村　 环　 境　 学　 报 第 ３９ 卷

Ａｔｔｅｎｔｉｏｎ ｔｏ Ｒｅｓｅａｒｃｈ ｏｎ Ｍｉｃｒｏｐｌａｓｔｉｃ Ｐｏｌｌｕｔｉｏｎ ｉｎ Ｓｏｉｌ ｆｏｒ Ｐｒｅｖｅｎ⁃
ｔｉｏｎ ｏｆ Ｅｃｏｌｏｇｉｃａｌ ａｎｄ Ｆｏｏｄ Ｃｈａｉｎ Ｒｉｓｋｓ［Ｊ］ ．Ｂｕｌｌｅｔｉｎ ｏｆ Ｃｈｉｎｅｓｅ Ａ⁃
ｃａｄｅｍｙ ｏｆ Ｓｃｉｅｎｃｅｓ，２０１８，３３（１０）：１０２１－１０３０．］

［３］ 　 ＨＵＡＮＧ Ｙ，ＬＩＵ Ｑ，ＪＩＡ Ｗ Ｑ，ｅｔ ａｌ．Ａｇｒｉｃｕｌｔｕｒａｌ Ｐｌａｓｔｉｃ Ｍｕｌｃｈｉｎｇ ａｓ
ａ Ｓｏｕｒｃｅ ｏｆ Ｍｉｃｒｏｐｌａｓｔｉｃｓ ｉｎ ｔｈｅ Ｔｅｒｒｅｓｔｒｉａｌ Ｅｎｖｉｒｏｎｍｅｎｔ［ Ｊ］ ．Ｅｎｖｉ⁃
ｒｏｎｍｅｎｔａｌ Ｐｏｌｌｕｔｉｏｎ，２０２０，２６０：１１４０９６．

［４］ 　 ＬＩＵ Ｍ Ｔ，ＬＵ Ｓ Ｂ，ＳＯＮＧ Ｙ，ｅｔ ａｌ． Ｍｉｃｒｏｐｌａｓｔｉｃ ａｎｄ Ｍｅｓｏｐｌａｓｔｉｃ
Ｐｏｌｌｕｔｉｏｎ ｉｎ Ｆａｒｍｌａｎｄ Ｓｏｉｌｓ ｉｎ Ｓｕｂｕｒｂｓ ｏｆ Ｓｈａｎｇｈａｉ，Ｃｈｉｎａ［Ｊ］ ．Ｅｎ⁃
ｖｉｒｏｎｍｅｎｔａｌ Ｐｏｌｌｕｔｉｏｎ，２０１８，２４２：８５５－８６２．

［５］ 　 王亮，秦玉波，于阁杰，等．新型缓控释肥的研究现状及展望

［Ｊ］ ．吉林农业科学，２００８，３３（４）：３８－ ４２． ［ＷＡＮＧ Ｌｉａｎｇ，ＱＩＮ
Ｙｕ⁃ｂｏ，ＹＵ Ｇｅ⁃ｊｉｅ，ｅｔ ａｌ．Ｃｕｒｒｅｎｔ Ｓｉｔｕａｔｉｏｎ ａｎｄ Ｐｒｏｓｐｅｃｔ ｏｆ Ｓｔｕｄｉｅｓ
ｏｆ Ｓｌｏｗ ／ Ｃｏｎｔｒｏｌｌｅｄ Ｒｅｌｅａｓｅｄ Ｆｅｒｔｉｌｉｚｅｒ［Ｊ］ ．Ｊｏｕｒｎａｌ ｏｆ Ｊｉｌｉｎ Ａｇｒｉｃｕｌ⁃
ｔｕｒａｌ Ｓｃｉｅｎｃｅｓ，２００８，３３（４）：３８－４２．］

［６］ 　 姚先荣．缓 ／ 控释肥料的研究进展及发展趋势［ Ｊ］ ．现代农业科

技，２０１９（２）：１３３，１３５． ［ ＹＡＯ Ｘｉａｎ⁃ｒｏｎｇ． Ｒｅｓｅａｒｃｈ Ｐｒｏｇｒｅｓｓ ａｎｄ
Ｄｅｖｅｌｏｐｍｅｎｔ Ｔｒｅｎｄ ｏｆ Ｓｌｏｗ ／ Ｃｏｎｔｒｏｌｌｅｄ Ｒｅｌｅａｓｅ Ｆｅｒｔｉｌｉｚｅｒｓ ［ Ｊ ］ ．
Ｍｏｄｅｒｎ Ａｇｒｉｃｕｌｔｕｒａｌ Ｓｃｉｅｎｃｅ ａｎｄ Ｔｅｃｈｎｏｌｏｇｙ， ２０１９ （ ２ ）：
１３３，１３５．］

［７］ 　 孙雨萌．控释肥用聚氨酯包膜材料的制备及评价［Ｄ］．北京：北
京化工大学，２０１６．［ＳＵＮ Ｙｕ⁃ｍｅｎｇ．Ｐｒｅｐａｒａｔｉｏｎ ａｎｄ Ｅｖａｌｕａｔｉｏｎ ｏｆ
Ｃｏｎｔｒｏｌｌｅｄ Ｒｅｌｅａｓｅ Ｆｅｒｔｉｌｉｚｅｒ Ｃｏａｔｅｄ ｂｙ Ｐｏｌｙｕｒｅｔｈａａｎｅ ［ Ｄ ］．
Ｂｅｉｊｉｎｇ：Ｂｅｉｊｉｎｇ Ｕｎｉｖｅｒｓｉｔｙ ｏｆ Ｃｈｅｍｉｃａｌ Ｔｅｃｈｎｏｌｏｇｙ，２０１６．］

［８］ 　 ＫＡＴＳＵＭＩ Ｎ，ＫＵＳＵＢＥ Ｔ，ＮＡＧＡＯ Ｓ， ｅｔ ａｌ． Ｔｈｅ Ｒｏｌｅ ｏｆ Ｃｏａｔｅｄ
Ｆｅｒｔｉｌｉｚｅｒ Ｕｓｅｄ ｉｎ Ｐａｄｄｙ Ｆｉｅｌｄｓ ａｓ ａ Ｓｏｕｒｃｅ ｏｆ Ｍｉｃｒｏｐｌａｓｔｉｃｓ ｉｎ ｔｈｅ
Ｍａｒｉｎｅ Ｅｎｖｉｒｏｎｍｅｎｔ ［ Ｊ ］ ． Ｍａｒｉｎｅ Ｐｏｌｌｕｔｉｏｎ Ｂｕｌｌｅｔｉｎ， ２０２０，
１６１：１１１７２７．

［９］ 　 ＦＵ Ｊ Ｊ，ＷＡＮＧ Ｃ Ｙ，ＣＨＥＮ Ｘ Ｘ，ｅｔ ａｌ．Ｃｌａｓｓｉｆｉｃａｔｉｏｎ Ｒｅｓｅａｒｃｈ ａｎｄ
Ｔｙｐｅｓ ｏｆ Ｓｌｏｗ Ｃｏｎｔｒｏｌｌｅｄ Ｒｅｌｅａｓｅ Ｆｅｒｔｉｌｉｚｅｒｓ （ＳＲＦＳ） Ｕｓｅｄ：Ａ Ｒｅ⁃
ｖｉｅｗ［ Ｊ］ ． Ｃｏｍｍｕｎｉｃａｔｉｏｎｓ ｉｎ Ｓｏｉｌ Ｓｃｉｅｎｃｅ ａｎｄ Ｐｌａｎｔ Ａｎａｌｙｓｉｓ，
２０１８，４９（１７）：２２１９－２２３０．

［１０］ ＫＡＴＳＵＭＩ Ｎ，ＫＵＳＵＢＥ Ｔ，ＮＡＧＡＯ Ｓ，ｅｔ ａｌ．Ａｃｃｕｍｕｌａｔｉｏｎ ｏｆ Ｍｉｃｒｏ⁃
ｃａｐｓｕｌｅｓ Ｄｅｒｉｖｅｄ ｆｒｏｍ Ｃｏａｔｅｄ Ｆｅｒｔｉｌｉｚｅｒ ｉｎ Ｐａｄｄｙ Ｆｉｅｌｄｓ［Ｊ］ ．Ｃｈｅｍ⁃
ｏｓｐｈｅｒｅ，２０２１，２６７：１２９１８５．

［１１］ 包丽华．控释肥高分子残膜的降解动态及对土壤生物学效应

的影响研究［Ｄ］．泰安：山东农业大学，２０１０．［ＢＡＯ Ｌｉ⁃ｈｕａ．Ｄｅｇ⁃
ｒａｄａｔｉｏｎ ｏｆ Ｐｏｌｙｍｅｒ Ｃｏａｔｉｎｇ Ｒｅｓｉｄｕａｌ ｏｆ Ｃｏｎｔｒｏｌｌｅｄ Ｒｅｌｅａｓｅ
Ｆｅｒｔｉｌｉｚｅｒ ａｎｄ Ｉｔｓ Ｅｆｆｅｃｔｓ ｏｎ Ｓｏｉｌ Ｂｉｏｌｏｇｉｃａｌ Ｐｒｏｐｅｒｔｉｅｓ［Ｄ］．Ｔａｉ′ａｎ：
Ｓｈａｎｄｏｎｇ Ａｇｒｉｃｕｌｔｕｒａｌ Ｕｎｉｖｅｒｓｉｔｙ，２０１０．］

［１２］ 冯照喧．生物基可降解聚氨酯的合成、功能化改性及医学应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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美丽城市生态环境协同治理：
基于生态韧性与协同增效的考察

李海东①， 马伟波， 张龙江， 吕玉娟， 刘臣炜， 赵立君　 （生态环境部南京环境科学研究所， 江苏 南京　 ２１００４２）

摘要： 城市生态环境是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的重要内容，具有以人为本和精细化管理的显著特点。
面向美丽城市建设和生态系统服务提升的现实需求，笔者首先辨析了市域、建成区、市辖区和城区的相关概念，阐
释了城市生态韧性建设的内涵。 其次，结合党的二十大报告关于“加强城市基础设施建设，打造宜居、韧性、智慧

城市”和“站在人与自然和谐共生的高度谋划发展”要求，剖析了城市生态环境治理存在的主要问题：（１）生态环

境协同治理滞后于城市建设，人居生态环境“大城市病”依然严峻；（２）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的区域差异显著，基础

设施建设面临“快还旧账、不欠新账”双重压力；（３）“双碳”目标任重道远，工业园区降碳减污扩绿增长亟待技术

创新；（４）顶层谋划发展的系统性不强，缺乏针对性的城市生态环境治理举措。 最后，从顶层设计、理念引领、管理

创新、分区分类、科技支撑等方面提出了城市生态环境治理策略，以期支撑快速城市化地区生态环境治理和生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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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超大特大城市生态环境治理和乡村生态振兴

是推进以人为核心的新型城镇化的重要内容。 党

的二十大报告提出，以城市群、都市圈为依托构建

大中小城市协调发展格局，推进以县城为重要载体

的城镇化建设。 改革开放 ４０ 多年来，中国城市数量

由 １９７８ 年的 １９３ 个增加至 ２０２１ 年的 ６９２ 个（地级

市 ３００ 个），城镇常住总人口由 １􀆰 ７２ 亿增加到 ９􀆰 １４
亿， 占 全 国 总 人 口 的 比 例 由 １８􀆰 １％ 提 高 到

６４􀆰 ７％［１］。 ２０１２ 年以来，我国有 １􀆰 ３ 亿农业转移人

口在城镇落户，１９ 个城市群集聚了全国 ７０％以上的

人口和 ８０％以上的经济总量，中心城市辐射带动能

力逐步增强，中小城市活力增强，县城补短板强弱

项稳步推进。 快速城市化一方面孕育了城市现代

文明，提高了居民生活水平；另一方面也加剧了以

城市为中心的环境污染及其导致的人体健康和生

物多样性丧失等问题［２］。 从发展趋势看，未来城市

规模越来越大，人口将进一步向大城市聚集，高密

度、高强度、高流动的城市发展模式加剧了疾病的

传播与扩散［３］，城市步入高风险管理阶段，生态环

境安全和健康受到持续高度关注。
城市是现代化的重要载体，也是人口最密集、

污染排放最集中的地方。 ２０１５ 年第四次中央城市

工作会议（前 ３ 次分别于 １９６２、１９６３ 和 １９７８ 年召

开）指出，城市工作要把创造优良人居环境作为中

心目标，努力把城市建设成为人与人、人与自然和

谐共处的美丽家园。 近年来，我国城市生态环境治

理取得显著成效，促进了人与自然和谐共生，但也

依然存在生态环境质量持续改善压力大、生态安全

格局破碎化严重、环境基础设施建设有待加强、智
慧化精细化管理水平不均衡、绿色低碳发展任务仍

然较重等问题。 目前，我国中西部省会城市虹吸集

聚发展与中小城市城镇化“伪增长”现象突出，“大
城市病”愈发显著，出现了碳排放强度和总量“双
控”转变以及人居生态环境健康等新难题，给新时

期城市生态环境治理和美丽中国建设造成新挑战。
为提升快速城市化地区生态文明建设水平，２０２２ 年

３ 月以来，笔者所在课题组先后开展了北京、上海、
江苏、广西、福建、浙江、四川、湖北、湖南、重庆、贵
州、陕西、新疆、山东、辽宁、安徽 １６ 个省（区、市）２３
个典型城市生态保护与监管调研，结合地方关于城

市生态环境治理的意见和建议，辨析了市域、建成

区、市辖区和城区的概念，分析了我国城市生态环

境治理存在的主题问题，研究提出基于生态韧性与

协同增效的城市生态环境治理策略。

１　 概念辨析

１􀆰 １　 市域、建成区、市辖区和城区

根据 ＧＢ ／ Ｔ ５０２８０—９８《城市规划基本术语标

准》，城市（ｃｉｔｙ）是指以非农产业和非农业人口聚集

为主要特征的居民点，主要是国家行政建制设立的

市；城市包括的全部国土面积称为市域。 城市建成

区（ｕｒｂａｎ ｂｕｉｌｔ⁃ｕｐ ａｒｅａ）是指城市行政区内实际已成

片开发建设、市政公用设施和公共设施基本具备的

地区，具体指一个市政区范围内经过征用的土地和

实际建设发展起来的非农业生产建设的地段。 市

辖区（ｍｕｎｉｃｉｐａｌ ｄｉｓｔｒｉｃｔ）是指直辖市、副省级城市和

地级市下设的行政区，是城市建成区的核心组成部

分，居民以城镇人口为主。 根据 ＴＤ ／ Ｔ １０６４—２０２１
《城区范围确定规程》，城区范围是指在市辖区和不

设区的市，区、市政府驻地的实际建设连接到的居

民委员会所辖区域和其他区域，是实际已开发建

设、市政公用设施和公共服务设施基本具备的建成

区。 《宪法》将直辖市以外的市分为设区的市和不

设区的市，设区的市即设立市辖区的市，地级市为

市辖区的上级。 从统计学角度，建成区的范围可能

大于、等于或小于市辖区的范围，但肯定小于或等

于市域范围。 从边界来看，建成区为统计学概念，
随着城市建设发展其边界和范围会动态变化，而市

辖区范围明确，很少发生调整（图 １）。
１􀆰 ２　 韧性城市和生态韧性建设

韧性（ｒｅｓｉｌｉｅｎｃｅ）最早来源于物理学概念，２０ 世

纪 ６０—７０ 年代开始被一些生态学家采用，有时也称

恢复力、弹性，指的是生态系统恢复平衡的速度、应
对危机并恢复的能力以及适应新环境的能力［４］。
目前，韧性城市（ｒｅｓｉｌｉｅｎｔ ｃｉｔｙ）仍然没有统一的规定

性概念［５－６］。 联合国防灾减灾署将韧性城市定义为

“面对冲击和压力，能够做好准备、恢复和适应的城

市”。 ＭＥＥＲＯＷ 等［７］认为，城市韧性是指城市系统

及其所包含的跨越时空尺度的社会生态和社会技

术网络，在面对干扰时维持或迅速恢复所需的功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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及适应变化的能力，并使限制当今或未来适应能力

的系统快速转型。 中共北京市委办公厅、北京市人

民政府办公厅发布的《关于加快推进韧性城市建设

的指导意见》指出，韧性城市是具备在逆变环境中

承受、适应和快速恢复能力的城市，是城市安全发

展的新范式。 ２０２２ 年版《国际城市蓝皮书》的主题

是“全球韧性城市建设”。 城市包括经济、政治、社
会、空间结构、生态环境及要素流动等系统，各要素

相互交织重叠，共同维护城市系统稳定与发展［８］。
韧性城市建设一般包括经济韧性、社会韧性、空间

韧性、基础设施韧性和生态韧性［９］，生态韧性是韧

性城市建设的重要维度。

图 １　 市域、建成区、市辖区和城区的范围示意

Ｆｉｇ􀆰 １　 Ｓｃｈｅｍａｔｉｃ ｄｉａｇｒａｍ ｏｆ ｔｈｅ ｓｃｏｐｅ ｏｆ ｃｉｔｙ， ｂｕｉｌｔ⁃ｕｐ
ａｒｅａ， ｍｕｎｉｃｉｐａｌ ｄｉｓｔｒｉｃｔ ａｎｄ ｕｒｂａｎ ａｒｅａ

不同学者由于关注点的差异（城市规划、防灾

减灾、人居环境健康、生态系统保护、绿色低碳等）
提出了不同的见解与诠释。 １９７３ 年，加拿大学者

ＨＯＬＬＩＮＧ［１０］最先基于生态系统的动态平衡特点，将
生态韧性定义为当生态系统受到外部干扰时的自

身重 组 能 力、 适 应 恢 复 到 均 衡 状 态 的 能 力。
ＰＩＭＭ［１１］进一步将生态韧性定义为生态系统在遭受

扰动后，恢复到原有稳定状态的速度。 ＢＲＡＮＤ［１２］

将生态韧性定义为生态系统抵抗干扰并保持特定

状态的能力。 ２０１６ 年，《新城市议程》从城市规划的

角度将城市生态韧性定义为城市内部的生态系统

可以承受的多种冲击，并从冲击中恢复，且能逐渐

提高其功能的能力。 ＣＨＡＦＦＩＮ 等［１３］ 认为，生态韧

性是指系统在保持结构、功能、反馈和基本系统特

性的情况下承受干扰的能力，是复杂系统一种非规

范的属性。 姜子璇［１４］ 从韧性城市特征角度将生态

韧性定义为生态系统在面对外界压迫和内在压力

时，能够及时进行抵御、承受和灾后恢复的能力。
城市生态韧性体现在 ２ 个方面，一是城市生态系统

自身提供的韧性，指城市通过优化生态安全格局、
加强城市生态建设来提高隔离、规避和消解破坏性

影响的能力；二是依赖城市系统底层的多样性、相
互依赖性和自组织能力形成的韧性，以自下而上的

方式构成社会生态系统的稳定性和恢复重建能力，
并具有一定的适应性演化能力［１５］。 由此可见，城市

生态韧性着重于提升市域特别是建成区生态系统

的多样性、稳定性、可持续性，发挥自然系统在水源

涵养、洪水调蓄、气候调节、生物多样性维护、减污

降碳等方面的生态系统服务功能，增强城市适应气

候变化灾害能力和人与自然和谐共生的现代化

水平。

２　 城市生态环境治理存在的主要问题

２􀆰 １　 生态环境协同治理滞后于城市建设，人居生态

环境“大城市病”依然严峻

　 　 习近平在江苏考察时强调，建设人与自然和谐

共生的现代化，必须把保护城市生态环境摆在更加

突出的位置。 从城市建设来看，我国城市建成区面

积由 ２０００ 年的 ２􀆰 ２４ 万 ｋｍ２增加到 ２０２１ 年的 ６􀆰 ２４
万 ｋｍ２，增长了 １７９％［１］，城市建设成绩斐然。 从城

市热环境来看，有研究表明，２０００—２０１８ 年城市地

表热岛效应最高增速为 １􀆰 １３℃·（１０ ａ） －１，主要发

生在夏季，我国绝大多数城市热岛效应强度在持续

增大［１６－１８］。 城市建设活动和路网建设活动改变了

局部地貌特征和生态景观，长期以来城市运行的生

态环境安全未得到充分保障，存在重污染防治、轻
生态保护的短板。 《全国生态状况变化 （ ２０１５—
２０２０ 年）调查评估报告》指出，２０１５—２０２０ 年我国

城市开发建设强度不断增大，２０２０ 年城镇生态系统

面积为 ３１􀆰 ０９ 万 ｋｍ２，增幅达 ６􀆰 ３％，主要表现为侵

占周边农田。 从城市健康来看，良好的生态环境质

量和高效的资源利用是城市健康发展的重要基础。
根据《城市蓝皮书：中国城市发展报告（２０２０）》 ［９］，
我国中等规模城市健康管理指数最高（５６􀆰 ６１），其
次是大城市（５６􀆰 ００）和特大城市（５５􀆰 ４７），小城市

（５４􀆰 ４６）和超大城市（５０􀆰 ３４）较低，说明小城市和超

大城市存在明显的健康管理短板，超大城市的生态

环境治理体系以及小城市的生态环境治理能力有

待加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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２􀆰 ２　 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的区域差异显著，基础设

施建设面临“快还旧账、不欠新账”双重压力

　 　 城市生态环境是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

代化的重要内容。 从治理体系来看，当前城市生态

环境治理面临生物多样性提升、气候变化风险适应

性管理等新问题，城市生态系统和安全保障体系正

在经历重大考验。 调研表明，我国城市人口密度

大，难以借鉴西方城市建设经验，尚未从单体建

筑—社区—城市—城市群等多个尺度考虑生态保

护，破解“大城市病”需考虑立体空间利用。 超大特

大城市生态环境治理体系仍显不足，亟待提升精细

化和智能化水平。 从治理能力来看，中小城市受经

济发展水平限制，生态环境监测能力、环境风险防

控能力、专业技术队伍等与环境治理现代化要求存

在较大差距。 调研表明，西部地区有些省份城市生

态环境治理的基层人员少，执法队伍呈倒三角形，
有机构但人员不足，县级执法监管能力难以支撑垂

改后的工作任务。 从基础设施来看，《２０２１ 年中国

城市建设状况公报》指出，２０２１ 年我国污水处理率

为 ９７􀆰 ８９％，生活污水集中收集率为 ６８􀆰 ６０％，比上

年增加 ３􀆰 ８ 百分点，上海、新疆、天津、北京、陕西、甘
肃、内蒙古、河南、宁夏、江苏、吉林、河北、山东、广
东、山西 １５ 个省（区、市）和新疆生产建设兵团的城

市生活污水集中收集率超过 ７０％。 有些城市存在

污水收集处理能力与城乡发展不匹配的问题，生活

污水处理厂配套管网建设总体滞后，雨污分流、污
水截污还不到位；工业园区污染治理设施建设不

足，难以适应新型工业化建设发展。
２􀆰 ３　 “双碳”目标任重道远，工业园区降碳减污扩

绿增长亟待技术创新

　 　 城市是产业积聚和人口集中分布区域，是降碳

减污扩绿增长的“主战场”。 有报道指出，从全球的

角度来说，城市地区排放的 ＣＯ２ 占总量的比例为

７５％左右；中国城市地区占比更高，在 ８０％左右［１９］。
从产业绿色转型来看，目前战略性新兴产业、高技

术产业尚未成为多数城市经济增长的主导力量，产
业链、供应链还处于向中高端迈进的重要关口。 调

研表明，有些城市以煤炭和石油为主的能源结构和

以公路运输为主的运输结构仍将持续较长时间，传
统发展路径的惯性依然存在，污染物排放总量仍较

大，仅依靠节能的减碳空间有限。 从碳排放“双控”
来看，能源消耗量仍呈刚性增长趋势，以降碳为重

点的城市生态文明建设任重道远，特别是工业园

区。 ２０２２ 年国家级和省级工业园区有 ２ ５４３ 家，经
济总量约占全国 ＧＤＰ 的 ６０％以上。 园区既是城市

绿色低碳发展的主阵地，也是生态环境领域推动

“双碳”战略落实的重要抓手。 生态化改造是园区

绿色低碳发展必由之路，但当前已命名和在建的国

家生态工业示范园区不足 １００ 家，同时也存在区域

不平衡现象，东部地区开展建设起步早、数量多，中
西部地区建设滞后。 从技术创新来看，作为城市降

碳减污、绿色发展示范引领的“排头兵”，园区却面

临着碳排放底数不清、“运动式”减碳的问题［２０］，需
要着眼于城市和工业园区“双碳”目标，研究构建以

产业生态化和生态产业化为主体的生态经济体系，
亟待加强降碳减污协同增效和绿色低碳转型发展

技术的研发及实践创新研究。
２􀆰 ４　 顶层谋划发展的系统性不强，缺乏针对性的城

市生态环境治理举措

　 　 城市生态环境精细化管理是人与自然和谐共

生现代化的客观要求。 长期以来，我国快速城市化

地区过度关注经济增长，强调城市的生产功能，协
同推进生态环境高水平保护和经济社会高质量发

展面临多重压力。 城市“重高楼、轻绿色”“重地上、
轻地下”的现象尚未得到根治，１９８５—２０２０ 年我国

地表不透水面增加了 １３􀆰 １ 万 ｋｍ２，居全球首位［２１］。
从环境质量来看，臭氧污染防控工作进入瓶颈期、
攻坚期，碳排放量仍在增加，水环境治理存在“重厂

轻网”“微容量、重负荷”现象。 东部地区资源利用

率最高，但超大特大城市和城市群环境质量持续提

升难度大，西部地区环境质量优良，但环境基础设

施受经济制约明显，区域之间生态环境本底和经济

社会发展水平存在明显差异性。 从人居生态环境

来看，生态文明建设有力提升了生态环境意识和法

治意识，但仍存在噪声污染、汽车尾气、餐饮油烟、
施工扬尘、城市内涝等问题［２２］，特别是在老城区，严
重影响和谐宜居环境建设。 根据近 １０ ａ 的《中国环

境噪声污染防治报告》，噪声污染投诉连续占据环

境投诉总量的前 ２ 位（达 ３８％以上），某些城市噪声

投诉占比甚至达 ７０％以上，是居民生活中的闹心

事、烦心事。 调研表明，居民对于城市高品质生态

环境的需求日益增长，但以“人在绿中，城在园中”
“出门见园、开窗见绿”“十五分钟生活圈”为引领的

城市生态建设尚未融入多数城市规划目标。 从政

策实施来看，快速城市化地区具有单体建筑—社

区—城市—城市群的地上地下多维度空间特点以

及基质—廊道—节点的宏观生态安全格局［２３－２４］。
打好污染防治攻坚战的重点在京津冀等关键区域

和主要城市，生态保护修复的重点在生态脆弱区和

重点生态功能区。 目前对城市建成区生态韧性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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升和生物多样性保护的关注不够［２５－２７］，站在人与自

然和谐共生的高度谋划发展的系统性不强，同新时

期生态文明建设和“打造宜居、韧性、智慧城市”要

求相比，仍缺少针对性的城市生态环境治理举措。

３　 城市生态环境治理策略

３􀆰 １　 加强顶层设计，站在人与自然和谐共生的高度

谋划城市生态环境治理

　 　 以习近平生态文明思想为指导，深入践行“人
民城市人民建，人民城市为人民”和“绿水青山就是

金山银山”重要理念，推进城市建设与生态环境治

理重大战略协同增效，完善新时期协同增效的城市

生态环境治理体系。 打破城市建设与生态环境保

护、园林绿地、自然保护地建设、生态保护红线划

定、生物多样性保护、产业结构调整等要素化、条块

化分割治理的局面，共同推进符合“人民城市”理念

的生态环境治理新路子，协同打造宜居、韧性、智慧

城市，实现城市生态环境治理的目标协同、政策协

同和技术协同，全面提升城市生态文明建设水平。

图 ２　 城市生态环境治理存在的主要问题和路径探析

Ｆｉｇ􀆰 ２　 Ｍａｊｏｒ ｐｒｏｂｌｅｍｓ ａｎｄ ｐｏｔｅｎｔｉａｌ ｐａｔｈｓ ｉｎ
ｕｒｂａｎ ｅｃｏ⁃ｅｎｖｉｒｏｎｍｅｎｔ ｇｏｖｅｒｎａｎｃｅ

３􀆰 ２　 突出生态韧性，强化超大特大城市生态服务和

中小城市环境基础设施建设

　 　 破解超大特大城市生态环境治理体系和中小

城市生态环境治理能力存在的问题，需要强化城市

生态韧性建设，其中城市生态空间保护、区域 ／流域

生态用地调控、生物多样性提升是关键任务，城市

规划源头控制、城市更新与生态修复、生态基础设

施建设等精细化管理是重要手段。 结合《“十四五”
全国城市基础设施建设规划》 ［２７］，从单体建筑—社
区—城市—城市群等多尺度强化城市生态空间保

护，科学布局与优化公园绿地、生态廊道、生态缓冲

带，构建覆盖建成区和非建成区的生物多样性观测

网络，提高城市生物多样性和生态系统服务［２６］。 针
对风险与灾害防控，构建生物安全、外来入侵物种、
花粉污染、气候变化灾害等非传统安全风险的防范

系统，加强中小城市环境基础设施建设，提升人居

环境健康和生态安全水平。
３􀆰 ３　 锚定协同增效，聚焦城市和工业园区降碳减污

扩绿增长新任务

　 　 系统谋划碳达峰碳中和纳入城市生态文明建
设、生态环境高水平保护促进经济高质量发展新任

务，基于生态环境协同治理理论，深化数字技术应

用，制定城市和工业园区降碳减污扩绿增长的精准

细化和智能化管理技术政策。 聚焦降碳减污协同

增效的控制路径和有效模式，构建以产业生态化和

生态产业化为主体的城市生态经济体系，分阶段部

署实施城市和工业园区生态环境协同治理目标和

任务，创新城市和工业园区差异化生态环境治理模

式，探索工业园区降碳减污协同治理机制及碳中和

路径，赋能碳达峰碳中和目标实现。
３􀆰 ４　 强化分区分类，提升城市生态系统多样性、稳
定性、可持续性

　 　 人与自然和谐共生的现代化是中国式现代化
的重要内容。 依托市域、建成区、市辖区和城区的

差异性，严守城市自然生态安全边界，加强物种多

样性保护和生物多样性管理，分区分类实施城市生

态系统管理。 围绕打造宜居、韧性、智慧城市和城

市生态修复，保护重要生态系统和物种的栖息地及

生态服务功能，通过生态用地优化、城市更新行动、
生态廊道建设等构建生态安全格局［２８］。 结合生物
多样性定位观测或实地调查，优先开展建成区生物

多样性本底状况调查，评价古树名木保护、外来入

侵物种防控、指示生物类群物种变化等情况。 针对

城市复合生态系统管理和生物多样性保护的相关

政策、规划、项目、工程等实施情况，评价资金投入、
公众参与和地方特色，综合反映城市人与自然和谐

共生情况。
３􀆰 ５　 加强科技支撑，破解新时期城市生态环境协同

治理难题

　 　 研究“人民城市人民建，人民城市为人民”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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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绿水青山就是金山银山”重要理念的耦合性，加强

城市生态韧性与环境污染治理协同控制理论技术

创新研究，研发基于人工智能、大数据的超大特大

城市生态环境治理精细化和智慧化管理技术。 围

绕城市生态服务提升、人居环境健康和绿色低碳转

型发展，研究区域和城市生态产品“供体－受体”调
控机制，建立基于城市更新和多尺度生态空间调控

的城市生态韧性建设技术体系。 针对城市建成区热

岛效应和非建成区冷却效应，开展韧性城市生态服

务提升机制研究，揭示气候变化与生物多样性的影

响及反馈机制。

４　 结语与展望

相较于自然生态系统，城市和城市群以人口、
生产、生活等要素资源高度聚集为基本特征，是自

然－社会－经济相互依赖的复合生态系统。 党的二

十大要求“坚持人民城市人民建、人民城市为人民，
提高城市规划、建设、治理水平，加快转变超大特大

城市发展方式，实施城市更新行动”和“站在人与自

然和谐共生的高度谋划发展”。 城市生态韧性提升

的目标是人与自然和谐共生，在建成区必须强化以

人为本的理念，协同推进韧性城市建设、环境污染

治理、生态廊道建设和生物多样性提升，实施城市

生态环境的精细化治理和智慧化管理；在非建成区

应强化以自然为本的理念，加大自然保护地、生态

保护红线等生态空间保护力度，依托城市功能定

位，推进生态产品价值实现和自然生态安全屏障

建设。
该研究面向新时期城市生态环境协同治理，阐

释了城市生态韧性的内涵，凝练总结了当前存在的

主要问题：（１）生态环境协同治理滞后于城市建设，
人居生态环境“大城市病”依然严峻；（２）治理体系

和治理能力的区域差异显著，基础设施建设面临

“快还旧账、不欠新账”双重压力；（３） “双碳”目标

任重道远，工业园区降碳减污扩绿增长亟待技术创

新；（４）顶层谋划发展的系统性不强，缺乏针对性的

城市生态环境保护举措。 鉴于此，笔者基于生态韧

性与协同增效提出了 ５ 条城市生态环境治理策略：
（１）加强顶层设计，站在人与自然和谐共生的高度

谋划城市生态环境治理；（２）突出生态韧性，强化超

大特大城市生态服务和中小城市环境基础设施建

设；（３）锚定协同增效，聚焦城市和工业园区降碳减

污扩绿增长新任务；（４）强化分区分类，提升城市生

态系统多样性、稳定性、可持续性；（５）加强科技支

撑，破解新时期城市生态环境协同治理难题。 ２０２３

年 ７ 月 １７—１８ 日召开的全国生态环境保护大会指

出，把建设美丽中国摆在强国建设、民族复兴的突

出位置，推动城乡人居环境明显改善、美丽中国建

设取得显著成效，以高品质生态环境支撑高质量发

展。 上述研究结果可为站在人与自然和谐共生的

高度谋划城市生态环境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建设

提供依据，特别是超大特大城市，并结合海绵城市、
园林城市、森林城市、公园城市、国家环境保护模范

城市等生态城市建设，提升城市生态建设和环境管

理水平，协同推进城市生态环境高水平保护和经济

社会高质量发展，为我国新时期美丽城市生态环境

治理、城市更新行动和生态韧性提升提供决策参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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